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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我写了《走进分析哲学》一书，介绍了20世纪一些最主要的分析哲学家的主要观点和思想，并且通过他们的观点和思想讲了逻辑对于分析哲学的重要性，逻辑分析在哲学中的作用。那本书反响不错，被称为分析哲学的入门著作。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在清华大学多次讲授语言哲学，也给一些高校讲过语言哲学的短期课程。在我讲课的时候，那本书被列为参考文献，但不是必读文献。这是因为，那本书的许多内容不是直接讲语言哲学，而是关于语言哲学的。在过去这些年的教学过程中，一些朋友和学生多次建议我写一本专门讲述语言哲学的书，就是说，写一本不是关于语言哲学的书。几年前我写了一个初稿。它一直放在案头，外出讲学也是如此。两三年前在外讲学期间，一个朋友在我的房间看到它，翻阅之后，建议我把它写完发表。也许是受到鼓励，经过进一步的努力，终于为读者奉献出眼前这本书。

在《走进分析哲学》的前言中我曾坦承：“也许我说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但是在整体上，我是在分析论述别人的思想，而且许多思想对于我来说，几乎是常识性的，很难激发写作的热情。”本书讲的依然是语言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其中一些如今甚至是常识性的问题，但是我的感觉却有一些不同之处。这是因为本书体现了一个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何使一种句子图式在语言哲学的讨论中起作用，如何努力把它贯彻始终。

在研究弗雷格的过程中，我看到他在给胡塞尔的一封信中有一个图示，用以说明他的思想与胡塞尔思想的区别。我觉得这个图示非常直观，简明易懂，于是想到，既然弗雷格可以用它来说明二人思想的区别，是不是同样可以用它来做一些说明工作呢？后来我发现，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于是我在教学中经常使用这个图示，效果不错。但是最初我用这个图示主要是解释弗雷格的思想。在《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一书再版时，我在译者序中明确使用了这个图示。

弗雷格逻辑主要是一阶逻辑，弗雷格的语言哲学主要也是基于一阶逻辑。因此它的图示对于解释它的思想是非常合适而且也比较直观。弗雷格的逻辑和哲学为语言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语言哲学的发展却并非仅仅局限于弗雷格逻辑和哲学的范围，尤其是模态逻辑产生和发展之后，基于它和围绕它所产生的哲学讨论非常多，形成的理论成果也非常多，引起的问题也非常多。在涉及这些概念和问题的研究和教学中，我想到，是不是可以基于弗雷格提供的图示，构造一种句子图式，从而使它能够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帮助，即能够有助于一般性地说明和解释语言哲学的问题，而不是仅仅有助于解释弗雷格的思想。于是就有了本书构造的句子图式。

本书提供的句子图式以逻辑的理论为基础，因此是一种理解语言哲学的辅助性工具。它具有如下优点：

首先，它非常直观，容易操作。对于缺乏逻辑背景或逻辑训练不够的人肯定是有帮助的。

其次，它清楚地区别出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而在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层面，又明确区别出常识性的含义与逻辑的语义。这样就有助于人们认识逻辑语义所说明的东西是什么，从而有助于更好地讨论相关问题。

再次，与逻辑通常只讨论句法和语义相比，它多了一个层次：“涵义”。在哲学讨论中，涵义（或意义、意思、含义、命题、思想等等）这一层次是不可或缺的。关于这个层次的讨论似乎有时重要，有时不重要，时而清楚，时而含糊。这一层次的区别，不仅对缺乏逻辑背景或逻辑训练不够的人会有帮助，即使对于逻辑训练有素的人也是会有帮助的。

最后，句子图式是基于逻辑而构造的，我希望，它所产生的直观效果会激发人们对逻辑的兴趣，进一步学习逻辑，从而能够更加深入地学习和研究语言哲学。

句子图式是可构造的，本书提供了基于基础图式所构造的7个（类）句子图式，涵盖了简单句（单称句）、（数）量词句、复合句、模态句、认知句、真语句；并基于它们陈述了语言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讨论了相关的哲学问题，尤其是与一阶逻辑和模态逻辑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本书基于这些图式讨论了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奎因、克里普克、达米特、戴维森、盖提尔等人的一些著名思想和问题，指出现有讨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了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这些既是语言哲学讨论的基本内容，也包括语言哲学中一些最主要的问题。语言哲学是20世纪以来的主流哲学。我希望本书能够为读者理解和把握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和理论有所帮助。

本书借助句子图式来讨论语言哲学问题，还有一个深层的目的：希望帮助读者更加充分地认识语言哲学的性质和意义。在我的眼中，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在许多人眼中却不是如此。字面上看，似乎分析哲学凸显“分析”，强调方法，而语言哲学凸显“语言”，强调对象。语言哲学似乎是对语言的哲学思考。由于哲学可以对各种问题进行思考，因而这似乎是自然的，一如现今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哲学”，比如心灵哲学、文化哲学、工程哲学、教育哲学等等。我不认为哲学可以对各种问题进行思考。最保守地说，即使不对思考的东西进行限制，也要把思考的结果谈成哲学才行。在我看来，语言哲学之所以与分析哲学相似甚至可以等同，主要在于无论是不是可以对其中的“语言”作对象性的理解，它都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而且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即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相比之下，所有其他“××哲学”都不具有这样的意义。正是由于这种方法论的意义，语言哲学才形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用语、思想成果和分析方法，才会成为主流哲学。因此，学习和研究语言哲学，非常重要的一点即是理解并把握其贯彻始终的逻辑分析方法。我想，假如句子图式能够成为一种逻辑的辅助工具，有助于人们理解和认识语言哲学中运用逻辑方法和理论所产生的一些结果，我会感到欣慰。

感谢北京市社科基金对本书的资助！感谢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振兴基金项目的资助！

衷心感谢北京书生研究中心！多年来它一直资助我的学术研究，没有任何要求，不求任何回报。

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田炜同志！她对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所有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劳的同志！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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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即为框


第一章　从语言出发

哲学讨论的是世界，是关于世界的认识。哲学以语言进行讨论，用语言表达世界，表达关于世界的认识。因此哲学的讨论和表述离不开语言。语言的功能是奇特的，人们不仅通过它来表达世界和关于世界的看法，而且可以谈论它，即以语言论述语言。这种谈论自身的能力一直被看作是语言的一种独特作用。也许正是由于具有这样一种作用，语言才会逐渐进入人们谈论的视野，并且逐渐占据谈论的核心地位。也许恰恰因为语言是可以谈论的，人们才从过去谈论世界逐渐发展成为谈论语言，并且使谈论语言成为哲学最基本的特征。不管怎样，至少20世纪哲学领域中发生了“语言转向”，与此相关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它使我们看到，人们谈论语言并且把谈论语言看作哲学的主要工作或方式，甚至看作哲学本身。

“语言转向”是20世纪60年代流行起来的术语。它描述了哲学此前几十年的主要状况，也预示了哲学未来的一种基本走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形式语言学派、日常语言学派等不同的流派，还是逻辑原子论、证实论、证伪论、语言游戏论等不同的学说，无不与语言相关。这样的哲学发展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几乎没有什么人会认为语言不重要，因而没有什么人会不重视语言。海德格尔不是分析哲学家，他的名言“语言乃是是的家”也不是分析哲学的产物。但是他的这句话能够成为脍炙人口的流行语，大概充分地体现了语言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人们对语言重要性的认识。

本书试图探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谈论语言与世界，可以有多种方式；本书则主要基于20世纪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丰硕成果，重点探讨如何通过语言分析而达到对世界的认识。为此，让我们首先简要论述一下20世纪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


1. 弗雷格与语言哲学

论述语言哲学，一定要谈弗雷格。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语言哲学的基本内容，包括一些重要术语，主要来自弗雷格或与弗雷格密切相关。其二，语言哲学使用的方法，主要来自弗雷格或基于弗雷格。也就是说，弗雷格对语言哲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语言哲学的历史，却会发现，弗雷格的影响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那样明显，而是经历了一个从不明显到明显的过程。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作为语言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本人似乎有一个从隐藏在幕后到走上前台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本身也许是戏剧性的，但是它反而更加说明弗雷格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可以认真思考一下这个过程。

20世纪的分析哲学，50—6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以此分界，或者大致上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可以看出分析哲学的重大变化。在前一个阶段，影响最大的重要人物不是弗雷格，而是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以及维也纳学派，与此相应的居主导地位的哲学理论主要是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而在后一个阶段，弗雷格无疑是影响最大的哲学家，语言哲学随之形成，特别是意义理论，逐渐成为语言哲学最核心的内容。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前一个阶段就没有其他哲学流派和理论，或者其他形式的哲学流派和理论就不重要，实际上它们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形式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的争论，这些争论不仅牵涉到许多重要哲学家，包括奥斯汀、后期维特根斯坦、施特劳森等人，而且涉及对语言和逻辑的认识，从而涉及对如何应用逻辑，如何看待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同样，认为语言哲学，尤其是意义理论凸现出来，这并不是说后一个阶段没有其他种类和形式的哲学，实际上今天同样称之为语言哲学或分析哲学的内容是非常多的，比如科学哲学、心灵哲学、思想哲学等等，有人甚至借用“语言转向”的说法谈论各种各样的“转向”。但是在我看来，无论有多少哲学流派和理论，早期的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今天的意义理论，无疑是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内容，或者，至少属于分析哲学最主要的内容。因此，限于篇幅和讨论的主要目的，我们可以不用详细探讨和论述整个分析哲学，而是仅以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为例，围绕它们的主要思想和内容来探讨一下弗雷格在分析哲学中所起的作用，并且通过对于它们的探讨来看一看弗雷格对分析哲学的影响。

逻辑原子论的核心思想是：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这一思想在维特根斯坦的名言“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而罗素所说的事物具有某种性质或事物之间具有某种关系，则具体地解释了什么是事实。逻辑原子论提出事实作为探讨世界的基本单位，以此为基础，区别出简单事实和复杂事实，并且由此形成一套丰富的思想理论。这一理论彻底改变了世界是由事物构成的这种传统看法，对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熟悉弗雷格思想的人都知道，弗雷格虽然也提到过事实，比如他在区分思想与真的时候探讨科学家的发现，由此谈到事实，他在给维特根斯坦的信中曾经批评维特根斯坦使用的事实概念不清楚，等等，但是他从未把事实作为一个核心或主要概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说明，事实也从未在他的著作和思想中占据重要和核心的地位。因此似乎可以说，弗雷格对逻辑原子论没有什么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一切有意义的命题要么是分析的，要么是综合的。分析命题是必然的，可以通过数学和逻辑来证明；综合命题是偶然的，可以通过经验来证明。由此出发，逻辑实证主义得出很多重要结果。一个非常出名的结果是认为，一切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命题既不能用数学和逻辑的方法来证明，也不能通过经验来证明。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有关“不”这一概念的探讨的批判
[1]

 ，可以说是这种看法的典型代表，也是这方面批判的典型范例。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是导致分析哲学中关于证实和证伪的讨论。这里牵涉到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一个命题的意义取决于可以被证实，那么它的可证实性标准是什么？许多经验命题，尤其是全称命题，是无法用经验来证实的，但是却可以被证伪，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它们在科学中的地位？应该如何寻求支持它们的证据？等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是认为，应该构造形式语言，抛弃自然语言，通过形式语言来刻画世界的逻辑结构，消除自然语言的歧义给哲学带来的混乱，以此来彻底解决哲学中存在的问题。以上这些观点虽然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其中一些甚至受到分析哲学家自身的批评，比如奎因对分析和综合的区别的批评。但是它们猛烈地冲击甚至颠覆了传统哲学中的一些看法，为哲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视野和范式，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哲学的发展。

了解弗雷格思想的人知道，弗雷格在探讨数这个概念的时候也涉及到分析与综合、先天与偶然等等问题，但是他从未从区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角度来探讨问题。尽管他论述了句子的意义，强调句子的意义和意谓的区别，但是他很少谈论如何从经验的角度来证实句子的意义，更没有把这样的问题放在首位。虽然他常常批评自然语言是有歧义的，强调要从自然语言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提出要用形式语言代替自然语言。因此似乎同样可以说，弗雷格对逻辑实证主义没有什么影响。

是这样吗？弗雷格对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真的没有什么影响吗？在我看来，并非如此。以上只是表面现象。且不说罗素与弗雷格有书信往来，维特根斯坦既与弗雷格有书信往来，也曾多次拜访弗雷格，他们有许多私人交往，卡尔纳普还听过弗雷格的课，等等，即使人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只要认真阅读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等人的著作，或多或少总会看到弗雷格的影子。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要么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弗雷格的名字，言明自己从弗雷格的思想受益，甚至对弗雷格表示感谢，要么提到弗雷格的思想观点并进行探讨。也就是说，通过这些人的著作，人们实际上可以看到，在他们的背后站着弗雷格。因此弗雷格对他们是有影响的。弗雷格的影响，也许主要不是体现在一些具体的观点上。确切地说，他们的观点有时甚至是有分歧的，比如罗素批评弗雷格关于专名的论述，认为他没有区别专名和摹状词，维特根斯坦则抱怨弗雷格不理解甚至曲解了他的思想。但是在哲学研究的方法上，弗雷格肯定是有影响的，而且这种影响还是很大的。这是因为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他所建立的一阶谓词逻辑成为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等人主要依据的理论和工具。只要看一看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并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如前所述，逻辑原子论把事实放在核心的地位。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他利用“图像”这一比喻，从事实过渡到思想，并进而过渡到句子，最终围绕句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涉及句子的句法结构，涉及句子的语义解释。但是很明显，所有这些讨论及其所得出来的结论，不仅是依据一阶逻辑进行的，而且几乎没有超出一阶逻辑理论的范围。罗素对于事实的解释，无论是指事物具有什么性质，还是指事物之间具有什么关系，显然也是基于一阶逻辑理论，因为从这里的解释明显可以看出一元谓词和二元（以上）谓词之间的区别。逻辑实证主义与逻辑原子论明显不同，因为它突出强调对命题意义的分析。但是应该看到，在这样的分析中，逻辑实证主义最强调的一点是对逻辑句法的分析。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许多哲学问题，甚至所有哲学问题都是由于句法错误产生的。因此他们提出的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别，前面谈到的三个主要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分析句法进行的；而以形式语言取代日常语言，描述世界的逻辑构造，不过是其思想登峰造极的体现。所有这些，依然是主要依据一阶逻辑进行的。换句话说，无论是把事实放在首位，还是从命题意义出发，实际上都是从句子出发的，都是围绕着句子在进行分析。这一点，恰恰是依据现代逻辑，特别是依据一阶逻辑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这一点，恰恰是来自弗雷格，来自弗雷格建立的一阶逻辑。当弗雷格的语言哲学被人们发现并得到讨论之后，人们同样发现，从句子出发，围绕着句子进行分析，正是弗雷格的语言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

如果说在前一个阶段，弗雷格主要是从方法论上直接对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等人产生影响，从而通过这些人的著作和思想对分析哲学间接地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在后一个阶段，弗雷格则直接参与了语言哲学的讨论，并且通过自己的思想直接对语言哲学产生重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期，弗雷格的著作被重新出版，一些著作被翻译为英文，他的思想开始广泛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随之而来的是，他的所有著作，包括遗著，到了80年代陆续出版并被翻译为英文。简单地说，他之所以有影响，主要在于他不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被研究，而是作为分析哲学的思想来源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其结果是，他的一些著作成为分析哲学的经典文献和基本文献，他使用的一些术语成为分析哲学的基本术语，他的一些思想和理论成为分析哲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并且成为深入讨论的基础，他使用的分析方法成为分析哲学的基本方法。语言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围绕着弗雷格的思想，围绕着有关弗雷格思想的讨论形成的。
[2]

 语言哲学最核心的内容——意义理论——也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形成的。因此，无论意义理论今天有了多么大的发展，讨论弗雷格的思想，至少谈及弗雷格的思想，总是不可缺少的。限于篇幅和本书的目的，下面我们仅以戴维森和达米特为例，来谈一谈意义理论。

众所周知，戴维森的意义理论的核心可以简单地表达为一个公式：s是真的当且仅当p。这个公式可以称之为戴维斯纲领。
[3]

 意义理论，顾名思义，主要是要思考语言的意义是什么。在戴维森看来，问一个句子或一个命题是什么意思，回答一定是这样的：“s意谓p”。这里的“意谓”是一个内涵概念，不太容易分析。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转换为外延的，就可以通过逻辑的方法来处理。因此，他通过“是真的当且仅当”替换了这里的“意谓”，或者说，他以前者解释后者。我们知道，在这里，戴维森主要是依据塔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从而把真这个概念看作是一个初始概念，以此来解释“意谓”。表面上看，戴维森纲领与弗雷格的思想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看一看戴维森的著作，我们就会明白，情况不是这样。戴维森对弗雷格分析句子的方法推崇备至。他明确地说：“由于有了弗雷格，大家才清楚地知道这条探索的途径，人们循着这条途径进行探寻的劲头甚至经久不衰。”
[4]

 在他看来，“弗雷格是惟一通过对谓词的处理而清晰地使句子成为语义单位的人”
[5]

 ，无论我们对弗雷格分析句子的方式是不是满意，“我们都应该歌颂这种企图和尝试”
[6]

 。而且他在论述意义理论的过程中，从来也没有离开弗雷格的逻辑方法。退一步说，即使认为戴维森主要依据的是塔尔斯基的理论，也应该看到，塔尔斯基的逻辑语义学也是建立在一阶逻辑基础之上的，因此同样是得益于弗雷格。

我曾把达米特的意义理论称之为达米特框架。
[7]

 在达米特看来，一个意义理论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关于所指和涵义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力量的理论。前一个部分是意义理论的主体部分，后一个部分是它的补充部分。因此相对来说，前一个部分是意义理论最重要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所指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涵义的理论，其中关于所指的理论则是基础性的。这样一种意义理论明显基于弗雷格的思想。根据弗雷格的思想，句子的涵义是句子的思想，而句子的意谓是句子的真值。围绕着这一区分，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比如：所有真句子都意谓真，所有假句子都意谓假。一个句子的真是由该句子中专名意谓的对象决定的。如此等等。达米特框架最初是在解释弗雷格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其中关于所指的理论，关于涵义的理论就是直接来自弗雷格关于意谓和涵义的区分和论述，而关于力量的理论也在弗雷格的著作中找到根据。因此达米特框架完全是从解释弗雷格的著作发展出来的。后来当达米特专门探讨意义理论的时候，他也没有抛弃这个框架，而且他的论述从来也没有脱离弗雷格。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弗雷格的逻辑是经典逻辑，是二值的，因此依据这种逻辑来解释语言就会遵循二值原则。达米特赞同直觉主义逻辑，而直觉主义逻辑的语义不依据二值原则，因而不承认排中律。依据这种逻辑来解释语言会质疑二值原则，达米特恰恰是这样做的，他的反实在论之名主要也是由此而来。但是即便如此，达米特始终没有放弃弗雷格关于所指的理论，他认为这是弗雷格的语义理论，他只是坚持认为并指出，以此不能解决语言中的所有问题，特别是那些超出二值范围的问题。因此他强调关于力量的理论，在他看来，这部分理论可以探讨和解决语言中超出二值范围的情况和问题。

无论是戴维森还是达米特，当然，还有讨论意义理论的诸多哲学家们，他们都明确认识到，意义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意义与真这个概念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单纯从字面上来理解，意义本身可以理解为句子的意义，构成句子的词的意义，或者非常简单地说，词的意义。但是由于与真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意义就不是词的意义。因为通过现代逻辑及其应用，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真乃是与句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即使考虑词的意义，也是要在句子的语境下，联系句子的意义来考虑的。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句子乃是考虑的出发点或核心。

综上所述，20世纪分析哲学前后两个阶段所讨论的问题，所形成的理论等等，乃是不同的。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以句子为核心，或者说，以句子为出发点。正因为从句子出发，正因为围绕句子进行分析，因此才把语言突出出来，才会形成语言哲学。20世纪分析哲学为我们展现的就是这样一幕历史画面。如果说弗雷格未出现在前台的时候，句子虽然是分析和探讨问题的出发点，但是它的核心地位还不是那样突出和明显，那么在弗雷格出现之后，这种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观。感谢弗雷格，正是他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分析句子的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句子，特别是，我们如何通过分析句子来达到关于世界的认识！


2. 如何分析语言

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句话曾经是20世纪最响亮的口号，也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信条。分析语言，通俗地讲，无非是面对语言，说它怎样怎样。但是，语言分析本身其实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因为它并没有说明如何进行语言分析。看到分析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以句子为核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这样的分析不是宽泛的，随意的，而是比较具体的，有句法可循的，这就是围绕着句子来进行语言分析。当然，这里直观上立即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围绕句子来进行语言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哲学的这个口号提到了“逻辑分析”。有了“逻辑”的修饰，语言分析也就不是任意的分析。简单地说，这可以是用逻辑方法来进行分析，或者更宽泛一些，这样的分析与逻辑相关。如此一来，所谓语言分析也就有了专门的性质和特征。当然，直观上同样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用逻辑方法来进行分析？这两个问题似乎很简单。句子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因此从句子出发来分析语言乃是很自然的。逻辑方法重要，因此用逻辑方法来分析语言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我看来，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前一个问题隐含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何围绕句子来进行语言分析？而后一个问题直接可以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如何用逻辑方法来进行分析？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更为直观的问题：为什么用逻辑分析一定要从句子出发？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分析语言，实际上是把语言当作对象，用语言来谈论语言。被分析的是语言，进行分析时使用的也是语言，因此就有了语言层次的区别。用语言谈论语言在日常交流中是常见的。比如人们问：“人是什么？”回答可以是：“人是理性动物。”人们也可以问：“人是怎么写的？”回答可以是：“人是一撇一捺。”这两对问答的形式是一样的，都是主系表的形式，却有很大区别。前一对问答是关于外部世界的，其中的“人”和“理性动物”都是关于外部事物的描述。后一对问答则不是。它们实际上是关于语言的谈论，因为其中的“是怎么写的”和“是一撇一捺”并不是关于外部世界中的人的询问和描述，而是关于“人”这个字本身的表述。因此这一对问答中的“人”不是关于外部世界中的事物的表述和描述，而是只表示这个字自身。由于语言是一体，而使用语言是人类一种自发的实践，是一个人在出生以后，随着自身的成长，跟着身边的人自然而然学习、掌握并运用自如的一种能力。因此在日常表达和交流中，人们并不一定会有意识地区别对事物的表达，对认识的表达，对语言的表达等等。因此这些表达常常交织在一起，是混淆不分的。而且一般来说，它们在交际中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但是在哲学讨论中，不区别这样的层次，就会出问题。比如著名的说谎者悖论：“我说谎”，问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这里的问题出在用“真的”来表述“我说谎”这句话，实质却与语言的层次有关，因为这里牵涉到用语言谈论语言。

既然是分析语言，把语言作为对象来谈论，就要对语言有一个认识；但是，如果不进行分析，人们对语言是无法认识的。因此就有一个如何分析语言的问题，即如何着手进行分析。人们可以自如地使用语言，因此可以说对语言本身有一种直观的认识，哪怕仅仅是笼统的认识或常识的认识。比如，语词可以表示事物、性质、关系，句子可以表达事物有什么性质，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等等。这些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语言。语言学对语言有专门的研究，比如关于音韵的研究，关于语法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语言。心理学对语言也有研究，比如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表达与心理活动的关系，这些研究成果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语言。除此之外，在哲学研究中，人们长期以来一直使用逻辑方法，依赖逻辑方法来进行分析。因为人们认识到并且相信逻辑是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也是非常可靠的方法。而当人们依靠逻辑来分析语言的时候，一定会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语言，运用逻辑的理论成果来分析语言，最终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目的。应该看到，这一点并非在分析哲学中才是这样，而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如此。

这里有两点必须要说明。第一，逻辑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语言分析的形态。逻辑是研究有效推理的，因此逻辑研究的东西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它一定是一种从前提到结论的结构；二是这种结构要有保真的性质，即从前提的真一定可以得到结论的真。关于有效推理，这样说一说非常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概略地说，前提与结论之间是一种结构，每一个前提和结论各有自身的结构，前提与前提的组合也形成不同的结构，所有这些结构相互之间构成非常复杂的关系。正是这些复杂的结构决定了如何能够从真的前提一定可以得到真的结论。逻辑研究这样的东西，并且基于这样的研究形成自己的理论内容。因此，用逻辑来分析语言，一定会反映出这些理论内容的特征。这主要就是，对语言中推理的分析自然会依据逻辑中关于推理的描述；对语言中句子的分析会依据逻辑中关于前提或结论的结构的刻画；而且这两类分析都会围绕着真这一概念或者密切联系着真这一概念来进行。

第二，不同的逻辑会导致不同的语言分析。逻辑经历了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到弗雷格逻辑的转变，即从传统逻辑到现代逻辑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巨大的，对哲学也造成了非常不同的影响。前面我们强调弗雷格对分析哲学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在强调现代逻辑对分析哲学的影响。为了说明这里的区别，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传统逻辑和一阶逻辑。为了简便，我们看一看它们的语言。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语言大致会如下：

词项变元：S，P……

词项联结词：是

否定词：不

量词：所有、有

［命题变元：p，q……

命题联结词：如果，那么（或：所以）；或者；并且；并非］

括号中的语言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中不是明确给出的，而是后来在传统逻辑中明确给出的。

一阶逻辑一般会有如下语言（不考虑“函数”“项”和“等词”等等）：

命题变元：p，q，r……

命题联结词：¬，∧，∨，→，↔

个体常元：a，b，c……

个体变元：x，y，z……

谓词：F，G……

量词：∀，∃

（真值符号：T，⊥）

括号：（，）

括号中的语言不是弗雷格逻辑中明确给出的，而是今天一阶逻辑中普遍给出的。但是弗雷格给出的第一个符号包含着对“真”的说明，因而实际上可以说给出了“T”这个符号。充其量只能说，他没有关于语义的系统而完满的说明。

以上两种语言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是句法上的区别。比如，传统逻辑只有词项变元S，P等等，这样它就只能构造“S是P”和“S不是P”这样的句子，这样一来，它的量词也只是对主项的限定，比如“所有S是P”。因此它的S和P只能表示类，它无法表达含有名字的句子，无法表达表示关系的句子，也无法表示出量词的不同层次。而一阶逻辑有个体常元，它们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名字，这样它可以表达个体事物或对象。虽然一阶逻辑中的谓词表达的是类，有些类似于传统逻辑中的词项变元，但是由于有名字，因此它可以通过名字的个数的区别来表达性质和关系，比如一个谓词加一个名字表达的是性质，如“Fa”，加两个（以上）名字表达的是关系，比如“Fab”，而且通过名字的次序来确切地表达关系，比如“Fab”与“Fba”表示不同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一阶逻辑中有个体变元，而在自然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表达。但是它与谓词和量词符号相结合，却更好地体现了谓词和量词的特征，表达了自然语言中的一些东西。与谓词符号结合，形成开语句，比如“Fx”，在自然语言中相应的即是谓词本身，而不是一个句子，因而没有真假，比如“……发展变化的”。与量词符号相结合，则形成闭语句，比如“∀xFx”，由此表明这里的谓词处于一定的范围，不是任意的，在自然语言中相应的即是一个句子，因此就有了真假。比如“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另一方面是语义上的区别。一阶逻辑中有真值符号，即日常语言中通常所说的真和假。在传统逻辑中，关于真假的讨论也不是没有，但是由于没有区别句法和语义，二者是混淆在一起的，因此对真假的认识不是那样清楚。而在一阶逻辑中，由于区别了句法和语义，不仅对真假有了更明确的讨论和认识，而且建立和发展起关于语义的理论，即逻辑语义学。关于真这个概念，在自然语言中也有相应的表达，即“是真的”。它在逻辑中不能被指派到谓词，比如“Fx”，而只能被指派到句子，比如“Fa”，“∀xFx”，“p”等等。有了这样的语言和理论，我们不仅可以表达相应的自然语言，而且可以获得对自然语言中相关用法的更深刻的认识。

从这两方面的区别还可以引申出一个更为重要的区别。由于传统逻辑缺乏语义方面的明确说明，因此在应用它进行语言分析的时候，不一定会把真这一概念始终放在核心的位置。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本句式是“S是P”，因此也是建立在关于句子的分析之上的。但是由于它缺乏明确的语义说明，因此没有使真这个概念凸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在哲学分析中无疑会有关于真的论述，也会围绕着句子来考虑。但是缺乏明确的逻辑观念，同样是从“S是P”这样的句式出发，却不一定会考虑真，也不一定会围绕着句子来考虑。在西方哲学史上，考虑主项如何，谓项如何，或者甚至仅仅考虑其中那个“是”如何的哲学家并不是少数。相比之下，一阶逻辑明显不同。由于一阶逻辑有明确的语义概念，因此在应用一阶逻辑分析语言的时候，就会考虑真这个概念，并且会突出这个概念，甚至会把它放在首位。这里的意义在于：与真相关的句法一定是：“Fa”，“∀xFx”，“p”等，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命题联结词构造起来的句子。而“Fa”，“∀xFx”，“p”这三类符号，用逻辑术语来说叫合适公式，但是在分析语言的时候，与它们相应的是什么呢？是句子！也就是说，有了逻辑语义的说明，运用逻辑进行分析，自然会把句子放在首位，因而会突出句子的核心地位和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不仅逻辑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语言分析的形态，不同的逻辑会导致不同的语言分析，而且这两点也是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围绕着句子进行分析，从句子出发来分析语言，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3. 语言哲学的意义

在哲学中论述语言，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说过：“说出的词是心灵经验的符号，而写下的词是说出的词的符号。”
[8]

 所谓心灵经验，不会不包括有关世界的体验，因而这里或多或少也涉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但是，真正明确谈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大概是现代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逻辑充满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它的界限”
[9]

 ，“逻辑命题描述世界的构架，……是表现世界的构架”
[10]

 。这些论述如今几乎成为名言警句。不论它们是不是有道理，显然是非常明确地把语言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把语言所表达或所显示的东西与世界联系在一起。戴维森则认为，我们共有一种语言，“也就共有一幅关于世界的图景”，我们显示语言的大部分特征，“也就显示了实在的大部分特征。所以，研究形而上学的一种方法便是研究我们语言的一般结构”。
[11]

 这不仅说明语言与世界的联系，而且指出研究语言是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

应该看到，哲学家们并不是为了分析语言而分析语言。分析语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语言表达世界，因而人们试图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来达到对世界的认识。语言表达关于世界的认识，因此人们试图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来达到对有关世界认识的认识。特别是，在语言分析过程中，人们运用逻辑手段，这样就使语言分析不是停留在常识的水平，而是具有科学性，从而使得到的结果更令人信服。

人们在语言实践中获得了运用语言的能力，因而掌握了理解语言的能力，并且通过这种能力来表达世界和理解世界。同时，人们还对语言本身形成一种直观或常识的认识，比如，语词可以表示事物、性质、关系，句子可以表达事物有什么性质，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等等。不用专门学习，只要认真思考一下，人们大概还会认识到，句子是由词构成的，因此句子是有结构的。但是，当哲学家们说语言的结构就是世界的结构，通过研究语言的结构可以研究世界，甚至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的时候，却不是依靠直觉，仅凭常识在那里夸夸其谈。这些论述来自他们对于语言中句子结构的认识，对于句子与其构成部分的关系的认识，对于语言中句子以及句子部分与其所表达的东西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于语言中不同语言层次的表达的认识。比如，一个句子的基本结构是什么？一个句子的意义是什么？一个句子的意义是不是就在于它的真之条件？一个句子的真是不是由句子部分所指称的东西决定的？说“……是真的”乃是什么意思？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认识，绝不是仅凭“想一想”就可以得到的。相反，它们是语言哲学的产物，是哲学家们运用逻辑方法，通过对语言的认真分析而得到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在分析哲学的前一个阶段，比如在逻辑原子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中就已经有所涉及，只是没有非常明显而集中地体现出来。但是当弗雷格完全进入人们的视野，特别是当意义理论逐渐形成之后，它们不仅凸现出来，而且成为研究的核心内容。在我看来，这样一种考虑，或者说，以意义理论为标志的这样一种研究，主要旨在研究语言的运作，就是说，它的目的是探讨人的语言实践，揭示它的模式和规律，并且以规范的方式描述这种模式和规律，从而建立起一种关于语言实践的理论。它希望，这样一种理论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语言，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通过语言分析来达到有关世界的认识，也就是说，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哲学研究。

应该说，这是一个宏大的理想。因为语言和语言实践实在是太复杂了，而且非常不规范。以规范的方式把不规范的语言实践描述出来，确实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不是一个不可以思考的问题，也不意味着这不是一项不可以尝试的工作。这里，逻辑不仅提供了技术上的方法和手段，而且提供了认识上的帮助。

人们在日常交际中自然而然地获得并掌握了推理的能力。日常推理形成了复杂的推理实践，它们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不规范的。逻辑研究有效推理，实际上是发现这种推理实践的模式，并以规范的方式把它们揭示出来。如今的逻辑成果当然不能说完全描述出这种推理实践的模式，但是至少可以说描述出其最基本、最主要的一些模式，比如像一阶逻辑和模态逻辑所提供的描述。比较逻辑与语言，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几点。

第一，人们获得和掌握推理能力和语言能力的途径乃是相似的。因此，既然可以描述人们的推理实践，当然也应该能够描述人们的语言实践。

第二，日常推理是用语言表达的，因此关于推理实践的描述至少会牵涉一部分关于语言的描述，这样已经获得的逻辑理论至少为描述一部分语言实践提供了帮助。

第三，推理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活动。因此关于推理实践的描述虽然只牵涉到一部分关于语言的描述，却是牵涉到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关于语言的描述。因此这部分描述有助于人们关于世界的认识。

第四，推理是由前提和结论构成的，而前提和结论本身可以是关于世界的表述，因此逻辑理论在提供关于推理实践的描述的同时，也提供了关于一般句子的结构的描述。这部分描述对人们认识世界当然是有帮助的。

第五，现代逻辑不仅提供了一个个具体的理论，而且提供了一种方法，尤其是提供了一种构造语言的方法，建立逻辑系统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展示了逻辑生成和扩张的能力。因此，逻辑理论可以不断发展。与此相对照，语言同样有生成和扩展的能力。因此，借用逻辑方法，依据有关逻辑的认识，揭示和描述语言实践，同样也有这样一个不断发展和演进的问题。对于语言实践的描述，也许我们无法形成逻辑理论那样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做出比较系统的描述并且形成理论；也许我们今天尚不能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不会继续发展。

应该承认，语言分析如此显著，逻辑方法的运用如此普遍，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哲学研究和发展的美好图景，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为什么通过语言分析能够达到对世界的认识？语言和世界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逻辑分析会具有科学性？如何进行语言分析？为什么要通过逻辑分析来进行语言分析？如此等等。我不准备逐一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希望通过一些具体的讨论能够实际上回答这些问题：或者明确地直接回答它们，或者在论述或结论中间接地回答它们或隐含着对它们的回答。

20世纪哲学发展的一个结果是，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认为语言不重要。但是，同样是重视语言，对语言的逻辑分析的认识和看法以及态度却会大相径庭。有人对它推崇备至，也有人不赞同它，认为逻辑分析的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尤其是在我国，持后一种看法的人恐怕还不是少数。因此，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这样两种看法，究竟哪一种是有道理的？

逻辑分析是哲学的重要方法，因此我赞成并推崇这种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有局限性，这种看法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否则，我们在哲学研究中只用逻辑方法就足够了。但是在我看来，重要的不在于仅仅说逻辑分析是哲学的重要方法，也不在于说逻辑分析的方法有局限性，而在于深刻地认识到什么是逻辑分析的方法，什么是逻辑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坦白地说，我不太赞同局限性的说法。因为任何学科都是有局限性的。一个学科的局限性，恰恰是该学科的科学性。因为它明确了该学科研究什么，不研究什么。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逻辑的性质，逻辑所研究的对象，逻辑提供给我们的理论成果是什么，从而能够认识到应该把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哪些领域，用它们来解决什么问题上，应该如何运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认识到逻辑的优越性，从而能够对应用这种方法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并且知道如何运用这种方法；二是能够认识到运用逻辑理论方法的范围，从而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以此可以达到的结果。

就语言哲学本身而言，以上两点实际上可以把我们引向一个重要结果：通过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我们可以认识到语言分析使我们达到什么样的结果，即关于世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认识，关于世界的认识，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则是我们进一步认识世界的基础，至少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世界的基础。


4. 句子图式

句子是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因此探讨语言可以从句子出发。句子是有结构的，探讨句子当然可以从句子的结构出发，通过对句子结构的考察达到对句子清楚的认识。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组合就有真，分离则没有真。他说的是语词的组合与分离，而语词的组合与分离，尤其是与真相联系，无疑是围绕着句子说的。因为它牵涉到是不是合乎语法，是不是合乎人们的表达习惯。比如，“人跑”和“马跳”是“人”与“跑”和“马”与“跳”的组合，这样就形成了句子，也有真假。但是，“人马”和“跑跳”就没有形成句子，也没有真假。这就说明，句子是由语词组合而成的，而语词的组合不是随意的，它要符合人们使用语言的规范。具体地说，一方面，句子是有结构的，这种结构即是由语词的组合体现的；另一方面，句子是有真假的。

句子由语词组合而成。由于语词组成句子的方式是多样的，因此句子的结构非常复杂。认识句子的结构，实际上也是认识句子这些复杂多样的组合方式。弗雷格在给胡塞尔的一封信中曾经画了如下一个图
[12]

 ：

[image: 031]


通过这个图示，弗雷格说明了在对象与概念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他自己的认识与胡塞尔的认识的区别。由此可见，这个图示是有意义的，也是有作用的。

我称这个图为弗雷格图示。从它可以看出，一个句子可以由一个名字和一个概念词组成的。这显然只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情况，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语言中无疑还有许多其他情况，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工具论》的作者”，“哲学家是聪明人”，“所有人嫉妒某些人”等等。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图示，弗雷格图示只反映出语言中一种十分简单的情况。尽管如此，我们从中仍然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几点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一点是语言层面的东西：句子、专名、概念词。另一点是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相关的东西：句子的涵义、句子的意谓。这样（我们可以暂且不区别涵义和意谓），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得到十分明确的区别。此外还可以看出与真值相关的东西。一方面，从箭头可以看出，它与句子相关，与句子的涵义相关。另一方面，从冒号可以看出，它与对象、概念相关。这样，从这个图示可以看出，真值占据了核心的位置，至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众所周知，弗雷格明确说过，真值有两个，一个是真，一个是假。由此可见，这个图示的核心是“真”这个概念。

现在，我们得到一个弗雷格图示。它的优点十分明显：可以表达一些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但是它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只适用于简单句子。假如我们根据这个图示构造出一种图示，它既具有弗雷格图示的普遍性，又能够适用于不同形式的句子，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广泛适用的图示。在我看来，依据弗雷格的思想，构造这样一种图示是十分容易。我把它构造如下：

［句子图式0］

（语言）句子：句子部分　　　　/句子部分

（涵义）思想：思想部分　　　　/思想部分

（意谓）真值：与真值相关部分　/与真值相关部分

可以看出，这个图示与弗雷格图示有十分明显的相似之处。第一，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完全一致。第二，句子是图示的核心，因而真值同样占据了核心位置。这样，这个图示保留了弗雷格图示的基本特征；不同的是句子的构成部分，以及与它们所表达的东西相应的部分。对此需要做一些说明。

句子是有构成部分的。一如弗雷格图示所示，它由专名和概念词构成。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讨论过这样的东西，他们认为句子由名词和动词构成。而且，只由名词与名词或只由动词与动词尚无法构成句子，而必须以名词和动词才能构成句子。

既然句子有构成部分，相应地，句子所表达的东西也就有构成部分。我把它们分别称之为与思想相关的东西和与真值相关的东西。需要说明的是，弗雷格曾经用“思想的一部分”来称谓思想的构成部分，比如专名的涵义，这里借用他的表达，我用“思想部分”来表达。“与真值相关部分”尽管不是弗雷格的用语，却与弗雷格的思想密切相关，因为弗雷格所说的对象和概念都是与真值相关的。因此这个图式与弗雷格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尽管相似和一致，但是句子图式0却只显示了句子的构成部分，而没有显示其构成部分是什么。这样，该图式就不是一个具体的图式，而是一个可构造的图式。基于它可以构造出不同的句子图式，比如以“专名”和“谓词”代入“句子部分”，就可以得到一个与弗雷格图示相似的图示，当然，与“思想”和“真值”相应的相关部分也要有相应的变化，一如弗雷格图示所示，其相应部分为“对象”和“概念”。而代入不同的成分，就可以得到不同的句子图式。根据不同的句子图式，我们得到并进行不同的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与弗雷格图示不同，句子图式中有一条杠“/”。这是一个句法符号，表示句子组合：它左右两边的表达式组合而成一个句子。语言层面如此，相应地，其他两个层面（与句子相应的东西）也是这样。这个杠的作用很重要。由于句子图式是可构造的，以后可以通过杠来表示不同类型的句子。比如可以有如下句子图式：

［句子图式0*
 ］

（语言）句子：句子部分　　　//句子部分　　　/句子部分

（涵义）思想：思想部分　　　//思想部分　　　/思想部分

（意谓）真值：与真值相关部分//与真值相关部分/与真值相关部分

这个图式与上一个图式不同，它除了有一个单斜杠“/”外，还有一个双斜杠“//”。“//”不过是在单斜杠“/”上加了一条杠，因而也表示其左右两边组合而成一个句子。不同之处在于，“//”的右边有一个单斜杠“/”，因而也就表明，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句子。这样就显示出句子层次的区别：“/”的组成部分没有句子，而“//”的组成部分有句子。由此也就显示出涵义和意谓层面的区别。

具体地说，由于句子层面有三个部分，相应地在涵义层面也有三个部分。它们都是思想部分，但却有区别。单斜杠两边的思想部分组合而成一个思想，然后又与前一个思想部分组合而成一个思想，因此后两个思想部分既是子句的思想部分，也是整个句子的思想部分，但是层次不同。在意谓层面也是同样，单斜杠两边与真值相关的部分组合而成子句的意谓，然后又与前一个与真值相关的部分组合而成整个句子的真值。因此，它们字面上相同，都与真值相关，实际上却是有层次区别的。

除此之外，句子部分也是可以增加的，比如可以有如下图式：

［句子图式0**
 ］

（语言）句子：句子部分　　　/句子部分　　　，句子部分

（涵义）思想：思想部分　　　/思想部分　　　，思想部分

（意谓）真值：与真值相关部分/与真值相关部分，与真值相关部分

在这个图式中，逗号“,”也是一个句法符号，表示两个并列的东西。非常清楚，该图式中“/”的右边借助逗号表示增加了一个句子部分，其他两个层次也增加了相应的东西。逗号表明这两个句子部分是并列的，它们一起与单斜杠左边的部分构成句子。同样，通过逗号，对单斜杠左边也可以增加相同的句子部分。单斜杠与逗号的区别是明确的，前者表示构成句子的部分，后者只表示并列的部分。现在我们仅仅指出它们在句法上的明显区别，以后在具体讨论中，我们还会明确指出它们在意谓上的区别。

综上所述，句子图式0与弗雷格图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是又有区别。其最主要的区别即在于它的可构造性。基于这一特性，我们可以构造不同的句子图式，并以此来探讨相关的问题。比如我们可以构造如下句子图式：

［句子图式a］

（语言）句子：谓词　　　　　/ 专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概念　　　　　/ 对象

［句子图式b］

（语言）句子：量词　　　　　/ 谓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个体域　　　　/ 概念

［句子图式c］

（语言）句子：模态词　　　　// 子句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可能性　　　　// 子句的思想

［句子图式d］

（语言）句子：认知词　　　　//专名　　　　，子句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认知状态　　　//对象　　　　，子句的思想

它们所刻画的句子类型是不同的，比如以下四个句子：

“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句子图式a）

“所有哲学家都是聪明人。”（句子图式b）

“8大于7乃是必然的。”（句子图式c）

“刘备知道诸葛亮是栋梁之材。”（句子图式d）

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在句子、思想、真值这一栏，这几个图式是一样的。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语言层面，句子构成是不同的；因此相应地，在涵义和意谓层面，这些构成也是不同的。关于这些不同构成的解释，尤其是关于意谓层面的解释，我们将在具体论述中展开。这里仅说明一点。熟悉了这个句子图式，则可以以它为背景来考虑具体的句子，并且基于相关图式的说明对具体句子做出解释。比如在具体分析中，以上四个句子是可以如下置于相应图式中语言层面的：

［句子图式a］

（语言）句子：是哲学家　　　/ 亚里士多德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概念　　　　　/ 对象

［句子图式b］

（语言）句子：所有　　　　　/ 哲学家　　　，是聪明人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 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全部个体　　　/ 概念　　　　，概念

［句子图式c］

（语言）句子：必然　　　　　// 8大于7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所有可能性　　// 子句的思想

［句子图式d］

（语言）句子：知道　　　　　// 刘备　　　　，诸葛亮是栋梁之材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 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认知状态　　　// 对象　　　　，子句的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相应图式的说明，区别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认识不同的语言层次和结构，讨论相应的问题，则是非常容易的，也是非常清楚的。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给出的图式仅仅涉及几种主要的句子类型，并不是本书讨论的所有情况。其目的是为了以举例的方式说明一种构造句子图式的方法，以及如何使用它的简单方法。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一般不会如上那样把具体的句子置入句子图式中，但是由于讨论的背景十分清楚，讨论的图式本身也非常具体，因此可以依据这里的举例说明设想其具体置入的情况。就是说，基于句子图式来考虑，因而想到置入的情况即可，当然，为了更加清楚，写下来也无妨。

大致说来，我希望通过构造句子图式可以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希望它能够有助于解释弗雷格的语言哲学。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构成了20世纪以来语言哲学的基础，它本身也是人们研究和讨论的重要内容。既然我们构造的句子图式是基于弗雷格的，当然应该能够有助于解释弗雷格的思想。另一方面，希望它能够有助于解释语言哲学讨论中的问题。既然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构成了当今语言哲学的基础，而我们的句子图式是基于弗雷格的，那么我们的句子图式当然应该有助于语言哲学的讨论，有助于解释语言哲学中所讨论的问题。

具体到解释弗雷格的思想，我们至少要讨论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和关系；第二，区别句子的涵义与意谓；第三，区别不同句子部分的意谓；第四，探讨句子的真值与句子部分的意谓的区别和关系；第五，探讨思想与真之间的关系。而随着句子部分的明确，这样的讨论则会不断深入，比如对象与概念之间的关系。

具体到语言哲学的一般解释，我们至少要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和关系；第二，探讨句法与语义的区别和关系；第三，探讨句子的真之条件；第四，探讨句子的真与意义（涵义）之间的关系。随着句子部分的明确，这样的讨论则可以不断深入，比如对真之条件的探讨，对真与意义之间关系的探讨。

而结合以上两个方面，我们当然也就可以进行一般性的语言哲学讨论，从而达到前面所说的，通过语言分析而达到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达到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的认识。

以上目的，仅仅是表面的。构造句子图式还有一个潜在的目的，即希望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逻辑在语言哲学中的作用。对于懂逻辑的人而言，由于句子图式多一行“涵义”，因而在基于逻辑来分析语言的过程中，应该对这一层有充分的认识和重视；而对于不太懂逻辑的人来说，则可以进一步思考“意谓”层面讨论，思考并把握其背后的理论依据，认识这种理论依据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句子图式尽管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却可以为我们的哲学讨论提供十分有益的帮助。它的优点是具有直观性和针对性，因而它提供的帮助是具体的，也是导向性的。下面就让我们一步一步构造不同的句子图式，并基于不同的句子图式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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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专名与对象

基于句子图式0，我们构造的第一个句子图式如下：

［句子图式1］

（语言）句子：谓词　　　　　/ 专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概念　　　　　/ 对象

这个图式相应于弗雷格的图示，是关于最简单的句子的图式。从这个图式可以看出，最简单的句子是由一个名字和一个谓词组成的。弗雷格使用的相应术语是概念词，他有时候也称概念词为谓词。我们按照通常的用法采用谓词这个术语，因此可以说，最简单的句子是由专名和谓词组合而成的，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这里，“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专名，即一个名字，“是哲学家”则是一个谓词，它是对句子中专名的表述和说明。“是”一词从语法的角度可以有专门的考虑，比如它是系词，联结主语与表语或谓语。但是从句子结构的角度则可以把它与“哲学家”放在一起考虑，而不是单独考虑。由此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句子结构与通常所说或者语言学家所说的语法（grammar）是有区别的。为了区别，我们把句子结构称之为句法（syntax），把关于句子结构的考虑称之为关于句法的考虑。

句子是有涵义的，句子部分，比如专名和谓词，也是有涵义的。句子是有真假（真值）的，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这个句子是真的，而“曹雪芹是哲学家”这个句子就是假的。这些也可以称之为语义（semantics），关于句子涵义和真假的考虑可以称之为关于语义的考虑。而在涵义和真假的考虑中，最主要的还是关于真假的考虑。或者简单地说，最主要的是关于真的考虑。因为真乃是我们最关心的东西。

从句法出发，直观上就可以看出，我们要考虑的东西有专名和谓词，因为它们是构成句子的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还可以看出，关于专名和谓词的考虑，不是就专名论专名，就谓词说谓词，而总是围绕着句子进行的。因此，在我们的论述中时刻不能忘记，句子是我们考虑的出发点。而从语义出发，真假，或者简单地说，真，就是我们考虑的核心。因此，关于句子部分，比如关于专名和谓词的语义考虑，也是围绕着真进行的。

明确了以上几个问题，也就可以看出，句子图式显示了考虑问题的过程中要涉及的不同方面。抛开这些不同方面，最直观地说，根据句子图式1，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专名。它是句子的构成部分。若是结合这些不同方面，则会看到，它与句子相关，而它的意谓与句子的真值相关。因此它在句子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下面我们就来考虑专名。


1. 专名与摹状词

专名是事物的名字。专名可以是人的名字，比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可以是地名，比如北京、上海；可以是团体、机构的名字，比如联合国、清华大学；可以是时间的名字，比如1949年10月1日、2000年1月1日；可以是事件的名字，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九一一事件；等等。实际上，专名还有很多，比如书名、故事的名字、电影的名字，如今还有网名，等等。这里所举不一定全，也不必求全。

专名可以分为简单的和复杂的。以上名字都是简单的。它们没有什么固定的语法形式。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规律可循。比如中国人的名字一般是三个字或两个字，复姓名字则会有四个字；外国人的名字与中国人的名字不同，因为是音译，所以要依外文名字音阶长短而定。可以是一个字，比如朗（Long），也可以是五个字，比如维特根斯坦。但是也有一些规律，比如根据英译名翻译规则，一般不以中文的姓来翻译外文名字。比如“弗雷格”（Frege）就不译为“付雷格”，因为后者容易使人误以为姓“付”，而实际上整个“弗雷格”是姓。不过，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称谓，翻译中有时候不那么严格。像“罗素”中的“罗”，“杜威”中的“杜”，就是中文名字中的姓。

名字的句法形式不是非常明确，但是有一点却是清楚的。名字本身显然不是句子，只是句子的一部分。名字与名字组合在一起也不是句子，比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句子。在语言中，名字是名词形式，它必须与动词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句子。

从语义的角度说，名字表示单个的对象，即个体的东西。这些东西，有的是具体的和现实的，比如前面所说的所有那些东西，人、地点、团体、机构、时间、事件等等；有的是抽象的，比如1、2、3这样的自然数。还有一些是虚构的，比如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孙悟空、贾宝玉。专名表达的种类也许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无法把它说全，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说清楚的。这就是：专名表达个体的东西，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虚构的；而且专名的表达是确定的，具有唯一性。

以上所谈专名，都是指事物的名字。可以把它们称之为简单的名字。还有一类专名，它们不是事物的名字，却可以表达个体的东西。与简单的名字相区别，可以把它们称之为复杂的名字。从句法来看，这类专名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是，这类专名中至少含有一个名字。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老师”，“《红楼梦》的作者”。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是人名，“《红楼梦》”是书名，它们都是简单的名字。但是，这两个表达式都表示个体的东西，前者表示柏拉图，后者表示曹雪芹。它们含有名字，它们本身所表示的东西又不是其中名字所表示的东西，而是与它相关。它们也被称之为复杂的名字。它们的明确性和唯一性是通过描述与某个特定个体的关系而实现的。这类专名也可以含有两个或更多的专名，比如“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之间的那个建筑物”就含有两个名字，“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的师父”就含有三个名字。但是，无论它们含有多少个名字，总是表示一个个体的东西。比如前者表示人民英雄纪念碑，后者表示唐僧。同样，它们的明确性和唯一性是通过描述与其中出现的名字所表示的相应个体的关系而实现的。

另一种形式的专名则不含名字。比如“门前那棵树”，“倒数第一排那个穿红衣服的学生”。这样的表述中显然没有名字，但是在具体语境中，前者表示一棵特定的树，后者表示一个特定的学生。也就是说，它们明确地表示某一个特定的个体。由于它们不含有名字，因此它们的明确性和唯一性不是通过描述与某一个名字所表示的个体的关系实现的，而是通过描述有关事物的一些性质实现的。比如通过位置的描述：“门前”“后边”，通过颜色的描述：“红色”，通过事物的类的描述：“树”“学生”等等。

这两类复杂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它们含有一些语词，这些语词本身不是名字，而是普通的语词。它们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名词。这些名词和形容词与日常语言的作用是一样的，起描述和表述的作用。单独使用时，它们表示一类一类的东西，而结合起来一起使用时，它们在特定语境下可以表示一个个体的东西。正是通过这样的表述和描述，无论是否与名字相结合，最终达到了名字的作用，可以表达唯一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语言中，比如英语，这类名字有一个共同的形式，这就是以定冠词开始。罗素称这类名字为摹状词，指出它的句法形式如下：

摹状词=定冠词+形容词词组+名词词组

因此，在西方语言中，比如在英语中，这类名字的句法形式也是可以寻找和发现的。但是在汉语中，由于没有定冠词，就不太容易寻找和发现这样的表达式的句法形式。比如“中国的首都”显然属于前一类复杂的名字。它含有一个名字“中国”，通过“的首都”这一描述，从而明确地表示“北京”。前面提到的那个例子“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的师父”也没有定冠词。在这样的表述中，我们对复杂的名字的认识和把握，从句法的角度，主要是根据其中的“的”字结构。而在不牵涉到简单名字的表述中，我们可以使用“这”和“那”这样的指示代词来表示，比“门前这棵树”的“这”和“倒数第一排那个穿红衣服的学生”中的“那”，就是指示代词。我们也可以借助比较级中的最高级来表示，比如“最后一排那个穿红衣服的学生”中的“最后一排”，就是比较级的最高级。它们可以使我们理解语言表述中所表达的唯一性。

虽然简单的名字和摹状词在语言形式上是不同的，但是作为专名，它们也有相似的地方。除了都表示唯一的确定的对象以外，它们最显著的相似之处在于可以表示相等。一个名字可以和一个名字相等，比如，“北平是北京”。一个摹状词可以和一个摹状词相等，比如“《工具论》的作者是逻辑的创始人”。而且，一个名字也可以和一个摹状词相等，比如“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这里，“北平”“北京”和“曹雪芹”是名字，而“《工具论》的作者”“逻辑的创始人”和“《红楼梦》的作者”是摹状词。它们都表示唯一确定的东西，这三个句子中的系词“是”都表示相等。

尽管简单的名字和摹状词都表示唯一确定的东西，它们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弗雷格探讨过像“德国的首都”这样复杂的名字，也谈到“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真正的专名”，但是他在讨论句子的时候一般只是笼统地谈专名，而不区别简单的专名和复杂的专名，或者真正的专名和摹状词。罗素则区别专名和摹状词，他认为二者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他在论述摹状词理论的时候提到了弗雷格，批评他没有区别专名和摹状词。这个事实是简单的，原因却不是那样简单。

名字表示、意谓或指称个体的东西，或者简单地说，指称对象。因此名字指称的对象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象存在，另一种是对象不存在。当然，关于什么是存在，什么是不存在，可以有很多讨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亚里士多德所指称的那个对象在现实中存在，而孙悟空指称的那个对象在现实中就不存在。说什么东西存在也可能表示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在这种意义上，孙悟空可能就不存在。肯定会有不少人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孙悟空也是存在的，他至少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存在。这方面的争论，固然与“存在”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和解释有关，也与名字的特点有关。一个名字命名一个对象。一个对象既然有名字，怎么能够说它不存在呢？如果一个东西不存在，怎么会有名字呢？不过，从摹状词来看，确实可以有不存在的东西，比如“最大的自然数”。这是一个摹状词，其中的“最大的”是比较级中的最高级，“自然数”是一个表示类的词。二者相加，表示一个确切的对象，但是这个对象乃是不存在的，人们可以描述不存在的东西。这也表明，语言有区别能力，既能够描述存在的东西，也可以描述不存在的东西。既然如此，语言当然既能命名存在的东西，也能命名不存在的东西。


2. 专名的意谓

专名，无论是名字还是摹状词，都是句子的一部分。它们与句子的其他部分结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句子。在语言中，对于专名的理解，一般没有什么问题。考虑专名指称的对象，一般也没有什么问题，无论它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当与句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从句子出发来考虑的时候，有时候却会产生问题。这是因为，专名是句子的一部分，因此专名的意谓是句子意谓的一部分，因而是与句子的语义相关的。句子的意谓是真值，即句子的真假。因此，专名的意谓是与句子的真假密切相关的。换句话说，专名指称的对象存在还是不存在，对于句子的真假是有影响的。由于专名有名字和摹状词之分，这种区别对于句子的真假也是有影响的。

与专名相关，有一条简单的原则：一个句子的真是由其中专名所意谓的对象决定的。这条原则最初是弗雷格提出来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专名原则。根据这条原则，一个句子中含有的专名所指称的对象必须存在，该句子才能是真的。
[1]

 如果一个句子中含有的专名所指称的对象不存在，该句子就不能是真的。比如“奥德赛在沉睡中被放到伊萨卡的岸上”，这个句子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它有涵义，或者说它有涵义，所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无法确定“奥德赛”这个名字指称的对象是不是存在，那么就无法确定这个句子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如果认为这个句子有真假，那么就一定会承认，这个名字有一个对象。
[2]

 这一点其实是容易理解的。比如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是真的，而“曹雪芹是哲学家”是假的，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其中的“亚里士多德”和“曹雪芹”这两个名字有其所指称的对象，它们分别指称的是哪一个对象。如果我们不知道它们有指称的对象，或者我们不知道它们指称的哪一个对象，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两个句子是真的还是假的。

罗素在探讨摹状词理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与此相关的麻烦。他举的一个例子是“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当今法国国王”是一个摹状词，表示一个确定的对象。众所周知，当今法国没有国王，因此这句话的真假出了问题。这个例子被施特劳森抓住大做文章，搞得罗素直抱怨。因为这是罗素用来说明摹状词的著名例子，结果却被施特劳森用来批评罗素。实际上，罗素的这个例子有问题，并不意味着的摹状词理论也有问题，后来罗素还提出了修正自己这个例子的办法。
[3]

 但是由此可以看出，专名指称的对象是否存在与句子的真假确实是密切相关的。

与专名相关，还有一条原则：一个句子中的一部分代之以另一个具有相同意谓的部分时，这个句子的真假保持不变。这条原则叫组合原则，最初也是来自弗雷格。
[4]

 需要注意的是，这条原则说的是句子部分与句子整体之间的关系，因此适用于句子部分，这样就不限于专名。但是既然专名是句子的一部分，因此这条原则也与专名有关。与这条规则一致，专门适用于专名的规则也叫同一置换规则。具体地说，一个名字若是与另一个名字相等，则可以把它们相互替代，同时不改变句子的真假。同样，如果不区分名字与摹状词，那么一个名字若是与一个摹状词相等，则可以把它们相互替代，同时不改变句子的真假。比如，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二者是等价的。因此在日常表达中，可以用“《红楼梦》的作者”替代“曹雪芹”，句子的真假不会发生变化，比如“曹雪芹是中国人”和“《红楼梦》的作者是中国人”这两个句子都是真的。

专名原则与组合原则是一致的。围绕上面的例子，这一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根据专名原则，“曹雪芹是中国人”这个句子的真取决于其中的“曹雪芹”所指称的对象是不是存在，“《红楼梦》的作者是中国人”这个句子的真则取决于其中“《红楼梦》的作者”所指称的对象是不是存在。由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作者”都有指称的对象，因此这两个句子都有真假。而根据组合原则，“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作者”必须相等，它们才能相互替代。所谓相等，不过是说它们有相同的指称对象。因此，它们必须有指称的对象，而且它们指称的对象必须是同一个。可以看出，以上关于这两条原则的描述并由此出发关于句子的考虑只是着眼于从真假的角度，丝毫也没有考虑对这两个句子本身的认识。如果加上关于这两个句子本身的认识，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假定一个人知道《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而不知道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在这种情况下，“《红楼梦》的作者是中国人”在这个人看来就是真的，但是他是不是一定认为“曹雪芹是中国人”也是真的？他知道，一些外国人，特别是一些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也愿意给自己起个中国名字，因此，尽管他知道“曹雪芹”字面上是中国人的名字，却不一定敢肯定它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或者换一个例子。对于“曹雪芹是曹雪芹”和“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这两个句子，即使一个不知道中国四大名著，不知道曹雪芹是谁的人，也敢断定前一个句子是真的，但是他大概不一定敢断定后一个句子是真的。由此可以看出，在涉及专名与摹状词的替代时，组合原则有可能会出问题。

这里的问题说明，专名与摹状词是不同的。它们的相互替代并不是像看上去那样简单。人们对于名字的理解比较简单，一般可能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对于摹状词的理解却可能会出问题。因此摹状词，顾名思义，牵涉到对事物状态的描述，因此牵涉到人们对事物状态的理解和对事物状态的描述的理解，情况比较复杂。此外，前面说过，摹状词还有牵涉到名字和不牵涉到名字的情况，因此摹状词本身的情况也是非常复杂的。为了消除这里的问题，就必须探讨摹状词，设法解决它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使组合原则不出问题。在这一点上，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解决办法。

从句法上说，摹状词是可以消去的。也就是说，一个含有摹状词的句子可以转换为一个不含摹状词的句子。而从语义上说，一个含有摹状词的句子在转换为一个不含摹状词的句子之后，真假应该保持不变。以“《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个句子为例。在这个句子中，“曹雪芹”是一个名字，“《红楼梦》的作者”是一个摹状词，因此可以想办法把它消去。在这个摹状词中，“《红楼梦》”又是一个名字，而其中的“的作者”是有关它的一个描述，因此可以根据这个描述对这个摹状词做出说明。根据罗素的做法，可以把“……的作者”理解为“写了……”。因此，所谓消除摹状词，就是把它的描述方式换一种写法。“《红楼梦》的作者”这个摹状词可以改写为：

（1）至少有一个人写了《红楼梦》，

并且，（2）至多有一个人写了《红楼梦》。

这两个句子加起来，就表示：

恰好有一个人写了《红楼梦》。

如前所述，摹状词具有与名字相似的作用，即可以指称一个对象，因此它一定要表达唯一性。经过改写之后，这里的“恰好”就表达了唯一性，（1）中的“至少”和（2）中的“至多”相加也表达了唯一性。这就说明，经过改写，摹状词消失了，但是它本来具有的特征并没有被改变，因而它本来表示的对象也没有被改变。改写了摹状词这部分，再加上这个句子去掉摹状词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即“……是曹雪芹”，就得到整个句子的改写：

（1）至少有一个人写了《红楼梦》，并且

（2）至多有一个人写了《红楼梦》。

（3）谁写了《红楼梦》，谁就是曹雪芹。

当然，整个句子也可以改写为：

（1）恰好有一个人写了《红楼梦》，

（2）谁写了《红楼梦》，谁就是曹雪芹。

无论是前一种方式还是后一种方式的改写，所描述的依然是一个特定的唯一的个体，依然显示了摹状词所需要表示的唯一性。因此，以这样的方式可以消除摹状词，从而可以消除摹状词带来的一些问题。

从以上的说明可以看出，摹状词有一个显著特点：可以消去。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本来旨在揭示摹状词的性质和特征，指出含摹状词的句子可能会牵涉到的一些问题，通过消除摹状词而解决这些问题。这种分析摹状词的方法被人们广为称道，被称为哲学的典范，由此也引发了众多讨论和许多重要的结果。其中一个结果与名字相关。

摹状词具有指称功能，这一点与名字相同。因此，一个名字可以等同于一个摹状词或多个摹状词。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上学》的作者”，或“亚里士多德是《工具论》的作者”等等。这里的“是”表示相等。由此人们对名字与摹状词的关系提出一些看法，比如名字是伪装的摹状词，名字是缩略的摹状词，名字是摹状词的集合等等。由于名字与摹状词有这种关系，奎因提出一个看法，名字是可以消去的。这是因为，由于名字与摹状词相等，因此可以把名字转换为摹状词，然后再依据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把摹状词消去。
[5]

 奎因的这一观点与本体论相关。由于名字可以被消去，因此名字不具备本体论方面的重要作用。由于消去摹状词的过程中需要用到量词，因而涉及变元的值，所以与本体论相关的，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乃是量词和变元的值。
[6]



表面上看，奎因的认识是不错的，以摹状词取代名字，再消去摹状词，因而相当于名字也就被消去了。但是实际上这一观点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里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摹状词可以被消去？二是，名字是不是可以被消去？

消除摹状词的方式是一种改变表达的方式，即将含摹状词短语的表达式改为不含摹状词短语的表达式。这一改写涉及两点。一点是关于定冠词的改写，即消除摹状词。这样就使一个原来含定冠词的表达式变为一个不含定冠词的表达式。另一点是关于形容词或名词词组的改写。在消除定冠词的过程中，也可能会牵涉到对它所引导的描述性表达的改写，比如罗素把“……的作者”改为“写了……”。就这两点而言，前者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因为一个摹状词短语的主要作用是表达唯一性。定冠词是被用来表达唯一性的，因此消除摹状词就是要消除摹状词短语中的定冠词。相比之下，后者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们与表达唯一性无关。我们知道，罗素的修改给自己带来了麻烦，遭到摩尔的批评：由于“写了”一词并不能完全反映“作者”的意思，比如一个口头作者也可能是作者，因此罗素的改写是有问题的。
[7]

 当然，正像罗素在回应这个批评中所说的那样，这只是自然语言歧义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是他的摹状词理论本身的问题。
[8]

 关于他们的争论，这里不用考虑孰是孰非，从中却可以看出，在消除摹状词的过程中，消除的主要是定冠词；而就形容词或名词短语而言，充其量大概只是改写得合适或者不合适的问题。这样也就有了一个问题。

如前所述，摹状词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其中含有一个或多个名字，比如“《红楼梦》的作者”。中文表达没有定冠词，这里的唯一性靠理解。从消除摹状词的角度看，这里要消除的是“的作者”。其他用语保持不变。“《红楼梦》”是一个专名，它保持不变，还是一个专名。因此非常明显，摹状词短语自身依赖于专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看到，一个摹状词短语中的定冠词是可以消去的，但是其中的专名是不能消去的。换句话说，消去的是原有的描述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说明方式。不同之处在于，原来的描述中有定冠词，而改写后的说明中没有定冠词。由此也可以看出，名字与谓词，即描述性的表达，乃是不同的。

摹状词的另一种情况是不含名字，而含有特定场合或相关事物的描述，比如“门前那棵树”。字面上看，这个表达式的唯一性靠其中的指示代词，因此从消除摹状词的角度看，就是要消除其中的“那”。但是实际上却不会这样简单。所谓这个表达与特定场合或相关事物有关，指的是如果不结合特定场合，这个表达是不会表达唯一性的。因为门前有树的场合很多，一个门前也可能会有很多棵树。若是不结合具体场合，这里的“门”是不清楚的，字面上的指示代词也就没有明确的所指，因此这个表达式表达不了唯一性。而若是加上特定场合的考虑，比如指“（我家）门前那棵树”，则这里的“门前”就变得清楚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其中的“门”相当于是有名字的，比如某地某处。再比如“最大自然数”。这个摹状词表达唯一性依靠的是比较级的最高级。因而它依靠的不是特定场合，而是相关的数。每一个自然数都是有名字的。由于自然数序列有加1的性质，因此，一个自然数加1同样是有名字的。最大的自然数基于比它小的那个自然数，因此它依赖的东西也是有名字的。摹状词可能还有其他情况，但是以上两种情况足以表明，一些摹状词短语字面上不含名字，其实还是暗含着名字的。因此对一个不含名字的摹状词短语的理解，归根结底依然是依赖于名字的，因而是与名字相关的。

现在再来看奎因的观点，我们就会发现它有些过于简单了。一个名字与一个摹状词可以是等价的，因此可以用一个摹状词来替代一个名字。通过这样的替代也的确可以把一个名字消去。比如可以用“《红楼梦》的作者”替代“曹雪芹”。但是必须看到，在取代它的这个摹状词中，“《红楼梦》”也是一个名字。在这种意义上，用一个摹状词替代一个名字，不过是借助一个名字来替代了另一个名字而已。因此，归根结底，名字是不能消除的。这是因为，名字与谓词是不同的表达式，名字的作用与描述性表达式的作用是根本不同的。从前面关于摹状词的说明也可以看出，消去的摹状词是“……的作者”，而处于空位中的“《红楼梦》”，即其中那个名字，在替代的表述中不仅保留下来，而且没有任何改变。从句法上说，一个不能被消去，一个可以被消去，这个区别至关重要。它说明，名字与摹状词虽然都有指称对象的作用，却是有根本区别的。

句法上有这样明显的区别，语义上自然也会有相应的区别。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摹状词有涵义，也有指称的对象（有的摹状词有指称的对象，有的摹状词没有指称的对象）；名字有指称的对象（有的名字有指称的对象，有的名字没有指称的对象）。争论比较大也比较多的问题是，名字有没有涵义？有人认为，名字有涵义，也有指称的对象，有人则认为名字有指称的对象，但是没有涵义。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3. 专名的涵义

从句子图式1可以清楚地看出，专名的涵义应该出现在第二行后一个“思想的一部分”的位置。也就是说，句子图式也可以如下表达：

［句子图式1’
 ］

（语言）句子：谓词　　　　　/ 专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 专名的涵义

（意谓）真值：概念　　　　　/ 对象

可以看出，这相当于仅仅说明专名的涵义在这个图式中的位置。由于括号中已有“涵义”，由此也标明这一行是涵义，因此“专名的涵义”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即便如此，通过这个图式或句子图式1，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种层次的区别。专名是语言层面的东西，而专名的涵义不是语言层面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另一个区别：专名的涵义也不是意谓层面的东西。因此，一方面，专名的涵义与专名的句法之间的区别泾渭分明。另一方面，如果专名的涵义属于专名的语义，那么这里还有一层区别。这就是专名的涵义与专名的意谓之间的区别。专名的意谓是对象，因而专名的涵义无论是什么，一定不是对象。这两个层次和区别同样是泾渭分明。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结合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来看，专名所指称的对象是在“意谓”这个层面上，后者与真值和概念相关。而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专名的涵义是在“涵义”的层面上，因而与思想相关，而不是与真值相关。区别出这两个层次，再来探讨专名有没有涵义，则比较容易，或者至少可以说得比较清楚。

按照句子图式1或1’
 ，有一点是清楚的。一个句子有涵义，一个构成句子的表达式也有涵义。因此，谓词是有涵义的，专名也是有涵义的。有一点则不太清楚。这里，句子的涵义是清楚的，即思想。即使需要对思想做出说明和解释，从而使人们知道什么是思想，毕竟以思想对句子的涵义做出一个明确的说明。但是专名和谓词的涵义则不太清楚。“思想的一部分”只是一个大致的描述，是借助思想来进行的说明，而不是从专名和谓词的涵义本身出发做出独立的明确的说明。因此，专名的涵义是什么仍是不清楚的。

在我看来，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专名有没有涵义，另一个是专名的涵义是什么。从弗雷格图示可以看出，专名是有涵义的。因为句子是由专名和谓词构成的。因此句子的涵义就一定是、也应该是由专名和谓词的涵义构成的。否则，句子怎么会有涵义呢？确切地说，如果句子的部分，比如专名没有涵义，那么整个句子怎么会有涵义呢？这里，如果人们对于句子本身有没有涵义也是有疑问的，比如认为句子没有涵义，那么肯定是可以质疑专名是不是有涵义，当然也可以认为专名没有涵义。但是，如果对句子的涵义不存在疑问，却怀疑句子部分的涵义，甚至认为它的部分没有涵义，那么这样的句子涵义显然是带着空白的，因为它其中的一部分表达式是没有涵义的。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考虑一个专名是不是有涵义，当然可以就这个专名论这个专名，而不考虑含有它的句子。但是，只要我们围绕着句子来考虑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认为句子是有涵义的，就不得不认为专名也是有涵义的。在不区别名字和摹状词的情况下，关于专名的考虑是这样。区别了名字与摹状词，关于名字的考虑也是这样。

明确了名字有涵义，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说明名字的涵义是什么。此外，由于用了“对象”一词说明名字的意谓，因此也就不能再用“对象”来说明名字的涵义。否则，涵义与意谓的区别就不存在了。人们对名字的涵义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一种比较主要的解释来自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是：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使用。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词的理解，取决于这个词的用法。所谓理解一个词，即是理解一个词的意义。因此，一个名字的涵义就是它的使用，就是说，是使用这个名字时对它的理解。还有一种比较主要的解释来自达米特。它的基本思想是：一个名字的涵义就是决定其指称对象的规则。这两种解释各有各的道理。一种解释把名字的涵义归于名字的使用，因而归于对名字的理解。另一种解释把名字的涵义与名字指称的对象联系起来。但是归根结底，它们都没有离开名字表示的对象。

无论是在使用名字时对名字涵义的理解，还是联系名字指称的对象来理解名字的涵义，实际上都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名字涵义的名称。在我看来，弗雷格的处理办法是比较好的，即称名字的涵义为“思想的一部分”。这样不仅说明了它与句子的涵义的关系，而且与名字的意谓做出了区别。为了讨论的方便，若是一定要给名字的涵义起一个名字，我觉得也可以称它为“个体的意思”，或“对象的意思”。我不认为这样的表达一定好，但是它们一定要与意谓层面形成区别。因为这两个层面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看来，像句子图式那样，或者说像弗雷格那样，不对涵义层面做出明确说明，只是笼统或含糊地称之为“思想的一部分”，乃是可行的；类似于这里设想的这样，为名字的涵义命名，使它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是可行的。但是无论怎样做，最主要的目的乃是与意谓层面形成区别。由于这两个层面的区别，因而相应于句子不同部分，这两个层面的东西是完全不同，因此专名的涵义与意谓是完全不同的。

即使区别了这一点，仍然有问题，即什么是“个体的意思”或“对象的意思”？弗雷格把名字的涵义称之为“思想的一部分”，说明它属于思想，因此他的讨论主要在于思想，而对名字的涵义，基本上既不作深入研究，也没有展开讨论。我们的问题则是要讨论名字的涵义本身，即探讨名字的涵义是什么。直观上看，这样的考虑比弗雷格当然是更进了一步。因此我们可以循着这个思路做一些思考。

无论是“个体的意思”还是“对象的意思”，作为名字的涵义，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它不能是名字，不能是名字指称的对象，否则与语言和意谓这两个层次就没有了区别。但是它又必须是名字所表达的东西，能够起到名字指称对象的作用。这样的东西，在我看来，是一个对象的摹状词涵义的总和。比如“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它的涵义是“《工具论》的作者，逻辑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其中每一种涵义，都可以以摹状词的方式表现出来，都可以指称亚里士多德这个对象。罗素曾称专名为缩略的摹状词，就有这种意思。有人曾称专名为“簇摹状词”，大致也是这种意思。

把名字的涵义解释为一个对象的摹状词的总和，也有一个麻烦。在这种解释下，每一个摹状词实际上也是一个专名。这样一来，一个专名可以等于一个摹状词合取表达式。比如，“亚里士多德”可以等于“《工具论》的作者，逻辑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在这种意义上，既然“亚里士多德”是语言层面的东西，那么“《工具论》的作者，逻辑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似乎也应该是语言层面的东西。因此，这里所谓关于名字涵义的解释又成为语言层面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即使可以这样理解，依然还是有区别的。

前面说过，摹状词表示个体的东西，也具有明确性和唯一性。它们的明确性和唯一性是通过描述与其中出现的名字所表示的相应个体的关系实现的。因此，即使认为名字没有涵义，那么也应该承认摹状词中对与有关个体的关系的描述是有涵义的。比如在以上例子中，“的作者”“的创始人”“的老师”等等，无疑是有涵义的。因此，即使认为“亚里士多德”等同于“《工具论》的作者，逻辑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即使认为二者都是语词表达式，也可以根据后者中的这些描述用语来理解相关的名字。因此我认为，说一个名字的涵义是一个对象的摹状词总和，虽然可以理解为都是语言层面上的东西，但是由于摹状词是有涵义的，至少其中一部分表达式是有涵义的，由此也就获得了名字的涵义。这样也就说明，区别名字和摹状词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认识到这里的区别，实际上也可以修正以上说明，从而避免把关于名字涵义的说明表述成为语言层面的说明。一个名字的涵义是：一个对象的所有情况。这样显然不能把它等同于语言层面的表达。根据这一说明，我们可以把“亚里士多德”的涵义理解为“《工具论》的作者，逻辑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但是这不是名字的转换或改写，而是我们对表示亚里士多德这个对象的情况的表述。我想，“一个对象的所有情况”这种说明也可能不会令人满意。这是因为，这里的问题及其复杂性涉及有关个体事物的定义问题。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都知道，类是可以定义的，而个体一般是无法定义的。

这里我想说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弗雷格的处理办法是比较好的。首先，这样的处理避免了以上所有那些讨论带来的麻烦。虽然“思想的一部分”没有说明名字的涵义到底是什么，但是毕竟是一个说明，而且也是有道理的。其次，这样的处理不用区别名字与摹状词，而是把它们统称为专名。这样做可以突出句法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特征，有助于进入语言分析，而且可以避免区别名字与摹状词所带来的麻烦。第三，这些讨论不是意谓层面上的讨论，与真假没有关系。从真的角度来看，这些讨论没有那么重要，甚至不重要。因此弱化涵义的讨论，实际上是突出了关于真的探讨。这样就把真这个概念作为最核心的东西凸现出来。

突出真这个概念，理解名字的涵义，就不是任意的，而是与真联系在一起。按照弗雷格的观点，对于像“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个名字，只要不影响句子的真，怎样理解都是可以的，比如对于“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上学》的作者”这个句子，可以把“亚里士多德”的涵义理解为“《工具论》的作者”，或者理解为“逻辑的创始人”，或者理解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如此等等，这都是可以的，因为这样的理解不会影响到“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上学》的作者”这个句子的真。但是不能任意地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涵义，比如不能把它理解为“柏拉图的老师”，因为这样就会有问题，会影响这个句子的真。显然，“柏拉图的老师是《形而上学》的作者”这个句子不是真的。如果像我们处理的那样，把一个名字的涵义理解为“一个对象的所有情况”，则必须要求对名字的涵义的理解不能超出这里所说的“所有情况”。就上面这个例子而言，“柏拉图的老师”显然超出了亚里士多德的所有情况，就是说，在“《工具论》的作者，逻辑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这些情况中（无论有多少种情况），肯定不会有“柏拉图的老师”这样一种情况。


4. 专名的涵义与意谓

对于专名的含义和指称的问题，历来有许多讨论。自弗雷格的著作被翻译为英文得到普遍阅读之后，围绕他的相关论述，人们也有许多讨论，其中不乏批评意见。有了前面分别关于专名的涵义和专名的意谓的探讨，现在我想基于句子图式，结合克里普克对弗雷格的批评，进一步深入而具体地探讨这个问题。

弗雷格在谈论专名的涵义和意谓时有如下一段论述：

【引文1】［1］一个专名的涵义要由这样的人来理解，他对该专名所属的语言或标记整体有足够的认识*。［2］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意谓，那么意谓总是只得到片面的说明。［3］我们能够对每个给定的涵义马上说出它是否属于一个意谓，这有赖于我们对这个意谓的全面的认识。我们从未达到这样的认识。
[9]



这段论述中的星号引出一个脚注如下：

【引文2】当出现一个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真正的专名时，关于涵义的看法当然可能产生分歧，例如有人可能认为它指［a］柏拉图的学生和［b］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有人可能认为［c］那位生于斯塔吉拉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是这个专名的涵义，持前一种看法的人就会以一种与持后一种看法的人的不同的涵义和“亚里士多德生于斯塔吉拉”这个句子联系起来。只要意谓相同，这些意见分歧就是可以忍受的，即使它们在一个进行证明的科学体系中应该避免，在一种完善的语言中是不允许出现的。
[10]



克里普克明确地说弗雷格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
[11]

 ，随后全文引用了这个脚注
[12]

 ，并在后来的论述中对弗雷格的相关论述提出批评：

弗雷格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涵义”一词，应对这种做法进行批评。因为他既把一个指示词的涵义看作就是它的意义；又把涵义看作是确定其指称的方式。他把这二者相等同，以为它们都是由限定摹状词给出的。我坚决反对第二种假定；最终也反对第一种假定，即使它也许是正确的。一个摹状词可以作为一个指示词的同义词来使用，或者用于确定该指示词的指称。弗雷格的这种两重意义的“涵义”与日常说法中的“定义”的两重意义是相对应的，应当仔细区分开来。
[13]



比较明确的是，克里普克认为弗雷格有两个错误：第一，把专名的涵义看作是专名的意义；第二，把专名的涵义看作是确定专名的指称的方式，即专名的指称是由专名的涵义决定的。不太明确的是，克里普克似乎认为，第三，弗雷格有时把摹状词等同于专名使用；第四，弗雷格有时用摹状词来确定专名的指称。因而弗雷格在使用中造成了混淆。现在我们来讨论，弗雷格是不是犯了这四个错误？如果犯了，我们就要讨论，他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没有，那么克里普克的批评就是错误的，这样我们就要讨论，克里普克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或者他为什么会认为弗雷格犯了这样的错误？

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专名和摹状词都是语言层面的东西，与涵义和意谓形成鲜明区别。因此，“第三”应该不是问题。弗雷格非常明确地说过，他把一切带定冠词的表达式都看作专名。如前所述，弗雷格对专名的涵义有两个说明，一个是从给定方式说的，另一个是从理解的角度说的，虽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与意谓形成明确区别。因此，“第一”的意思不太清楚：涵义和意义（meaning）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如果是不同的，它们有什么不同？如果是相同的，“第一”就没有什么意义。在弗雷格那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论述，而从句子图式出发，我们也看不出为什么要这样说。所以，“第一”和“第三”都不是弗雷格的问题。“第二”和“第四”与对上述弗雷格的论述的理解相关，其中“第二”比较明确，批评弗雷格用专名的涵义确定它的指称，“第四”模糊一些，关键之处在于，“第二”中的“涵义”在这里变为“摹状词”。因此这里隐含着一个命题：专名的涵义被理解为摹状词，或者二者是同一的或可以是同一的。因此，若是明确的话，“第四”似乎可以表达为：由于把专名的涵义理解为摹状词，因而用摹状词来确定专名的指称。所以，克里普克的批评可以明确归为两点：一点是弗雷格不应该用专名的涵义来确定它的指称，另一点是弗雷格不应该把专名的涵义理解为摹状词。在我看来，这两个批评都是有问题的。

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专名的涵义与意谓处于两个层次，泾渭分明。人们可以问：即使弗雷格的相关认识是清楚的，但是由于他在论述中常常会涉及这两个层次，难道就不会有什么混淆，而产生克里普克所说的问题吗？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弱的质疑，会比较容易得到肯定的回答。而只要得到肯定的回答，也就可以证实克里普克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现在我们结合上述引文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在引文1中，［1］谈到对专名的涵义的理解。这显然预设一个前提，即专名有涵义。这一点在弗雷格的论述中是明确的，从句子图式看也是明确的。但是对于什么是专名的涵义，弗雷格只给出两个说明，一个是说它的涵义就是它的“给定方式”，似乎是说，说出它，它就有涵义了。显然，这种说明是不太明确的。这里的［1］也是对专名涵义的说明，谈的是对它的理解。意思似乎是说，说出或理解一个专名的人，要对含该专名的语言有足够的认识。显然，这种说明也是不太明确的。但是，在弗雷格的论述中，重要的是意谓，而不是涵义，因此，只要说清楚意谓就可以了。而且，弗雷格关于专名涵义说得不太清楚，也是相对于他关于专名的意谓的说明而言的。其实想一想，［1］说得并没有什么问题。设想，假如一个人不会使用一种语言，他能够说出一个专名并理解它的涵义吗？或者，假如一个人说出或听到一个专名并理解它的涵义，它能够不会使用或理解表达该专名的语言吗？所以，即使弗雷格关于专名涵义说得不是特别清楚，他的说明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2］和［3］都是基于［1］而谈到意谓，因此涉及意谓与涵义的关系。问题是，这里说的是什么样的关系？［2］是一种假设的情况，因此它并没有明确地说明专名的涵义确定其意谓。这是因为，在弗雷格的思想中，一个专名肯定有涵义，但是不一定有意谓。因此专名的涵义与意谓并不是一种前者确定后者的方式。这一点从弗雷格关于“奥德赛在沉睡中被放到伊萨卡海岸上”这个例子的说明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人们理解这个句子，这是理解它的涵义，因而也理解其中专名“奥德赛”的涵义；如果不知道奥德赛是否有意谓，则不会知道这个句子是否有意谓；如果认为这个句子有意谓，则会认为其中的“奥德赛”也有意谓。所以，考虑专名的意谓可以完全不考虑专名的涵义。

有人可能会认为，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排除考虑专名的涵义和指称相关的情况。比如［2］中“片面的说明”指的就是专名的涵义对其意谓的说明，［3］中所说承认或拒绝承认一个涵义与一个意谓的联系，无疑也说到二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区别涵义和意谓这两个层次，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关系，而是为了表明它们处于不同层次，可以分别谈论，也可以结合谈论，从而更好地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专名涵义和意谓这两个层次的联系是不是就是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2］说专名的涵义对其意谓的说明是片面的，这显然表明二者不是完全对应的。［3］说，在理解一个专名涵义的前提下接受或拒绝它的意谓，要依赖于对意谓的全面认识，这一方面强调了［2］说的涵义和意谓的不对应性，另一方面说明专名的涵义和专名的意谓的对应性乃是不可能的。所以，［2］和［3］说明和强调的都是专名涵义和意谓的不对应性。既然有这种不对应性，专名的涵义又如何能够确定它的意谓呢？也就是说，既然弗雷格认识到专名的涵义与专名的意谓不是完全对应的，他怎么能够认为专名的涵义是确定其意谓的方式呢？

引文2谈到对专名涵义的不同理解，以举例的方式提到对“亚里士多德”的abc三种理解，由于它们可以有不同组合，比如a和b，b和c，因此有不同涵义，相应的理解就会不同。对一个专名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种不同涵义的理解，但是以上三种理解足以说明，对同一个专名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它们的意谓相同。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涵义与意谓是两个不同的层面。理解的不同在涵义层面，而意谓的相同是另一个不同的层面。这里明显是从两个不同的层面谈论专名的涵义和意谓，而且丝毫也没有谈及专名的涵义确定其意谓的意思。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只要意谓相同就可以，有多少不同的涵义理解似乎是无所谓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低的要求，但是它至少说明，这完全是从意谓的角度谈涵义。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专名的意谓是对象，专名的意谓与句子的真值相关。所谓意谓相同，指的是专名指称的对象保持不变，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所以在弗雷格看来，重要的是关于句子真值的考虑，即使关于专名的考虑，也是与此相关。因此他在谈论专名的涵义和意谓时，始终强调专名的意谓。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弗雷格对专名涵义的要求是很低的。由此似乎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专名的涵义甚至没有明确的说明，因为这不是他考虑的重点。如果认为专名的涵义是确定专名指称的方式，那么对专名的涵义的说明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里不仅涉及专名的涵义和指称是什么，还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在二者之中，前者似乎更重要，因为它要确定后者。弗雷格的做法明显不是这样。既然如此，他怎么会认为并且谈论专名的涵义是确定专名指称的方式呢？

有人可能会认为，即使弗雷格没有明确的关于专名的涵义确定其指称的论述，但是引文2中关于专名涵义的解释却是借助摹状词进行的。因此，克里普克所暗含的批评，即弗雷格把专名的涵义理解为摹状词，却是证据确凿的。确实，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如果参考句子图式，则可以看出弗雷格所说是什么意思。

引文2中谈到的“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专名，处于语言层面，它的意谓，即亚里士多德所表示的那个人或指称的对象，在意谓层面，而人们关于它的涵义所想到的东西在它的涵义层面。特别是，这里谈的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专名，而是处于“亚里士多德生于斯塔吉拉”这个句子中的专名。所以最终的谈论要与意谓联系起来，即与句子的真值联系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与专名的涵义相关，abc说的究竟是三种不同的涵义，还是三个不同的摹状词？如果它们是摹状词，则是语言层面的东西，与举例的句子相关，则会有如下三个句子：［a’
 ］“柏拉图的学生生于斯塔吉拉”，［b’
 ］“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生于斯塔吉拉”，［c’
 ］“那位生于斯塔吉拉的人生于斯塔吉拉”，而其中的专名（或摹状词）“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和“那位生于斯塔吉拉的人”各自有自己的涵义和意谓，当然，它们的意谓是相同的，但是它们的涵义又各自不同。弗雷格的说明显然不是这样，他的意思不过是说，面对“亚里士多德生于斯塔吉拉”这个句子中的“亚里士多德”，人们想到了比如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和那位生于斯塔吉拉的人。它们是亚里士多德的涵义，而不是表达这些涵义的摹状词。由此可见，专名的涵义与摹状词是不同的，专名的涵义可以通过摹状词来描述，并不意味着描述专名涵义的摹状词就是专名的涵义。它们是不同层面的东西，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大概正是由于混淆了这一点，克里普克才从弗雷格的引文2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弗雷格把专名的涵义处理为摹状词，并由此对弗雷格提出错误的批评。

由此可见，弗雷格的论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在关于专名涵义的说明中涉及摹状词，因此，若是不区别摹状词本身和摹状词的涵义，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在我看来，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它涉及专名和摹状词的性质和区别。一个专名可以转换为一个摹状词，如同奎因所认为的那样，这甚至表明专名是可以消去的。但是如前所述，专名最终是无法消去的，就是说，人们的表述是离不开专名的。所谓把一个专名转换为一个摹状词，因而通过一个摹状词而消除一个专名，不过是通过对与另一个专名相关情况的描述来取代这个专名。由此也就说明，对一个名字的识别性说明，往往需要借助另一个（或多个）名字。

有了这样的认识，也就可以看到，现有的一些专名—摹状词理论，比如，专名是缩略的摹状词或摹状词的集合等等，无不涉及这样的问题。从句法层面看，专名和摹状词都是语言表达式，由于都可以表达唯一确定的东西，因而可以是等价的。从语义层面看，一个专名有涵义，它的涵义会涉及与其他不同个体事物相关的情况，而其他这些不同个体事物也要得到识别，因此关于专名涵义的理解或说明会涉及不同的名字或暗含不同的名字。同样，摹状词也有涵义，它的涵义主要会涉及其中的定冠词和谓词所表达的意思，因此它们与唯一性相关。区别这些不同层次，则对专名、专名的涵义和专名的意谓会有明确的区别和认识。若是对这些层次区别不清，则会造成混淆。而在做出这些区别的过程中，句子图式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以上讨论基本上是从弗雷格的论述出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克里普克的批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像弗雷格那样很好地做出如上区别，或者他没有对弗雷格的区别有清晰的认识。下面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即从克里普克的论述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

克里普克的批评主要基于两点认识：一，专名和摹状词是有区别的；二，专名的指称不能由它的涵义来确定。第一点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前面的讨论也显示，在专名和摹状词之间可以做出明确的区别，因而对它们的区别可以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从引文1和2可以看出，弗雷格在谈论专名时加注说到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真正的专名”，这就表明，即使是弗雷格对这一点也不是没有认识的。但是他在论述中确实通常不区别专名和摹状词。这样就与克里普克的观点形成一个明显的差异，因而我们可以问：为什么他们两人一个要区别专名和摹状词，而另一个不做区别呢？

在我看来，这里的原因是非常简单而明确的。弗雷格的讨论基于他自己创建的一阶逻辑，这是一种外延的、二值的逻辑。弗雷格的讨论是给出句子的基本句法，并对这种句法所表达的东西做出说明。这样一种讨论的核心是句子和真值。而就满足这样一种句法和真值而言，区别专名和摹状词并不是必要的。克里普克则不同，他的讨论基于模态逻辑和他所构建的可能世界语义学。这是一种内涵逻辑，与一阶逻辑形成区别。基于这样一种逻辑来讨论，就必须区别专名和摹状词。这是因为，由于牵涉到“必然”和“可能”这样的表达式，在涉及专名和摹状词的时候，句子的真假会受到影响。比如“8大于7”是必然真的，而“行星的数大于7”却是偶然真的，即不是必然真的。我们知道，罗素也批评弗雷格不区别专名和摹状词，但是克里普克在批评弗雷格时对罗素也是连带着一起批评的。也就是说，同样是强调要把摹状词与专名明确区别开来，克里普克对罗素的意见并不赞同，其原因就在于罗素虽然对摹状词与专名的看法不同，但是讨论的基础却与弗雷格一样，而与克里普克不同，即他的讨论基于一阶逻辑而不是基于模态逻辑。所以，克里普克的观点本身是有道理的，他相信并基于自己的观点来讨论问题也是有道理的。他的问题只是在于对弗雷格的批评上。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他批评弗雷格关于专名的讨论只适合于外延语境而不适合于内涵语境，即不适合于含“必然”和“可能”这样的模态语境，那么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他不是这样批评的。他批评的是弗雷格的讨论本身，他批评的是弗雷格基于其逻辑理论而对专名进行的讨论，因而他犯了如上那些错误。

克里普克的第二点认识则是他自己的认识，由此还形成并产生他那著名的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讨论模态命题的时候再进行讨论。

除此之外，弗雷格的处理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一般被人们忽略了，因此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下。

在弗雷格关于专名的说明中，他把凡是以定冠词起始的表达式都称为专名。从句法形式上看，这与摹状词是一样的，因为摹状词也是以定冠词起始的表达式。但是，弗雷格所说的以定冠词起始的专名与罗素所说的摹状词还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在于，它的本意不是用来指称一个唯一的对象，而是用来谈论语言。比如“马这个概念”。在这个表达式中，定冠词“这个”表明这是一个专名。这里所谈的显然不是一个对象，而是“马”这个概念。由此还会产生一种悖论，即所谓概念悖论。比如“马这个概念不是概念”。因为专名表达的是对象，显然不是概念。但是字面上却有了“概念不是概念”这样的悖谬说法。

语言具有指称的功能。而且这种功能是多样的。名字是一种指称的方式，摹状词也是一种指称的方式，除此之外，用定冠词或指示代词也是一种指称的方式。由于汉语没有定冠词，因此主要是指示代词，比如，“马这个概念”，“3这个数”，“真这个谓词”，“雪是白的这个句子”等等。这里，通过加上指示代词“这个”，“马”本来是一个概念词，表示一个概念，结果却不再是一个概念词，因此不能表示一个概念；“3”本来是一个专名，表示一个对象，结果依然是一个专名，还是表示一个对象，但是不同于原来所表达的那个对象；“真”本来是一个谓词，结果却不再是一个谓词，因此也不能表示一个概念；“雪是白的”本来是一个句子，表示一个思想，结果却不再是一个句子，因此也不能表示一个思想；如此等等。这样的变化首先是句法方面的变化。但是句法上发生了变化，相应的语义也一定会发生变化，因此在涉及真假的时候，也一定会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也许不会造成理解的问题，但是一定会造成真假方面的问题。弗雷格提醒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必须时时注意语言的特征，认识语言的含糊之处，而且还要依赖于有关语言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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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谓”是弗雷格的用语，德文为Bedeutung，它的英译文一般是reference。国内的相关讨论中通常采用“指称”或“所指”，其含义来自英译文。关于这些术语的区别，我曾做过详细讨论（参见王路：《弗雷格思想研究》第六章）。这里不对二者刻意区别，在同等含义上使用它们，专门谈论弗雷格思想的地方除外。


[2]
 这是弗雷格的例子，后面还会讨论到它。参见弗雷格：《论涵义和意谓》，载《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王炳文校，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2页。


[3]
 参见Russell, B.: On Denoting, in Russell, B.: Logic and Knowledge
 ,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56；Strawson, P.: On Referring, Logical-Linguistic Papers
 , Methuen and CO LTD, 1971；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我曾经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参见王路：《走进分析哲学》，第50—65页。


[4]
 参见弗雷格：《论涵义和意谓》，载《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105页。


[5]
 奎因在许多著作中都谈到过这一点。例如参见奎因：《论何物存在》，载《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6]
 这里涉及奎因一条著名的本体论承诺，由于与量词相关，我们将在第四章第4节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7]
 参见Moore, G.E.: Russell’s “Theory of Descrip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
 , ed. By P. A. Schilpp,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Inc. 1951，pp.180-190。


[8]
 参见Schilpp, P.A.: 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
 Tudor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51，p.690。


[9]
 弗雷格：《论涵义和意谓》，载《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97页。其中方括号为引者所加，以便于讨论。


[10]
 同上，脚注。方括号为引者所加，以便于讨论。


[11]
 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梅文译，涂纪亮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12]
 参见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第31页。


[13]
 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第60页。为了讨论方便，我将译文中的“内涵”（sense）改译为“涵义”，参见Kripke, S.: Naming and Necessity
 , Basil Blackwell, 1990，p.59。


[14]
 参见弗雷格：《论概念和对象》，载《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82、83页。


第三章　谓词与概念

从句子的语法出发，句子有主系表结构，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也有主动宾结构，比如“鲁迅爱许广平”。前者中的“是”是系动词，与“哲学家”一起构成对主语“亚里士多德”的表述，后者中的“爱”是及物动词，与“许广平”一起构成对主语“鲁迅”的表述。汉语大致也可以依这种语法来分类。但是由于汉语自身的特点，往往可以没有系词，比如“他的脸红了”，这里的主语是“他的脸”，谓语是“红了”。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省略了系词“是”，“红了”这个形容词在这里作表语，另一种解释是“红了”这个形容词在这里作谓语。无论是哪一种结构，不管怎样理解和解释，动词总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动词是构成句子的基本要素。

从句子的句法结构出发，则可以认为一个句子是由专名和谓词构成的。这一点从句子图式1可以看得很清楚。其中，专名肯定不是动词，谓词则是动词或与动词相应的部分。由此可见，谓词在句子中是十分重要的。以后我们还会看到，有些句子中有谓词而没有专名。换句话说，句子的构成可以没有名字，却不能没有谓词。由此也说明，谓词是构成句子的基本要素。同时谓词的情况也比较复杂。由于谓词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对它们的句法和语义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1. 谓词的句法

首先需要说明从句法的角度看，什么是谓词？根据句子图式1，最简单的句子是由一个名字与一个谓词构成的。由于我们已经从句法的角度说明了什么是专名，因而可以借助专名来说明谓词。谓词是一个句子中消去专名所剩下的部分。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这个句子中的专名是“亚里士多德”，去掉“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剩下的部分则是

“……是哲学家”，

这就是这个句子的谓词。在这个句子中，“是哲学家”乃是一个谓词，它是对句子中“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的表述和说明。

从以上关于谓词的说明——一个句子中消去专名所剩下的部分——可以看出，它不区分系词“是”和“哲学家”，而是把它们看作一体。前面说过，主系表是一类句式，系词“是”与表语构成对主语的表述和说明。由此也可以说明，这类句式中的系词与表语，一般来说，都可以看作谓词。表语的表达方式是多样的，可以是一个表达事物类的名词，比如“哲学家”，也可以是形容词，比如“聪明的”，还可以是其他一些方式，但是我们不作区别，都把它们看作谓词。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一般来说”。这是因为，既然主系表的结构是比较主要的一类语法结构，它涵盖的情况就不会是这样简单，而是非常复杂的。这里我们可以列出两种比较主要的情况。一种情况是：表语中含有一个名字，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工具论》的作者”。这里的“《工具论》的作者”是一个摹状词。无论是不是把它看作一个专名，它显然既不是形容词，也不是表达事物的类。另一种情况是：表语是“的”字结构，比如“亚里士多德是人人尊重的”。这里，“人人尊重的”乃是“的”字结构，显然不是形容词，也不是摹状词或名字。

从以上关于谓词的说明还可以看出，它不区别句子的主系表结构和主动宾结构。因为“消去专名”说得非常明确，它只是说去掉专名，丝毫不涉及究竟是主系表结构的专名，还是主动宾结构的专名。以上我们说了，主系表结构的句子可以是非常复杂的。实际上，主动宾结构的句子同样可以是非常复杂的。非常简单地说，它至少同样可以含有专名、类名、形容词或“的”字结构，比如“鲁迅爱许广平”，“鲁迅喜欢抽烟”，或者“鲁迅生活简朴”，“鲁迅说别人所不敢说的”，等等。

由此可见，谓词是一种句法说明，或者说，它是我们从句法出发关于句子一部分结构的看法。关于谓词的看法与关于专名的看法一起构成了我们关于最简单的句子结构的看法，并且形成了我们进一步看待更为复杂的句子结构的基础。这种看法有一种优越性，这就是它不区别句子的主系表和主动宾形式，不区别具体的主系表或主动宾形式中具体而复杂的情况，而是以谓词的方式给出了一种基本的句式，从而在这种基础上可以对句子的结构一步步做出深入的分析和说明。当然，人们同样可以问：它能不能提供这样的说明？这样的说明是不是有效？特别是，这样的说明对我们的认识是不是有帮助？有什么样的帮助？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

一个句子消去名字剩下的部分就是谓词，这一点是明确的，由此可以得到句子的谓词。这一点无疑适合于简单的句子，即一个名字和一个谓词所组成的句子，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现在还要指出一点：一个句子消去名字剩下的部分就是谓词，这种说法不是特别准确。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一个句子消去名字的一次或多次出现剩下的部分就是谓词。这一点即使字面上也是不难理解的。“鲁迅生活简朴”含一个名字，“鲁迅爱许广平”含两个名字，“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则含三个名字。句子所含名字数量不同，谓词也会不同，直观上看，消去名字后所含空位数目也不同。一般来说，含一个空位的谓词被称为一元谓词，其所表达的东西被称为性质，含两个及两个以上空位的谓词被称为二元谓词或多元谓词，所表达的东西被称为关系。本章只限于一元谓词的讨论，第五章将讨论二元谓词及其相关问题。

以上我们获得了谓词的句法，由此可以认识句子中什么是谓词。如果仔细思考一下，其实可以看出，关于谓词的说明依赖于关于名字的说明，因为谓词是消去名字的一次或多次出现而剩下的东西。根据这样的说明，谓词的主要特征有两个，其一它不是名字，其二它带有空位。空位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两个或多个。若是再详细一些说，则谓词是句子的一部分，它必须与名字结合在一起，才组成完整的句子。


2. 谓词的语义

我们说过，真是语义的核心概念，因此考虑谓词的语义也要围绕着真这一概念。这样，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谓词的语义是概念。因为与真和对象在同一个层次上的东西是概念。因此可以说，谓词表示的东西是概念。问题是，概念是什么？

概念是描述性的东西，是抽象的东西，与对象不同。在我看来，概念可以是事物的类，比如像人、树、动物等等这样的名词所表达的东西。概念可以是事物的性质，比如像红、胖、高等等这样的形容词所表达的东西。概念也可以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比如像“老师”“在……之间”“爱”等等这样的关系表达式所表达的东西。概念可以是事物的具体状态，比如像跑、跳、飞这样的动词所描述的东西，也可以是事物的抽象状态，比如像“不可忍受的”“难以形容的”等等这样的“的”字结构所表达的东西。这里关于概念的描述不一定全面，也不求全面。因为概念不同于对象。对象是具体的个体的东西，它们的语言表达方式是名字，因此比较简单。但是概念不是个体的东西，它们的语言表达方式不是名字，所以比较复杂。不过，与对象相对照，概念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概念是不饱和的，这是弗雷格对概念的特征做出的形象说明。所谓不饱和的，指的是概念需要由对象来补充，由此表现出概念的函数特征。概念与对象相结合，则消除了概念的不饱和性，因而成为完满的，从而就有了真假。弗雷格说：“一个概念是一个其值总是一个真值的函数”
[1]

 ，我们则可以说，概念是对象到真值的函数。因此，句子的真反映的是对象与概念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有的简单，有的复杂，但是用弗雷格的话说，“逻辑的基本关系是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的关系”
[2]

 。

明确了概念的主要特征，则可以对概念的性质做进一步明确的说明，也就是说，可以围绕着真，利用概念与对象的关系来说明概念的性质。首先我们看概念与对象的关系。前面我们说了概念可以是事物的类、性质、状态、关系等等，而且我们承认，以上说明并不是完全的。但是与对象相结合，我们可以对概念做出一点明确的也是最简单的说明：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这样一种概念可以简单地称之为性质或类。这样，我们可以不用考虑概念究竟是事物的性质还是状态，究竟是具体的状态还是抽象的状态，也不用考虑概念是不是其他什么样的情况。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探讨，而且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在“柏拉图是老师”这个句子中，“是老师”是一个谓词，表示一个类，也可以简单地把它看作一种性质。

现在我们结合真来看概念与对象的关系。我们说一个概念是一个对象到真值的函数，因此我们谈论概念与对象的关系是着眼于真的。通俗地说，一个概念本身没有真假，但是以对象补充之后，就有了真假。这是因为，一个概念与对象有适合或不适合的问题。概念必须适合所补充的对象，即与它相匹配，才会得到真，如果不适合。则会得到假。比如，如果用“亚里士多德”补充“是哲学家”，则会得到真，因为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若是用“曹雪芹”补充“是哲学家”，则会得到假，因为曹雪芹不是哲学家，也就是说，哲学家这个概念适合亚里士多德这个对象，但是不适合曹雪芹这个对象。因此，这里所说的概念与对象的关系，实际上是谓词的意谓与专名的意谓之间的关系。谓词与专名构成句子，这是在语言层面说的，而概念与对象相关，这实际上是在意谓层面说的。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我们实际是从两个角度谈论概念：一是从概念与对象的关系，二是围绕着真。把这两个角度结合起来，即是前面所说的围绕着真，利用概念与对象的关系来说明概念的性质。这是因为，我们谈论概念，并不是就概念论概念，而是围绕着句子来说的。谓词是句子的组成部分，谓词的意谓是概念，概念与对象一起为句子的真做出贡献。因此，谈论概念一定要结合对象，要围绕着真。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我们所引用的弗雷格的论述的深刻意义，即“一个概念是一个其值总是一个真值的函数”。这说明，弗雷格关于概念的考虑始终是围绕着句子进行的。

应该指出的是，弗雷格所说的“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乃是逻辑的基本关系。这在句子图式1体现得十分清楚。但是要看到，句子图式1给出一个专名和一个谓词，仅仅是给出含专名和谓词的句子图式。比如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专名与摹状词的区别，但是我们随弗雷格的做法，在句法上并不对它们进行区别，把它们都看作专名。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图式中的专名和谓词只是表明句子中有专名和摹状词，但是并不意味着专名和谓词的数量，即只有一个专名和谓词。比如前面讨论过“亚里士多德是聪明的和哲学家”这个例子，它其实就有两个谓词：“聪明的”和“哲学家”，也适合于这个图式。本章开始还提到“鲁迅爱许广平”这个例子，它含两个专名：“鲁迅”和“许广平”。这个句子与此前分析的句子不同，表达的是关系（后面我们会专门讨论它）。但是它也适合这个图式。随着句法复杂性的增加，逻辑关系也会变得复杂，但是句子图式1所揭示的这种基本关系却不会改变。

综上所述，句子图式1明确告诉我们：句子的真值是由对象和概念决定的，因而与专名和谓词的意谓相关。


3. 谓词的涵义与意谓

以上讨论谓词是与专名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以上举例也是以专名起始的句子，或者说是含专名的句子。因此可以说，以上关于谓词的说明借助了关于专名的说明，比如，句子中去掉名字所剩下的部分。含有专名的句子在语言中有很多。但是，语言中也有大量句子不含专名。比如“哲学家是聪明人”，“水果是有营养的”。句子图式1明显不适合这样的句子，对这样的句子及其谓词需要重新提供说明。

前面曾经说过，句子图式是可构造的。句子图式1只是基于句子图式0构造的一个图式，还可以继续构造其他图式，反映并揭示其他不同的、更为复杂的句子情况。以“哲学家是聪明人”这个句子为例。句子图式1不适合它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构造出适合这类句子的图式。问题在于：句子图式是相通的，因而句子图式1中关于谓词的说明应该保持不变。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句子图式可以不同，但是，关于句法和语义的说明应该是一致的。谓词是一个句法概念，因为关于它的说明应该是一致的。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句子图式1中的谓词带有哪些特征和性质，比如它带有空位，是不饱和的，需要补充的等等，在新的句子图式中它依然会带有这些特征和性质。区别仅仅在于，句子图式1有专名，新构造的句子图式没有专名，因此会有相应的变化和区别。

我们曾经说过，构造句子图式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句子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因此这里我们可以借助句子图式来考虑这个问题。假如我们根据“哲学家是聪明人”这个句子构造一个句子图式，则大致如下：

［句子图式*
 ］

（语言）句子：谓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概念

或者

［句子图式**
 ］

（语言）句子：谓词　　　　，谓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概念　　　　，概念

这两个图式的区别仅在于后一个图式以逗号的方式增加了一个谓词。日常表达中一个句子中谓词的数量可以有一个、两个或更多个。比如“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有一个谓词，“哲学家是聪明人”有两个谓词，“英雄爱骏马”有三个谓词。如果愿意，人们可以通过逗号给出并列的谓词。但是也可以不加这部分，一如句子图式*
 ，以此我们可以认为句子中只有谓词，把它既可以看作一个，也可以看作两个或多个。这样我们可以针对谓词进行讨论，而不必针对具体几个谓词进行讨论。但是从句子图式**
 可以看出，谓词是并列的。这一点通过句法符号“，”显示出来，后者与“/”是不同的。很明显，句子图式*
 与句子图式1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名，因而在涵义和意谓层面也没有相应的部分。

从语法角度说，“哲学家是聪明人”是一个主系表结构的句子。其中，“哲学家”是主语，“聪明人”是表语，“是”乃是系词，把“哲学家”和“聪明人”联系起来，形成后者对前者的表述。这样的语法结构是清楚的，意思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它的句法是什么。前面说过，谓词是构成句子的基本要素。因此这里具体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句子中，谓词是什么？

谓词不是名字。而“哲学家是聪明人”这个句子显然没有名字，因为“哲学家”和“聪明人”分别是一类事物的名字，而不是单个事物的名字，因此，它们都是谓词。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说。“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聪明人”，其中的“……是哲学家”，“……是聪明人”是谓词。因此从句法的角度说，“哲学家”和“聪明人”都是谓词。虽然从语法的角度看“哲学家”是主语，但是用弗雷格的话说，这依然掩盖不住它的谓述特征。

谓词的主要特征是带有空位。因此“哲学家”和“聪明人”这两个谓词也应该带有空位。这表明，谓词是不完整的，需要对谓词进行补充说明，这样才会构成完整的句子。从前面的说明可以看出，谓词的空位是通过消去句子中的名字而留下来的，因此应该以名字来填充，因为这里本该是名字的位置。眼下的句子中没有名字，因而无法用名字来填充谓词。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替代办法，以与名字相应或可以代表名字起作用的表达式来填充谓词。句子图式1表明，名字的意谓是对象，而对象是个体的东西。因此，这里能够替代名字的表达式也要具备这样的特征：表达个体的东西。“一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表达式，它表示个体的东西，同时又不是名字。用它来填充这里的谓词，就分别得到两个句子：“一个东西是哲学家”，“一个东西是聪明人”。在这两个句子中，“是哲学家”和“是聪明人”的谓词形式是非常清楚的。补充了“一个东西”之后，则使它们分别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由此我们得到了“哲学家是聪明人”这个句子中两个谓词的句法。再把它们联结起来，就会得到整个句子的句法：比如“一个东西若是哲学家，则它是聪明人”；“一个东西是哲学家并且是聪明人”。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句子的句法形式可能不止一个。句法形式不同，语义自然也是不同的。这也就说明，日常语言的表达是有歧义的。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

如上所述，“哲学家是聪明人”这句话的语法结构是清楚的，意思也是可以理解的。而这里又说它的句法形式不止一个，它的表达是有歧义的。这不是有些矛盾吗？借助句子图式*
 可以说明这里的问题，同时也可以看出，在分析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过程中，句子图式所起的作用。

首先，“语法结构清楚”，指的是语言层面，因此是句子图式*
 的第一行。“意思可以理解”，指的是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层面，亦即涵义层面，因此是句子图式*
 的第二行。从这两行可以看出，“哲学家是聪明人”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它符合语法，我们也可以理解。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第三行了，即意谓层面。

根据句子图式1的说明可以看出，概念是一个函数，带有一个空位，因而是不完整的。这样它就没有真值。所谓“概念是一个其值总是一个真值的函数”，指的是它被填充之后会获得真或假这样一个值。当然，若是没有这样的填充，它也就不会有真或假这样的值。而句子图式*
 恰恰表明，其中的概念没有这样的填充。这是因为，由于句子中没有名字，因而不会有名字所意谓的对象，也就没有概念与之匹配的对象，因而概念是不完整的，所以不会产生真值，即不会有真假。

这一点在这个例子是明显的。我们肯定可以理解“哲学家是聪明人”是什么意思，但是当问及这个句子是真的还是假的时，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因为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如上所述，这句话大概可以有“一个东西若是哲学家，则它是聪明人”这样的意思，也可以有“一个东西是哲学家并且是聪明人”这样的意思。究竟是哪一种意思，仅从字面上是无法确定的。因此我们说它是有歧义的。也就是说，不考虑真假，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而一旦考虑真假，问题就来了。或者，只有在考虑真假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确定的。现在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认为理解它，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它是有歧义的，而且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一如句子图式显示的那样，它们不在一个层次上，因而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

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认识到弗雷格区别涵义和意谓的重要性。他说：“为了句子的涵义，可以只考虑句子部分的涵义，而不考虑它的意谓”，“正是对真的追求驱使我们从涵义进到意谓”。
[3]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则可以说，当我们说理解一个句子的意思时，指的是我们明白它的涵义。这时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句子的意思是清楚的，没有什么问题。而当我们进一步询问它的真假时，我们可能会发现，它的意思其实并不是那样清楚，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的真假。这样一种思考反过来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从真假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一个句子的涵义，因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句子究竟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看到，“哲学家是聪明人”这个句子有上述两种意思。即使把它们看作是该例句的意思，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它的真假。这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东西若是哲学家，则它是聪明人”与“一个东西是哲学家并且是聪明人”这两个意思是不同的，但是我们至多只能说明它们的涵义不同，我们依然无法说明它们各自的真值。由此也就表明，句子图式*
 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它不能帮助我们达到关于真的认识。为了认识上述例子及其相似句子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构造其他句子图式。


4. 什么是概念？

传统逻辑的体系由概念、判断和推理构成。人们认为，推理是由判断组成的，而判断是由概念组成的，因此概念是组成判断是基本要素，因而是组成推理的基本要素。基于传统逻辑，在哲学史上，概念一直受到重视，并且一直被讨论。

传统哲学认为概念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并围绕这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在这样的讨论中，可以就概念论概念，而与句子没有什么关系。在围绕句子讨论的时候，与“S是P”的句式相一致，人们讨论主项、谓项和联项。这时，主项和谓项与概念可以相关，也可以不相关。在涉及对象的讨论中，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对象看作概念的外延，另一种是把对象看作主项表达的东西，而把概念看作谓项表达的东西。以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为例，它讨论了本质（实体）、质、量、关系等等，而这些范畴都是从谓项的角度考虑的。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使用对象和概念这样的表达，但是，如果套用这样的术语去解释他的思想，就会看到，这些范畴表达的都是概念，而不是对象，就是说，它们可以是关于对象的表达。对象一定是主项所表达的东西，而不是谓项所表达的东西。传统哲学中一直有关于特殊的东西（particular）和普遍的东西（universal）、个别的东西（individual）和一般的东西（general）的讨论，比如黑格尔以“这朵玫瑰花是红色的”为例关于个别和一般的讨论。不同时期用语不同，意思差不了太多。但是到了语言哲学中，这种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

基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语言哲学的讨论把概念看作是谓词的意谓，关于谓词的讨论是与句子结合在一起的，而关于概念的讨论是与真结合在一起，显然这与传统哲学的讨论是完全不一样的。

最明显的是讨论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句法与语义的区别。从语义看，关于概念的讨论基于句法，因而依赖于对谓词的认识；而从句法看，关于谓词的讨论是围绕句子进行的，因而离不开对句子的考虑。基于句子图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谓词是语言层面的，是与专名、句子相联系的，而概念是意谓层面的，而且是与对象、与真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不同的讨论方式产生了如下一些完全不同的结果。

基于谓词的认识可以看到一个十分明显的结果：句法与语法是不一样的。从语法的角度说，主词表示要谈论的东西，谓词是对主词的说明，因而谓词与主词的区别是明确的。但是从句法的角度看却不是这样，语法谓词在句法上固然是谓词，语法主词在句法上也是谓词。比如前面说的“哲学家是聪明人”，其中的“哲学家”也是谓词。这主要是因为，它不是从语言的主系表或主动宾出发来认识句子，而是从谓词出发来认识句子：去掉名字所剩下的部分即是谓词。这与传统的认识显然是不同的。有了这种不同，也就可以认识到传统哲学所没有认识到的许多问题。

首先，专名与语法主词乃是不同的。看到谓词与语法主词的区别，类比地看到这一点其实是很容易的。专名不仅出现在主语的位置，而且也会出现在表语或宾语的位置，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鲁迅爱许广平”。其中“曹雪芹”和“许广平”也是专名。一个表达式是不是专名，并不取决于它在句子中的位置，而是取决于它的句法形式：专名与谓词不同。这样，专名所意谓的东西，即对象，也是不变的，与专名在句子中的位置无关。在这一点上，弗雷格关于“晨星是金星”的讨论很说明问题。在这个句子中，非常明显，“金星”处于表语的位置，与系词“是”一起构成谓词。弗雷格认为，这里的“是”并非是纯粹的系词，“从内涵上说它是谓词的一个本质部分”，它的意思是“不过就是”。“金星”本身不是谓词，它与“是”结合在一起，因而成为谓词的一部分。“是金星”的意思是“不过就是金星”。如果把后者看作一个谓词，“在这个概念下当然只有一个唯一的对象”。但是它可以是谓词的一部分。
[4]

 弗雷格的意思非常明确，“金星”不是谓词，与“是”相结合才构成谓词。这显然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接着讨论：“……是金星”无疑是谓词，它是去掉专名“晨星”之后所剩下的部分。但是其中的“金星”也是专名，同样可以被去掉，这样就得到“……是……”。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弗雷格说它不是纯粹的系词，它的意思乃是“不过就是”，这是因为，它字面上依然是系词，但是句法上是谓词，语义上则是“不过就是”。“不过就是”的意思是表示相等，与通常系词的含义当然是不同的。我们要考虑的并不是弗雷格所说的系词含义，而是系词所带出的“金星”。尽管“金星”处于表语的位置，尽管“金星”可以与“是”一起构成谓词，但是它不是谓词的本质部分。归根结底，它依然不是谓词。

其次，谓词的意谓与句子的真密切相关。基于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一点是含专名的句子。在这种情况下，专名表达的对象若是处于谓词表达的概念之下，这个句子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就是真的，而“曹雪芹是哲学家”就是假的。另一点是不含专名的句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语言的表达常常是有歧义的。如前所述，在日常表达中，“哲学家是聪明人”，“英雄爱骏马”这样的句子似乎是清楚的，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们不会影响我们的理解和交流。但是当涉及真的时候，比如当我们考虑它们是不是真的时，就会发现问题。因为我们发现，谓词所表达的概念是不饱和的，因而是不确定的。由于这样的句子中只有谓词，因而只含有不饱和的概念，所以，句子的真值也是无法确定的。（至此我们尚未讨论量词，因此还没有说明如何确定这样的句子的真假，在后面讨论量词之后则可以看出，谓词与句子的真之条件依然是相关的。）

第三，概念有多重含义。“概念”是一个语义词。它是谓词的意谓。我们谈论它，实际上是在谈论谓词的语义，即用它来谈论谓词所表达的东西。由于谓词是句子中去掉名字所剩下的表达式，既可以是去掉一个名字所剩下的表达式，也可以是去掉两个或多个名字所剩下的表达式，因此谓词可以有多种形式。相应于这些不同的表达式，概念也就会有多重含义。相应于含有一个名字的谓词，一般我们说它所表达的是性质，而相应于含有两个或多个名字的谓词，我们说它所表达的是关系。由此可见，概念一词所表达的最重要的东西有二：一是性质，二是关系。

就性质而言，说得也有些笼统，实际上依然有一些区别。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和“亚里士多德是聪明的”这两个句子，其中“是哲学家”和“是聪明的”是谓词，它们的意谓是概念。由于它们相应于一个名字，因此它们所表达的东西（概念）是性质。但是很明显，“哲学家”和“聪明的”是两个不同的词，一个是名词，另一个是形容词。一般来说，形容词表示性质，而名词表示类。因此所谓概念可以表示性质的说法似乎掩盖了性质与类的区别。

关于以形容词或所有非类名所表示的谓词，也有以类和集合来说明它们所表达的东西。比如“是聪明的”这个谓词所表达的乃是一个类或集合，即以聪明的东西所构成的类或集合。
[5]

 这样就很容易与关于“哲学家”的解释相一致。但是在哲学讨论中，人们一般愿意采用性质这一说法，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方面，性质一词可以说明问题，比如，正如可以把“聪明的”这样的形容词转换为“聪明的人”，因而转换成类名一样，同样也可以把“哲学家”这样的类名看作表示“哲学家那样的”“具有哲学家性质的”东西，因而看作表示了这样的性质。另一方面，性质与关系可以得到明确的区别，而类和集合本身不仅可以表示性质，也可以表示关系，反而不利于这样的区别。比如罗素说，事实指事物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以及事物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他说的性质和关系实际上就是谓词所表达的东西。类似的表达在哲学讨论中很多。因此，就谓词所表达的东西而言，性质与关系的区别乃是至关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对于关系的认识也就显得尤为重要。通常的说法是，一元谓词表示性质，二元谓词表示关系。因此关系和性质的区别是十分明确的。具体说来，谓词表达的究竟是性质还是关系，乃是由相关的名字决定的。如果相应的名字是一个，则谓词表示的是性质，如果相应的名字是两个或多个，则谓词表示的是关系。也就是说，性质和关系的区别是由与其相关的对象或个体东西的个数决定的。不过，这也仅仅是就谓词与专名的情况所得到的认识，在涉及量词的时候，我们还会得到更多关于概念的认识。

第四，对象与概念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现在看得十分清楚，对象是名字的意谓，而概念是谓词的意谓，因而完全不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不同显示出一种层次的不同。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被称为逻辑的基本关系，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处于……之下”虽然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但是明确了二者之间的区别。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弗雷格强调要时刻把对象与概念区别开。
[6]

 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概念与对象同属于意谓层面。它们的区别，它们的联系，都与真值相关。由此可见，概念与对象之间这种不同，以及弗雷格的话，非常清楚地揭示了概念的一种性质，即它是不饱和的，因而自身没有真假。而一旦有对象处于它之下，它就变成饱和的，因而也就有了真假。这是因为，与概念相应的是谓词，而谓词不是句子，当然不会有真假。而以对象填充了概念，相应就是把名字与谓词结合在一起，因而构成句子，也就有了真假。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看出，句子图式*
 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无法确定相应句子的真值。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认识到谓词的一些性质和特征，也认识到它所意谓的概念的一些性质和特征，但是关于它们我们还没有获得充分的认识。尤其是与真相关，我们尚未看到能够与对象相应的东西，因而我们还没有看到可以处于概念之下的与对象相应的东西。所以，为了获得关于不含专名而只含谓词的句子的真假情况的认识，我们还需要其他句子图式及其相应的说明和解释。




[1]
 弗雷格：《函数和概念》，载《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66页。


[2]
 弗雷格：《对涵义和意谓的解释》，载《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121页。


[3]
 弗雷格：《论涵义和意谓》，载《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102、103页。


[4]
 参见弗雷格：《论概念和对象》，载《弗雷格哲学论证选辑》，第81—82页。


[5]
 详细讨论起来，集合与类也是有区别的。有人就喜欢用集合一词而不用类一词。我们不对它们做进一步的区分。


[6]
 参见弗雷格：《算术基础》，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页。


第四章　量词与数量

前面我们谈到两类句子，一类是含专名的句子，另一类是不含专名的句子。这两类句子的句法明显不同，而且语义也是有明显区别的。

前一类句子比较容易确定真假。即使我们不知道它们的真假，我们也可以知道它们的真之条件，即它们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是真的，而“曹雪芹是哲学家”是假的。或者说，这两个句子的真取决于其中的名字所指称的对象是不是存在，并且其中的谓词所表示的概念是不是适合于其中名字所表示的对象。后一类句子不太容易确定真假。比如，“哲学家是聪明人”。如前所述，这个句子是有歧义的。对于一个有歧义的句子，当然是无法确定真假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想一些办法来消除歧义。消除句子的歧义以后，我们才能确定它们的真假。在自然语言中，这样的表达其实非常多，比如文学表达“英雄爱骏马”，政治性表达“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以及哲学中常说的“事物是相互联系的”，等等。这些表达看似精辟，富于哲理，其实都是不太清楚的。“英雄爱骏马”是文学中的描述，有一些歧义也许反而会增加修辞效果，甚至会扩展想象的空间，给人以美感。但是在哲学讨论中，这样的表述就会有问题。因为这样的表述不利于人们清楚地说明和论证自己的理论和思想。

清除这类句子歧义的一种方式是增加量词，比如“所有哲学家都是聪明人”或“有些哲学家是聪明人”。有了量词限定，就可以确定这样的句子的真之条件。

对于不带量词的句子，人们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有人把一些不带量词的句子，比如“鸟会飞”，“蒙古人吃羊肉”等，划分出来，称为概称句。他们认为，“这类语句表达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规律，但其容忍例外的特性使之区别于全称句”
[1]

 。比如，企鹅是鸟，而企鹅不会飞。这样的研究表明，概称句不是指所有不带量词的句子，而是仅仅指一类不带量词的句子，因此对这样句子的分类说明就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看来，概称句的说明往往依靠举例，依靠人们对语言的直觉理解，这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此外，对于概称句上述性质的说明，即为什么它们能够作为一类特殊的句子单独划分出来，通常并不是与其他不带量词的句子进行比较而做出的，而是与带量词的句子进行比较而做出的。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充其量只能说明所谓概称句与全称句的区别，但是并不能说明它与非概称句的区别。全称句的主要特征是带有量词，仅凭这一点，就是说，仅凭句法，就可以与不带量词的句子形成根本区别。在后面关于真之条件的说明中，即在关于语义的说明中，我们将会看到，由于量词的增加使句子的真之条件得到清晰的表达，因而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量词句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套用以上关于概称句的说法，所谓一个全称句不能容忍反例，指的是该全称句的真之条件没有被满足，因而该句子是假的。除此之外，全称量词并不是唯一的量词，而关于量词的考虑也不会仅仅限于全称量词。所以，在我看来，我们可以不用考虑概称句，而简单地把句子区分为带量词的和不带量词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带量词的句子表达得清楚，而不带量词的句子表达得不太清楚，至少有时候不是那样清楚。确切地说，不带量词的句子一般不会给我们的理解带来问题，它们的问题在于真之条件表达得不是那样清楚。因此，量词是语言表达中非常重要的成分。非常保守地说，量词有助于消除歧义，显示句子的真之条件。我们构造句子图式如下：

［句子图式2］

（语言）句子：量词　　　　/ 谓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个体域的限定/ 概念

［句子图式2*
 ］

（语言）句子：量词　　　　/ 谓词　　　　，谓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个体域　　　/ 概念　　　　，概念

句子图式2*
 与2的区别在于，它以逗号表明两个谓词，因而在涵义和意谓层面多出两个相应的部分。前面说过，一个句子中可以有一个谓词，比如“所有事物都是变化的”，也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谓词，比如“所有哲学家都是聪明人”，“英雄爱骏马”。所以，句子图式2虽然只列出一个谓词，我们却可以不把它看作只表示一个谓词。量词也是同样，以逗号增加数量，因为语言表达中有一个量词的表达，也有多个量词的表达，比如“有人嫉妒所有人”。因此，句子图式2虽然只列出一个量词，我们同样可以不把它看作只表示一个量词。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不考虑句子图式2*
 ，而只考虑句子图式2。

从句子图式2可以看出，量词是句子的组成部分。它的涵义是思想的一部分，它的意谓是“个体域”。“个体域”后面的“/”表明它比“概念”高一个层次，与概念不是同一个层次。这样，量词构成了对谓词的限制和说明。所谓个体域，指的是一个由个体的东西组成的范围。这个个体域有三个特征：一是其中都是个体的东西；二是它里面有个体的东西；三是其中个体的数量是无穷的。第一个特征可以保证弗雷格所说的逻辑的基本关系不变：有这个个体域，谓词所表达的概念就不会是不饱和的，因为可以在其中寻找与它匹配的对象。第二个特征可以保证句子的真值。因为，如果名字所表示的对象不存在，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就不会是真的。同样，如果这个个体域里面没有个体的东西，或者在其中找不到与概念相匹配的对象，那么这个个体域对概念的限制也就没有用，因为这个概念带有的空位就依然是空的。这样，句子所表达的思想也不会是真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概念就会与个体域中的对象结合起来。因此，含量词的句子的真值取决于从概念到个体域的指派。通俗地说，这就是把概念与个体域中个体的东西匹配起来。匹配得合适与否，决定了句子最终的真假。

句子图式2告诉我们，句子中有谓词，有量词。当然它实际上也就表明，从句子真假的角度说，概念是与个体域相关的，或者，概念与个体域中的个体相结合，则会产生真值。“个体”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域”指范围。所谓个体域指的就是个体的范围。概念与个体域之间的关系指个体域中的个体处于概念之下，或者，概念被指派到个体域中的个体上。因此概念是一个从个体到真值的函数。

对照前面关于谓词的说明，由于删去专名所剩下的空位，从意谓的层面看，谓词的意谓是比专名的意谓高一个层次的，因此它被看作一个函数，以对象为自变元。同样，量词表达式这里也有一个空位，从意谓的层面看，它的意谓是比谓词的意谓高一个层次的，因此它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函数，以概念作自变元。这样，量词与谓词就形成了一个重要区别。关于这一区别，弗雷格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有两个层次的概念：第一层概念以对象为自变元，或者，它是带有自变元的函数；第二层概念以概念为自变元，或者，它以带有自变元的函数为自变元。
[2]

 又比如，有两个层次的概念，一个是一个对象处于第一层概念之下的情况，另一个是一个概念处于第二层概念之中的情况。
[3]

 这两种说法虽然不同，意思却是一样的。其中指出的区别非常清楚，表达的意思也非常明确，这就是要把量词与谓词明确区别开，因而要把量词的意谓与谓词的意谓明确区别开：它们虽然都被称为概念，却被解释为是不同层次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比较句子图式1和2可以看出，它们的相同之处是谓词，不同之处是专名和量词，因而专名的意谓和量词的意谓也不同。这种不同也形成这两个图式的根本区别。假如把专名的意谓也看作个体域，那么这个个体域中只有一个个体，它与专名相对应。正因为专名的意谓是一个明确的个体，因而我们直接称它为对象。所以，根据句子图式1，如果该类句子是真的，那么其中专名指称的对象存在，相当于个体域不空，而且还要与谓词意谓的概念相匹配，或者说，该专名意谓的对象处于该谓词意谓的概念之下。根据句子图式2，由于个体域中有无穷多个体，而量词仅仅表示了个体的范围，因而个体域中的个体与量词表达式并没有像对象与专名那样明确的对应。因此要根据量词的限定来考虑概念与个体的匹配情况。这样，这个个体域不能是空的，否则我们找不到与概念相匹配的个体，因而无法确定量词对谓词的限定。同样，尽管这个个体域不空，我们也不知道哪个个体与概念相匹配，但是我们可以根据量词表达的范围把概念指派到个体上。这相当于为个体域中的个体命名，使个体域中不确定的个体变为确定的个体，这样就可以确定它是不是处于概念之下，然后再根据所考虑的个体范围，来确定量词句的真假。

综上所述，个体和对象只是用语的不同。它们所表达的不过是语义值，而且与真相应。专名指称对象，符合直观，所以被广泛采用。即使不用“对象”，比如用“个体事物”，说专名指称个体事物，其实也是可以的。量词的意谓被称为对象域也是可以的。关键是要看到，对象是个体的，量词域中的东西也是个体的。对象与专名的对应是明确的，而个体域中的个体或对象与量词的对应直观上并不是明确的。因此根据给出的不同量词来确定个体域的范围就是十分重要的。

在日常表达表达中，人们常常使用量词。有一些量词是表达确定范围的，比如这里所说的“所有”和“有的”，有一些量词是表达确切数量的，比如一、二、三等等数词。还有一些表达不太确定的量词，比如“大部分”“一小撮”“基本上”等等。当然，人们也常常不使用量词，或者说在应该使用量词的地方省略了量词。当人们使用量词的时候，显然意识到应该以量词的方式做出明确的表达和说明。但是当人们不使用量词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关于量的考虑。这里固然有语言表达习惯的问题，比如在西方语言中，名词根据语法形式有单数和复数之分，因而有相应的词形变化，而汉语没有这样的语法要求，因此不太注意单数和复数的区别，但是最主要的还在于人们对于量词的使用的重要性，特别是对量词与句子的真之条件的关系是不是有明确的认识。

量词的作用是重要的，认识到量词的重要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方便和限于本书的目的，我们只讨论表达确定的量词。


1. 全称量词与普遍性

人们经常使用“所有”“每一个”“一切”“任何”“凡”“皆”“都”等等这样的量词表达式。因为这样的表达式排除例外的情况，可以表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规律性的东西，断定性也最强。比如，“所有哲学家都是聪明人”这个句子就比“哲学家是聪明人”表达得更明确、更确定。这类量词表达式可以称之为全称量词。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仅以“所有”为例子，以“所有”代表全称量词及其相应的表达。

在自然语言中，全称量词是形容词，修饰其后的名词。比如在“所有哲学家都是聪明人”中，“所有”修饰其后的“哲学家”。它与后面的“聪明人”没有修饰关系，因此在语法上没有什么关系。按照传统逻辑的分析，这个句子中的“哲学家”是周延的，而“聪明人”不是周延的。这是因为“所有”只与“哲学家”有关，而与“聪明人”无关，或者说，只断定了“哲学家”，而没有断定“聪明人”。传统逻辑的句法和语义与自然语言差不多是一样的，这样的说明也比较直观。但是，从现代逻辑的观点出发，或者说，从弗雷格的观点出发，全称量词的句法和语义却不是这样的。

全称量词表示的范围非常明确，指个体域中的每一个对象，也就是任何一个对象。因此，它的句法形式如下：

任一东西x，x……。

省略号处则是谓词的表述情况，把它补充上去，比如上述句子，则是：

任一x，如果x是哲学家，那么x是聪明人。
[4]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量词的两个特征。一是它的句法特征：它所限定的x，不仅与“哲学家”有关，而且与“聪明人”有关，因此它是修饰整个句子的，而不是只修饰语法主语。另一个是由这种句法特征所形成的语义特征。由于它也带有一个空位，因此它相当于一个函数，也是需要补充的。就全称量词而言，它给出的范围是全部个体，这样就需要个体域中所有个体与概念相匹配。因此，全称量词不是对个别事物的表达，而是一种对普遍性的表达。

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意谓层面的考虑与真假相关，因而考虑量词的意谓实际上也是与真假相关的。一个带有全称量词的句子如果是真的，那么被这个量词所修饰的谓词所表示的概念就要适合于个体域中的每一个对象。比如“所有哲学家是聪明人”这个句子如果是真的，那么情况一定是，如果一个东西是哲学家，那么它是聪明人，并且每一个东西都是如此。换句话说，对于任何一个东西来说，如果它是哲学家，那么它是聪明人。无论是前一种表述中的“每一个东西”，还是后一个表述中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意味着穷尽这个个体域。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了“如果……那么……”这样的表述方式。这不是一种断定的方式，而是一种假设的方式。自然语言中全称表达式明明是明确断定的方式，为什么全称量词的句法上却是假设的方式呢？因此直观上就有一个问题，这样的句法是不是符合自然语言的表述？这里，表面上看是句法和语义的问题，或者说是逻辑和语言的问题，实际上却包含着认识论的问题。

前面我们说过，个体域有三个特征，其第三个特征是其中个体的数量是无穷的。全称表达式“所有”断定的是全部，因此全称量词表示的一定是个体域的全部，即每一个对象。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给个体域中的每一个东西起一个名字，这样，“所有哲学家是聪明人”这个句子如果是真的，那么情况一定是，如果x1
 是哲学家，那么是x1
 聪明人，并且如果x2
 是哲学家，那么是x2
 聪明人，并且如果x3
 是哲学家，那么是x3
 聪明人，并且……。这里的省略号表明，我们可以一直表述下去，但是无论如何无法结束。因为对象是无穷的。这实际上说明，我们可以认识到个体域中一些个体东西的情况，因而可以断定一些个体东西的情况，但是我们无法认识到个体域中每一个个体东西的情况，因而无法断定每一个个体的情况。因此，全称量词所表达的实际上是超出我们认识范围的东西。这里实际上反映出人们的认识和表述之间的一个矛盾。这就是：认识是有局限性的，而表述却超出了这种局限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出含有全称表达式的句子，并且做出相应的断定，但是这样的句子和表达实际上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能力的范围。而通过对全称量词的认识，即通过对全称量词的句法和语义的认识，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认识到这里存在的问题。因此，“每一个东西”和“任何一个东西”表达了对整个个体域的断定，而“如果……那么……”这样的句法则弱化了这样的断定，并且通过对“这个东西”在这个句法中的命名，表达出全称表达式所希望表达的普遍性、一般性等特征。

这里还有一个与认识论相关的重要问题。句法图式2给出了真值，以上也有关于真假的说明。但是，既然全称表达式所表达的东西超出人们的认识能力和范围，这样的表达怎么能是真的呢？或者说，人们怎么会认识到这样的表达是真的呢？确实是这样。全称表达式所断定的超出了人们的认识能力，因此我们无法判断这样的表达是不是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认识这样的表达式的真之条件。实际上，全称量词的句法恰恰告诉我们，这样的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比如，上面的例子说明，只有在所有个体的东西，即个体域中每一个对象都满足“如果……是哲学家，那么……是聪明人”的情况下，“所有哲学家是聪明人”这个句子才是真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个体的东西不满足这种情况，这个句子就不是真的。因此，我们可以不知道这个句子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知道它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引申一步，我们不知道这一类句子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知道它们的真之条件，即它们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


2. 存在量词与存在

人们常常使用“有的”“有些”“一些”“某个”等等这样的量词表达式。这样的表达式不表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规律性的东西，而表示个别的东西、部分的东西，但是也有断定性，而且是明确的断定性。比如，“有的哲学家是聪明人”这个句子就比“哲学家是聪明人”表达得更明确、更确定。但是它的断定性显然没有“所有哲学家都是聪明人”这个句子那样强。这类表达式可以称之为存在量词。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仅以“有的”为例子，以“有的”代表存在量词及其相应的表达。它的句法如下：

有一个东西x，x……。

省略号处是谓词的表述情况，把它补充上去，比如同上例句，则是：

有一x，x是哲学家并且是聪明人。
[5]



存在量词也表示一个明确的范围，这就是指这个个体域中的一个对象。它表示的不是任何一个对象，而是某一个对象。因此，一个带有存在量词的句子如果是真的，那么被这个量词所修饰的谓词所表示的概念就要至少适合于个体域中的某一个对象。比如，如果“有的哲学家是聪明人”这个句子是真的，那么情况一定是：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哲学家并且它是聪明人。这里的“有一个东西”表示至少有一个东西，也就是存在着一个东西。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句法还用了“并且”这样的表述方式。这是一种以肯定的方式联结两个断定句，因而本身也是一种断定的方式。这种句法与全称量词的句法明显不同。因为全称量词是以假设的方式表述的，而存在量词是以断定的方式表述的。这里的差异不仅是语言表述上的，而且是认识上的。

和前面一样，我们也可以给个体域中的每一个东西起一个名字，这样，“有的哲学家是聪明人”这个句子如果是真的，那么情况一定是，x1
 是哲学家并且x1
 聪明人，或者x2
 是哲学家并且x2
 聪明人，或者x3
 是哲学家并且x3
 聪明人，或者……。这里的省略号同样表明我们无法穷尽所有情况，因为对象是无穷的。但是，这里并不要求断定每一个对象的情况，它只要求断定某一个对象的情况，因此关于个体域中对象的情况，只要有一种是真的就可以了。换言之，个体域中至少有一个东西是这样一种情况：它既是哲学家，又是聪明人。这样的情况，我们当然是可以看到和知道的。因此，这样的断定并没有超出我们的认识范围，也没有超出我们的认识能力，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肯定的方式来表述。仅就某一个句子的真假而言，我们也可能不知道它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比如一个不知道什么是哲学家的人就可能不知道“有的哲学家是聪明人”这个句子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句子的真之条件，即它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引申一步，我们可能会不知道这类句子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知道这类句子的真之条件，即它们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

从句子图式2可以看出，个体域与概念不在同一个语言层面上，而是比概念高一个层次。因此，量词意谓的东西比谓词意谓的东西高一个层次。概念是对象到真值的函数，个体域为概念提供了一个选择对象的范围，因而是对概念的限定。或者正像弗雷格所说，量词意谓的东西也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以概念作自变元的。存在量词和全称量词都是量词，因此在以上这些方面是相同的。但是，如果认识不到量词的这些性质，即它们的句法和语义，那么在讨论它们或与它们相关的问题时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关于存在的讨论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语言中有一个词直接表达存在，这就是“存在”一词本身。这个词与量词表达式不同。量词表达式都是修饰普遍名词的，不能修饰名字。无论全称表达式“所有”，还是存在表达式“有的”，都是如此。但是“存在”一词不是这样。它不是修饰名词，而是断定名词。比如“鬼存在”，这里的“鬼”就是一个普通名词，不表示某一个具体对象，而“上帝存在”中的“上帝”就是一个名字，而且是一个特定的个体对象的名字。在语法上，“存在”在这两个句子中都是作谓语，分别对主语“鬼”和“上帝”做出表述，而且没有什么理解的问题。但是从句法和语义来考虑，就不是这样简单。

如果“存在”是一个谓词，那么根据句子图式1，“鬼”和“上帝”可以是名字。但是我们知道，“鬼”显然不是一个名字。因此把“鬼”看作名字是有问题的。这里，如果“上帝”是名字，那么它所表示的对象就会处于“存在”所表示的概念之下。这个句子的真假也将取决于“上帝”所表示的对象是不是存在。众所周知，关于上帝是不是存在，人们一直争论不休。有神论者认为有上帝，无神论者认为没有上帝。所以，把上帝看作是一个名字也是有问题的。

如果“存在”是一个谓词，根据句子图式2，“鬼”和“上帝”也可以不是名字，而是谓词。这样，就需要补充量词来说明这两个句子的真假。因为这些谓词所表示的概念乃是个体域中的对象到真值的函数。而一旦加上量词，就会有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两种形式。这说明这样的句子是有歧义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句子确定为某一种量词形式。但是无论确定为哪一种量词形式，都会有问题。若是确定为全称量词的形式，其表述就会超出我们的认识能力和范围，这与表示“存在”的句子的断定显然是相悖的。而如果确定为存在量词的形式，就会有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在否定句的情况下会出现句法矛盾。比如“鬼不存在”是“鬼存在”这个句子的否定形式，表述上没有问题，也没有理解的问题。但是它的句法是矛盾的：“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鬼，并且这个东西不存在。”这里的“有一个东西”相当于“存在一个东西”，因此这个句子的句法包含着一个矛盾“存在一个东西并且这个东西不存在”。也就是说，“某物不存在”这样的表述含有句法矛盾。不管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二是，把“鬼”看作谓词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把“上帝”看作谓词却是有问题的，因为人们一直把“上帝”看作是一个确切的个体对象的名字。但是这里的处理却不是这样看的。由于有以上问题，因此，把“存在”看作谓词不仅在句法上有问题，而且在语义上也是有问题的。

上述分析表明，把“存在”看作谓词是有很大问题的。因此我们可以尝试改变这种看法。根据句子图式2，我们可以把它看作量词。量词所表示的是一个个体域，而存在量词所表示的是个体域中一个特定的东西，意思是至少有一个东西。根据这样的看法，“鬼”和“上帝”都是谓词。它们是从个体域中的对象到真值的函数。这样，“鬼存在”和“上帝存在”这两个句子的句法分别是“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鬼”和“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上帝”。只要有一个对象满足“是鬼”或“是上帝”这种情况，这两个句子就是真的。个体域中若是没有东西满足这样的情况，这两个句子就是假的。这样一来，“存在”一词的句法和语义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也有一个和前面同样的问题，无神论者可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有神论者则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也就是说，在后者看来，把“上帝”看作谓词，与这个词的日常用法一定是相悖的。

在传统哲学中，关于上帝存在的表述最初不是用“存在”这个词，而是用省略了表语的系词“是”，即“上帝是”（God is），后来人们用“上帝存在”（God exists）来表示“上帝是”，或者说，人们后来用“上帝存在”解释“上帝是”，并且把它取而代之。
[6]

 康德认为“是（Sein）显然不是真正的谓词”
[7]

 ，他指出“当人们把事物的存在（Existenz）概念引入一事物的概念时，就已经有了矛盾”
[8]

 ，他还从分析句与综合句的区别的角度对“这事物或那事物存在”这样的句子进行了质疑
[9]

 。所有这些都说明，康德看到了牵涉到“存在”这一用语时的问题，并且试图说明这里的问题，但是他没有认识到这里句法和语义的区别，也没有从这两个角度来说明问题。

在语言哲学中，人们关于上帝存在有许多讨论，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也是集中在存在是不是谓词上。看到了句法和语义的区别，由此出发来探讨这样的问题乃是很自然的。在这样一种视野下，一般的做法如下。如果把存在看作是一个量词，就会把上帝看作是一个谓词。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存在这个句子的真取决于一定要有一个对象满足“是上帝”这样的性质。如果把存在看作是一个谓词，就会把上帝看作是一个名字。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句子的真也要取决于上帝这个名字指称的对象存在。也就是说，无论把存在看作是一个量词还是一个谓词，因而把上帝看作是一个谓词或名字，我们获得的只是对“上帝存在”这个句子的句法和语义的认识，即它的真之条件的认识。我们只是知道这个句子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而这个句子本身是不是真的，则需要另外的检验，即检验它是不是满足这里所说的真之条件。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把存在看作是一个量词还是一个谓词乃是不同的。当然，这里也有对语言的理解。比如，为什么一定要把它要么看作谓词要么看作量词呢？为什么就不能把它既看作量词又看作谓词呢？比如，在“鬼存在”这个句子中，我们把它看作量词，因为其中的“鬼”显然是“谓词”，而在“上帝存在”中，我们把它看作“谓词”，因为其中的“上帝”是一个名字。实际上，即使从对语言的理解的角度，这样的理解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弗雷格曾经论述过，在日常表达中，按照语言习惯，“存在”这个词后面一般跟的是普通名词，也就是说，“存在”一词不能修饰名字。
[10]

 按照这种看法，“上帝存在”中的“上帝”只能是一个普通名词，而不能是一个名字。即使这种看法有道理，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针对德语说的，对其他语言并不一定合适。比如在汉语中，“存在”一词难道不能修饰名字吗？比如说“北京存在”，或者说“有北京”。我们一般认为，“有”也表示存在，因此和“存在”的意思差不多是一样的。在我看来，汉语的语法不像西方语言那样严格，因此像“有北京”和“北京存在”这样的句子似乎也是正确的。但是从语言习惯上说，这里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在汉语中，“有”是一个常用的词。这个词一般是修饰普通名词，至少以修饰这样的词的情况居多。比如“从前有一位老人叫愚公。他的家门前面有两座大山……”。这里的“有”表示存在，它所修饰的“一位老人”和“两座大山”都是普通名词，因而是谓词。再比如“竟然有你这样的人！”，这句话等同于“竟然有你这样一个人！”。可见这里的“人”也是普通名词，因而是谓词。“有”这个词有时候也修饰摹状词。比如“有北京这座城市”。这里的“有”修饰的是“北京这座城市”是一个摹状词，其中的“这座”是一个指示词，起定冠词的作用。这句话与“有北京这样一座城市”不同，后者的意思是“有一座像北京一样的城市”，因而“有”所修饰的不是摹状词，而是一个普遍名词，即“一座城市”。前面说过，摹状词与名字不同，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谓词。在这种情况下，“有”所修饰的依然还是谓词。

在日常表达中，有时候在“有”一词后面也会跟一个名字。两个人在讨论三国或在讨论中涉及三国，比如谈到建安文学的时候，一个人可能会问：“有曹操吗？”回答可能会是：“当然有。”即“有曹操”。这里的“曹操”是一个名字。在我看来，这样的表述乃是省略的表述。更为自然的问句是：“有曹操这个人吗？”或者“有曹操这样一个人吗？”更自然的回答则是：“有曹操这个人”或“有曹操这样一个人”。前一个表述，即“曹操这个人”，乃是一个摹状词，它是带有一个名字的摹状词。后一个表述，即“曹操这样一个人”，乃是一个普通名词，它是一个含有一个名字的名词短语。这两句话的句法是不一样的。前一句话的句法是：恰好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人并且它是曹操。后一句话的句法是：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人并且是曹操。句法不同，语义也是不一样的。因此，严格地说，“有曹操”这个句子，或者引申一步，以“有”来带一个名字这样的表述，乃是有歧义的。

在汉语中，“存在”一词与“有”在语法上有所区别。“有”一词一般出现在与它相关的词前面，很少出现在与它相关的词后面。“存在”一词则既可以出现在与它相关的词的前面，也可以出现在它的后面。比如“上帝存在”和“存在上帝”。但是句法上不会有这样的区别。除了关于上帝存在这种比较特殊的表述外，“存在”这个词的使用方式一般不会超出“有”这个词的以上使用范围。它可以与普通名词一起使用，比如“这里存在着地震多发区”，可以与名字一起使用，比如“地球存在”，也可以与摹状词一起使用，比如“庞培这座城市已不复存在”。因此，以上关于“有”的那些论述和分析在这里也是适用的。

对照前面关于日常语言中“存在”或“有”一词与“有的”等表达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存在的表述实质上是一种量的表述。从真假的角度考虑，它的意思是至少有一个。在日常表达中，表示存在可以使用“存在”一词，也可以不使用“存在”一词。也就是说，表达存在的方式是多样的。此外，在语法形式上，“存在”一词可以表述普通名词、摹状词和名字。但是在句法上，它是量词，是比谓词高一个层次的表达式。而在语义上，它表示的是一个个体域中某一个特定的对象。一个表示存在的句子是不是真的，要看其中谓词所表示的概念是不是适合于个体域中某个特定的东西。所以，许多人认为，存在的工作是由量词来做的。
[11]

 认识到这一点，再来看一看“上帝存在”这个句子，就可以发现，“存在”不是一个谓词，而是一个量词，是一个比谓词高一个层次的表达式。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不是一个名字，而可以是一个谓词。这样，这个句子的意思是：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上帝。“上帝”也可以是一个摹状词，因而是一个特殊的谓词。这样，这个句子的意思是：恰好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上帝。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要有一个东西满足是上帝的情况，“上帝存在”这个句子就是真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上帝存在”这个句子是真的，当且仅当不多不少有一个对象满足是上帝的情况。换句话说，这里给出了“上帝存在”这个句子的真之条件，但是这个句子本身究竟是不是真的，还需要具体的判定，即看它是不是满足这里所刻画的真之条件。


3. 数词与数

语言中还有一类表示确定数量的表达式，这就是数词。比如“天安门前有两个石狮子”中的“两”，“鸟巢体育场有91000个座位”中的“91000”就是数词。它们与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不同，因为它们表达的既不是所有，也不是至少有一个，而是可以计数的量。就是说，它们的确定性不是以事物范围的方式，而是以事物个数的方式表现的。因此，数词与量词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区别。我们看以下句子图式：

［句子图式3］

（语言）句子：数词　　　　　/ 谓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个体个数　　　/ 概念

将这个句子图式与句子图式2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数词与量词所表达的东西是在同一个层次上，都是比概念所表达的东西高一个层次的。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量词表达的是个体域，只是给出一个个体范围，而数词表达的是个体的个数，因而是明确的数量。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里的问题，让我们以“天安门前有两个石狮子”这个句子为例，并与“天安门前有石狮子”进行对照。

很明显，这两个句子中的“石狮子”都是谓词，因为它们都不是名字。但是应该注意“天安门前”这个修饰语，有了这个修饰，这里所说的就不是任意的石狮子，而是某一个特定地方的石狮子。因此，应该把“天安门前的石狮子”看作谓词。前面还说过，“有”一词表示存在。认识到这两点，就可以明白，“天安门前有石狮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安门前的石狮子存在”。因此它的句法可以转换为：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石狮子并且在天安门前，或者简单地说：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天安门前的石狮子。这个句子的真之条件是：至少有一个对象处于天安门前的石狮子这个概念之下。有了前面的论述，对存在量词的表达是很容易理解的。

相比之下，对数词的理解要稍微复杂一些。在“天安门前有两个石狮子”这个句子中，谓词还是“天安门前的石狮子”，但是“有两个”与“有”的区别是明显的，而且是明确的。这个句子的意思是“天安门前的石狮子存在两个”。因此，它的句法可以转换为：

有一个东西x，x是天安门前的石狮子，

有一个东西y，y是天安门前的石狮子，

而且x不是y；

并且不存在任何一个东西z，z是天安门前的石狮子，

而且z不是x，z也不是y。

很明显，前三句话表示，处于天安门前的石狮子这个概念之下的对象有两个，也就是说，个体域中有两个对象处于天安门前的石狮子这个概念之下。这从我们起的两个名字x和y可以看出来，因为它们是不同的。后两句话的意思表明，个体域中所有其他对象与这两个对象都是不同的，因此个体域中只有这两个对象处于天安门前的石狮子这个概念之下。由此也可以看出，若是个体域中没有对象处于天安门前的石狮子这个概念之下，或者个体域中有更多的对象处于天安门前的石狮子这个概念之下，这个句子都不会是真的。因此，这个句子是真的，当且仅当有并且只有两个对象处于天安门前的石狮子这个概念之下。

以上说明是清楚的，但是似乎有些繁琐。“天安门前有两个石狮子”这个句子的意思是恰好有两个，既不多，也不少。如果没有，或者多了或少了，这句话都不是真的。这在直观上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根本用不着那么复杂的分析和说明。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说明一点：数词和量词是同一类表达式，它们在语义上属于同一个层次，比谓词高一个层次，因此与谓词不在同一个层次。表面上看，这样的分析可以说明量词和数词的句法和语义，从而说明含有这样表达式的句子的真之条件。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刻的认识论意义。前面关于全称量词的探讨与我们的认识范围和能力有关，关于存在量词的探讨则涉及我们关于存在的认识，这里关于数词的探讨牵涉到我们关于数的认识。正像关于认识能力的探讨、关于存在问题的探讨是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课题一样，关于数的探讨在哲学史也一直非常重要。所有这些，不仅是本体论方面的重要问题，而且是认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

经验论者认为，数这个概念是从物理事物抽象得出来的；主观论者则认为，数是心灵创造出来的。弗雷格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关于数有两个论断：一个论断是，数是对象；另一个论断是，说出一个数包含着对一个概念的表达。这两个论断似乎有些矛盾。因为如果数是对象，它就是比概念低一个层次的东西，因而是处于概念之下的东西，不能是关于概念的表达。如果数是关于概念的表达，它就应该是比概念高一个层次的东西，因而不能是对象。但是联系句子图式3，我们就可以理解弗雷格所说的东西，从而得到一种关于数的认识。

在语言中，数词有两种用法。一种是作名词，另一种是作形容词。数词作名词的时候，数词是专名，表示的是对象。比如“2是素数”。这个句子中的“2”就是一个名字，指称一个对象；“素数”是一个谓词，表示一个概念。这个句子的真取决于2所指称的对象是不是处于素数所表达的概念之下。数词作形容词的时候，数是关于概念的表达。比如前面提到的例子“天安门前有两个石狮子”。在这个句子中，“两”这个数词是关于“天安门前的石狮子”这个谓词所表示的概念的表述，即对于天安门前的石狮子状况的一种说明。当然，这里的说明不是关于它们有多高、多大、多重、雄伟不雄伟、好看不好看等等的说明，而是关于它们的个数的说明。这里，弗雷格还有一种说法。这就是句子中作形容词的数词可以转换为名词，而且句子的意谓不变。比如“天安门前有两个石狮子”这个句子可以转换为“天安门前石狮子的数是2”。在后一个句子中，“2”不再是形容词，而是名词，并且是一个名字，表示一个对象。需要注意的是，后一个句子中的“天安门前石狮子的数”这个表达式与“天安门前石狮子”这个谓词是不同的。它指的是处于天安门前石狮子这个概念之下的对象的个数，而“2”正是表达这样的个数，因而是这个个数的名字。

经过这样的转换还可以看出，数词虽然作形容词，却与其他形容词不同。转换之后，“石”和“天安门前”依然是形容词，依然是修饰“狮子”，但是“2”却不再是形容词，不再修饰“狮子”。这就清楚地表明，数词可以作形容词修饰名词，但是数词所表达的性质并不是数词所修饰的名词所表达的事物的性质。

由此可以看出，在日常表达中，数词作形容词时是对谓词的说明和限定。数词所表达的对象的数乃是对谓词所表达的概念的限定。在这种意义上，数词与量词的层次是一样的。但是，同样是表示数量，数词与量词是有重大区别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数词所表达的数乃是有一些独特性质的。因此弗雷格说，概念是数的载体。
[12]




4. 量词与本体论承诺

在语言哲学讨论中，奎因有一个著名的本体论承诺：是乃是变元的值（to be is to be a value of a variable）
[13]

 ，国内的通常译法是：存在是变元的值。这个论断与量词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结合奎因的论述来谈论这个问题。奎因在其论文《论何物存在》的开篇说：

【引文1】本体论问题的奇特之处就是它的简单性。我们可以用英语的三个单音节的词来提出这个问题：“What is there”（“何物存在？”），而且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这个问题：“每一个东西”，每个人都会承认，这个回答是真的。然而这只不过是说存在的东西是存在的。但是一谈到具体的事例，人们仍然会有意见分歧，因此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未得到解决。
[14]



奎因的睿智和讥诮以及对语言使用的精练和挑剔乃是出了名的，但是更为人称道的还是他思想的犀利和深刻。这段话大概比较典型而充分地显示出这两个特征。众所周知，本体论问题一直是艰深复杂的问题，但是奎因却从简单性说起。既然简单，当然表达起来也就容易些，这样，本体论问题就集中在引文中的一问一答上。由于奎因刻意强调了它们的表达方式，因此也可以说它集中在这一问一答的表达上。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充分显示出奎因的第一个特征。对于这一点，欣赏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关注的还是他的第二个特征，即这一问一答表达了什么样的思想。

问句“what is there？”的字面意思可以是“有什么？”，也可以是“那里是什么？”，前一个意思来自把there和is用作一个词组，结合使用，不能分开；后一个意思则相反。中译文取前一个意思，译为“何物存在？”，意思差不多。对这个问句的回答通常应该是“there is something”，即“有某物”或“存在某物”。但是，奎因给出的回答却不同。“everything”不是一个句子，如奎因所说，它仅仅是一个词。如果由它构成一个句子，或者我们把它补充完整形成一个句子，似乎应该是“there is everything”，译为中文是：“有每一个东西”或“存在每一个东西”。这与通常的回答显然是不同的，而且意思也是有问题的。实际情况是，奎因没有这样说，当然我们也就不能这样理解。根据他的解释，这不过是说“there is what there is”
[15]

 ，意思是“有有的东西”，或如中译文：“存在的东西是存在的”。字面上看，这与“每一个东西”似乎是有不小距离的。那么，奎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的考虑是从奎因的那一问出发的。现在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即从他那一答出发。人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可以有说出和省略的东西。“一切东西”是一个表达式，只说出它，当然它是重要的。省略了的，则是不重要的。由此出发我们可以问：在奎因那一问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呢？就是说，什么是不能省略的，什么是可以省略的呢？很明显，what是可以省略的，因为它只是一个虚指代词，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there is，即“有”或“存在”却是不能省略的，因为它有明确的含义。当我们把there is和everything并列起来看，它们的重要特征和性质立即跃然纸上：量词，一个存在量词，一个全称量词。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奎因的意思非常清楚，本体论的问题是与量词表达相关的。而且，我们也可以明白许多问题，比如为什么那一答只是“每一个东西”，而不是“有每一个东西”，因为后者字面上是一个句子，实际上却是两个量词的组合。前者却不是一个句子，而只是一个量词表达式。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问，比如，为什么回答要给出“每一个东西”，而不是“某个（些）东西”？因为这里的回答涉及了量词域，言下之意，对于问“有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涉及量词域的。因此，不论对错，不管是不是有道理，奎因的本体论观点在他概括的这一问一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本体论的问题是与量词及其表达相关的。有了这一认识，奎因的一些具体说明就容易理解了，比如：

【引文2】我们的整个本体论，不管它可能是什么样的本体论，都在“某个东西”“无一东西”“每一个东西”这些量化变项所涉及的范围之内；为了使我们的一个断定是真的，我们确信一个特殊的本体论的假设，当且仅当所谓被假定的东西被看作是在我们的变项所涉及的东西范围之内。
[16]



“某个东西”与“每一个东西”在这里并列谈论，并以“量化”称谓，足见地位相同。并列的“无一东西”（nothing）不过是全称否定式的表达，不会引起任何问题。与它相对，“某个东西”与“每一个东西”是以肯定方式对本体论问题的表达。进一步分析则可以看出，引文2所说的“某个东西”（something）正好可以用来回答引文1的一问，因而是与“有”（there is）相对应的表达。由此可见，奎因把本体论的问题归结为与量词或量词表达相关的问题。

除了关于量词的说明，引文2还谈到量化变元的范围。量词的表达涉及量词域。如前所述，一阶逻辑告诉我们，这个量词域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不空，即里面有东西。另一个是里面的东西是个体，而且无穷。这里所说的本体论问题涉及量化变元的范围，指的即是涉及量词域中的个体的东西。
[17]

 奎因本体论承诺中说的“变元的值”，指的即是个体域中的个体到真值的指派。这种指派，仅凭个体的东西是无法完成的，需要有谓词的合作。用通俗的话说，把谓词表达的东西和个体的东西匹配起来，其结果是：对于一个确定的东西，如果匹配合适，所得结果就是真的，匹配若是不合适，所得结果就是假的。对于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全称量词要求所有匹配都合适，所得结果才是真的，而存在量词要求只要有一个匹配合适，所得结果就是真的。所以奎因会说，是乃是变元的值。这里所说的“是”指的即是引文2说的“一个断定”。断定的表达当然是多样的，但是一般认为，通常的表达分三类：单称、全称和特称的，即量化和非量化的。在奎因看来，一个单称表达也可以用量化方式来表达，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它可以表达为“∃x(Fx∧x=a)”。这样的表达方式在许多人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比如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所以，奎因认为，本体论承诺的准则“不是在给定论说的单独词项中去找，不是在所谓意想的名称中去找，而是要在量化式中去找”
[18]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奎因说：

【引文3】我不是主张是乃依赖于语言。这里所考虑的不是本体论的事实，而是对论说的本体论承诺。一般地说，有（那里是）什么不依赖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但是人们说有（那里是）什么，则依赖其对语言的使用。
[19]



这里的意思非常清楚，事物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怎么一回事，并不会由于我们的表达而改变。但是，我们关于事物的表达，却与语言的使用相关，而且是与语言表达中的量词的使用相关。这是因为，对事物的描述性表达是谓词，而仅凭谓词的表达我们无法获得关于真假的认识。改变这种情况的办法是增加或补充量词。这样我们关于事物的表达就会与量词的使用及其表达的东西相关，因而涉及量词域。所以一个含量词的句子的真假与量词域中的个体东西相关，与谓词所表达的东西和这些个体东西的匹配相关。

与奎因不同，弗雷格在涉及量词时谈的主要是全称量词，把它称之为普遍性。这一点不仅在《概念文字》中引入量词符号的时候是如此，在后来一些相关讨论中也是如此。特别是在他晚年遗著中有一篇未完成的论文《论逻辑的普遍性》，讲的也是全称量词。量词是语言层面的东西，但是它所表达的，或者说它的语义，却是与个体域中的个体相关的东西。所以，在谈论量词的时候，无论是弗雷格还是奎因，无论是从全称量词的角度还是从存在量词的角度，都要谈论个体域，因为只有与个体域相关，才能说明量词的性质和特征，才能说明含量词的句子的语义，即真之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弗雷格与奎因的谈论虽然有所区别，实质却是一样的。这一点，若是结合弗雷格关于自然数0的论述，则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引文4】存在与数有相似性。确实对存在的肯定不过是对零这个数的否定。因为存在是概念的性质，所以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没有达到它的目的。
[20]



若是不考虑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论述，这里明确说了三个意思：其一，存在与数相似；其二，通过0来说明如何相似；其三，存在的性质。从弗雷格的一段举例说明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这三层意思：

【引文5】数的给出包含着对一个概念的表达。这一点也许在0这个数的情况最清楚。如果我说“金星有0个卫星”，那么根本就不存在对之可做出某种陈述的卫星或卫星的集合；但是由此却赋予“金星的卫星”这个概念某种性质，即它不包含任何东西。
[21]



结合引文4和5可以看出，“金星有0个卫星”这句话的意思相当于说，“不存在金星的卫星”。前者是用数表达的，后者是用“存在”表达的。由此可见存在与数有相似之处。由于“0”和“不存在”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这两个表达意思是一样的。“不存在”这一概念是对“存在”这一概念的否定，因此，“存在”的意思和“对0的否定”意思相似。按照弗雷格的说明，用0来说明一个概念，意思是说，没有东西处于该概念之下。那么，存在的意思与它相反，用存在来说明该概念，意思即是说，至少有一个东西处于该概念之下。这种谈论存在的方式也就表明，它是一种关于概念的说明。概念是谓词的意谓，谓词是我们用来描述世界，表达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的。因此存在是用来表达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的认识的。弗雷格通过与0相关的举例说明，揭示了“存在”一词及其表达的东西的性质和特征，说明了“存在”一词与数词的相似性，以此也就说明存在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在语言中是一个量词。这一点与奎因的论述精神是一致的，而且也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赞同，成为一种基本认识。如前所述，有人明确指出，存在的工作是由量词做的。

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引文4说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没有达到目的。原因很简单，这里涉及关于“存在”一词的使用和理解。对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

奎因关于量词域的看法是他的许多理论的基础，尤其是与他有关变元的值的说法密切相关。“是乃是变元的值”被称为本体论承诺的著名原则之一。由此可见，与量词域相关的讨论具有重要哲学意义。我们在句子图式中没有使用量词域这个说法，而是用个体域，把它表达为量词意谓层面的东西，因此我们在讨论中谈论的一直是个体域。借助其字面含义，我们说个体域中的东西可以称为对象，强调要把它们看作是个体的东西。这是因为，人们对量词域中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它们可能是个体的人、个体的事物、个体的时刻、个体的空间点、个体的事件等等。最保守地说，量词域中的东西至少是没有经过分类的，混杂的。因此，量词域中的东西似乎并不是特别清楚。除此之外，量词域中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像性质、关系、类等等这样抽象的东西，似乎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
[22]

 基于这些认识，人们发现，从弗雷格到奎因，关于量词及量词域的看法似乎过于强调对象及其指派，确定对象对概念的满足，这种考虑方式对于那些与对象不同的东西无疑是不利的。人们把上述考虑量化的方式称为对象解释（objectual interpretation），并提出一种与它不同的考虑方式：置换解释（sub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置换解释与对象解释不同，它放弃关于对象的考虑，因而放弃以满足来定义量化表达方式。前面关于句子图式2的解释主要是基于对象解释，获得的认识是：句子的真之条件取决于谓词表达的情况与量词表达的情况相一致，即与个体域中个体的范围相一致。因此一个全称句的真之条件相当于简单句的无穷合取，一个存在句的真之条件相当于简单句的无穷析取。比如，x是哲学家乃是谓词表达的一种情况。相应的全称句的真之条件是：这种情况适合每一个体，或者，每一个体都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该全称句是真的，当且仅当x1
 是哲学家，并且x2
 是哲学家，并且……。这里的“x1
 ”“x2
 ”是名字，因而含有它们的表达式都是句子。若是基于置换解释，则会有如下认识：句子的真之条件取决于谓词表达的情况与量词表达的情况相一致。这一要求与对象解释似乎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对象解释对量词域有明确的规定，即它所表达的是个体的范围，而置换解释没有这一规定，也就没有对个体事物的要求，因此这两种解释形成重大区别。根据置换解释，谓词带有空位，因而要对其中所含变元进行表达式的置换。这种置换情况要与量词所表达的情况相一致。因此，一个全称句的真之条件是：谓词表达的情况适合于对其变元每一次置换的情况；一个存在句的真之条件是：谓词表达的情况适合于对其变元置换的某一次情况。置换解释不对谓词所带有的变元进行区分，因而不考虑处于谓词之下的对象，所以与对象的考虑无关，也就用不着强调量词域中的对象。这样在与本体论相关的问题上，人们可以得到不同的认识和解释。在我看来，这些不同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应该看到，置换解释与对象解释有两点完全一致的地方。其一，它也围绕着真来考虑问题。其二，表面上看，它对量词句的解释也类似于简单句的函数。比如全称句类似于简单句的合取，存在句类似于简单句的析取，并以此来确定整个句子的真值。
[23]

 这样的认识是有益的，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相应句子的句法和语义，而且有助于我们进行相关的哲学探讨。
[24]



这里还可以顺便说一下奎因本体论承诺的翻译问题。如前所述，国内的通常译法是：存在是变元的值；而我把它译为：是乃是变元的值（to be is to be a value of a variable）。显然，奎因的表述字面上与being相关，因而与传统哲学中的核心概念相关。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把there is翻译为“存在”是可以的，但是，对于everything却无法翻译。如果看到奎因的论述涉及量词的表述，而量词有两个，则可以看出，“存在”这一译语是有缺陷的。若是再进一步，结合他关于变元值的论述，则更可以看出，“存在”这一译语是有问题的。奎因的相关论述很多，尤其是他直接关于变元的论述，说得更加明白。比如：

【引文6】……如此被标准化了的一个理论的本体论就是量化变元的取值范围；因为此变元是量化变元。当然，从日常语言对对象量化的解读上看此点非常清楚，本体论就由这些值组成；因为量化意味着“每一个事物是如此这般的”，“某事物是如此这般的”。
[25]



这里，不仅变元与量化，而且本体论与量化变元的值，都得到明确说明。不仅如此，这里还从日常语言的表达方面对量化进行了说明。“每一个事物是如此这般的”，“某事物是如此这般的”，这是日常表达最普通的形式，前者涉及全称量词，后者涉及存在量词。它们都涉及量化，因而它们的真假都涉及其中量化变元的取值范围。最为显著的是，它们都通过“是”这个系词表达。因此，当奎因说to be is to be a value of a variable的时候，他无疑考虑了涉及存在量词的情况，因而他的表述一定会与存在相关。但是必须看到，他的考虑绝不是仅仅涉及存在量词的情况，而是也涉及全称量词的情况。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是涉及量化表述时的两种极端情况，同时也涵盖了表达的一般情况。因此，奎因关于本体论承诺的论述实际上是关于“S是P”这种一般表述的看法。

前面曾说到奎因的一个看法：专名可以转化为摹状词，摹状词可以通过罗素的理论而消去，因而专名可以消去。这里我们也可以结合他的相关论述来考虑。比如他说：

【引文7】单称词的消失的实际意义在于，对任何种类（具体或抽象的）对象的指称都是通过一般词项和约束变元而通达的。关于任何一个对象或所有对象，我们仍然能够随意地说任何东西，但是，我们总是通过量化方式的习惯表达方式来说：“有一个对象x，使得……”和“每一个对象x是这样的，使得……”。在我们的论域中隐含着其存在的那些对象，最终正是这样的对象：为了我们的断定是真的，必须承认这些对象是“变元的值”，即把它们纳入我们的量化变元所辖定的对象整体来考虑。是乃是变元的值。没有关于单称词及其所指的终极哲学问题，而只有关于变元及其值的终极哲学问题；而且只要存在是由量词“∃x”表达的，就没有关于存在的终极哲学问题。
[26]



在这一段话中，句法和语义区别得十分清楚，因此对于我们的理解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对象要通过“一般词项”和“约束变元”来表达，这即是通过谓词和量词来表达，依据句子图式2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句子的真与个体域相关，即与其中的个体相关，后者即是奎因所说的对象。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奎因说，即使消除了单称词，即专名，我们仍然可以谈论对象，这是因为，专名固然是一种表达对象的方式，因而谈论专名是一种谈论对象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即使不使用专名，我们仍然可以谈论对象。这里的区别仅仅在于，在不使用专名的情况下，我们会通过量化方式来表达，而这样的表达也是关于对象的表达。也就是说，专名是一种谈论对象的方式，量词也是一种谈论对象的方式。这一点从句子图式1和2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图式1中在意谓层面有“对象”，图式2中则有“个体域”。同样，这一点从弗雷格的论述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逻辑的基本关系是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这是句子图式1所展示的；概念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可以划归为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这种关系，这是句子图式2所展示的。所以，量化方式与对象相关，在这一点上，奎因与弗雷格是一致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引文7同样提到了两种量化方式：“有一个对象x，使得……”和“每一个对象x是这样的，使得……”。这是以自然语言的方式表达逻辑所谈论的两个量词，实际上是对∃x和∀x这两个句法符号的语义表达。他在相关讨论中把“存在”仅与“∃x”联系起来，说前者是由后者表达的。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奎因关于“变元的值”的讨论是针对两个量词的，而他关于存在的讨论仅与其中一个量词相关。正因为如此，他的本体论承诺既然涉及到变元的值，涉及到量化方式，乃是相应于两个量词，而不是一个量词。而他在讨论中，固然可以只谈论一个量词，如引文3，也可以谈论两个量词，比如引文1、2和6、7。此外，他既可以只谈论自然语言表达中的量词，如引文2中的“某个东西”“无一东西”“一切东西”等等，也可以谈论明确的句式，如引文6中的“每一个事物是如此这般的”，“某事物是如此这般的”。这些谈论的方式显然是不同的。由于谈论的是量词表达方式，谈论完整的句式固然是没有问题的，只谈量词也没有问题，因为这是指一种表达方式，即量化方式。这种量化方式只能在句式中考虑。而一旦这样考虑，就可以看出，这两种不同量化方式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即其中的“是”。它是联系主谓的要素，是句子的体现。在量词讨论中它可以不出现，在句子图式中它同样不出现，但是，在（英语）自然语言表示量化的过程中，它却是一定要出现的，因为它是句子的核心要素，因而是可以代表句子的东西。与此相关，我们可以再看奎因的两段话：

【引文8】一些哲学家赋予“存在”以狭窄涵义，即时空中的具体性，与“是”形成区别。我觉得这种含义没有什么用。如果当下文本出现了任何这样的特殊含义，请想象着以“是”代替“存在”。当说巴台农神庙和数7是的时候，不必想要在“是”的意义上做出区别。巴台农神庙确实是一个时空中定位和定时的对象，而数7（如果有的话）是另一种事物。但是，这是一种有关对象之间的区别，而不是“是”的含义之间的区别。
[27]



这段话明确的意思是区别了“是”与“存在”。奎因赞同以“是”替代“存在”，显然认为前者表示后者。从他的举例看，“巴台农神庙”和“数7”可以看作专名，因而可以表达对象，显然也可以消去，这样就涉及量化表达式，因而涉及变元的值。根据存在量词∃x则可以对它们提供解释，而且这种解释乃是一致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也无法制约巴台农神庙和数7是不同的东西。借助句子图式1可以看出，它们是专名，而它们的对象不同。所以奎因认为“说巴台农神庙是”与“说数7是”之间的区别乃是对象之间的区别，而不是“是”的含义的区别。

这段话似乎不太明确的意思是“说巴台农神庙和数7是的时候”这一句。即这里的“是”（be）难道不可以是“存在”，即“说巴台农神庙和数7存在的时候”吗？若是后者，则仅仅是两句具体的话，每一句都表示一个明确的意思，比如巴台农神庙存在。但是前者却是两个句式，可以表达多种意思，比如巴台农神庙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时候的，是在什么地方的，等等。也就是说，关于巴台农神庙和数7可以有很多表述。无论对它们有多么不同的表达，即无论说它们是什么，是怎样的，这些表达的不同只是这两个表达式所表达的对象的不同。奎因曾借助别人的话说：

【引文9】就像“a吃”是“a吃某物”的简写形式一样，“a是”乃是“a是某物”的简写形式。
[28]



我认为，这句话不仅是对“说巴台农神庙和数7是的时候”这句话的最好注释，而且是对西方哲学讨论中相关表达式的具有普遍性的注释。“（to）be”之所以是一种简写形式，乃是因为它是句式的体现。句式乃是句子的体现。而句子一定是完整的。因此奎因的本体论承诺应该翻译为：是（to be）乃是变元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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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全部个体　　　　/概念


该图式与句子图式2的区别仅仅在于：在句法层面，它给出的是“全称量词”，而不是“量词”，因此在意谓层面也就有了区别。“全部个体”指个体域中的所有个体，亦即任一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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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谓）真值：某一个体　　　/概念


该图式与句子图式2的区别仅仅在于：在句法层面，它给出的是“存在量词”，而不是“量词”，因此在意谓层面也就有了区别。“某一个体”指个体域中至少有一个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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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蒯因：《悖论的方式及其他论文》，叶闯等译，《蒯因著作集》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9页。译文有修正，参见Quine, The Ways of Paradox and Other Es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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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ne: Methods of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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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奎因：《存在与量词》，贾可春译，陈波校，载《蒯因著作集》第5卷，涂纪亮、陈波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8页。译文有修正，参见Quine: Existence and Quantification, in 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p.91。


第五章　关系表达式与关系

句子图式1和2看似简单，其中分别只有一个专名和一个谓词或一个量词和一个谓词。前面的讨论表明，这两个图式的主旨在于说明句子的三个层面，以及句子与其构成部分的关系，尤其是突出意谓层面的东西，这就是真值，而且这也是一个句子最典型的情况。以上我们也只讨论最简单的情况。但是句子的情况绝非如此，即使名字和谓词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如此简单，量词与谓词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了。假如我们把句子图式1和2中的名字、谓词和量词不看作限定的，而看作可以有多个，一如带“*
 ”号的图式所示，那么这两个图式其实也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非常复杂的句子，因而有助于我们理解更为复杂的句子所表达的东西。

前面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句子“亚里士多德是聪明的并且是哲学家”。字面上看，其中的名字是一个，而谓词是两个。经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名字其实也是两个，或者说，是一个名字的两次出现。至少可以看出，这个句子有两个谓词：“是聪明的”和“是哲学家”。可见，出现更多的谓词也是可以。所以，图式1是用来刻画句子成分的，其中的谓词并不表示只有一个谓词，而只是表示出它是与专名不同的成分，因而与专名形成区别。同样，专名也可以有多个，即它表示出是与谓词不同的成分，而不表示只有一个专名；量词也可以有多个，即它表示出是与谓词不同的成分，而不表示只有一个量词。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由此可以使我们得到关于句子的重要认识，这就是关于关系表达式及其所表达的关系的认识。

日常语言中表达关系的方式很多，也很丰富，至少有如下一些类型：

名词：老师、学生、兄弟、父母……

及物动词：爱、恨、知道、相信……

介词：在……之上、之下、之间……

形容词比较级：比……高、胖、大……

这些类型肯定没有穷尽关系表达，但是至少表明，关系表达式涉及名词、动词、介词、形容词，因此使用丰富多样，所涉及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有些关系表达是名字之间的，比如“鲁迅爱许广平”。有些关系表达是谓词之间的，比如“英雄爱骏马”。还有些表达式既可以表示关系，也可以不表示关系，比如“柏拉图是老师”和“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后一个“老师”表示关系，而前一个“老师”就不表达关系。正确地认识和分析关系表达式一定会有助于对关系的认识和分析。借助句子图式1和2，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一个简单的提示是，其中的名字、谓词和量词，只是表明它们是不同的层次，而不是表示数量，即它们表示句子中有名字、谓词和量词，其数量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


1. 个体之间的关系

前面讨论句子图式1的时候说过，一个句子消去一个名字剩下的部分就是谓词。由此我们获得了关于谓词的认识。依照这种看法，前面讨论了只含一个名字的句子，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含多个名字的句子。

以“鲁迅爱许广平”为例。这里的“鲁迅”是专名，消去之后剩下的部分是“……爱许广平”，这是一个谓词。它完全符合谓词的特征：带有一个空位。但是在剩下的部分里显然还有一个专名“许广平”。由于专名与谓词不同，因此还可以再把它消去。这样剩下的部分是“爱”。反过来也是一样。“许广平”是专名，消去后剩下的是一个谓词“鲁迅爱……”，再消去其中的专名“鲁迅”，就得到“爱”这个谓词。也就是说，在这个句子中，“爱”是谓词。应该看到，这里的“爱”不是一个孤立的词，而是一个谓词，即它是联系句子来说的，是句子中的一个句法部分。因此严格地说，它是这样的：“……爱……”。即它带有两个空位。与前面讨论过的“……是哲学家”相比，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同样带有空位，但是空位的数量显然不同，一个带有一个空位，另一个带有两个空位。由此可见，一个谓词可以和一个专名组成一个句子，也可以和两个专名组成一个句子。有了以上认识，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句子可以含有一个专名，可以含有两个专名，也可以含有两个以上的专名。比如，“英国与阿根廷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个句子含有三个名字，即“英国”“阿根廷”和“马尔维纳斯群岛”。它的谓词是“……与……争夺……”。

谓词可以表示性质，也可以表示关系。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这样的概念表达的是性质，两个和两个以上对象处于概念之下，这样的概念表达的是关系。在日常语言中，一些词既可以表示关系，也可以表示性质，比如前面所说的“老师”。它在“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这个句子中表达的是关系，而在“柏拉图是老师”这个句子中表达的是性质。但是有一些谓词则只能表示关系，不能表示性质，比如像“大于”“小于”“等于”这样的谓词。这里需要探讨的是“等于”这个或这样的谓词。与此相似的则有“相等”“等同于”“等价于”“相同”等等。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下面只谈“相等”。

相等表示关系，一定是两个或多个个体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比如1+1=2。这里的2是一个数，是个体的东西，1+1也是2，是2的另一种表达，因此也是一个数，是一个个体的东西，所以1+1和2乃是相等的。或者，按照句子图式的表述，在涵义层面，1+1与2是不同的，有不同涵义；但是在意谓层面，它们是相同的，指同一个对象。

日常语言中表示相等的方式有很多，有时候直接用“是”表示，有时候加上“就”来强调一下。比如“曹孟德是曹操”和“曹孟德就是曹操”，这两个句子字面上有区别，意思却是一样的。此外，“是”这个系词可以联结两个名字表示相等，比如前面这个例子，也可以联结一个名字和一个摹状词，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还可以联结两个摹状词，比如“《工具论》的作者是逻辑的创始人”，或者联结两个或可被看作专名或可被看作摹状词的表达式，比如弗雷格所举的著名例子“晨星是昏星”。特别是，“是”这个系词还可以联结两个相同的名字表示相等，比如“曹操是曹操”。这表明，“相等”虽然表示关系，但是它表示一种特殊的关系，即与自身同一。而这种关系，即与自身同一，乃是其他关系所不具备的，因此与其他关系是不同的。换句话说，一般的关系总是表达两个或多个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关系也可以表示一个事物与自身的关系，比如“爱”，它在“鲁迅爱许广平”中就表示两个不同对象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张三爱自己”或我们通常所说的“某个人洁身自爱”中，“爱”就表示一个东西与自身的关系。但是只有相等表示一事物与自身的同一关系，而其他关系表达式不表示这样的关系。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日常表达中，“相等”关系常常出现，但是“相等”这个词本身有时并不出现。相等关系一般或主要是以主系表的形式表达的。比如在“《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个句子中，动词乃是系词“是”。很清楚，它表达的是“《红楼梦》的作者”和“曹雪芹”之间的一种关系。“《红楼梦》的作者”是一个摹状词，“曹雪芹”是一个名字，若是把它们都看作专名，则去掉之后就剩下谓词“是”。一般来说，系词只具有语法意义，起到联系主语和谓语的作用。但这只是从语法的角度看。而从句法的角度说，这里的“是”乃是一个谓词，它的意谓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相等”，它表示两个对象相等，即两个个体的东西相等，因而有两个对象处于它之下，它是两个个体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相等不是名字与名字之间的关系。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相等不是摹状词与摹状词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名字与摹状词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相等”这个词在字面上甚至可以不出现。

第二，相等是对象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对象与自身的关系，并且只是这样一种关系。

认识到这两点是有意义的，也是重要的。它们实际上正是弗雷格在《论涵义与意谓》一文开篇处提出并在该文结束时又重新论述的问题。这是因为，无论是一个摹状词还是一个名字，除了有所指称的对象外，它还有所表达的涵义。因此一个含有摹状词或名字并且表示相等的句子就会牵涉到句子的涵义与意谓的区别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在任何句子中都存在，但是在表示相等的句子中尤为突出。正像弗雷格指出的那样，这里许多问题，比如a=a这样的句子是不是先验有效的，是不是分析的，而a=b这样的句子是不是有意义地扩大了我们的认识，等等。这些问题得到许多哲学家的关注和讨论。但是，若是不能清楚地区别句子、句子的涵义与句子的意谓，就无法说清楚这里的区别。

“a=a”和“a=b”这两个句子显然是不同的。从真假的角度考虑，它们也是不同的：前者是真的，而后者的真假是不确定的。如果“a=b”是真的，那么a所指称的对象和b所指称的对象必须是相同的，否则它就不是真的。除此之外，“a=a”和“a=b”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它们的涵义是不同的。由于a与b是不同的语词，因此它们有不同的涵义。所以，即使a与b指称的是同一个对象，“a=b”的涵义与“a=a”的涵义也是不同的。所以弗雷格说它们有不同的认识价值。比如，“晨星是晨星”与“晨星是昏星”乃是两个不同的句子。前一个句子是真的，而且也比较容易认识到它是真的。后一个句子也是真的，但是却不那么容易认识到它是真的。而且，即使不考虑这两个句子的真假，也可以知道这两个句子的涵义，即它们是什么意思。

以上说明“相等”是一种关系，而且是对象之间的关系。那么它就不能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吗？在传统哲学和逻辑中，人们也常常谈到概念的重合和同一，并认为两个重合或同一的概念是相等的。比如，“有最发达的大脑的动物都是能思维的动物”。这里，“有最发达的大脑的动物”与“能思维的动物”被认为是重合的概念，因而也可以说“能思维的动物都是有最发达的大脑的动物”。根据这样的理解，这个句子中的“是”也应该表示相等，而且是概念之间的相等。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不能说相等也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吗？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语言中也有“人是人”这样的句子，它与“李白是李白”这样的句子的形式差不多是一样的。既然“李白是李白”表达的是相等，即李白与自身同一，难道不能说“人是人”表达的也是相等，即人与人自身同一吗？这里的“人”显然不是专名，而是一个谓词，它指称的是概念。因此，这里的相等难道不应该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吗？

不能说这些考虑没有道理。但是它们忽略了一点，即没有围绕着句子来考虑，没有围绕着句子的语义，即真值来考虑。专名的意谓是对象，谓词的意谓是概念，而概念是对象到真值的函数。因此对象和概念是根本不同的。正如弗雷格指出的那样，“不能把对象之间的相等关系也看作是概念之间的相等关系”
[1]

 。从句子图式看，这一点非常清楚：对象是一个层次，概念是另一个层次，对象处于概念之下，因而它们是不同的。即使它们都有相等关系，那么也是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总之，这一定是两种不同的相等关系，因此一定要把它们区别清楚。

借助弗雷格的表达，可以比较容易说清楚这里的区别。他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区别对象与概念。概念是函数，而对象则是“一切不是函数的东西”
[2]

 。“函数的值域是对象，而函数本身不是对象”
[3]

 。函数的值域可以称之为概念的外延，因此“概念外延也是对象，尽管概念本身不是对象。”
[4]

 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既然相等是对象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可以是概念外延之间的关系，亦即函数值域之间的关系。所以，两个对象之间的相等是个体之间的关系，即两个对象同一。而两个概念之间的相等则是两个概念取值范围之间的关系，即两个概念的外延重合，这无疑是根本不同的。除了以上明确的表述，弗雷格有时也说，概念之间的关系不是对象之间那样的相等关系，而是一种“相应的关系”
[5]

 。所谓相应，指的就是概念外延之间的相等。换句话说，说对象相等没有什么问题，说概念相等也可以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明白并且明确这里指的是概念外延的相等。对象是个体的东西，概念的外延是个体组成的东西，二者是有区别的。

具体一些说，两个对象a和b，如果a处于一个概念之下，那么b也处于这个概念之下，并且如果b处于一个概念之下，那么a也处于这个概念之下，我们就可以说a和b这两个对象是相等的。如果一个句子表示a和b这两个对象相等，那么以上也是这个句子的真之条件。当然，如果这个句子是真的，那么a和b这两个对象还必须存在。

两个概念F和G，一个对象若是处于F之下，那么也处于G之下，并且如果它处于G之下，那么也处于F之下，我们就可以说F这个概念与G这个概念是外延相等的。如果一个句子表示F和G这两个概念外延相等，那么以上也是这个句子的真之条件。

以“有最发达的大脑的动物都是能思维的动物”为例。如果“有最发达的大脑的动物”和“能思维的动物”这两个概念是重合或同一的，那么处于“有最发达的大脑的动物”之下的对象一定也处于“能思维的动物”之下，而且处于“能思维的动物”之下的对象一定也处于“有最发达的大脑的动物”之下。所以，这里的所谓“有最发达的大脑的动物”和“能思维的动物”这两个概念的重合或同一，指的是这两个概念的外延相等。当然，这里人们也可以说“有最发达的大脑的动物”这个概念与“能思维的动物”这个概念是相等的。这样说也是不错的，但是应该注意，正像弗雷格指出的那样，由于“这个概念”的使用，就使所谈论的东西成为一个专名，或者为了区别，我们可称它为摹状词，因此“‘有最发达的大脑的动物’ 这个概念”与“‘能思维的动物’这个概念”从句法上说实际上是两个名字，它们所表达的是对象。由此可见，相等依然是对象之间的关系。


2. 概念之间的关系

含名字的句子可以表示关系，比如“吕布爱赤兔马”，不含名字的句子也可以表示关系，比如“英雄爱骏马”。前一个句子表达的是吕布和赤兔马这两个名字所指称的对象处于爱所意谓的概念之下的关系，后一个句子表达的则是处于英雄这个概念之下的东西与处于骏马这个概念之下的东西相互之间的一种关系。可以看出，前一个句子的表达是确定的，而后一个句子的表达是不确定的。与前面所说“哲学家是聪明人”那个句子相似，“英雄爱骏马”这个句子的语法是清楚的，句法却是不清楚的。“英雄”和“骏马”都是关于概念的表达，“爱”则表示关系，我们固然可以理解这个句子，但是当问及它的真假时，我们却说不出来。这一点与“吕布爱赤兔马”这个句子形成鲜明的区别：一个句子的真值是确定的，另一个句子的真值是不确定的，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句子的涵义十分清楚，另一个句子的涵义似乎是清楚的，其实却不是那样清楚。现在我们知道，“英雄爱骏马”这类句子的涵义不清楚，是因为这类句子涉及量词，而它们在表述中没有使用量词。由此可见，使用还是没有使用量词，不仅直接涉及句子的确定性，而且还关系到对关系的表达和刻画。

在日常表达中，人们常常不使用量词。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句子一般可以作全称量化处理，即把它们理解为是以全称量词表述的。比如上面这个句子可以理解为“所有英雄爱骏马”。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句子的意思也是不清楚的。前面说过，与这里的“英雄”和“骏马”所表达的概念相匹配的是个体域，而与所表达的概念相匹配的则是不同的个体。正因为如此，这里还会涉及这样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有些个体处于英雄之下，有些个体处于骏马之下。也就是说，与英雄相匹配的个体和与骏马相匹配的个体乃是不同的，而这些不同的个体却会共同处于爱之下。这体现出这样的句子的关系实质，也说明了这类句子的复杂性。

在日常语言中，通过说出量词来表达概念之间关系的表达也很多，比如“有些小孩人见人爱”（“所有人都爱”），“所有展品都有人喜欢”。这两个句子若是去掉量词，就变为“小孩子招人爱”，“展品令人喜欢”。当然，后两个句子也是常有人说的。问题在于，有量词表达的句子与没有量词表达的意思并非完全一致。比如，“展品令人喜欢”并不意味着“所有展品都有人喜欢”，“小孩子招人爱”的意思也不一定就是“有些小孩子所有人爱”。由此可见，使用还是不使用量词，区别还是很大的。这同时也就说明，量词的使用对于关系的表达是至关重要的。

从这两个例子还可以看出，在涉及关系的表达时，量词可以是两个。而且，量词不仅可以在句首出现，也可以在句子中间出现。因此量词的省略不仅会发生在句首，而且也会发生在句中。以类比的方式我们可以给“英雄爱骏马”这个句子加量词，这样就会发现，不仅可以为其中的“英雄”加量词，而且也可以为其中的“骏马”加量词。这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句首省略了量词，而且句子中间也省略了量词。按照一般的理解，省略量词的句子一般可以做全称量化处理，这样就可以为“英雄”加上“所有”，即“所有英雄爱骏马”。这里的难点在于，现在我们认识到“骏马”前面也应该有一个量词，那么是不是对它也应该做全称量化处理呢？即这里的意思是不是“所有英雄爱所有骏马”？当然，对句首的省略做全称量化处理是不是有问题，人们也是有疑问的。这是因为，当语言中需要有量词表达而没有明确的量词表达式出现的时候，这样的语言表达就是不清楚的。但是在这样的语言表达面前，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任其含糊。有了关于量词的认识，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做出比较清楚的分析，因而可以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英雄爱骏马”这个句子可以分析为：所有英雄爱所有骏马，所有英雄爱有的骏马，有的英雄爱所有骏马，有的英雄爱有的骏马。量词清楚了，这个句子的句法和语义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样，我们也许不知道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是哪一种意思，我们却可以从这四种意思出发，把这个句子的意思确定下来。这样，我们就依据关于量词的认识而对句子做出分析，最终把一个本来含糊的句子的意思明确地确定下来。


3. 量化方式与复杂关系

在日常表达中，量化方式是多样的，而且量化方式常常牵涉到非常复杂的关系，并不像数量词表达的那样明确，也不像以上所谈论的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用法那样简单。但是，有了以上关于量词的认识，我们可以对量化方式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对于一些比较复杂而特殊的语言表达，可以做出符合量化方式的分析，揭示其中所包含的复杂关系，从而得到关于这些表达及其所表达的东西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下面我们通过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进一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前面在探讨摹状词的时候举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这个例子，并且说到可以用“恰好”来表示唯一性，从而借助它来消除摹状词。比如把“《红楼梦》的作者”这个摹状词改写为“恰好有一个人写了《红楼梦》”。“恰好”这个词不是量词，而是一个副词。但是，当它与数量词结合在一起使用的时候，就会起量词的作用。这个例子中的“恰好有一个”就是如此。“有一个”是一个量词，意思是至少有一个。加上“恰好”之后，就不再表示“至少有一个”，而是表示就是有一个，仅仅有一个，既不多，也不少。因此这也是一种量化方式。我们可以把它表达如下：

（1）至少有一个人写了《红楼梦》，并且

（2）至多有一个人写了《红楼梦》。

（1）中的“至少有一个”和（2）中的“至多有一个”相加就表示“恰好有一个”，因此也就表达了唯一性。这两个句子加起来就表示“恰好有一个人写了《红楼梦》”。再加上这个句子去掉摹状词之后所剩下的部分，即“……是曹雪芹”，就得到整个句子的改写：

（1）至少有一个人写了《红楼梦》，并且

（2）至多有一个人写了《红楼梦》。

（3）谁写了《红楼梦》，谁就是曹雪芹。

“至少有一个”很清楚，是存在量词可以表达的。“至多有一个”则要复杂一些。它的意思是说，个体域中的一个对象，它与这个域中的所有其他对象都是不同的。这是借助存在量词和全称量词来表达的。这就是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所体现出来的东西，也是它的要点。一个摹状词中的描述语可以处理为一个谓词，因为可以借助量词来表达摹状词中的定冠词，这样就可以既表达出唯一性，又消去摹状词。或者说，由于把摹状词中的描述语处理为一个谓词，因此可以借助量词来表达摹状词中的定冠词，从而可以既表达出唯一性，又消去摹状词。或者说，由于可以利用量词来表达摹状词中的定冠词并以此表达唯一性，因此在这样的处理中，摹状词被处理为谓词，这样就可以既表达出唯一性，又消去摹状词。不管怎样，正是依赖关于量词的认识，罗素能够建立起他的摹状词理论。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句法和语义的认识，罗素才会认为摹状词是一类特殊的谓词。

前面谈到相等关系的时候，我们谈到“与自身相等”，并说这表达了相等独特的性质。人们一般认为，a=a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性质，即a与自身相等。十分明显，a表示个体的东西。但是，“与自身相等”也会牵涉到量化表达，由此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弗雷格曾经以举例的方式说明这里的问题。

（1）“月亮与自身相等。”

（2）“2与自身相等。”

（3）“所有事物与自身相等。”

如果把这组句子与下面一组句子进行比较：

（1’
 ）“月亮与月亮相等。”

（2’
 ）“2与2相等。”

（3’
 ）“所有事物与所有事物相等。”

就会发现，（1）和（2）与（1’
 ）和（2’
 ）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3）与（3’
 ）的意思却不是一样的。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与自身相等”是个体之间的关系，在与量词结合使用时会有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名字在一个位置或多个位置上出现与量词在一个位置或多个位置上出现是有重大区别的。前者不会使句子的意义发生变化，后者却会。当然，由此也说明，名字与量词是根本不同的。前一个问题前面已经讨论，现在我们讨论后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量词出现在一个位置上与量词出现在多个位置上是不同的呢？

参照句子图式2，谓词表示的是概念，量词表示的是个体域。对于一个含有量词的句子而言，它的真假取决于概念与个体域中对象的匹配。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问题在于，这里要说明概念如何与同一个体域中不同的个体相匹配。从逻辑的角度来理解，这是概念到个体的映射问题或个体到概念的指派问题。从日常表达的角度来理解，这是量词表达如何限定谓词表达的问题。正像一个谓词表示一个概念，两个谓词则表示两个概念一样，一个量词表示一个个体域，两个量词就要表示两个个体域。尽管个体域是同一个，但是量词变元的不同，表明在同一个量词域中取值范围的不同，因而显示的值域不同。在这里，我们看出个体变元的重要作用。量词是描述普遍性的，但是它需要借助x、y这样表示不同空位的符号。弗雷格称它们为辅助语言，是我们借以达到普遍性表达所使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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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借助x、y这样的变元符号，我们可以表达出不同的值域，因而表达出不同的外延，从而区别不同的概念。因此，（3）与（3’
 ）是不同的。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3）有一个量词，而（3’
 ）有两个量词。尽管这两个量词的表达形式是一样的，尽管它们的个体域是相同的，但是它们的取值范围可能是不同的，因而它们的值域可能是不同的。比如，任何一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是x,则x与x自身相等。（3’
 ）由于涉及两个量词，因此可能会涉及不同的值域，比如，用x表示前一个取值范围，用y表示后一个取值范围，结果就会完全不同。这样，（3’
 ）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东西x，任何一个东西y，x与y相等。由于这里的x和y可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而x不可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而只能是一个东西，因此（3）和（3’
 ）的意思是有重大区别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x与y相等”也是一种关系，它表示有两个不同的对象处于“与自身相等”这个概念之下。这种表达方式与名字的表达方式是有区别的。根据句子图式1，名字指称对象，因此名字指称的对象处于谓词指称的概念之下。用弗雷格的话说，这就是逻辑的基本关系。而这里的表达却不是这样，单纯的x和y，不是名字，不指称任何东西，但是当它们与个体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比如前面所说的“任何一个东西”，就起名字的作用，因而它们不再是任意的符号，而是指某一个东西。正因为这样，这里的x和y相当于两个不同对象的名字，因为它们分别与两个个体域结合在一起。因此，“所有事物与所有事物相等”字面上没有名字出现，似乎表达了概念之间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它依然表达了个体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用弗雷格的话说，这就是概念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可以化归为逻辑的基本关系。这种区别说明，关系是个体之间的，但是关系的表达方式却是多元化的，既可以用名字来表示，也可以不用名字，而通过量词的方式来表示。

在哲学研究中，还有一些更为含糊的表达。比如“事物是相互联系的”。这个句子没有量词，甚至也没有两个像“英雄”和“骏马”那样的普通名词与一个像“爱”那样的明确表示关系的谓词。从句子形式看，它似乎就是非常普遍的主系表结构。但是，如果把这个句子放到量词的视野下，就会看出，它可能会有如下分析：所有事物与所有事物相互联系，所有事物与有的事物相互联系，有的事物与所有事物相互联系，并且有的事物与有的事物相互联系。这里，量词显示出来了，相应的个体域也就表达出来了。但是，这里存在着与前面论述“所有事物与所有事物相等”时相同的问题，即这里每一个句子中所谈到的两个量化表达式所表达的乃是两不同的个体域，尽管它们字面上甚至是相同的，比如可以都是“所有事物”或“有的事物”。以个体变元作区别，可以得到比上面更为精确的表达：

任何一个东西x，任何一个东西y，x与y相联系。

任何一个东西x，有一个东西y，x与y相联系。

有一个东西x，任何一个东西y，x与y相联系。

有一个东西x，有一个东西y，x与y相联系。

“联系”是一个关系谓词，它所表达的是两个不同对象之间的关系。这里，由于有明确的个体域，因此x与y是两个不同的对象。这一点十分清楚，不会混淆。这也就说明，“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所表达的乃是一种二元关系。至于它所表达的究竟是哪一种意思，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和研究而从这四种表述中确定下来。


4. 蕴涵关系及其含义

前面谈了对象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它们都是单个句子表达的关系，属于句子内部结构所表达出来的关系。除此之外，句子之间也形成关系，包括否定关系、合取关系、析取关系、蕴涵关系等等。我们构造相应的句子图式如下：

【句子图式4】

（语言）复合句：句子联结词　/ 简单句

（涵义）复合思想：联系　　　/ 思想

（意谓）真值：　　真值函数　/ 真值

与前面的句子图式相比，这个句子图式在语言层面加了“复合”和“简单”两个词来修饰句子，因而同样是句子，但是有区别。句子联结词指“并非”“并且”“或者”“如果，那么”“当且仅当”等联结句子的表达式。在涵义层面，句子联结词表示联系，联结词不同，涵义也不同。在意谓层面，句子联结词表示的是真值函数，这表明，它们依赖于所联结的简单句的真值，因此它们自身的真值是由简单句的真值决定的。

关于句子联结词的诸种含义，逻辑教科书中都有明确的说明。这里我们主要考虑蕴涵关系。假定句子图式4中的句子联结词为“蕴涵词”，那么它的涵义和意谓是什么？在日常和科学语言中，蕴涵词经常使用，表达的关系也多种多样。比如，“如果x大于1，那么x2大于1”，“如果得了肺炎，那么就会发烧”，“如果燕子向南飞，那么冬天就要来到了”等等。与这三个句子相关的分别是数学、医学和自然现象。因此也可以说，这三个句子属于不同领域。如果细究，还会发现，它们分别说明了条件和结果、原因和结果、时间顺序等等情况。蕴涵词的使用绝不仅限于这几个句子，它们表达的情况也不仅仅限于这几个领域，但是这几个例子足以说明蕴涵词的情况。

从句法上说，蕴涵词联结两个句子，这样，一个最简单的蕴涵句包含三个句子，即蕴涵词联结的两个句子和这两个句子通过蕴涵词而构成的整个句子。从语义上说，这三个句子都有一个真值，因此，整个句子的真是由蕴涵词所联结的两个句子的真值决定的。直观上看，一个句子有真假两个值。整个句子也会有真假两个值。由于它是由两个句子构成的，因而两个句子的真假可以组合出四种情况。只有在前一个句子为真后一个句子为假的情况下，整个句子才是假的，而在其他三种情况下，整个句子都是真的。因此蕴涵词的含义也被称之为：不能前一个句子真而后一个句子假；简称为：不能前真后假。

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可以看到许多以真假组合方式谈论复合句子的情况。其中一些说法，比如“（真真—真）（p，q）”或“（真真假真）（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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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关于蕴涵句的说明：其中“—”和“假”表示的就是“p真而q假”的情况。

弗雷格也在不同地方谈到蕴涵句。最明显的无疑是在《概念文字》和《逻辑导论》中。这部分内容可以看作纯粹逻辑的考虑，如今已经成为常识性的东西，因此不必考虑。除此之外，弗雷格在探讨思想结构和普遍性的时候也谈到蕴涵句，其中有一些很有见地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讨论。比如在谈论思想结构的时候，弗雷格指出如下六种：

A并且B；

并非（A并且B）；

（并非A）并且（并非B）；

并非（（并非A）并且（并非B））；

（并非A）并且B；

并非（（并非A）并且B）。
[8]



对于其中最后一种思想结构，弗雷格说，它也可以表达为

如果B，那么A。
[9]



字面上看，六种思想结构是从句法上说的。其中的“并非”是否定词，在语义上相当于说“是假的”。这样，加了“并非”相当于说“……是假的”，不加“并非”相当于说“……是真的”。因此第六种思想结构相当于说：“A是假的而B是真的，这是假的”。假的当然是不允许的情况，也就是说，“A假而B真，乃是不允许的”，即不能B真而A假。这正是对“如果，那么”这一蕴涵词的说明，因此最后一种思想结构与“如果B，那么A”乃是等价的，所以可以表达为它。

蕴涵式非常重要，在语言中经常使用，如上所述，表达两个句子之间一种重要关系。除此之外，借助它还可以表达揭示概念之间的一种关系。比如全称量词表达式：“所有哲学家是聪明人”。我们说它的句法形式是：对任一x，如果x是哲学家，那么x是聪明人。这是借助弗雷格所说的辅助语言表达的一个句子。不考虑变元，其中的“如果，那么”这一蕴涵表达式无疑也是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句子表达了比较复杂的情况，既有量词与谓词的关系，也有谓词之间的关系。非常明显的是，这里谓词之间的关系也是以蕴涵式表达的，但是它与前面所谈的蕴涵式存在重大区别。

在“如果B，那么A”中，A和B本身都是句子，有思想和真值，整个句子也有思想和真值。而在“如果x是F，那么x是G”中，“x是F”和“x是G”本身不是句子，而是谓词，因此没有思想和真值，而只有思想的一部分，表达的是概念。但是二者以蕴涵词联结起来，就形成一个句子，表达一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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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因为，其中的x在各自表达式中只是表示一个空位，但是由于“如果，那么”这个联结词的联系作用，前后两个表达式中的x相互参照，因而发生一种联系，从而使整个表达形成一个句子，表达一个思想。但是，正由于x本身不表示任何东西，只表示一个空位，对它也没有限制说明，因此尽管整个句子有思想，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它的真假。

“如果x是F，那么x是G”的真假不容易确定，主要原因在于其中的x是自由的，没有任何限定，因此这个表达式的真之条件是不清楚的。如果对它加以限制，比如“任一x，如果x是F，那么x是G”，这样就把其中所说的F和G指派到x所表达的范围，因而明确了这个表达的真之条件。如果以加下标方式表示x所处范围的东西的名字，这个表达式的真之条件如下：

如果x1
 是F，那么x1
 是G，

并且，如果x2
 是F，那么x2
 是G，

并且，……

只有在所有x都满足“如果……是F，那么……是G”的情况下，“任一x，如果x是F，那么x是G”才是真的，否则它就是假的。由于这样的真之条件涉及无穷，因此判断它的假比较容易，而判定它的真理论上是做不到的。

现在可以看出，在日常表达中，与蕴涵相关有直接的表达，尽管这类表达也是多样化的，如“如果，那么”，“假如，就”，“一旦，就”，“只要，就”等等。也有不是直接的表达，如全称表达式，当然这类表达也是多样化的，如“所有”“凡”“一切”“任何”等等。这两类表达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真假是可判定的，后者的真假是不可判定的。由此也就说明，后一类表达实际上是超出我们认识能力的。

“所有”这一类表达是人们用来表示规律性或概括性结论的，因而是表达普遍性的。在一个封闭的范围内，使用这一表达没有问题，因为其涉及的东西是可数的，比如一个班、甚至一个学校的学生。当说“所有学生都努力学习”的时候，这一表达所涉及的个体是可以一个个指认的，它的真值条件如下：

如果x1
 是学生，那么x1
 努力学习，

并且，如果x2
 是学生，那么x2
 努力学习，

……

并且，如果xn
 是学生，那么xn
 努力学习。

因此，同样是真之条件，这里与前面不同，它的个体是从x1
 到xn
 ，其结果是可判定的。当然，如果有一个x不满足“如果……是学生，那么……努力学习”，上述表达就是假的。但是，人们使用“所有”这类表达时常常超出封闭的范围，因而其结果会超出人们可判定的范围。蕴涵式刻画了这种表达的实质：如果出现前句真而后句假的情况，“所有”及其类似表达所引出的句子就是有问题的。表达规律性的东西、规律性的结论，或者简单地说，表达普遍性，乃是人们的愿望。若想让人们消除或抑制这样的愿望是不太可能的，让人们不使用或避免这样的表达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关于蕴涵式的认识，或者，通过蕴涵式而得到的关于全称量词的认识，至少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应该慎用“所有”这样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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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句子与事实

句子图式显示了几点清楚的东西。一是语言层面，比如专名、谓词、量词和句子。二是意谓层面，比如对象、概念、个体域和真假。三是句子、思想和真假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三点分别相应于句子图式横向一、三两行和竖向最左边一栏。由于第二行中“思想的一部分”这一表达不是那样明确，因而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含有它的那一行不是那样清楚，二是含有它的诸栏不是那样清楚。前面的讨论曾涉及“思想的一部分”，比如与专名相关的探讨，但主要还是基于句子图式一三两行。现在我们围绕句子图式给出的这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既然最左边一栏是清楚的，而其他几栏含有不是那样清楚的东西，我们还是从清楚的东西出发。因此我们首先围绕句子、思想和真值来进行探讨。

谈论真，是语言哲学的事情。从句子图式看，真与句子相关，真与思想相关，而谈论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语言哲学的事情。这些无疑凸显了真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但是，在弗雷格之前，或者在语言哲学之外，人们也谈论真，而且这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事情。比如著名的真之符合论：一个命题的真就在于它与事实相符合。字面上看，这个理论至少涉及三个要素：真、命题、事实。对照句子图式可以看出，真这个概念是它们共同的东西，而命题和事实则是句子图式所没有的。从真之符合论的观点看，真与命题、真与事实的关系应该是讨论和说明的重点。现在的问题是，句子图式中没有“命题”和“事实”这两个术语，那么它对传统的相关讨论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呢？它是不是有助于说明这些问题呢？换句话说，句子与命题有什么关系呢？思想与命题有什么关系呢？句子和思想与事实又有什么关系呢？真之符合论仅仅是一个传统理论，相关和类似的理论还有很多。那么，句子图式是不是有助于提供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说明呢？

这里我想做出肯定的回答。


1. 句子与真

从常识上说，人们认为句子表达的东西有真假，因而把真假与句子相对应，这是自然的。从理论上说，人们把句子称为句法，把真假称为句子的语义，由此人们获得了对于句子的句法和语义的认识。因此，句子与真假相对应，这一点很清楚，也是很自然的。句子图式不过是把一种常识的认识和一种理论的认识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展示出来，因此它有助于我们来说明问题。

句子与真假对应乃是自然的。但是由此获得的理论是不是也是那样自然的呢？比如，根据句子的意谓是真值这种看法，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所有真句子都指真，所有假句子都指假。人们显然会问：句子能不能只表示真假？这样的看法难道没有问题吗？因为，句子显然是有意义的，而且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意义。怎么能把句子的意义只看作真假呢？此外，从句子图式看，句子显然还有涵义的层面。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一层面的东西呢？如果说句子的意谓是真值乃是句子的意义解释，那么对句子的涵义是思想又该如何看呢？难道这不是句子的语义解释吗？因此，谈论句子的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从句子图式看，它至少牵涉到与句子的涵义之间的关系。

在关于真的讨论中，一个常常出现的问题是：真之载体是什么呢？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我们用句子表示真，因此可以说，真之载体是句子。但是有了上面的问题，人们同样可能产生而且确实产生一些不同的理解：难道真之载体就不能是别的东西吗？比如，根据句子图式，真之载体就不能是思想吗？或者，根据真之符合论，真之载体就不能是命题吗？或者，命题与思想是相似的东西吗？假如它们是相似的，句子图式不是也就可以提供关于命题、因而提供关于真之载体是命题的说明吗？所有这些无疑再次牵涉到句子涵义层面的东西。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谈论句子的真总是牵涉到句子的涵义。因此，这里可以提出两个问题。从语义的角度可以问：句子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句子的意义是不是真？而从真的角度，则可以问：真之载体是什么？或者，真之载体是不是句子？或者，真之载体究竟是句子还是思想之类的东西？

句子的意义是什么，这无疑是一个问题。但是在哲学史上，很少有人这样问。人们一般很自然地谈论命题、陈述、判断、信念、事实等等，并且把它们与真联系起来。在这样的谈论中，有些人对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有认识的，比如亚里士多德说，命题是自身含真假的句子。这里显然谈到了命题、句子和真假，而且似乎也区别句子、命题和真假。但是他主要谈论的还是命题。而在谈论中，他谈到命题的各种形式，比如全称命题、单称命题和不定命题，这些似乎应该是句法的区别，因而应该是关于句子的，但是我们又看不出句子与命题的区别了。哲学家们沿用命题这个概念，并且一直讨论命题，一般不区别命题和表达命题的句子。即使间或提到句子，也不会探讨它们之间的区别。

亚里士多德逻辑使用的是命题，谈论命题之间的关系。之后的传统逻辑曾一度废弃了这个术语，取而代之的是“判断”一词。相应地，在哲学讨论中也是使用“判断”一词，以此谈论以句子所表达的东西。人们谈论判断的真假，谈论判断之间的各种关系，谈论判断的客观性等等。其中一些谈论，尤其是关于判断之间各种关系的谈论，牵涉到判断的形式，似乎应该是关于句法方面的讨论，因而应该是关于句子的。但是我们也很难明确看出句子与判断的区别。实际上，判断这个词本身就有一个意思，即对某种东西的断定，因而它本身就牵涉到真假。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因而在逻辑著作中抛弃这个概念，而使用命题这个概念，因为命题本身没有对某种对象做出断定的意思，是一个比较中立的概念。这等于又回到亚里士多德的谈论方式。这样做，好处是消除了判断一词本身所带来的问题，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讨论中所存在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信念”一词与命题和判断不同，它本身包含着对某种东西的相信，因此就有了比命题更多的涵义。某种东西的具体情况是一回事，对这种具体情况的信念则是另一回事，因而这里又有了表达层次上的区别。而且，某种东西的真假是一回事，信念本身的真假又是一回事，因此信念本身还包含着真假层次的区别。比如罗素就认为，事实是“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的东西”，“信念指涉事实，通过对事实的指涉，信念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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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看来，事实是指“使一个命题真或假”的东西，使一个“陈述为真”的东西。
[2]

 所以，他说的信念与事实的区别及关系，实际上也可看作是信念与命题或陈述的区别和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般是哲学家们的话题，而在逻辑著作中，人们通常不谈信念，而只谈判断或命题。

陈述是一个与命题相似的表达。从语法的角度说，陈述句是一种句式。因此陈述显然与句子相关，因为它肯定不是专名或普通名字这种东西。在这种情况下，陈述也就可以与真假发生关系，因此成为人们使用和谈论的另一个表达。但是，陈述究竟是句子本身，还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却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当人们谈论陈述之间的关系，并且是通过区别各种不同形式来谈论这种关系的时候，实际上又遇到前面与命题同样的问题，即所谈论的究竟是句法还是语义。

综上所述，句子的意义是什么，无论是谈论命题或陈述，还是谈论判断或信念，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这样的问题，主要是无法区别句法和语义，因而无法区别与真假相关的一些问题。

真之载体是什么，无疑也是一个问题。从亚里士多德的表述来看，真之载体要么是命题，要么是句子。因此可以问，真之载体究竟是命题，还是句子？当然，人们同样也可以问：真之载体是不是陈述？真之载体是不是判断？或者，真之载体是不是信念？由于陈述究竟是陈述句本身还是陈述句所表达的东西，这一点尚待区别，因此说真之载体是陈述乃是不清楚的。由于判断本身包含着对一个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真假的判定，信念则包含着对事物情况的相信，等等，因此说真之载体是判断或信念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不考虑这些问题。下面，我们把讨论集中在命题和句子上，看一看真之载体究竟是句子还是命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对于牵涉到陈述、判断和信念的问题，都是可以搞清楚的。即便这个问题无法搞得十分清楚，这样的探讨也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以及相关问题的认识。

人们认为“命题”这个词是有歧义的，它可以有不同的涵义。比如，它是能够是真或假的东西；它是能够是一个句子的语言意义的东西；它是一种特定的语言行为所说或所传达的内容；它是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的内容；它是一种特定的命题态度的内容，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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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心理状态或命题态度，指的是信念、希望、愿望等等这样的东西。这样，命题有些类似于前面所说的信念。而句子的语言意义或者语言行为所说或所传达的东西，似乎是指句子的字面意思或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这两类东西本身就不太容易区别清楚。能够是真或假的东西，则似乎既可以是句子，也可以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这样一来，句子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被混淆起来，也就无法说明什么是命题。

奎因认为，“命题”一词有歧义。它既可以指符合一定规范的句子，也可以指句子的意义。持前一种看法的人会认为真之载体是句子，持后一种看法的人会认为真之载体是命题的意义。含糊一些，不加区分，则会认为真之载体是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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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奎因本人始终不喜欢用命题这个概念，认为它含糊，有问题，甚至句子的意义这个概念也是难以捉摸的，所以他主张真之载体是句子。在他看来，“直接探讨句子会更好一些。因为句子是活生生的，是我们可以具体探讨的”
[5]

 。

奎因的看法非常明确，比较容易讨论。众所周知，奎因是20世纪少数几个对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在那些著名哲学家中，他更是难得一见的写过逻辑学教材的人。他的哲学讨论始终与逻辑密切结合，因此，讨论他的观点，一定要从逻辑的观点看。而从逻辑出发，则可以看到并且只看到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比如p，q，r这样的句法符号被称为命题，真和假被称为它们的语义：p有真假两个值。这样，p，q，r也被直接称为命题。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句法表达中，p，q，r既可以被看作是句子，也可以被看作是命题。由于对它们不再做进一步的区分，因此可以说，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其实是不区分的。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奎因看法的实质。他坚持了逻辑的观点，因而坚持了句法和语义两个层面。引申到语言，他认为句子是清楚的，命题是不太清楚的，所以他要谈论句子与真，认为句子是真之载体。所以我认为，奎因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根据我们给出的句子图式也可以看出，“真之载体是句子”这一论述是有道理的。句子是语言层面的东西，真乃是意谓层面的东西，因而是语义层面的东西。语言层面的东西承载语义层面的东西，这种关系应该是清楚的。但是根据句子图式，仅仅这样看又是不够的，因为它不是只有句法和语义两个层面，而是有句子、涵义和意谓这样三个层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句子和意谓这两个层面可以相应于逻辑所考虑的句法和语义，那么该如何解释涵义这个层面呢？与此相关，又该如何理解它与其他两个层面的关系呢？

以上句子图式是根据弗雷格的思想做出的。其中“思想”这个术语是弗雷格给出的。不少人认为，弗雷格说的“思想”类似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命题”。在我看来，这样理解是可以的。但是必须看到，弗雷格的论述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思想与句子是明确区分的；另一个前提是，思想与真乃是明确区分的。于是，在弗雷格这里同样也有我们所探讨的问题：真之载体究竟是句子还是思想？特别是，由于弗雷格明确地指出，思想是我们借以把握真的东西，我们似乎就应该而且也不得不思考，真之载体究竟是句子还是思想？

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语言是载体，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语言是第一个层面的东西，没有语言，就不会有涵义和意谓，也就不会有这两个层面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既然我们说句子是真之载体，那么我们一定也会说，句子是思想的载体。问题是，思想是不是真之载体？换言之，真之载体是不是思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

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弗雷格思想出发来考虑，因为他是最先讨论这一问题并且为这一讨论提供基础的人。在弗雷格看来，句子有内容，而句子的内容可以分为涵义和意谓这样两个层面。他的这一认识和论述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但是一旦认识到这里的区别，他就非常明确，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而且是关于句子的理解的两个不同层面，就是说，它们都是关于句子的。比如他认为句子的内容与断定密切联系在一起，但是应该对它们做出如下区别
[6]

 ：

（1）对思想的把握——思维

（2）对思想的真的肯定——判断

（3）对判断的表达——断定

“对判断的表达”即是对“对思想的真的肯定的表达”，因此这里依然可以看出句子图式所表达出来的三个层次。“断定”当然不能说就是句子。但是“表达”一词说明这是语言层面的东西。而且，弗雷格还曾经说过，与真相关，主要考虑的是断定句，真就在断定句的形式之中。因此可以看出，（3）所说的是句子，是语言层面的东西；（2）所说的与真相关；（1）所说的与思想相关，无疑是清楚的。有疑问的是（2）所说的“对思想的真的肯定”。这里，明确的是，真与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太明确的是，“思想的真”是不是可以表明思想是真之载体？由此也就可以问：真之载体究竟是句子还是句子所表达的思想？

如上所述，句子的涵义和意谓是从句子的内容区分出来的。这一点在弗雷格的思想中是非常明确的。直观上这说明句子有内容。对于句子的内容，弗雷格又做出区分。但是人们也可以不加区分，正像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所做的那样。因此，句子是句子内容的载体。句子是物化的东西，句子内容也是可以把握和认识的东西，但是一定是通过句子来把握和认识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既然在句子所表达的东西上可以分出思想和真，我们也可以认为，句子是思想的载体，并且句子是真之载体。在弗雷格看来，句子有思想，这是谁都可以理解的，而且是仅凭常识就可以理解的。但是，什么是真，却不一定是人人知道的，而是需要认真探讨和说明的。他认为，真乃是初始的不可定义的东西，定义真一定会陷入循环。他又认为，思想是客观的，是我们借以把握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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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说明，他实际上是借助真来说明思想。这与后来戴维森等人借助真来说明意义的思路和做法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关于真这个概念，弗雷格只有一个直观的说明，而戴维森等人以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作基础。明确了这一点，也就可以认识到，弗雷格借助关于真的认识做出两个区别：一是对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做出区别，二是在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层面上对思想和真做出区别。认识到这种区别，我们也就可以认为，从句法或语言的角度看，真之载体是句子，而从语义或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层面看，真之载体是思想。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句子图式除了凸显句子和真假这两个层面之外，还显示了思想这个层面。这个层面对于认识句子与真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与句子相关，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与真相关，是我们借以把握真的东西。有了这一区别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在谈论真之载体的过程中会有那些不同的看法，甚至会有那些困惑。这是因为，从逻辑的观点看，句法是清楚的东西，因而句子是清楚的，而句子所表达的东西，比如命题，则不是那样清楚。人们固然可以称p，q，r这样的符号为命题，但是一旦问及什么是命题，则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命题”的意思毕竟不如“句子”的意思清楚。而从常识出发，句子是用来表达认识的，因此一定带有它所表达的东西。假如句子不表达任何意思，人们也就不会说它或用它。因此，为它所表达的东西命名，比如称为命题，乃是自然的。对于真，无论是从逻辑的观点看，还是从常识出发，都没有什么问题。因而在涉及真与句子及其所表达的东西的关系上，也就有了真之载体是句子和真之载体是命题之说。

我认为，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真之载体是句子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这从真与句子的对应，语义和句法的对应和区别来看是清楚的。真之载体是命题这种看法也是有道理的：这里所说的“命题”相当于句子图式中的“思想”。这从真与思想的对应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直观上看，句子肯定有所表达的东西，否则就无法理解。此外，句子所表达的东西是有真假的，这也是自然的。但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说，当问及什么是句子、什么是命题的时候，则会产生一些问题。因为前者比较容易回答，而后者不太容易回答。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认识到，为什么奎因可以表达得那样明确，理直气壮地直说真之载体是句子，为什么尽管弗雷格关于思想有充分的论述，却仍然会遭到人们的质疑，为什么始终有那么多人会认为，真之载体是命题。


2. 句子与意义

说明真之载体，说明句子与真的关系，作用是多方面的。别的不说，至少有助于我们认识句子的意义。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真值在意谓层面，与语言层面形成区别，也与涵义层面形成区别。由于有涵义这样一个层面，当然就可以思考它，实际上也就有了许多关于它的讨论。

涵义一词来自弗雷格的Sinn，英文把它译为sense。最初我把它译为“意义”，后来从众改译为“涵义”。在我看来，这个词译为“意思”“含义”也可以，基本不会令人误解。句子的涵义与命题、陈述都有相似之处，与句子的意义也不易区别。人们常常谈论句子的意义，包括命题、陈述等等，由此可见，人们关注和讨论的东西也总是与句子的涵义相关。

从句子图式1可以看出，一方面，涵义与语言形成区别，与意谓也形成区别。这是它十分清楚的地方。另一方面，句子的涵义是清楚的，而专名的涵义、谓词的涵义是不太清楚的。这是因为，句子的涵义是思想，而专名和谓词的涵义只是思想的一部分。因此，思想是明确的，而思想的一部分是不太明确的。也许由于思想的一部分是不太清楚的，因此弗雷格对它们没有什么论述。相反，也许由于思想是清楚的，因此弗雷格对它有十分明确的论述。

弗雷格认为，思想是客观的，是我们借以把握真的东西。他还有一个著名论述：思想属于第三领域，既不同于外在世界的东西，也不同于内心世界的东西。弗雷格的这一看法与传统的二元世界的看法完全不同。它的意思是说，除了人们可以共同感知的外在世界和每一个人自己的内心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领域），其中有一些实体，比如思想，它们是其他两个世界所没有的。直观上看，思想与外界的东西容易区别，但是与内心的东西似乎无法区别，容易混淆。弗雷格的论证很明确：他称属于内心的东西为表象，表象需要承载者，一个表象需要一个承载者，两个人不会有相同的表象。而思想是客观的，不需要承载者。这样，思想就与表象明确区别开来。弗雷格关于思想的这一论述得到赞扬，也受到批评。有人认为它会导致神秘主义，也有人把它比喻为“癌症”，认为它错误得无法收拾。我不赞同这些批评。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使用“意义”一词，间或使用弗雷格的用语，即“思想”。如上所述，我认为它们大致也可相当于涵义、含义、意思等等。所以也可以说，我的论述是基于弗雷格的观点的。

第一点需要说明而且可以说明的是，意义与句子是不同的。这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思想与句子处于两个层面，句子属于语言层面，思想属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层面，因此是不同的。二者区别的实质在于一方是语言，另一方是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比如本书至此已经写了很多页文字。如果对它们进行分析，其实可以看出，它们是由一个一个句子组成的。每一个句子的长短不同，字数不同，但是都占据一定书写空间，是物质的东西，因此是可感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说，以上文字都是语言层面的东西，当然，准确地说，它们是文字语言。如果把它们读出来，人们听到的就是说出的语言或声波语言。

人们可以看到和听到一个句子，这是一回事，而人们可以理解一个句子，则是另一回事。因为看到听到的是语言层面的东西，而理解的是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层面的东西，即意义。比如，人们可以读到或听到以上文字，但是不一定理解它们，即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对于这些文字，一个没有学过哲学的人可能不甚理解，一个不识字的人则完全不理解。但是他们都会知道它们是文字。所以，句子的意义与句子本身是有区别的，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一点是显然的。

第二点需要说明的是意义的客观性。一个句子有意义，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说意义是客观的，与主观的东西不同，则会招致反对。这也是弗雷格关于思想的理论最不被人理解和接受的地方。在我看来，句子意义的客观性是毫无疑问的，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不同语言的相互翻译来说明。比如下面三个句子：

（1）“下雨了。”

（2）“It is raining.”

（3）“Es regnet.”

这三个句子字面上完全不同，但是它们的意思相同。字面不同，乃是因为它们分属三种不同的语言；意思相同，则因为它们可以相互翻译。一个只懂英语的人只会知道（2）的意思，而不会知道（1）和（3）的意思，但是这并不会妨碍他在学会汉语和德语之后也会知道它们的意思，而且还会知道它们具有相同的意思。我们知道，大多数人只懂其中一种语言，而同时懂这三种语言的人并不多。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三个句子的相互翻译，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可以相互翻译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换句话说，这三种不同语言所形成的三个不同的句子，表达了相同的意义。正是这相同的意义使得这三种不同的语言可以转换。假如这种意义不是客观的，如何能够保证经过不同语言的转换而保持不变呢？就是说，在一种语言形式完全失去并被代之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形式之后，它如何还能够保留下来，并且没有变化呢？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只限于一种语言来说明。以矛盾律为例（弗雷格的例子是毕达哥拉斯定理）。矛盾律是一个名字，它的完整表达是一个句子：一事物不能既是又不是。我们说这个句子的意义是客观的，主要有这样几个意思。比如，人们对它可以有共同的理解。我们知道这是一条来自古希腊的规律，至少亚里士多德对它有明确的表述。十分明确的是，在这之后，人们对它有共同的理解。赞同它的人对它有共同的理解，不赞同它的人对它也有不同理解，而且与赞同它的人有相同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关于矛盾律的不同看法和争论。就是说，对它的理解是一回事，对它的赞成则是另一回事。理解的是它所表达的东西，即它的意义，而赞成或不赞成的也是它的意义。正因为它的意义是客观的，人们才会发表赞成和不赞成的看法。如果它的意义不是客观的，人们对它就无法获得相同的理解，也就无法表达各自的看法并形成相关的讨论。即使发表不同的看法，也不会有什么意义。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认为对不同的东西发表赞同和不赞同的看法是有意义的，因为被发表看法的东西本身若是不同的，那么发表的看法是不同的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也就不会形成思想的交流和讨论。

以上两点可以清楚表明句子意义是客观的。我认为，指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众所周知，通过指出并说明思想的客观性，弗雷格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比如关于第三范围的认识，关于思想与真的关系，以及由思想的客观性而得出的有关真的一些认识，比如，真是不可定义，真是没有程度区别的，真是没有时间性的等等。这些结论如今已经是语言哲学讨论的常识，因此不必重复。这里我想说的是它的另一种意义。在我看来，借助句子意义的客观性，我们至少可以澄清一个问题，即所谓不可说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最后说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不知道是不是受他的影响，许多人喜欢谈论“不可说”的东西，我国学界则更是如此。直观上说，似乎有不可说的东西，比如个人的一些感受。人们常说，爱情是不需要语言的，指的大概也包括这样的感受和表达。但是在哲学讨论中，如何看待和认识不可言说的东西，则是一个问题。

在我看来，无论是不是有不可言说的东西，但是，只要是说出来的东西，只要是以句子的形式说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是可言说的。而且，这样的东西是有意义的。比如，一个人不舒服，到医院看病。在医生的询问下，他可能会说：“我肚子疼”，“我的肚子左边疼”，“我的肚子一阵子一阵子地疼”，等等。他可能仍然觉得没有说清楚到底是怎么疼。但是，无论他还有什么不可言说的感受，他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意义的，医生可以理解，并把它们记在病历上，作为诊断的依据。而且不仅记录这些话的医生可以理解它们，其他医生（如果需要会诊的话）或其他人（比如家人）也可以理解，而且他们对这些话的理解差不多是相同的。这也就表明，这些话的意义是客观的。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谈论语言及其表达，尤其是谈论句子的意义，考虑不可言说的东西乃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或者推广一步，一般地讨论不可言说的东西是不是有意义，至少是可以质疑的。在我看来，只要是说出来的东西，就一定是有意义的。或者，只要是说出来的，就是想清楚的或可以想清楚的东西。可能思想中会有一些没有想清楚的东西，那是因为没有想清楚。把这样的东西称之为不可言说的东西，是不是有道理姑且不论，但是，只要是用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即说出或写下语言，比如句子，就一定是有意义的。这样的东西可以为他人所理解，因此可以构成与他人相互交流的基础。


3. 真与意义

句子的涵义是思想，这是弗雷格的说法。人们一般不说句子有思想，而说句子有意义。意义是语言哲学最核心的内容——意义理论——所讨论的问题。句子的意义是什么？如何确定句子的意义？如何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这是人们重点探讨的问题，并且由此还要进一步问，什么是理解一种语言？

如果我们把句子的思想看作是句子的意义，实际上就可以看出，以上这些问题是关于句子涵义层面的，而不是关于句子意谓层面的。从句子图式来看，考虑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考虑句子的涵义，只不过我们不说句子的思想，而说句子的意义。由于我们已经有了关于句子意谓，即关于真的说明，因而有了关于句子的真的一些认识。而且我们知道，句子的真与句子的意义是密切联系的，因此可以设想，我们能够借助关于真的认识来说明意义。

在日常表达中，问一个句子意义的最简单的方式是：“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What does the sentence mean?）回答则是：“它的意思是如此这般的”（Its meaning is such and such），或者“它意为如此这般”（It means such and such）。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句子的意义是由“如此这般”这样的方式来体现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眼下不是特别清楚。前面说过，句子的意义与真密切联系，因而可以借助真来说明句子的意义。在语言哲学中，一种流行的做法是借助

【T语句】x是真的当且仅当p

来做出说明并进行讨论。T语句也被称为真句子模式。在这个模式中，“x”相应于上面所说的“这个句子”，“是真的当且仅当”相应于“……的意思是”或“意为”，“p”则相应于“如此这般”。

众所周知，以T语句的方式讨论意义是戴维森最先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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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相关讨论也被称为他的真之理论。T语句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通过“真”这一概念而把“意谓”（或“的意思是”或“意为”）这一内涵概念转换为外延概念。它所依据的则是塔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借助这个语义学，戴维森不对真进行定义，而是把真作为初始概念，他希望这样可以通过真这个概念来说明意义，从而达到一种关于语言的普遍说明。

借助句子图式可以看出，T语句中的“x”是句子的名字。直观上看，x可以是一个特定句子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它相应于比如“这个句子是如此这般的”中的“这个句子”，后者是一个摹状词，相当于一个名字，指一个确定的对象。x也可以是任意一个句子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它相当于“一个句子的意义是如此这般的”中的“一个句子”。这样关于x的考虑就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句子，而是具有普遍性。但是无论怎样考虑都可以看出，x是一个句子的名字。从普遍性的角度说，它所表示的句子乃是不确定的，即它指任意一个句子。

还可以看出，T语句中的p不是句子的名字，而是句子的意义。因为“如此这般”是对一个句子的意义的说明，因此是一个句子的意义或者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对一个句子的意义的解释。对句子意义的解释与句子的意义会有所区别，却依然还是句子的意义。

借助句子图式可以看出，T语句是通过把“……意思是”或“意为”转换为“是真的当且仅当”而得到的。而这一转换的实质实际上是借助意谓层面的东西来说明涵义层面的东西，即以真来解释意义。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句子图式和T语句分别看作弗雷格与戴维森关于意义的看法，做一比较。直观上看，句子图式和T语句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以真为核心概念。这一点非常清楚，不必多说。因此以下重点比较它们的不同之处。

首先，弗雷格是对句子的真之条件做出说明。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区别涵义和意谓，从而把关于真的讨论集中到意谓层面。句子的意义属于涵义层面，而句子的真假属于意谓层面。这样，他可以明确地说，在考虑句子的意谓时，一切细节都消失了。这是因为细节是属于涵义层面的东西。他也可以明确地说，对句子中专名涵义的不同理解，只要不影响意谓，就是可以容忍的。这是因为对象与真相关，因而不影响专名的意谓才会不影响句子的真。戴维森不同。他承认弗雷格探讨意义的方式，但是他认为这样不够，要另辟新径。他的做法是以真来说明意义，从而获得对句子意义的解释。这样的工作会涉及句子的真之条件，但绝不是对句子的真之条件做出说明。

其次，同样以真为核心概念，同样论述到真，他们也是不同的。弗雷格认为真乃是一个初始概念，是一个不能定义的概念，如果对真进行定义，则会陷入循环。因此他除了论述句子的真之条件外，他还借助思想的客观性来说明真的客观性。戴维森则不是这样。他借助真这一概念来说明意义。而且，在使用真这个概念作初始概念的时候，他不是认为真乃是不可定义的，而是认为真乃是不用定义的。他推崇塔尔斯基的真之语义学，认为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真这个概念的说明。基于这一说明，他可以放心地去讨论意义问题，就是说，他不是去说明真，而是用真这个概念去做事情。这里涉及许多可以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塔尔斯基与弗雷格关于真的看法是不是一致的？他的真之理论是不是通过语言分层而进一步说明真这个概念的性质和特征？戴维森的工作基于塔尔斯基理论，这是弗雷格思想的继续还是开辟了新的方向？

第三，弗雷格区分涵义与意谓，因而区分意义与真，从而对句子的真之条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分别讨论真与意义，也不妨碍他在讨论真的过程中谈到意义，在探讨意义的过程中谈到真。笼统地说，弗雷格的论述涉及到真与意义的关系。戴维森以真来解释和说明意义，则是直接把它们联系起来。因此他的论述始终涉及真与意义的关系。但是，同样涉及真与意义的关系，由于出发点不同，他们形成的理论是不同的。下面的讨论基于但不局限于T语句，目的在于更一般地说明语言哲学中真之理论的一般特征和问题。

T语句是一个句子模式，其中关于x和p的说明非常重要。既然我们知道它来自塔尔斯基的真之理论，就应该知道与它相关有一个T约定。根据T约定，x是对象语言中一个句子在元语言中的一个名字，p是该句子在元语言中的翻译表达。正因为有了T约定，人们才知道T语句中的x和p是什么，因而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公理模式，由此可以得出无穷多真句子。比如“‘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从这里简单的说明可以看出，T约定的说明其实并不简单，在涉及关于真这个概念及其说明和定义的时候，至少涉及到语言层次的区别，比如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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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语句的本意是对句子的意义做出说明。它需要有T约定作基础，但是它本身的表述又不带有T约定，因此可以给理解x和p带来空间。同样是根据T语句，真之符合论者可以说：

一个命题p是真的，当且仅当p符合一个事实。

真之同一论者则可以说：

对任一x，x是一个真命题，当且仅当x是一个事实，

或者说：

p是真的，当且仅当p是事实。

真之紧缩论者则可以说：

p这个命题是真的，当且仅当p。

由于真之符合论和真之同一论涉及事实概念，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讨论。这里我们只讨论真之紧缩论。

真之紧缩论同T语句一样，没有提及事实。这就表明，它不对事实做出承诺。它与T语句不同，后者的x是一个自由变元，具有任意性。而紧缩论的表述很明确，把真限制在命题，这样就不可能把真扩展到事实。因而这种看法与T语句一样，是反对真之符合论的。而且，它也不能把真扩展到其他东西，比如前面所说过的陈述、信念等等。换句话说，它不是提供关于真的普遍概括，不是扩大真的涵义，而是缩小真的涵义。紧缩论有各种各样的表述，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是真之去引号论：

“p”是真的当且仅当p。

这是奎因提出来的观点。它很直观：前一个p与后一个p不同，区别就在前一个p有引号，后一个p没有引号。因此真之特点是以这样的消去引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与去引号论相近的一种观点是真之极小论。这种观点也是要缩小真的涵义。不过它走得更远，甚至认为可以不要真这个概念来说明意义。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霍维奇。在他看来，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意义即使用”乃是根本原则。因此，意义不预设真这一概念。而且，极小论不用围绕着句子来进行讨论，它可以直接讨论语词，或者从语词出发来进行讨论。比如“狗的意思是DOG”，或者“dog的意思是DOG”。这里直接讨论意义，大写字母所表达的则是语词的意义。无论英文的“dog”还是中文的“狗”，意义乃是同一的。
[10]



以真来说明意义，或者围绕着T语句来探讨意义，存在明显的问题。其中的x和p所表达的是什么，人们的意见是不同的，因此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的“真”究竟是不是定义了的，是不是恰当的，乃至是不是必要的，人们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形成各种各样的理论。关于这些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理论，这里我暂时不准备讨论。我想指出的是，这些讨论主要是由戴维森的观点引发的，它们是从T语句产生的。而从句子图式出发，其实可以涵盖这些讨论，但是不必产生这样的问题。

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意义和真都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区别在于它们是句子表达的两个不同层面。由于有了关于真的明确说明，因此可以利用这一说明来解释意义。从前面的说明可以看出，根据各种意义理论，对T语句中的“x”和“p”以及“是真的”的解释要涉及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区别，而且要依赖于塔尔斯基的语义理论，即依赖于他对真的有关说明。这样，自然就有一些问题，比如塔尔斯基的论述是不是关于真这个概念本身的定义，他的真之说明有没有什么问题，以真这个概念能不能说明意义，等等。而根据句子图式则没有这样的问题。不仅如此，借助句子图式还有助于探讨T语句及其相关问题。

在我看来，句子图式是清楚的。它区别了意义与真这样两个层次，因而我们既可以分别探讨它们，也可以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讨论。既可以像弗雷格那样偏重于句子的真之条件的讨论，也可以像戴维森那样侧重于通过真来探讨意义。就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这种意义上说，我倒是觉得弗雷格的说明更好一些。它不仅说明了句子所表达的东西是什么，而且区别了不同的层次，并且通过对这两个层次的探讨，使我们得到了关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深刻认识。这样说，并不是说戴维森的真之理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意义理论就不重要。我想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理论已经不仅仅是关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理论了，而是关于真这个概念本身以及与它相关的东西。比如，既然牵涉到真之定义，那么讨论什么是真就是非常自然的。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进行专门的论述。


4. 真与事实

事实，是自然语言中的一个基本表达，也是非常普通的表达。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在科学研究中，它都是一个常用的概念。“这是事实”，“那不是事实”，“事实是这样的”等等，乃是人们常说的话，而且是人们陈述认识、进行论证时作为确信或作为根据和依据常常要做出的断定和表达。人们寻找事实，发现事实，确立事实，相信事实，依据事实。简言之，人们喜欢事实，愿意标榜自己尊重事实，从事实出发。科学家是如此，普通人也是这样。

真，同样是自然语言中的一个基本表达，也是非常普通的表达。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在科学研究中，它都是一个常用的概念。“这是真的”，“那不是真的”等等，乃是人们常说的话，而且是人们陈述认识、进行论证时作为判断或作为根据和依据常常要做出的断定和表达。特别是在科学研究中，求真乃是一个非常主要和重要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求真几乎成为科学的标志。

因此，事实与真这两个表达具有某种相似的特征：在陈述认识和进行论证的过程中，它们都可以表达根据和依据。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两个概念似乎可以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毫不奇怪，在哲学讨论中，真之符合论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而且至今依然有众多支持者。因为它与人们的直观是比较接近的。不过，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和有人支持是一回事，有没有问题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当真问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大概问题就来了。

真之符合论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命题是真的，当且仅当这个命题与事实相符合；或者如通常所说，一个命题的真就在于它与事实相符合。真之符合论的主要特点是把真表述为命题和事实之间的一种关系。正是这样一种关系，引起许多问题，也招致人们的批评。人们质疑，比如，什么叫符合？符合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此外，无论如何表述，真之符合论显然含有三个要素：真、命题和事实。这样，它实际上预设了命题和事实这样两个实体。这也成为人们批评和不赞同真之符合论的主要原因。人们质疑，比如，什么是命题？什么是事实？如果这两个东西不清楚，那么它们之间的符合关系显然也是不清楚的。抛开关于真之符合论的这些质疑，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真之符合论表达了真与事实相关的一种看法。

什么是事实？自从维特根斯坦提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以来，这个问题也变得受人关注。关于事实，人们有不同看法。比如，维特根斯坦认为，事实指情况所是的那样，事实指对象组合的存在。
[11]

 罗素则认为事实是指事物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或者事物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事实不是指具体的或简单的事物，而是指复杂的事物，指事物自身的情况或与事物相关的情况。
[12]

 这里，我不想就事实论事实，而只想围绕着语言，特别是从句子出发，围绕着真来探讨事实。首先我们看有关真与事实的几种主要看法。

其一，事实是真句子。这从维特根斯坦的一些论述可以看出来。比如他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
[13]

 ，“给出所有真基础句，就完全描述了世界。通过给出所有基础句，再指出其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世界就被完全描述了”
[14]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地说事实是真句子，但是由于区别出真基础句和假基础句，并且明确地说通过真基础句来描述世界，而世界又是由事实构成的，是事实的总和，因此这里与事实相对应的是真基础句，或者说，与真基础句相对应的是事实。基础句无疑是句子。因此，从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或者可以推论出，事实是真句子，或者，至少事实与真句子相联系。

其二，事实是真命题。在英文翻译中，英译者把维特根斯坦使用的“句子”（Satz）一词翻译为“命题”（proposition）。以上引文则被相应翻译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给出所有真基础命题，就完全描述了世界。通过给出所有基础命题，再指出其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世界就被完全描述了”。
[15]

 同样，在中译文中，“句子”（Satz）一词也被翻译为“命题”。
[16]

 这样，由于与前面同样的原因，因此可以推论出，事实是真命题，或者，至少事实与真命题相联系。能够进行这样的翻译，也许本身就说明拥有或赞同这样的认识。实际上，英译文反映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不少人认为，命题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反映的是外界的情况。同一个命题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也可以在同一种语言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愿意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命题’一词的哲学家实际上一致认为事实是真命题。”
[17]



其三，事实是真陈述。这是达米特谈到的观点。他认为，关于事实，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这就是我们能够陈述它们。每当我们做出一个真陈述，我们就陈述某个事实。因此事实相应于真陈述：当我们知道一般哪些陈述是真的，我们就将知道一般有什么事实。达米特还谈到，命题是难以捉摸的哲学实体。相比之下，陈述这个概念要好一些。因为二者有一个根本区别。表达一个命题时可以不承认它是真的或者根本不承认任何东西，但是做出一个陈述就是承认和断定某种东西，达米特指出，还没有哲学家建议把事实等同于真陈述，这主要是因为关于陈述是一种什么东西人们没有一致的看法，也没有什么达到任何这样一致意见的迫切要求。
[18]



其四，事实是真思想。从维特根斯坦的一些论述似乎可以得出这一观点。比如他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图像是一个事实”
[19]

 ，而“真思想的总和是世界的一个图像”
[20]

 。在这样的论述中，真思想与事实似乎是相应的，看上去差不多是一回事。但是，他的论述不是那样明确，论证也不是很充分。相比之下，弗雷格的论述似乎要更明确一些。比如，他曾明确地说：“一个事实是一个真的思想。”
[21]

 但是他很少谈论事实的问题，更没怎么论证过有关事实的问题。他讨论最多的还是思想的客观性，思想的可把握性，以及区别是真的情况和把某物看作真的情况。因此直观上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说事实是真思想，却很少或根本就不讨论事实，而主要去讨论真，讨论思想？仔细阅读弗雷格的著作，可以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早期的《概念文字》中，弗雷格说：

这样一种语言对整个判断将会只有一个唯一的谓词，即“是一个事实”。……[image: 142]
 这个符号是概念文字中所有判断的共同谓词。
[22]



……（量词符号）意谓下面这样一个判断：无论将什么看做其自变元，那个函数都是一个事实。
[23]



非常明显，[image: 142]
 和量词符号是弗雷格概念文字中非常重要的符号，它们都是用“事实”定义的。“[image: 142]
 ”是弗雷格引入的第一个符号，这个符号由一条横线和一条竖杠组成，弗雷格对它们还有如下说明：

如果省略这条水平线左端的小竖杠，那将使这个判断变为一个纯表象组合。对于这样的表象组合，写下这个符号的人并未表达出是否判定它是真的。
[24]



这里明确的意思是：没有竖杠，只有横线，则没有表达出对真的判定。隐含的意思是：写下竖杠，则表达出对真的判定。因此同样明显，这里弗雷格通过“真”来说明[image: 142]
 这个符号所表达的东西。由此可见，对于[image: 142]
 这个符号，既可以用“事实”定义，也可以用“真”来说明。弗雷格在说明中用了“真”这个概念，而在定义中用了“事实”这个概念。这就表明，“真”与“事实”有相通之处。
[25]



在我看来，以上几种看法各有道理，但是也不是没有问题。它们的问题主要是在“事实”“思想”“陈述”“命题”等概念的解释。正是由于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加上“真”并以此来说明事实的时候，才会有一些问题。我认为，可以结合句子图式来说明什么是事实，同时也可以解决这里的这些问题。

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真乃是意谓层面上的东西，而思想是涵义层面上的东西。它们都是句子所表示的东西。前面我们说过，句子图式中的“思想”一词是采用弗雷格的说法。假如把它换为“命题”或“陈述”，句子图式其实也不会改变，只不过是在涵义的层面上，不再使用“思想”一词，而是采用“命题”或“陈述”。这一层次与句法层次的区别，即与句子的区别依然是清楚的，与意谓层次的区别，即与真值，因而与真这一层次的区别也是清楚的。换句话说，无论认为句子的涵义是思想，还是认为句子的涵义是命题或陈述，都可以通过以上句子图式的方式显示出来。所以，虽然就思想、命题和陈述这几个概念还是可以讨论的，比如它们的意思是不是相同，有什么差异，为什么主张此一个而放弃彼一个，但是从句子图式出发却可以不进行这样的探讨。因为我们通过句子图式所刻画的主要是句子的句法和语义，并且在语义方面区分出涵义和意谓的层面。由于真属于其中一个层面，而思想、命题和陈述显然与真不是相同的东西，因此属于另一个层面。借助句子图式，人们可能会考虑在涵义的层面上使用它们哪一个，但是绝不会把它们放在意谓的层面。这样，它们就得到与真的明确区别。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只说思想，不说命题和陈述。如果愿意，所说的思想也可以理解为命题或陈述。

在句子图式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句子，看到思想，看到真，但是看不到事实。若是把事实放进来，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首先，它显然不能放在语言的层面，因为这一层面只有句子，没有真。其次，它也不能放在涵义的层面，因为这一层面没有真。最后，它同样不能放在意谓的层面，因为这一层面没有思想，也没有句子。但是，由于句子图式展示了这样三个层面，因此从它我们可以看出，事实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如果事实是真句子，它一定是结合了语言和意谓两个层面的东西，因为句子是语言层面的东西，而真乃是意谓层面的东西。第二，如果事实是真思想，它显然是结合了涵义和意谓两个层面的东西，因为思想是涵义层面的东西，而真乃是意谓层面的东西。第三，无论事实是真句子还是真思想，它都不是简单地把语言和意谓或者涵义和意谓两个层面结合起来，而只是或者把语言层面的东西和意谓层面的一部分东西结合起来，或者把涵义层面的东西和意谓层面的一部分东西结合起来。这是因为，意谓层面的东西是真值，真值包括真和假，而真思想只涉及真，与假无关。由于这几个特征，谈论事实就复杂了许多。但是，看到这几个特征，关于事实的复杂性也就可以获得许多认识。

首先，事实是通过句子表达出来的。这就说明，在语言表达中，与事实相关的东西是句子。其次，表达事实的句子一定是真的。这就表明，并不是所有句子都表达事实，而是一部分句子表达事实，因为假句子不表达事实。再次，表达事实的句子一定有涵义，这就是思想。表达事实的句子是真的，因此句子所表达的思想也是真的。这里，有人可能会争论，究竟是因为表达思想的句子是真的，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才是真的，还是反过来，由于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是真的，表达思想的句子才是真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固然可以讨论，但是不讨论也没有关系。只要看到这几层关系，实际上就可以认识到，在日常表达中，事实是通过句子表达的。而且在表达事实的时候，事实这个术语其实是可以不出现的。就是说，不必说“这是事实”或“……这个事实”，因为事实可以通过真句子和真思想来表达。但是，一旦我们说出事实这一术语，并且以它来强调什么的时候，本身就已经包含着“真”这一概念，因而包含着关于真的表达和断定。

举一个例子也许可以很好地说明这里的问题。维特根斯坦提出他的著名论断：世界是事实的总和。我们看到，他在论述这一观点的过程中，确实谈论了事实，比如事态、事况，事实所牵涉到的对象，以及不同种类的事实的区别等等。但是，他同时花费极大的精力和很多篇幅来探讨真，包括探讨句子的真之条件，基础句的真与一般句子的真，他常常要谈真句子、真思想等等。这是因为，事实是由句子表达的，而句子有思想和真两个层面的东西，而这两个层面的东西又是不同的。因此就需要把它们说说清楚。无论维特根斯坦说的是不是完全清楚，比如他有时候似乎认为事实是真句子，有时候似乎又认为事实是真思想，他至少这样努力去说了。这就说明，当人们以事实去解释世界的时候，实际上涉及非常复杂的问题，至少要牵涉到句子、思想与真这样一些问题。而在句子、思想和真这三种要素中，最重要的乃是真。因为，真句子也好，真思想也罢，都包含着真，因而也都离不开真。

顺便说一下，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讨论。这里仅仅指出，事实是关于世界的说明，它可以与句子相关，也可以与思想相关。句子图式显示了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其中看不到事实。因此也可以说，事实是语言之外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里的思想与事实不会相关，只是这样的相关需要解释，比如像维特根斯坦所说，“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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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真之实质

赞同真之符合论的人喜欢事实这个概念，他们试图用事实来解释真。反对真之符合论的人则质疑事实这个概念，他们试图用真来取代事实。在我看来，且不论这两种观点的优劣，也不管它们谁更有道理，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一方面，事实本身隐含着真；另一方面，通过真这一概念的使用，可以省略事实这一概念。因此，就真与事实的关系而言，真乃是更为基本的概念。或者说，讨论事实，离不开关于真的讨论。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事实是通过句子表达的，而句子与真又是密切相关的。这就说明，在涉及事实的时候，若是考虑真，则一定是与句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归根结底，真与句子的联系才是最核心的。这样的联系可以称之为句子的真之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对句子的真之条件有明确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句子在什么情况是真的，在什么情况下不是真的。这样，假如人们愿意讨论事实，则基于这样的认识来进一步探讨事实。如果人们不愿意探讨事实，比如认为事实是一个难以确定的实体而抛弃它，也没有关系。所以在我看来，关于句子真之条件的讨论乃是最根本的。


1. 真之条件

讨论句子的真之条件可以有多种方式。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从句子图式出发来讨论，另一种是从T语句出发来讨论。这两种方式是有区别的。前面我们在论述过程中分别给出了这两种方式，也是分别按照这两种方式来论述的。我们还说到了它们的一些区别，比如，弗雷格的方式是以真作初始概念，认为它是不可定义的，而戴维森的方式也是以真作初始概念，但是认为不用对它定义。但是我们没有深入地探讨这两种方式的区别。现在我们已经论述了句子的句法和语义，对句子的整体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因此可以来看一看这两种真之条件的区别。

前面围绕着T语句，我们主要谈到如下三种理论：

［真之符合论］：

一个命题p是真的，当且仅当p符合一个事实。

［真之紧缩论］：

p这个命题是真的，当且仅当p。

［真之去引号论］：

“p”是真的当且仅当p。

因此，这里还是围绕着这三种理论来探讨真之条件。

从字面上看，这三种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真之符合论的表述中出现“事实”一词，而其他两种理论的表述中没有出现“事实”一词。这样，无论是以事实来解释真，还是以真来解释事实，真之符合论都牵涉到事实。这三种理论有两点相同之处。一点是它们都含有一个等值词“当且仅当”，因此都是以等值式的方式表述的。另一点是等值词前面都有“是真的”，而等值词后面没有“是真的”这一表述。由此可以得到对“真”的不同理解。这些情况都是直观的，理解起来不会有任何困难。下面我们就围绕它们来进行讨论。

人们愿意以事实来解释真，大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事实和符合这两个概念直观上没有什么问题，也是日常表达中经常使用的；二是，如同事物是客观外界中的东西，是独立于人们的认识而存在的一样，不少人也认为，事实也是客观外界中的实体，也是独立于人们的认识而存在的。因此事实是客观的东西，事实具有客观性。人们对于事实的认识，表达出来就是真句子或真命题。因此句子或命题是不是真的，就在于它们是不是与事实相符合。这种理解是比较直观的，看上去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却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事实是一种什么样的实体或东西，乃是不清楚的；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符合，也是不大清楚的。换句话说，真之符合论在直观上是清楚的，但是细究起来却是不太清楚的。后一个问题弗雷格已有说明：真并不表示一种关系，因此若用符合来说明它，就相当于把它说成是一种关系，这样的说明会导致无穷倒退。
[1]

 这里我们只看前一个问题。

围绕着T语句可以看出，真之符合论并不是简单地说真与事实相符，而是表示为一个命题与一个事实相符。这就表明，这里的事实并不是笼统的，而是个体化的。因此我们需要说明一个一个的事实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是一个一个的事实。正如戴维森指出，这里的麻烦在于，“谁也不知道如何以似乎是有道理的方式来使事实个体化”
[2]

 。在戴维森看来，由于说明什么是事实有麻烦，因此我们可以不用说一个句子因为某一个事实而是真的，而可以说，一个句子因为事物所是的方式而是真的。以“泰阿泰德坐着”这个句子为例。如果这个句子是真的，那么按照真之符合论则一定有一个事实，比如“泰阿泰德坐着这个事实”。这个句子与这个事实相符，或者这个事实使这个句子为真。但是戴维森认为，说“泰阿泰德坐着这个事实”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这告诉我们的不过是，‘泰阿泰德坐着’这个句子是真的当且仅当泰阿泰德坐着，而且，这当然是对的，而它的正确性并不牵涉到一个叫事实的实体。‘泰阿泰德坐着乃是一个事实’只是一种有些啰唆的方式说泰阿泰德坐着。如果我们试图使事实的实质更加精确，那么自然是首先感到真句子旨在‘关于’的正是事实”
[3]

 。在戴维森看来，泰阿泰德坐着实际上乃是事物所是的方式，根据这一点，“泰阿泰德坐着”才是真的。这样，依据他的真之理论来解释就不会牵涉到事实这样的实体。

奎因是真之去引号论的主张者，他也是反对真之符合论的。他认为：“我们不说‘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是一个事实，而可以把‘是一个事实’作为空洞无意义的东西简单地去掉，这样与事实本身联系起来：‘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
[4]

 这里，奎因显然是认为，由于等值号后面的“雪是白的”相应于一个事实，因此在它后面就没有必要再加上“是一个事实”。

从戴维森和奎因的论述可以看出，在说明真的过程中，不必借助“事实”这一概念。但是，这并不意谓着他们完全抛弃事实。与真之符合论相比，他们的T语句和去引号论的表述是有好处的。若是事实出现在等值式中，就必须对事实做出说明和解释。由于事实这一概念有问题，因此关于事实的说明就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这里的问题。反过来，由于在等值式中不出现事实这一概念，因而可以不用事实去解释等值式后面的p。比如戴维森会用“事物所是的方式”来解释。但是，事实这一概念在等值式中没有出现，并不意味着不可以用事实这一概念来解释等值式后面的p。比如奎因的解释。由此也可以看出，真句子与事实相关，或者，事实与真句子相关。所以戴维森虽然不主张以事实来解释真，但是他仍然认为，“说真句子或信念符合‘事实’乃是有意义的；就像说真句子因为‘事物所是的方式’而是真的一样，这不过是意谓它们是真的，也许带有一种暗示：真乃是一种客观性质”
[5]

 。

人们一般把真之条件的句法模式称为等值式，因为其中有一个类似等值号的表达：“当且仅当”。一些人也把它看作是一个逻辑等值号。不过，如同塔尔斯基指出的那样，这并不是一个逻辑符号。如果真要是把它看作一个逻辑等值号，这个表达是有问题的。这里我们只谈论其中一个问题。在语言哲学中，人们常常谈论语义上溯和语义下降。这是通过语言来探讨世界的一个典型反映。而围绕着真这个概念和T语句，恰恰可以谈论这个问题。以真之去引号论为例。由于T语句是一个等值式，其中的等值词若是看作逻辑联结词，则可以有以下两种情况：

语义下降：如果“p”是真的，那么p。

语义上溯：如果p，那么“p”是真的。

这里，带引号的“‘p’”是语言层面的，而不带引号的“p”不是语言层面的，如果愿意，它可以被理解为事实、事态、事况，或者实在、外界的情况，甚至理解为真之制造者。所谓语义下降，指的是通过语义分析，即通过真这个概念的使用，从语言达到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所谓语义上溯，则是指借助语义分析，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达到语言。这在直观上是很清楚的。换一种方式，比如以真之紧缩论的方式来表达，也是如此：

语义下降：如果p这个命题是真的，那么p。

语义上溯：如果p，那么p这个命题是真的。

显然，“p这个命题”是语言层面的，而“p”不是。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若是把等值式中的“当且仅当”看作逻辑联结词，则可以得到语义下降和语义上溯两种情况。但是，这里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语义上溯方面。

举一个例子：“如果法国国王是秃子，那么‘法国国王是秃子’是真的。”这个例子不是罗素举的，却是利用了罗素举的例子。罗素的例子说明，没有法国国王，因此，“法国国王”指称的对象不存在，所以“法国国王是秃子”不是真的。由此可以看出，在我们举的这个例子中，前件是假的。推而广之，假如p中的东西不存在，p这个句子就没有真值，因而没有真假，当然也就不会是真的。换句话说。p可以是与“p”相对应的，但是这种对应仅仅是句子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之间的对应，不涉及真假。语义上溯说的是，如果p，那么“p”是真的。它的特点在于增加了“真”，这样就有一个是不是合适的问题。

但是，对于语义下降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在“‘p’是真的当且仅当p”中，等值号前面已经断定了“p”是真的，因此等值号后面与它相应的p就已经含有了等值号前面所断定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说“如果‘法国国王是秃子’是真的，那么法国国王是秃子”也没有关系。由于没有法国国王，因此“法国国王是秃子”这句话是假的。但是由于这里使用的是条件式“如果……那么……”，因此这个语义下降的过程不会有什么不合适的。

通过探讨语义上溯和语义下降，可以看出真这个概念的一个特点。有人把这种特点看作是真之去引号的实质。首先，真是一个句子的一种性质，由此人们可以演绎出这个句子所陈述的事实。其次，真乃是唯一这样一种性质。也就是说，真可以使人们演绎出一个句子所陈述的事实，并且只有真具有这样的性质。就好像，透过真这种性质，人们能够理解一个句子，从而洞察它所陈述的事实。因此，知道了真应用于一个句子，最终所知道的就不仅仅是关于句子的事实，而是关于世界的事实。正是真具有这样的性质，它使我们从句子出发，来到句子之外，并进入超出句子的世界。所以我们能够从把“真的”应用于句子而推出世界的事实。
[6]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换句话说，真这一概念可以把我们的语言与世界联系起来，因而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来达到关于世界的认识。但是，这种观点有一点是不太清楚的，为什么消除了真，就从句子到了世界呢？或者，为什么从“是真的”能够推出关于世界的事实呢？

在我看来，“是真的”确实表达了真这个概念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具有断定性。确切地说，“是真的”这个表达具有断定性。正是由于这一点，当人们说出“是真的”时，实际上是对某种东西做出了断定。由此也就说明，说出“是真的”与不说出“是真的”，是有很大区别的。等值式的目的是通过真来说明意义，由此刻画了一种句子的真之条件。与此同时，等值式预设了一个前提，意义是关于世界的。这样，如果通过真能够说明句子的意义，也就可以得到关于世界的说明。否则，单纯从等值式本身是得不出关于世界的说明的。比如T语句，看不出p是事实还是事态或其他什么东西，因此看不出它是指关于世界。去引号论也是同样。人们把p看作与事实相应，乃是关于p的一种解释。当然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做出其他形式的解释或者只能做出这样的解释。比如不少人认为塔尔斯基是真之符合论者，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说的。但是戴维森在论述塔尔斯基的理论时认为，面对哲学家，塔尔斯基为自己的理论做辩护时“确实建议说，他的真之定义体现了真句子符合事实的思想。但是这是引人误解的，因为在他关于真的著作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句子要符合的。他很可能想到的是，他的方法确实建立起句子的有意义部分与世界中的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且他的方法表明这些关系如何适合于说明句子的真之条件”
[7]

 。这就说明，在戴维森看来，塔尔斯基的理论本身不是真之符合论的，但是他对哲学家的解释起了误导作用。塔尔斯基的理论之所以不是符合论，就在于等值式中的p与事实和世界中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关系。而所谓它被误解为符合论，则是因为把等值式中的p解释为事实或世界中的东西。
[8]



因此，究竟是不是与事实和世界相关，关键在于对“是真的”如何解释。而且，就等值式本身而言，究竟是不是与事实和世界相关，还在于有关意义的理解和解释。因此等值式的要害是通过真来说明意义。不要忘记，它实际上是通过以“是真的当且仅当”取代了“意为”或“的意思是”而得来的。确实，等值式是以一种说出“是真的”的方式来表述的。但是，正由于有了“是真的”这一表述，因此使被说明的东西多了一点东西。而所多的正是对所说明的东西的断定。正是由于多了这一点东西，因此所说明的东西就不仅仅是它自身，而是除了它自身之外还要再加上这多出来的一点东西，这就是“是真的”。这一点其实是“x意为p”或“x的意思是p”本来所没有的。x是一个句子的名字。而一个句子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但是，等值式消除了假的情况。

当然，这里也与“是真的”这一表达式所说明的东西相关。它究竟是句子，还是句子的意义。“是真的”无疑是要说明句子的意义，但是等值式中的x究竟是表示句子，还是表示句子的意义？我们一直认为它表示的是句子，因为它是句子的名字。当然，句子总是有意义的，但是句子与句子的意义无疑还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区别使用句子和思想，以及诸如命题、陈述、信念等等术语。

联系前面给出的句子图式，其实可以看出，句子的真之条件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一个句子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知道了这样的条件，就会认识到，满足这样条件的句子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除此之外，人们其实并不知道一个句子究竟是不是真的。换句话说，一个句子是真的与一个句子被看作真的乃是有区别的。用通俗的话说，一个句子是真的，指的是句子的真乃是客观的，而一个句子被看作真的，指的是对于句子的真的认识乃是主观的。因此，一个句子可能有些人认为是真的，另一些人认为不是真的。在这种意义上，等值式刻画的也是一种真之条件，是句子的客观的真，而不是主观的真。但是，正由于它是以“是真的”来表现的，因此它实际上表达出一种关于真的断定。至少，它隐含着关于真的断定。这样，其中的p就不是任意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把它看作是句子的思想，它就不是任意的思想，而是真思想。如果把它看作事物状态或世界中的一种情况，它就不是任意的事物状态或一种任意的情况，而是一种与真相应的事物状态或情况。如果把它看作是事实当然也是可以的，因为事实本身已经不是任意的东西。如前所述，事实是真句子或真思想表述的东西，因为事实隐含着真。


2. 真这个词

等值号把等值式一分为二，左边有“是真的”这一表达，右边没有这个表达。由此造成等值号两边的显著区别。等值号左边，“是真的”这一表达式实际上是一个谓词结构。因此，“是真的”乃是以谓词的形式出现的。但是这个谓词是独特的，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谓词完全不同。为了更好地说明“真”或“是真的”的性质，我们可以构造句子图式如下：

［句子图式5］

（语言）句子：是真的　　　　// 子句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真　　　　　　// 思想

有了前面的句子图式及其说明，这个图式除了子句的意谓是思想这一点之外，基本上不会有理解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图式中是双斜杠“//”。前面说过，单斜杠“/”表示其左右两边构成一个句子。这里的双斜杠也是同样，表示其左右两边构成一个句子。区别只是这里有层次的不同：至少它的一个构成部分是一个句子。为了与整个句子相区别，构成部分的句子简称为“子句”。涵义层面与前面的句子图式相同，不必说什么。需要说的只是意谓层面。

字面上看，“是真的”的意谓是真，因为它的意思非常明确，而且是唯一的。假如把“是真的”看作谓词，意谓层面的真乃是一个概念。如前所述，概念是函数，它带有一个空位。双斜杠后面的东西就是处于它之下的东西。现在可以看到，处于它之下的是思想。这一点直观上不会有理解的问题，即它断定一个思想为真。但是就句子图式的解释却会有问题。因为如前所述，句子的意谓是真值，子句也是句子，因此它的意谓也应该是真值，而不应该是思想。思想是涵义层面的东西，怎么能够出现在意谓层面呢？因此我们说，子句的意谓是思想这一句是会引起一些理解问题的。

这一问题与“是真的”这个谓词相关，因而也显示出这个表达式的独特之处。假如把子句的意谓依然看作真值，即真和假，那么结果就会是真和假处于真之下，而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理解的。这里的层次表明，子句的意谓与句子通常的意谓不同。与句子图式1和2相比，句子的意谓是真值，其构成部分都不是句子，因而其谓词或量词的意谓是函数，其空位要有对象或相应于对象的东西来填充。也就是说，句子的意谓有真，而句子部分的意谓没有真。而在句子图式5，出现了两个区别。一个区别是，尽管可以认为句子和句子的意谓都是真值，但是它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因为子句是整个句子的构成部分。这样，子句的意谓比整个句子的意谓低一个层次。所以，同样有意谓，它们的意谓却是不同的。我认为，这里可以借助弗雷格的方式来表达，即子句的意谓不是通常的意谓，而是间接意谓，即它的思想。
[9]

 这样就可以看出，句子图式5所展示的情况是：一个思想处于真之下。这在直观上也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恰恰是人们在表达“是真的”时是意思。

另一个区别是，句子部分的意谓出现了“真”。它与整个句子的真值中的“真”明显处于两个层次。这一区别是重要的。它使我们看到，当说出“是真的”这一表达时，会使语境发生变化，比如它使一个句子的通常意谓变成间接的意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种层次的区别和语境的变化，有时候会产生悖论。这一点从句子图式看是十分明显的。“是真的”是对一个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做出断定，而且已经断定了真。但是“是真的”和它所断定的子句又构成一个句子，而这个句子本身还有真值，即真和假。当“是真的”与“假”相遇时，自然会产生悖论。
[10]



前面在论述谓词的时候曾经说过，谓词是一个句子中消去专名所剩下的部分。在说明等值式的时候也曾提到，其中的x表示一个句子，可以是一个句子的名字。这一点从真之去引号论看得最清楚，带引号的“‘p’”无疑表示一个句子，可以看作一个句子的名字。在这种意义上说，似乎可以把“是真的”也看作是一个句子中消去专名所剩下的部分。这样，可以有如下句子图式：

［句子图式5*
 ］

（语言）句子：是真的　　　　/（/）（子句的）专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真　　　　　　/（/）（子句的）思想

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专名与通常所说的专名不太一样。它指的不是个体事物和对象，而是一个句子，因为它是一个句子的名字。因此它的意谓不是对象，而是一个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由于这个句子只是子句，因而涉及句子层次的区别，这样又回到上一段的说明。所以，无论怎样理解，“是真的”都是与句子相关的表达。

经过句子图式，我们获得了关于“是真的”这个表达式的一些认识。现在基于这些认识，我们可以来讨论与它相关的一些看法。

有人认为，人们通常所说的谓词是规范性的，而真这个谓词不是规范性的。所谓谓词的规范性指谓词乃是描述性的，比如“红的”“硬的”这样的谓词描述事物的性质，“人”“动物”这样的谓词描述事物的类等等。这样的谓词是描述实在的，因而是事实性的。但是，“真这个谓词不具有一个规范谓词的标准语义。而且它的作用不是为了描述句子；它的作用只是逻辑的或表达的”
[11]

 。也有人认为，真根本就不是一个谓词，它是一种首语重复的“代句子”的一部分，它起的作用有些像助范畴词。根据这种看法，如同一些代词可以代替名词一样，代句子可以代替句子。例如，“雪是白的乃是真的”所表达的是：“雪是白的，这是真的”。因此，“这是真的”起代句子的作用。“所有表达式，如果其中代句子出现在‘真的’之外，它们表面上就有一种引人误解的语法。在深层结构中，‘真的’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真正的谓词。相反，‘真的’总是一个代句子的片断。”
[12]



对照句子图式1—4与5，可以看出真这个谓词与一般谓词的区别。一般谓词是句子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一起构成一个句子。一般谓词本身不能构成句子，与它组合而成句子的另一部分本身，比如专名、量词、数词等等，也不能构成句子。真这个谓词不同，虽然它本身不能构成一个句子，但是与它一起构成句子的部分本身却是一个句子（子句），或者相当于一个句子（句子图式5*
 ）。句子图式5显示出子句与真这个谓词的不同层次，由此我们实际上可以认识到，一般谓词可以在子句之内，而真这个谓词只能在子句之外，因此这是两类不同的谓词，假如把真也看作是一类谓词的话。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描述性和断定性不过是对上述两种不同层次谓词的说明而已。在我看来，认识不到这种层次上的区别，仅有这种说法的区别乃是远远不够的。而一旦认识到这种层次上的区别，换其他说法也是可以的。

真这个谓词确实与通常所说的谓词不同。通常所说的谓词是关于事物的描述，是与实在相关的。无论是从T语句，还是从句子图式都可以看出，真乃是与句子相关的。因此，如果认为它是一种性质，它也是与句子相关的性质，而不是与事物相关的性质。当然，人们可以认为，句子是以专名和谓词构成的，而专名指称的是对象，谓词指称的是概念，对象是外界的事物，概念则是事物具有的性质，或事物的集合，或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句子归根结底还是与事物相关的，因而是与实在相关的。真这个谓词既然是关于句子的说明，所以最终它还是与事物相关的，因而是与实在相关的。不能说这样的看法没有道理，但是这里所说的“最终”还是说明了一些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层次的问题。它至少说明，真这个谓词不是与事物相关的，因而不是与实在直接相关的。它是一种关于实在的断定，即关于事物所是的情况的断定。所以，真这个谓词与通常所说的谓词是不同的。

在日常表达中，“真”也常常作形容词使用，修饰名词，比如人们常说的“真金不怕火炼”，这里的“真”就是一个形容词，修饰后面的“金”。类似的表达很多，比如“一幅真画”“真（正的）朋友”等等。通常形容词都是描述性的，说明其后所形容的东西的性质。比如“黄金”的“黄”修饰“金”，表明金子具有“黄（色的）”这种性质。但是“真”这个形容词却不是这样。确切地说，它并不是它后面所修饰的这个词所表示的东西的性质。比如，“真金”说的并不是金子具有真的这种性质。“真画”说的也不是画具有真的这种性质。实际上，真一词的意思是：它所修饰的词所表达的东西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就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比如，金子是一种元素，其原子序数是79。称一个东西为真金则是说，它是这样一种元素。画一般是由人所画，并且由作画者署名。称一幅画为真画则是说，它是由其署名作者所画。由此可以看出，一般形容词是描述性的，而真这个形容词不是描述性的，而是断定性的。

在日常表达中，“真”有时候也作副词，修饰形容词，比如“她是真漂亮”，“这件事真棘手”。这里的“真”是副词，修饰“漂亮”和“棘手”等形容词。一般来说，形容词是描述性的，副词也可以是描述性的，是对形容词的说明。比如“她惊人地漂亮”。这里“惊人地”就是副词，修饰“漂亮”，也有描述作用。这种描述性可以是程度上的，可以是状态上的，也可以是结果。但是，“真”不是这样的副词。确切地说，它并不是描述它所修饰的这个词所表示的性质的程度、状态或结果。比如，“真漂亮”说的并不是漂亮有真这样的程度、状态或结果。前面说过，“真”一词的意思是：它所修饰的词所表达的东西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就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因此这里也是同样。“真”一词的意思是：它所修饰的词所表示的性质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由此可以看出，一般的副词是描述性的，真这个词却不是描述性的，而是断定性的。

这里，利用前面关于谓词的句法和语义的论述，可以更好地认识到，真这个词不是描述性的，而是断定性的。一个形容词可以看作是一个谓词，它所表达的是一个概念，而一个概念是一个函数，需要由对象来补充。比如“黄金”是一个谓词，它的意思是：X是黄金。这里无疑可以看出“黄金”的谓词特征。但是，如果把“黄”看作形容词，则把“金”看作名词，这样就有两个谓词，一个是“黄”，一个是“金”。它的意思是：X是金子，并且X是黄的。这里不仅可以看出“黄”和“金”的谓词特征，而且可以看出，“黄”也带有一个空位，而且这个空位与“金”所带有的空位是一样的，就是说，所填充的东西是一样的，都是个体。反过来也就说明，“黄”和“金”这两个词所表达的东西都是关于对象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真”看作与“黄”一样的形容词，则会得到同样的句法和语义：X是金子，并且这个东西是真的。句法可以理解，但是语义却无法理解：X是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若是按照对真一词的字面理解，“真金”的意思应该是：金子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则这里的句法和语义应该是：如果X是金子，那么X就是金子；或者：X是金子，这是真的。也就是说，在句法上，要么“真”一词不出现在对“金子”的表述中，要么它出现在一个比金子更高的层次上。而在语义上，“真”一词所表述的是关于“金子”所表述的东西的断定。所以，句子图式5中的双斜杠是至关重要的，它显示了这里的区别。

真作副词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在前面的句法说明中，我们只给出名字与谓词。所谓谓词，包括形容词和名词，但是没有包含副词。这从语义说明可以看出来。谓词的意谓是概念，而概念可以是事物的性质，可以是事物的类，也可以是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些东西显然都不是副词表达的。但是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句法变化来考虑副词的性质。从语法的角度说，副词是修饰形容词的。因此可以把一个副词和它所修饰的形容词看作是表述与被表述的关系，并且转换为这样的关系。比如“她惊人地漂亮”可以转换为“她的漂亮是惊人的”，或者“她是漂亮的，并且这一点是惊人的”。经过这样的转换，副词变成形容词，亦即成为谓词，而形容词及其描述成为名词表达式，亦即成为名词。这里的“她的漂亮”或“这一点”无疑都具有名字的特征，专指某一个特定的情况，而“惊人的”则成为谓词，依然是描述性的。经过这样的转换，句子的意思不会改变，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句子所表达的是什么，因而可以更好地理解句子。
[13]

 但是，这样的转换对一般的副词没有什么问题，换作“真”这个副词却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比如依照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把“她真漂亮”转换为“她的漂亮是真的”或者“它是漂亮的，这是真的”。可以看到，经过转换，副词依然变为形容词，形容词及其描述也变为名词表达式，但是“真的”却不是描述性的。它仍然是断定性的，亦即是对“她是漂亮的”的断定。而且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这一点”乃是“她是漂亮的”的代词。而“她是漂亮的”无疑是一个句子。“她的漂亮”虽然是名词形式。但是如果分析句法，则可以看出，它所表达的是“她”所指称的个体处于“漂亮的”这个谓词所表示的概念之下，因此意思也是“她是漂亮的”。所以，无论怎样理解，“真的”所断定的都是句子或句子所表达的东西。

在日常表述中，除了作形容词和副词使用之外，真这个词最多的用法大概是做谓述，表示断定，即以“是真的”这种形式来表述。这样的表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一个具体句子或一个句子所表达的情况的断定。比如“雪是白的乃是真的”。这里，“雪是白的”自身是一个句子，“是真的”则是对它的表述。当然，人们也可以认为，“是真的”在这里不是关于“雪是白的”这个句子的表述，而是关于雪是白的这种事态的表述。只有在“‘雪是白的’是真的”中，“是真的”才是关于“雪是白的”这个句子的表述。我不探讨这里的区别，只是想指出，即使可以这样认为，也应该看到，从句法上看，“雪是白的”无疑是句子，这样，雪是白的这种事态就是以句子的形式表述的，因此，“是真的”所表述的至少是与以句子表述的东西相关的。

与此相对照，另一类表述不是对一个具体句子或一个具体句子所表达的情况的断定，但是与这样的断定相关的可能会是一个具体的句子或它所表达的情况，也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句子或它所表达的情况。比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的第一句话是真的”，“亚里士多德说的是真的”。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的第一句话”和“亚里士多德说的”，从句法上看显然不是句子。前者是一个摹状词，后者是一个的字结构。但是，它们都与句子相关。前面我们说过，摹状词可以起名字的作用，但是与名字又是有区别的。这里的这个摹状词指称的是一个句子，即“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因此，前一个例子的意思是：“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乃是真的”。类似的例子有许多，比如人们说，“矛盾律是真的”。这里的矛盾律是一个名字（如果从英文看，它相当于一个摹状词）。但是，它不是一个个体事物的名字，而是一条规律的名字，指的是：“一事物不能既是又不是”。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事物不能既是又不是乃是真的”。由此可见，字面上“是真的”是关于一个名字的表述，而实际上依然是关于一个句子或一个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表述。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是摹状词，因此不是指一个确定的句子或一个确定的句子所表达的东西。但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由亚里士多德说的每一句话构成的，即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话的集合。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真的”，它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亚里士多德说的A是真的，并且亚里士多德说的B是真的，并且……。这里的A、B等等都是句子。如果以亚里士多德遗留下来的著作作为他所说的东西，那么他所说的就是一个有穷合取式；如果不限于此，则可能是一个无穷合取式。
[14]

 因此，“是真的”依然是关于句子的表述。与此相似也会有一些表述，比如“逻辑规律是真的”。这里的“逻辑规律”显然是指逻辑规律的集合，因此“逻辑规律是真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事物不能既是又不是乃是真的，并且一事物要么是要么不是乃是真的，并且……。如果逻辑系统证明的定理都是逻辑规律的话，则“逻辑规律是真的”也是一个以“是真的”所表述的无穷合取式。因此，“是真的”归根结底还是关于句子或以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表述。

综上所述，即使把真看作是一个谓词，它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谓词，而是一个特殊的谓词。借助句子图式5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表示断定，或者说，它断定了某种东西。而且，一方面，它所断定的是句子或相当于句子的东西，另一方面，它与它所断定的东西相结合又构成一个句子。这样就形成一种层次的区别。


3. 说出的“真”与隐含的“真”

句子图式给出了句子的真值：真和假。一个句子有涵义，它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并且，句子图式说明了一个句子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而T语句以真来说明句子的涵义。这样，句子的涵义只能是真的，不能是假的。因此句子图式与T语句都是关于句子真之条件的说明，都与句子相关，二者却是不同的。

句子图式描述的是句子的句法和语义，或者说，是语言的句法和语义，只不过它是围绕着句子进行的。语言有涵义和意谓，句子的涵义是思想，句子的意谓是真值。真值有两个，一个是真，另一个是假。因此确切地说，句子图式提供了关于句子的真值条件的说明。但是，从前面的说明可以看出，所谓句子的真值情况，主要指的是句子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在什么条件下是假的。而在这两种条件中，最主要的还是句子为真的条件。明确了这一点，实际上也就可以知道，违反这样的条件，句子就是假的。所以我们前面总说句子的真之条件。因为句子图式实际上确实提供了一种关于句子真之条件的说明。

T语句刻画的是句子的意义。若是与句子图式的说明相一致，它所刻画的就是句子的涵义。只不过它是通过真来刻画句子的涵义。因此，这样一种意义实际上是句子的一种真之条件。或者，这样一种意义是以一种真之条件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经过比较可以看出，同样是关于句子的真之条件的说明，句子图式与T语句还是有区别的。前者牵涉到真和假，后者则只涉及真。当然，前者虽然牵涉到真和假，但是说明的主要是真，而且说明了真，自然也就说明了假。后者尽管只涉及真，但是说明了真，也就可以明白，违反了所说明的情况则是假。因此，无论是谈论真假，还是只谈论真，核心的都是真。即使是只谈论真，也可以隐含着关于假的论述。但是从句子图式5可以看出，由于真这个词具有独特性，因此，是牵涉到真和假，还是只涉及真，还是有重大区别的。也就是说，句子图式和T语句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确切地说，句子图式提供了关于句子语义的说明，即关于真假的说明。这样一种说明只告诉我们句子有真假，句子的真是什么意思，句子的假是什么意思，亦即句子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在什么情况下是假的。而T语句提供了关于句子意义的说明。这样一种说明旨在告诉我们句子的意义是什么，而且是通过真这个概念来告诉我们的。换句话说，T语句含有“是真的”这样一个表达，而句子图式没有这样一个表达。当然，句子图式只是一个图式，它告诉我们句子与真假有关，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图式以语言表述出来，比如只考虑关于句子图式1的说明，则大致可以如下表达：如果一个句子是真的，那么句中名字所指称的对象必须存在，句中谓词所指称的概念必须适合于句中名字所指称的对象。这里同样出现了“是真的”这一表述。也就是说，若是以语言来表述句子图式，似乎也可以得到与T语句相同的表述。但是必须看到，这里关于“是真的”的表述乃是一个条件句，“是真的”则出现这个条件句的前件中。因此这里关于“是真的”的表述乃是一个假定，而不是断定。而T语句中的“是真的”不是在一个条件句中，而是在一个断定句中。因此这里关于“是真的”的表述乃是一个断定，而不是一个假定。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当且仅当”也表示条件，T语句的意思是说：如果x是真的，那么p，并且如果x不是真的，那么不p（或者，如果p，那么x是真的）。因此其中的“是真的”也是假定，而不是断定。这里的区别在于一方是一个条件式，另一方是一个条件式和它的逆条件式的合取，因此后者是等值式。所以，依据句子图式关于“是真的”的考虑与T语句中这个“是真的”乃是不同的。这一区别在我看来可以如下表达：在句子图式中，“是真的”一般是没有说出来的，而在T语句中，“是真的”乃是说出来的。对照句子图式1—4和句子图式5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前者没有说出“是真的”，仍然可以有关于“是真的”的考虑，后者说出了“是真的”，也可以做同样的考虑，二者却有了至关重要的区别。

句子图式给出的是一个句子的句法和语义。在语义说明中，给出的是句子的真值，即真和假。这样一种语义说明给出的句子的真之条件，即句子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在什么情况西下是假的，但是没有对句子进行断定，没有明确地说出句子是真的还是假的。

T语句则不同，它明确说出了“是真的”，因此排除了假的情况。所以，它说明的不仅是句子的真之条件，而且它说的只是句子为真的条件，亦即只能是句子的真的情况。此外，非常清楚，它不仅明确说出了“是真的”，而且是以断定的方式说出的。

我要把说出“是真的”与没有说出“是真的”明确地区别开来，并且强调它们之间的区别，这是因为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而且牵涉到一些与真之实质相关的复杂问题。下面我想结合三个问题来谈一谈这里的区别。

第一个问题是弗雷格在谈论思想的客观性时提出一个的区别：要把“是真的”与“把某物看作真的”区别开来。简单地说，“是真的”就是一般所说的真，或者客观的真，与人们怎样看没有关系。它有许多性质和特征。比如，真乃是非时间性，真乃是非空间性的，真乃是没有程度差异的，等等。比如我们都知道毕达哥拉斯定理，而且也知道它是真的。但是即使我们不知道这条定理，它也依然是真的。换句话说，早在我们发现这条定理之前，它的真就已经存在了。与此相对照，“把某物看作真的”则是一种认识的心理过程，与真根本不同。由于这是一种心理过程，因此具有主观色彩。某人把某物看作真的，另外一些人可能会有相同的认识，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若是后一种情况，则可能会认为这不是真的。这样的认识与真的客观性显然是不同的。

基于弗雷格这样的认识，我想说明的是，主张T语句的人其实是想用真来刻画意义，利用真所具有的这些性质和特征来说明意义。但是，由于“是真的”在T语句中是以断定的方式说出的，因此就具有了“把某物看作真的”的色彩，尽管这是不太明显的。

一个句子有意义，这是十分明显的。一个句子有真假，这也是十分明显的。因此，我们可以谈论句子的意义，也可以谈论句子的真假。但是，当以真来说明句子的意义的时候，实际上是通过意谓层面的某一种东西来说明涵义层面的东西，因此是有选择的。这是因为，意谓层面上与句子相对的是真值，而真值包括真和假两个值。T语句的说明选择了真，而放弃了假。这是一种选择，因而带有主观性。在这种意义上，在我看来，多少是有一些“把某物看作真的”的色彩的。因为这给人一种感觉，既然能够以真来说明意义，似乎意义就会是只与真有关。而一种意义被说成“是真的”，或者是以“是真的”来解释，难免会有一些“被看作是真的”的味道。换句话说，T语句明确说出了“是真的”，那么这实际上也就表明，它以“把某物看作真的”的方式来说明意义。因此，人们可以认为T语句是关于句子的意义的客观描述，但是这种描述本身带有一种主观的倾向和色彩，因为它断然排斥了假，明确地说出了“是真的”。一旦说出“是真的”，就是在真假之间做出取舍，这样的说明就不是客观的。或者比较保守地说，这样的说明是不是客观的，乃是可以质疑的。在我看来，对T语句及其相关理论的许多批评与它的这种表达方式不无关系。比如，达米特认为它依赖于对真这一概念的理解，因而预设了对语言的一部分理解，这样，它就不是一种绝对的意义理论。又比如，真之极小论者认为T语句放大了真这个概念，因而膨胀它的作用。所有这些批评都是关于“是真的”这一表达式的，都是关于以它来解释意义时所起的作用的，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它的用法相关。T语句固然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但是它既然这样使用了真这一概念，别人也就可以围绕这种用法来讨论问题，包括质疑和批评。

第二个问题与真之冗余论相关。这是众多真之理论中的一种。它的主要看法是，“真的”这个词是多余的，是不必说出来的。换言之，“p”和“p是真的”这样形式的句子意思是一样的。不少人还把这种观点归咎于弗雷格，认为是弗雷格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

弗雷格确实说过，真“与其他所有谓词的区别首先在于，每当表达出某种东西时，它总是被连带地表达出来。当我断定2加3之和是5时，我同时也断定2加3得5是真的”。
[15]

 这样看来，“2加3等于5”这句话与“2加3等于5乃是真的”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一样的。既然说出“是真的”与不说出“是真的”乃是一样的，当然可以认为“是真的”这一表达乃是冗余的，因而是可以消去的。但是我认为，在弗雷格这里，应该注意两点。一点是，弗雷格还说过，“人们通常把真这一谓词用于句子；但是必须排除愿望句、疑问句、祈使句和命令句，只考虑断定句，即我们借以传达事实、提出数学定律或自然律的句子”。
[16]

 也就是说，与真相关，不是泛泛地考虑句子，而是只考虑断定句。这里的原因在于，如前所述，在弗雷格看来，断定句所表达的是对思想的真的肯定，因此断定句与真相关。而像愿望句、疑问句、祈使句和命令句等等，则与真没有关系。他甚至认为，“断定句的形式实际上是我们借以表达真的东西，而且它不需要‘真’这个词。我们确实可以说，甚至在我们应用‘……这是真的’这一表达方式的地方，断定句的形式是本质的东西”
[17]

 。这就说明，并不是所有句子都可以表达真，并不是所有句子都与真有关，而是只有某一类句子可以表达真，并且与真相关。另一点是，弗雷格还说过，在一个思想上“加上真这种性质，这似乎对这个思想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并非如此！”
[18]

 由此可见，他并不认为说出“是真的”与没有说出“是真的”乃是没有区别的。

我指出这两点，并不是想说明或论证弗雷格是不是一个真之冗余论者，或者他是不是主张或赞同这种观点。我主要是想指出，即使认为弗雷格是一个真之冗余论者，至少也应该看到，弗雷格的论述决不是像真之冗余论那样简单。而若是看到以上两点，就不应该简单地认为弗雷格是一个真之冗余论者。此外还应看到，以上两点似乎还隐含着一个矛盾。一方面，既然弗雷格认为说出“是真的”乃是有意义的，即为思想增加了东西，他就不会认为可以简单地消去“是真的”这一表达。因为很明显，这样做会消去这一表达所增加的东西。另一方面，弗雷格认为真就在断定句的形式之中，因此说出一个断定句，就隐含地说出了“是真的”，因而可以不用再说出“是真的”这一表达。这样，一方面，说出与不说出“是真的”似乎是一样的，另一方面，说出与不说出它还是有区别的。这不恰恰说明，说出还是不说出“是真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至少它不像真之冗余论所表达的那样简单吗？

真之冗余论一般来说赞同T语句式的表达。不少人还认为，T语句式的表达也体现了真之冗余论的特征。比如“‘p’是真的当且仅当p”，这里，等值式的左边有“是真的”这一表达，右边没有，因此“‘p’是真的”与“p”相等。不考虑等值式左边的p与等值式右边的p之间的区别，比如句子名字与句子的翻译，或者带引号与去引号的不同，以上看法大致也是有道理的。但是，T语句是戴维森基于塔尔斯基的思想提出来的句法模式，而不是弗雷格本人提出来的句法模式。弗雷格所提出的则是本书所给出的句子图式（至少句子图式1完全是弗雷格的）。这种句子图式与T语句乃是不同的语言模式。从句子图式出发，可以明显看出两点。其一，句子有真假，因而可以有关于句子的真之条件的说明，即句子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但是没有关于句子“是真的”的断定，因而没有说出“是真的”。其二，正因为句子有真假，因此说出“是真的”与不说出“是真的”乃是不同的。基于这两点，就不会轻易得出真之冗余论。

弗雷格所说的断定句和他对断定句的解释也值得注意。对真的判断的表达，显然说明断定句包含着真。此外，断定句是传达事实、数学定律或自然律的句子。显然，弗雷格心目中的断定句是有所指的。这些句子在他看来都是真句子。既然是真句子，说出还是不说出“是真的”似乎也就无所谓了。

综合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出，从句子图式来看，弗雷格不是一个真之冗余论者。若是从他关于断定句的论述来看，似乎可以认为他是一个真之冗余论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弗雷格的意思等于是说：对一个真句子不必说出“是真的”。由此出发来看T语句，实际上也就可以认识到，T语句中的“是真的”乃是说出来的，因此不是一般的对句子真之条件的说明。通过说出“是真的”来说明句子的意义，实际上说的也就不是任意的句子的意义，而是真句子的意义。

第三个问题是宽容原则。语言哲学中有许多关于宽容原则的讨论，其中又以戴维森的讨论最多也最为出名。这条原则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假如我们想理解别人，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大体上应该认为别人的看法或信念是真的，或者至少不能普遍地认为别人的看法或信念是假的。
[19]

 提出和讨论这条原则，固然有许多问题和想法，比如它涉及经验与实在的关系，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理解与交际的关系等等，但是在我看来，戴维森讨论这条原则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是为了支持他所提出的T语句。比如，他赞同T语句而反对真之符合论的理由之一是：T语句没有提到事实、世界、经验和证据，但是少了这些实体，反而把信念和意义表述得更好。这个理由是有道理的。但是，以T语句的方式来讨论世界，核心概念乃是真，归根结底乃是与语言相关的，是与句子的意义相关的，是与人们的信念相关的。而宽容原则讲的恰恰是理解，核心概念也是真，因此它与T语句非常紧密地联系起来。

确切地说，T语句中的“是真的当且仅当”乃是对句子意义的解释，因此是与句子的意义相关的，或者简单地说是与语言相关的。其中的“是真的”又是明确说出的，因此它是一种断定。做出断定实际上也就表明一种信念。所有这些无不与解释和理解相关。问题是句子有真假两种情况，而T语句无疑只表示了其中一种情况。直观上看，一个人关于世界的看法不可能都是真的。因此，以T语句来解释句子的意义似乎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排除了假的情况。但是，有了宽容原则，就把考虑的焦点集中在真和与真相关的方面上来。我们看到，宽容原则并不是一条形式化的原则，因此不是那样严格。在论述这条原则的时候，戴维森使用的语言也具有伸缩性，比如他说人们的看法或信念在大多数情况下（in most matters）
[20]

 是真的或者大体上（largely）
[21]

 是真的。他甚至建议用“大体上真的”这一表达式，并且强调“大体上”这种说法，以便允许赞同使用T语句来讨论问题的人可以有细节上的差异。
[22]

 这样一来，宽容原则就为理解、解释和运用T语句保留了更大的余地。除此之外，戴维森还认为，宽容原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拥有可行理论的条件。他甚至明确地说：“我们不得不宽容。”
[23]

 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不是喜欢宽容，为了相互理解，我们必须要宽容。很明显，宽容原则是一条我们不得不遵守的原则。它的核心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大体上相信或认为别人的看法是真的。既然这样，关于“是真的”的看法和解释就是最重要的。而T语句在戴维森看来正是这样一种解释模式，因此T语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再进一步，T语句是以一个等值式表示的。这个等值式左边的“p”（或x）表示的是一个句子的名字，因而代表任意一个句子。它可以是一个说出的句子，因而可以是这个人做出的断定，表达为这个人的信念。尽管它本身没有“是真的”的断定，但是根据宽容原则，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真的，或者大体上是真的。T语句明确说出“是真的”，则表达出一种断定，因而含有一种信念。这种断定可以是解释者关于“p”的断定，因而含有解释者的信念。根据宽容原则，解释者这样的断定与说话者本身看法也是一致的，至少大体上是一致的。引申一步，通过说话者和解释者之间的理解和解释，可望达到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从而形成成功的交际。而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进行的。

所以，宽容原则可以为T语句提供很好的补充说明，并因而进行辩护。这种辩护的核心是，明确地说出“是真的”乃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这是人们相互理解的前提。在我看来，这个前提也隐含着另一个命题。这就是，当人们谈论世界的时候，即使不说出“是真的”这一表达，也隐含着“是真的”的断定。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所谈的看法是假的。因此，人们说话的意义是与真相对应的。这里的区别仅仅在于，有时人们把“是真的”说出来了，而有时人们没有把“是真的”说出来。

以上我们结合语言哲学中的三个问题探讨了说出“是真的”和没有说出“是真的”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句子图式与T语句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句子图式给出了句子的真之条件，但是没有说出“是真的”。也就是说，句子图式是通过给出句子的真值情况来说明句子的真之条件的。这样一种真之条件是客观的。而T语句给出了句子的真之条件，但是它说出了“是真的”。这样一种方式带有一种断定，因此难免会涉及“把某物看作真的”的情况。这样就形成了T语句与句子图式的根本性区别。认识到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有意义的，也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许多问题。还是以上述三个问题为例。真之冗余论的观点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说出“是真的”与不说出“是真的”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看到，若要认为“p”与“‘p’是真的”意思是一样的，至少要对其中的“p”做一些说明和解释才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任意的。而且，说出“是真的”会涉及把某物看作真，因此真之冗余论有可能会造成“是真的”与“把某物看作真的”之间的混淆。无论宽容原则是不是有道理，这至少是一条有可能会与“把某物看作真的”相关的原则，而不仅仅是一条关于“是真的”的原则。它所涉及的关于“是真的”的看法，涉及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因此无论是说出“是真的”还是没有说出“是真的”，这条原则都是关于“把某物看作真的”。有了这个结论，则可以引申一步。在我看来，一切围绕着T语句所形成的理论，包括本书所讨论的真之去引号论、真之紧缩论等等，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它们都需要明确地区别“是真的”与“把某物看作真的”。

综上所述，弗雷格区别出“是真的”与“把某物看作真的”，乃是非常有意义的。从这一区别可以看出“真”这一概念的特殊性，“是真的”这一表达的特殊性，以及人们认识真的复杂性。“是真的”乃是有条件的，无论人们是不是完全认识到了这样的条件，至少句子图式1—4给出了一些这样的条件。它们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句子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有助于我们检验一个句子是不是真的。“把某物看作真的”也是有条件的。无论人们是不是完全认识到了这样的条件，至少T语句给出了这样一种条件。它有助于我们如何可以把某物看作真的。

也许有人不赞同以上关于T语句的讨论。他们可能会认为，T语句仅仅是一种真之条件的刻画，与把某物看作真没有什么关系。它并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以真来说明意义。假如是这样，问题确实简单多了。在我看来，借助句子图式，大概可以对这种看法做出明确的说明。T语句中等值表达式“当且仅当”左边的“x（‘p’）”乃是一个句子的名字，右边的“p”则是该名字所表达的句子的翻译，“是真的当且仅当”这个表达使二者成为对应的。但是在这个表达中，“是真的”与“当且仅当”并不是一体的，而与左边的“x”才是一体，即“x是真的”。这恰恰是句子图式5*
 所表达的句式。从图式5*
 可以看出，“x”和“是真的”都属于语言层面。在意谓层面，与“是真的”相对应的乃是“真”，而与“x”相对应的则是“思想”，亦即思想处于真之下。这就表明，T语句是通过真这个概念对句子涵义做出说明。这是等值表达式左边的情况，由此来理解其右边的p，也就非常容易了：在语言层面，它是与x相应的句子，在意谓层面，它是与涵义即思想相应的东西。即便如此，我们还应该看到，句子图式5*
 表明，含“是真的”的句子本身还有真值，即它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而T语句本身被看作是一种真句子模式。这里再次显示出它们的不同。


4. “是真的”与真之条件

在前面的讨论中，反复提到“真之条件”和“是真的”这两个表达。字面上看，前者中的“真”是名词，后者中的“真的”乃是形容词。它们是对应的两个词，或者说是同一个词的两种不同形式。在西方语言中，这一区别十分明显，因为名词truth与形容词true的形式是不同的。但是在汉语中，这一区别有时候不是特别清楚。“真的”在作形容词时，“的”字常常可以不出现，比如“真命题”。这时，字面上看，“真”的形容词形式与名词形式是一样的。这里，联系上下文固然可以看出它是形容词，但是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比如“真理论”，这里的“真”究竟是名词还是形容词呢？如果它是名词，其意思是“关于真（或与真相关）的理论”。如果它是形容词，就会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真的理论”，即它修饰“理论”，另一种意思是“关于真理的学说”，即它修饰“理”。这两种意思无疑是完全不同的。

认识到“真”一词有名词和形容词之分乃是有意义的。这有助于我们识别使用这个词时可能会产生的歧义。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真”一词的名词形式和形容词形式乃是对应的。进一步说，它的名词的意思主要来自它的形容词。而在“真”一词的形容词用法中，最通常的方式是“……是真的”。由此可见，尽管“真”一词的名词形式在日常语言中可能出现不多，但是它的形容词形式却是非常多的，因为“是真的”乃是一种极为普通的用法。

与日常表达相同，哲学和逻辑中也使用“真（的）”这一表达。除此之外，哲学和逻辑还专门探讨这个词所表达的东西以及与它相应的东西，因此常常谈论“真”。因此，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们使用的“真的”或“是真的”与日常表达无异，而他们所谈论的“真”乃是指或者至少主要指其日常表达中“是真的”。这方面，最典型的大概就是塔尔斯基说的研究“是真的”的含义，其结果形成了真之语义学，后者为今天的真之理论奠定了基础。强调“真”与“是真的”之间的对应乃是有意义的。它至少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把truth翻译为“真理”乃是有严重问题的。这是因为，“真理”与“是真的”这种意义乃是不对应的。别的不说，至少就普遍性而言区别乃是明显的。
[24]



“是真的”显然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表达。对绝大多数学科和领域中的表述，它都是适用的。通俗地说，“是真的吗？”乃是到处可以问的，因而“是真的”也是到处可以说的。由于“真”乃是“真的”的名词形式，因此相应地，真也是普遍性的。再进一步，之所以可以说“是真的”，乃是因为被说的东西具有真之条件，因而真之条件也是普遍的。由此可见，“是真的”与真之条件乃是有密切联系的。这一点，从前面的论述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句子图式给出句子的真之条件。由于句子图式是依赖于弗雷格的思想，因此可以把关于句子真之条件的说明归功于弗雷格。T语句试图基于真而对句子的意义做出说明。由于T语句是戴维森提出的理论，因此可以把它归功于戴维森。由于戴维森在论述这个理论的时候明确说明要基于弗雷格的理论成果，要利用塔尔斯基提供的真之理论，因此也可以看出，戴维森的理论与弗雷格的理论有非常明确的联系，即T语句与句子图式有密切联系。现在要讨论的是，它们之间是不是有区别？如果有，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句子有意义，无论它叫什么，比如思想、命题、涵义、意思等等，就意义本身而言，人们没有什么疑问。比如“雪是白的”，“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哲学家是聪明人”。这三个句子的意思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有两个共同点：其一它们都是句子，其二它们都有意义。看到这一点，就可以认识到，句子的意义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的东西。它是每一个句子都有的。比如，一个人可能会问“‘雪是白的’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他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又想知道它的意思。这样的情况不会到处出现，因为理解是交流的基础，人们一般会知道自己所表达的东西，也能够理解别人向自己所表达的东西。在理解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可以并能够通过询问和解释来达到理解。因此句子的意义似乎从来就不是什么问题。

从句子图式还可以看出，句子有真值，即真和假。直观上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一个句子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不真的，即假的。与认识和表达相关，除了问一个句子是什么意思以外，人们常常问一个句子是不是真的。比如“雪是白的，这是真的吗？”这表明，真乃是与或者可以与句子的意义相对应的东西。弗雷格认为，句子的涵义是思想，句子的意谓是真值，即真和假。基于这一认识，他对真之普遍性有一段明确的说明：

如果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它的意谓，那么一方面所有真句子就有相同的意谓，另一方面所有假句子也有相同的意谓。由此我们看出，在句子的意谓上，所有细节都消失了。
[25]



最后一句的意思是说，在句子的真假层面上，所有细节都消失了。那么，“细节”是什么呢？弗雷格没有说，不过这并不难理解。它指的是“雪是白的”所表达的意思，“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所表达的意思。再细说的话，指的就是“雪”“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白的”“是哲学家”的意思等等。也就是每一个词和句子所表达的字面上的、具体的意思。细节消失了，就看不到了，因而也就不用看了。看到的是什么呢？真和假。假就是不真，因此简单地说，看到的乃是真。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这段话说的是，关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可以只考虑真假。既然可以问一个句子是不是真的，它就一定有真之条件。通俗地说，它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看到这一点，也就不难认识到，人们可以询问句子的真之条件，可以探讨句子的真之条件，因而也可以从句子的真之条件出发来看问题。但是与句子的意义不同，句子的真之条件并不是那样一目了然的。

前面在谈论蕴涵时曾经举过如下三个例子：“如果x大于1，那么x2
 大于1”，“若是得了肺炎，就会发烧”，“一旦燕子向南飞，冬天就要来到了”。它们的内容显然是不同的。但是它们也有共同之处，即它们具有相同的句式：如果p，那么q。如前所述，这个句式的真之条件是：不能p是真的而q是假的。也就是说，这里只考虑了真假，而没有考虑其他任何细节，即没有考虑“x”“x2
 ”“1”“大于”“肺炎”“发烧”“燕子”“向南飞”“冬天”“来到”等等情况。所以，我们可以只考虑蕴涵式的真假，而在这样考虑的时候，所有这些细节，即涵义层面的东西都消失了。

因此，认识一个句子是不是真的与认识一个句子的真之条件乃是两回事。认识一个句子是不是真的，需要对句子的“细节”有充分的了解，要知道那些细节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由于每一个句子在细节上是不一样的，因此对它们的认识是具体的，所得出的结论，比如“是真的”则是经验性的而且它只限于某一个句子，因此也是具体的。认识一个句子的真之条件，则要对决定句子真之条件的要素有充分的认识。由于句子的真之条件在含有相同要素的句子中一样的，而不限于某一个句子，因此对它们的认识也不限于某一个句子，而是普遍适用的。这样，认识一个句子的真之条件与认识一个句子是真的乃是有根本区别的。即使不知道一个句子的真之条件，人们也可以知道一个句子是真的，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尽管知道一个句子是真的，人们也可能不知道它的真之条件。众所周知，语言表达丰富多彩，也是有歧义的。造成表达歧义的原因很多，比如一词多义或多词一义，比如读错重音或断句不当等等。关于歧义，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已经有了许多讨论。这里只提及一点，与句子的真之条件相关，也会产生句子歧义。“哲学家是聪明人”这句话明白易懂。其中每一个词都有明确的含义，组合起来意思也是可理解的，传统上所理解的那些歧义方式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它确实有歧义：如前所述，人们无法断定它的真假。原因在于它的真之条件表达得不清楚。因此可以看到，认识句子的真之条件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句子所表达的意义，也会促进我们的相互理解。

认识到“是真的”与真之条件的区别，也就认识到T语句和句子图式的区别。句子图式提供的是关于句子真之条件的说明，从而通过关于句子真之条件的说明来帮助认识和理解句子及其表达的东西，包括句子的意义。这样一种说明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它不局限于某一个句子，而是适合于同样句式的所有句子。这样一种说明是外延性的，它不考虑句子的涵义，只考虑句子的真值。这样的考虑是二值的，因为它只考虑真假二值，亦即句子的真和假两种情况。

T语句提供的是关于句子意义的说明，因此它不是关于句子真之条件的说明，它所考虑的也不是句子的真值。T语句通过真这个概念来说明句子的意义，借助句子图式则可以看出，它相当于利用意谓层面的东西来说明涵义层面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它似乎与句子图式又是有联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只利用与句子相应的真这个真值，而没有利用与其相应的假这个真值。在这种意义上，它关于意义的说明似乎是不够的。我想说的是，在普遍性的意义上说，它的说明是不够的。“雪是白的”是句子，“2+3=5”也是句子，后者在小学生的作业本上肯定会出现的。所以谈论句子的真之条件，只谈真而不谈假是不够的。我这样说，并不是批评T语句，只是在把它与真之条件的比较之下说出二者的区别。我认为，认识到这种区别是有益的，它至少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许多语言哲学中讨论的问题。比如弗雷格在讨论中总是强调真，强调真为逻辑指引方向，强调科学研究不满足于涵义，进而考虑真等等。因为他关于真的研究，他关于句子真之条件的说明乃是具有普遍性的，因而可以这样陈述问题。又比如戴维森提出T语句模式，同时还要坚持他的宽容原则。这一原则就是假定人们的认识和理解通常都是真的，因而这一主张的实质并不是否认二值原则，而是在承认二值的前提下消除假这一值。这样做的目的依然是希望获得关于意义的普遍性的说明。再比如达米特批评戴维森的真之理论，认为它假定了对一部分语言、即对真的理解，因而得到的意义理论不是一种完整的意义理论，而是局部的。这显然也看到了二值的情况。而当他采用“有正当性”（justification）说明时，也同样预设了被说明正当性的句子和没有被说明正当性的句子，可以被说明正当性的句子和无法被说明正当性的句子。当他强调力量（force）的时候，也同样预设了在二值基础上还有其他一些情况，比如三值的情况和没有真值的情况。所以，他的语言哲学归根结底还是要以一个类似于弗雷格关于所指（reference）的理论为基础，他把它称之为最核心的部分。
[26]

 所有这些，无疑是希望达到一种关于意义的具有普遍性的说明。

语言哲学的一个主要结果是使人们认识到，真与意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可以通过真来考虑意义，可以借助真来考虑意义。这方面的工作很多，其中关于真之条件的说明，并且基于这一说明所展开的工作，包括T语句，都为我们认识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即意义，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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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模态词与可能性

语言表达是有结构的。前面我们围绕着句子探讨了专名、谓词、量词和数词等等。这些讨论显示出句子是由句子的部分构成的，因此句子是有结构的。句子的结构也是语言的结构。对句子结构的认识也是对语言结构的认识。这些认识对于我们认识句子所表达的东西，从而认识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无疑是有帮助的。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对象是一个层次，概念是一个层次，个体域是一个层次。因此可以有对象处于概念之下的情况，也可以有概念处于个体域之中的情况。此外，句子的涵义是一个层次，句子的意谓是一个层次，或者，句子的意义是一个层次，句子的真假是一个层次。因此可以说，句子表达的东西是有层次的，所以，语言表达的东西也是有层次的。但是，以上所谈的层次都可以归结为句子内的层次。无论是对象、概念、个体域的区别，还是句子的意谓和涵义的区别，都是句子内的区别，没有超出一个句子的范围。这些从句子图式1—3看得很清楚：其中的单斜杠“/”显示其左右两边构成一个句子。句子是言语表达的基本单位，是我们表达关于世界看法的基本单位。这种对句子层次的认识无疑也是对语言层次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对于我们认识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因而认识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无疑是有帮助的。

但是，在日常表达中，人们也常常对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做出表述，比如做出断定、表示怀疑等等。这样就牵涉到另一种语言层次。根据句子图式5，当我们用“是真的”来表达的时候，就牵涉到不同的语言层次：其中的双斜杠“//”显示它的一边是一个句子，与“是真的”一起构成一个句子。这表明，“是真的”与它所断定的东西乃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而它所断定的乃是以一个句子表达的。语言中还有一些类似的表述，一类是“必然”和“可能”这样的模态词，还有一类是“知道”“相信”“怀疑”等等这样的命题态度描述词。在我看来，当以这样一些方式进行表述的时候，也会牵涉到语言不同层次的问题，因而涉及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是真的”乃是很自然的日常表达。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它表明语言有一种层次的区别，即人们以语言来谈论语言，或者说，人们对所表达的东西做出断定。我认为这样的认识是有意义的。除了以上所说，还有一个有意义的地方，这就是它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些相近的表达。在我看来，日常表达中，与“是真的”相近的表达有两个，一个是“是必然的”，另一个是“是可能的”。有人可能会认为，与“是真的”相近的表达绝不只这两个，比如“是好的”，“是应该的”，“是允许的”等等。这样说字面上是不错的，但是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些区别。退一步说，我们也可以承认还有其他一些表达，但是我在这里只讨论“是必然的”和“是可能的”这两个表达。

“是必然的”意思是“不可能不是”，因此在以下的讨论中，在不专门论述可能的时候，我们只讨论必然。


1. 模态词的用法

在日常表达中，“必然”一词可以做形容词使用，修饰名词，比如“必然的事情”“必然的结果”“必然的表达”等等。与“真”一词相比，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区别。前面我们说过，“真”可以做形容词修饰名词，如“真金”“真画”“真朋友”等等。金子、画、朋友等等这些名词都是表示具体的事物或事物类的。所谓具体，是说它们所表示的东西乃是可以指认的，即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东西来识别。与此相反，“事情”“结果”“表达”等等虽然是名词，也可以说表示事物类，但是除了“表达”所表达的东西指一个个句子，因而可以具体指认以外，其他东西，比如结果、事情等等，乃是无法指认的。这就说明，同样是作形容词修饰名词，“必然”一词与“真”还是有区别的。为什么说“表达”所表达的东西乃是可以指认的东西呢？这是因为一个表达是可以说出来或写下来的，因而可以是以物化的方式体现的。本书一直在说的句子就是这样的东西。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也就可以看出，像结果、事情这样的东西虽然比较抽象，不能像一块金子、一幅画、一个朋友那样指认，也还是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来指认的，这就是通过对它们的表述来指认。比如“2014年在巴西举办了第20届世界杯”就是一件事情的表述，“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德国队战胜阿根廷队获得冠军”就是一个结果的表述。这样的表述形式是句子。而有了这样的表述以后，也就可以指认了。正像表述本身是以语言表达的一样，关于事情和结果等等的表述也是以语言表达的。同样，一如“表达”本身是可以具体指认的，借助言语表述，诸如事情、结果这样的东西也可以得到具体的指认。由此可以看出，“必然”一词作形容词所修饰的名词实际上也是可以具体指认的，只不过这样指认的东西要么是语言表述，要么是通过语言表述作为媒介所表达的东西。而且，这样指认的东西不是以词，而是以句子表述的。举一个完整的例子。一些文章说，“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德国队战胜阿根廷队获得冠军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其中“必然”一词修饰“结果”，而这个结果指的就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德国队战胜阿根廷队获得冠军，亦即这个句子主语部分所表达的事情。而且，这部分本身，即“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德国队战胜阿根廷队获得冠军”，乃是一个句子。
[1]

 因此可以看出，“必然”一词是与句子相关的。

在日常表达中，“必然”一词也可以做副词，修饰形容词或动词，比如“必然灭亡”“必然清楚”“必不可少”等等。这些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但是通过转换表达方式，还是可以看出“必然”这个词的表达特征。从句法的角度说，动词和形容词可以作谓词，而谓词是构成句子的基本要素。因此动词和形容词可以是构成句子的基本要素。从语义的角度说，谓词的意谓是概念，而概念可以是事物的类，也可以是事物的性质或事物之间的关系。对于形容词这样理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里只说一说动词。比如我们可以认为，“失败”这一动词所表达的乃是一事物的性质，而“大于”这样的动词所表达的乃是两事物或两个以上事物之间的关系，等等。因此，有了动词和形容词以及它们所修饰和表达的词，就可以构成句子。“必然”是一个副词，修饰动词或形容词。因此可以把“必然”和它所修饰的词看作是表述与被表述的关系，并且转换为这样的关系。比如“太阳系行星的数必然大于7”可以转换为“太阳系行星的数大于7，这是必然的”，或者“太阳系行星的数大于7乃是必然的”。经过这样的转换，“必然”由副词转变为形容词，亦即成为谓词。但是，这样的谓词与规范的谓词是不同的。规范的谓词，可以表示事物的类或事物的性质，也可以表示事物之间的关系，比如这里说的“大于”。但是，“必然的”这个谓词，既不表示事物的类，也不表示事物具有的性质或事物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它与“真的”这个谓词非常像。它不是描述性的，而是断定性的，是对它所修饰的形容词或动词所表述的东西的断定。在我们所举的这个例子中，它是对“太阳系行星的数大于7”的断定。“太阳系行星的数大于7”无疑是一个句子，因此可以看出，“必然”所断定的乃是句子，或者说，它所断定的乃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

在日常表达中，“必然”一词还用来直接表示断定，比如“……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所断定的可以是一个句子所表示的东西，比如前面所说的“太阳系行星的数大于7乃是必然的”；可以是一个名词所表示的东西，比如“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德国队战胜阿根廷队获得冠军这一结果是必然的”；也可以是一个指示代词所表示的东西，比如“这是必然的”，在谈论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德国队战胜阿根廷队获得冠军的时候，“这”指的就是“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德国队战胜阿根廷队获得冠军这一结果”。关于句子的情况，前面在探讨“必然”作副词修饰动词或形容词时已经讨论过了。这种情况是比较清楚的，也容易理解，因此不用再多说什么。

关于名词的情况，前面在谈论“必然”作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也讨论过了。需要强调的是，必然一词所修饰的东西虽然以名词的形式出现，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表达个体事物的普通名词，而是表达事物情况的抽象名词，因而它所指称的不是个体的事物，而是事情的具体情况，比如某一事物有什么样的性质，某一事物与另一事物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点，从以上给出的例子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德国队战胜阿根廷队获得冠军这一结果乃是必然的”这个句子的主语是“这一结果”。“结果”是一个普通名词，当然，它是一个抽象名词，不是指称个体的事物。但是加上“这一”这个指示代词之后，它就不是一个普通名词，而是一个摹状词。前面说过，一个摹状词可以指称一个对象。在这里，它指称的就是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德国队战胜阿根廷队获得冠军，它所指称的也许可以称之为事件、事情、事况、情况或者事实等等，但是不管怎样，它所指称的东西一定是以句子所表述的。由此可见，在表述名词的情况下，“必然”一词的断定是与句子相关的。

在“这是必然的”这一表述中，主语“这”乃是一个指示代词。单纯看这个指示代词，尚无法说明它究竟表示什么或指什么。因此需要结合上下文来理解。但是，由于已经说明，“必然”不是事物具有的性质，不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肯定，“这”这个指示代词在这样的表达中不能表示或指表达事物的名词。前面在讲“必然”作副词可以转换为形容词的时候，曾经提到这样一个转换：“太阳系行星的数大于7，这是必然的”。这里的上下文很清楚，因此可以看出，“这”替代的是一个句子，即“太阳系行星的数大于7”。一般来说，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这是必然的”中的“这”都是替代一个句子。由此也可以说明，“是必然的”所断定的与句子相关，或者主要与句子相关。

与“是必然的”这一表达方式相关的也许还会有其他一些情况，比如一般的“的”字结构，“他所预见的乃是必然的”。应该看到，这样的情况虽然与前面提到的情况不同，但是经过转换，一般来说都可以还原为前面三种情况之一。比如“他所预见的”可以转换为“他所预见的情况（或结果、结局、命运等等）”，即把一个的字结构转换为一个名词表达式。所以在我看来，上述三种情况基本反映了“是必然的”这一表达方式的用法。


2. 模态词的句法和语义

综上所述，“必然”一词在日常语言中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可以作形容词修饰名词，可以作副词修饰动词或形容词，也可以作形容词表示断定。但是一般来说，无论字面上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实际上它的表达与句子相关，它可以是关于一个句子的表达，可以是关于一个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断定。因此可以说，“是必然的”乃是“必然”一词最基本的表达方式。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给出以下句子图式：

［句子图式6］

（语言）句子：模态词　　　　// 子句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可能性　　　　// 子句的思想

这个图式显示，整个句子由模态词和子句构成，“子句”表明与整个句子相区别：它只是作为句子一部分的句子。涵义层面没有什么变化，这一点可以理解。一个含模态词的句子是有涵义的，因此其中的构成部分也有涵义。整个句子的涵义是思想，相应构成部分的涵义依然还是思想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构成部分的变化，意谓层面也是有变化的。而这种变化，主要来自模态词。

需要注意的是图式中的双斜杠“//”。前面在讨论句子图式5的时候曾经说过，它表示其左右两边构成一个句子，其中一边本身就是一个句子。为了与整个句子相区别，这部分被简称为“子句”。这里的双斜杠也是一样。按照约定，它的右边是一个句子，与左边部分一起构成整个句子。

谈论模态词，或者谈论必然与可能，可以有许多方式。其中以“可能世界”的说法来说明必然与可能这两个概念，是一种比较流行的方式。过去在莱布尼兹那里是这样，今天在模态逻辑比较成熟地发展起来之后也是这样。
[2]

 根据可能世界语义学，对必然和可能这两个模态词一般可以分别做如下说明：

一个命题是必然真的，当且仅当它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

一个命题是可能真的，只要它在一个可能世界中是真的。

对于这两个说明，需要做三点解释。其一，这里所说的“命题”，人们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方式换为“陈述”“思想”等等。但是，这些术语本身还是有区别的。其二，这里所说的可能世界，指的是可能的情况。一种可能的情况乃是一种可能性。因此，一种可能的情况或可能性就是一个可能世界。其三，谈论可能世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区别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一种是不区别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区别这两种世界的人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世界，是我们居住的世界，现实世界中有许多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就是一个可能世界。这些可能性并不一定发生，因此可能世界不是现实世界，它们是与现实世界不同的世界。不区别这两种世界的人则认为，可能世界指的是可能的情况或可能性。现实世界不过是指一种可能的情况得以实现，或者一种可能性发生了，因而是一个实现了的可能世界。所以现实世界也是一个可能世界。在以下讨论中，我们选择不区别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的做法。

从上述说明可以看出，可能世界指的是可能的情况，或者简单地说，指的是可能性。依据可能世界的方式来说明必然和可能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通过可能性来说明必然和可能。所以在句子图式6中，模态词的意谓层次上表明“可能性”。依据这个图式，可能性乃是模态词的意谓，或者以通俗的说法来表达，模态词指称的东西是可能性。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模态词的语义。

说一个命题p是必然的，就是说，p在所有可能性下都是真的。
[3]

 这相当于说，p在可能性1
 是真的，并且p在可能性2
 是真的，并且……。换言之，“必然的”这一断定穷尽了p这种情况的所有可能性；或者，p这种情况满足所有可能性。说一个命题p是可能的，就是说，p在至少一种可能性下是真的。
[4]

 这相当于说，p在可能性1
 是真的，或者p在可能性2
 是真的，或者……。换言之，p这种情况满足了一种可能性。

如果说“是必然的”或“是可能的”乃是模态词的句法形式，即它们要加在句子上的话，那么“在可能性下”或“在可能世界中”则是模态词的语义解释。从句法上说，模态词修饰的是句子，而句子本身是完整的表达式。因此含模态词的句子与模态词所修饰的句子是有层次区别的。从语义上讲，含模态词的句子的意谓是一个层次，模态词所修饰的子句所意谓的东西是另一个层次。从句子图式6可以看出，整个句子的意谓是真值，而子句的意谓是子句的思想，二者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说明了两个句子是不同层次的东西，但是这种不同是如何形成的，却是需要说明的。

直观上看，句子图式6中意谓层面的问题是明显的。句子的意谓是真值。子句也是句子。既然如此，它的意谓当然也应该是真值，为什么变成思想了呢？这里的原因在于子句与模态词的关系。如前所述，斜杠表明，子句的意谓处于模态词的意谓之下。因此，子句的意谓与模态词的意谓相关，要联系后者来考虑。有了前面关于可能性的说明，现在可以看到，假如子句的意谓是真值，结果就会是真假处于可能性之下。但是，真处于可能性之下，这是难以理解的。倘若认识到这里还会涉及如下问题，比如，真处于所有可能性之下，或者真处于某些可能性之下，或者真处于至少一种可能性之下等等，则更难以理解。字面上就可以看出，这样一来，真似乎成了有程度区别的东西。真处于不同可能性下，结果就会不同，特别是，竟会导致真值的不同。这显然是难以理解的。

那么，子句的意谓为什么是子句的思想呢？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对模态词的理解。在句法层面上，模态词修饰子句。在意谓层面上，模态词表达的是可能性，子句的意谓不是真值，那么是什么呢？借助弗雷格的说法，子句的意谓不是它的通常意谓，而是它的间接意谓，即思想。弗雷格的论述不是关于模态句，而是关于从句的，但是意思差不多。我们也可以仅从句子图式来考虑这个问题。句子表达的东西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意谓层面，另一个是涵义层面。子句是句子，也有这两个层面。现在我们看到，处于可能性之下的不能是子句的真值，那么我们只能考虑子句的另一种情况：涵义，这是因此，即使作为一个句子，它除了意谓层面，也只有这个层面。而句子图式6表现得非常明确，子句在这个层面上的东西就是子句的思想。因此，一个含模态词的句子的意谓层面表明，这样一个句子的真之条件是：子句的思想处于可能性之下。通俗地说，一个模态句的真之条件是由子句的思想的可能性决定的。

前面说过，不能考虑真值处于可能性之下的情况。现在我们看到，依据句子图式6说明，可以考虑子句的思想处于可能性之下的情况。那么子句的思想是什么？当然是它的涵义了。也就是说，子句的涵义表达了一种情况，模态词所表达的可能性是对这种情况的断定。用前面的例子来说，“太阳系行星的数大于7，这是必然的”，其中的子句“太阳系行星的数大于7”的思想即是它的涵义，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句子所理解的东西。现在清楚了，我们所理解的乃是一种情况，即一种与“太阳系行星的数”和“7”相关的情况。以增加模态词的方式表达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说明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必然”的断定非常强，意味着这种情况处于所有可能性下，即没有例外。“可能”的断定较弱，意味着这种情况至少处于一种可能性下。关键在于，模态词所断定的，仅仅是子句表达的情况。

以上说明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子句的意谓是子句的思想，即涵义，那么子句的涵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在句子图式6“涵义”这一行中，“思想的一部分”是什么呢？难道它不同样是“子句的思想”吗？这样一来，子句的涵义和意谓不就没有区别了吗？确实如此。子句的涵义是思想，子句的意谓也是思想，因此在涵义和意谓层面，与子句相应的东西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在涵义层面，子句的思想是整个句子的思想的一部分，与模态词的涵义，即整个句子的思想的另一部分一起构成整个句子的涵义，即思想。而在意谓层面，子句的思想处于模态词所表达的可能性之下，由此构成整个句子的真值。

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同样是句子，是否含有模态词，乃是有重大区别的。在没有模态词限定的情况下，句子的意谓是真值，与真值有关的东西是对象、概念和个体域，因而是外延的。而在有模态词限定的情况下，句子的意谓层面发生了变化。整个句子的意谓依然是真值，但是与真值相关的东西有子句的思想，这一部分不再是外延的，而是内涵的。由于子句的思想处于可能性下，因而可能性也不是与外延相关，而是与内涵相关。所以人们说，这是两种不同的语境。不含模态词的语境是外延语境，而含模态词的语境是内涵语境。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构造一个与句子图式1相似的含模态词的句子图式如下：

【句子图式6*
 】

（语言）句子：模态词　　　//谓词　　　　/专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可能性　　　//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与句子图式1相比，这个句子图式明显有两点不同。一点是增加了模态词，另一点是“模态词”的后面是双斜杠“//”，而专名与谓词之间是单斜杠“/”。这多出来的一条杠表明，模态词所表述的层次与专名和谓词所表述的层次乃是不同的。前面说过，专名和谓词是构成句子的要素，专名意谓的东西处于谓词意谓的东西之下。现在增加了模态词，虽然构成的依然是句子，但是与原来的句子乃是有区别的。我把这种区别称之为句子层次的区别。通过分析这种句子层次的区别，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模态词及其所修饰的表达式之间的关系，因而更好地认识二者所表达的东西之间的关系。

对比句子图式1和6*
 ，直观上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句子层次的区别。在没有模态词的情况下，构成句子的是专名和谓词。句子有真值，因此句子的真值仅仅依赖于专名指称的对象和谓词指称的概念。而在增加了模态词的情况下，句子的真值就不再是仅仅依赖于句子中名字所表示的对象和谓词所表示的概念，而是还要依赖于模态词所表示的可能性。这样就要考虑模态词的意谓与专名与谓词的意谓之间的关系。从图式6*
 可以看出，专名和谓词的涵义和意谓是一样的。而从图式中的杠可以看出，这里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专名和谓词，它们构成一个整体，这当然是句子。另一个层次是它们构成的整体与模态词，这又构成一个整体，也是一个句子。前一个句子是子句，后一个句子是整个句子。对照句子图式6，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句子图式6*
 中的“谓词/专名”相当于句子图式6中的“子句”。因此分别来看，专名的涵义既是子句的涵义的一部分，也是整个句子的涵义的一部分，谓词的涵义同样是这样。它们合起来的情况句子图式6*
 没有直接表明，但是其中的杠表明，模态词的涵义和意谓是与它们二者整体的涵义和意谓相关的。

人们一般认为，利用可能世界可以帮助人们区别表达式的外延与内涵。一个表达式的外延就是这个表达式所指称的东西，一个表达式的内涵就是决定该表达式外延的规则。在这种意义上，比如人们可以认为，一个名字的所指是一个对象（个体），一个谓词的所指是一个概念（个体类），一个句子的所指是一个真值，即真或假；而一个名字的内涵是可能世界到对象（个体）的一个函数，一个谓词的内涵是可能世界到概念（个体类）的一个函数，一个句子的内涵是可能世界到真值的一个函数。这样的解释利用了可能世界相互之间的关系，利用了对象、概念、真值等东西与可能世界的关系，因此一个名字的意谓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对象，一个谓词的意谓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一个句子的意谓也不再是简单的真假，而是成为与可能世界的一种关系。这样不仅区别了一个表达式的内涵与外延，而且还对表达式的内涵做出明确说明。

我认为，这里应该注意两点区别。一点是关于内涵与外延的区别。另一点是关于内涵语境与外延语境的区别。借助句子图式，我们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两个区别，从而可以更好地说明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

内涵与外延这两个概念来自传统逻辑和哲学。一般来说，外延指一个表达式所表示的对象，内涵指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按照这样的理解，在我们给出的句子图式中，似乎外延应该相当于意谓层面，而内涵应该相当于涵义层面。由此出发立即会发现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前面围绕句子图式1和2的讨论主要都是关于外延的，而不是关于内涵的，因为那些讨论都是或者说主要是围绕句子意谓而不是围绕句子涵义进行的。推而广之，忽略了关于涵义层面的讨论实际上是忽略了关于内涵的探讨。今天，许多人批评弗雷格，认为他区别出涵义和意谓，但是他只有关于句子意谓的探讨，缺失或忽略了关于句子涵义的探讨。由于前面几章也是这样，因而似乎也可能会受到同样的批评。

另一个问题是，本章关于内涵的解释利用了函数和可能世界的概念，而函数概念在前面的讨论也曾使用，比如我们说过，谓词的意谓是概念，而概念是个体到真值的函数。由此可见，函数这一术语并不是内涵讨论特有的，只有“可能世界”才是解释内涵的专门用语。因此，为了获得关于内涵的说明，需要的是对可能世界的理解。而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可能世界”相当于意谓层面的“可能性”。因此，假如意谓相当于外延，那么可能性这一概念同样是外延的。而且我们确实看到，在与可能世界的相关解释中，所用的其他术语，比如真值、个体、概念等等，都是前面句子图式中使用的。既然如此，同样是外延层面的探讨，为什么没有“可能世界”就是外延的，而有了“可能世界”就成为内涵的了呢？

以上两个问题是直观的，与此相关，还会有其他问题。比如，既然使用可能世界的概念说明了内涵，那么人们是不是获得了关于内涵的认识呢？有了这一区别，克里普克不是依然认为专名没有涵义吗？假如专名没有涵义，那么在句子涵义层面，与它相应的会是什么呢？如果专名的涵义是空的，句子的涵义还会是完整的吗？如果专名的涵义是对象，句子的涵义与意谓这两个层面难道不会发生混淆吗？

在我看来，讨论的问题越复杂，句子图式的作用更加凸显，优越性也就愈发明显。句子图式有三行。现在可以看出，在句子图式1和2中，我们的讨论集中在两行，即语言和意谓这两行。而在句子图式6中，我们的讨论实际上也是集中在这两行。也就是说，甚至“可能世界”（可能性）这一概念也是在意谓层面。因此，一如“概念是个体域到真值的函数”这样的讨论是在意谓层面，因而是外延的，“一个谓词的内涵是可能世界概念（个体类）的一个函数”，这样的讨论同样是在意谓层面，因而同样是外延的。由于句子图式1和2的讨论基于一阶逻辑，因而可以说，一阶逻辑提供了关于意谓层面的讨论。由此也可以看出，句子图式6的讨论基于模态逻辑，因而可以说，模态逻辑提供的也是关于意谓层面的讨论。因此必须说明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基于逻辑的讨论只涉及两个层面？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同样是意谓层面的讨论，一个就是外延的，而另一个就是内涵的呢？后一个问题还可以具体化，比如，以上提到的“谓词的内涵”是什么意思？它还是意谓层面的吗？难道它不是涵义层面的吗？

前面说过，意谓层面是一种语义说明，即通过真值、对象、个体域、谓词这样的术语对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提供一种说明。逻辑讨论有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意谓层面则相应于语义，或者如上所述，它是基于逻辑语义提供的说明。由于逻辑只有两个方面，因而可以说，语义是对句法的说明。而借助句子图式可以看出，与语言相关实际上有三个层面。因此问题就来了。意谓层面是对语言层面的说明还是对涵义层面的说明？前面在讨论真之载体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有人认为真之载体是句子，有人认为真之载体是命题（思想），其实就涉及这里的问题。这是因为，既然语言是用来表达的，因而是带有所表达的东西的。因此，关于意谓层面的探讨，既可以是关于语言的，也可以是关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当然，正因为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人们才会有诸如什么是真之载体的不同看法。

认识到意谓层面的讨论是一种语义讨论，也就可以看到，它所使用的术语首先表现的乃是一种语义值。这些术语来自日常语言，其核心用语是“真”，它与日常用法的意思相同。其他术语“对象”和“概念”乃是基于“个体”和“（个体）类”。与句子的真假相关的是专名指称的个体，即通常所说的对象。与谓词相关的乃是类，由于类乃是由个体组成的，因而它会与量词表达的东西相关，即它要指派到个体域上。在用于对日常语言的解释时，人们把专名指称的个体称为对象，把谓词指称的类称为概念。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们说量词域可以称为个体域，也可以称为对象域；专名指称的是对象，也可以称为个体事物；谓词指称的概念既可以表示性质，也可以表示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弗雷格在讨论概念的时候要说明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概念，他与他人使用概念的区别是什么。
[5]

 同样，这就是为什么句子图式中谓词的意谓（外延）不是对象，而是概念，它与对象必须区别清楚，对象要处于它之下，而从它达到对象还需要再多一步。

现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可能世界”也属于语义，也类乎语义值。在用于对日常语言的解释时，“可能性”则是与它相应的日常表达，意思是一样的。因此，借助句子图式6可以看出，关于可能性的讨论依然是在意谓层面，它们可以是关于语言的，也可以关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涵义）的。在这种意义上，句子图式6与句子图式1和2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从逻辑出发，可能世界语义学也只有句法和语义两个层面，同样不会有涵义这个层面。那么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它有关于涵义层面的考虑呢？或者具体地说，人们为什么会认为它会考虑像“谓词的内涵”这样的东西呢？

对照句子图式1和6可以看出，前者不含模态词，后者含模态词。非常明显，子句的意谓处于模态词的意谓之下。确切地说，图式6中的子句是一个句子，本身与图式1中的句子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只是语境发生变化：图式6中的子句处于模态词的修饰之下，而不像图式1中的句子是独立的。所以，图式1的语境是外延的，而图式6的语境是内涵的。正是由于这种语境的变化，图式6中子句的意谓不是通常的意谓，而是间接意谓，即思想。换句话说，由于处于模态词的意谓之下，子句的意谓就不是外延的，而是内涵的。也就是说，句子图式6显示出意谓层面上与子句相应的东西：子句的思想。假如把子句看作单独一个句子，它的思想则是在涵义层面上。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子句的意谓被称为“句子的内涵”，这其实相当于说“子句的思想”，指称的则是子句在正常语境中的涵义。明确了这一点，再对照图式6和6*
 ，也就可以看出，图式6*
 中的谓词和专名与图式6中的子句相应，只不过是后者的构成部分，因而同样处于模态词的修饰之下。所以，一如“句子的内涵”相当于说“子句的思想”，“谓词的内涵”相当于说“子句的思想的一部分”，亦即相当于对子句涵义的一部分的说明。对照句子图式1还可以看出，那里把谓词的涵义标示为“思想的一部分”，亦即正常语境中的情况。由此可见，所谓模态句涉及内涵语境，指的是在模态词的修饰下，通常的句子变为子句。所谓语境发生变化，指的是由于模态词的增加，一个句子由通常的语境转变为处于模态词修饰下的语境。所谓内涵考虑的是，一个句子的真值除了其自身外还要依赖于其中所含一些特定用语，比如模态词的考虑。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讨论的是内涵问题，而所使用的方法却是外延的。

理论上清楚了，通过一个例子则可以更好地说明这里的问题。以“太阳系行星的数大于7乃是必然的”这个句子为例。其中模态词“必然的”的意谓是“所有可能性”。其中的子句“太阳系行星的数大于7”的意谓不是它的真值，而是它的涵义，即它所表达的那种与太阳系、行星、7、大于这种关系相关的情况。而处于“可能性”之下的，也是这种涵义，即上述情况。这样一种涵义处于所有可能性下，这个句子才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这样的理解当然也是自然的。


3. 严格指示词与非严格指示词

前面说过，弗雷格不区别专名与摹状词，而克里普克区别严格指示词和非严格指示词。弗雷格区别涵义和意谓，因而谈论句子的涵义和意谓，专名的涵义和意谓。克里普克则批评弗雷格的相关论述，认为专名只有指称，没有涵义，专名的指称不能由它的涵义来决定，并由此提出专名的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现在基于有关模态词的讨论，基于句子图式6和6*
 ，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克里普克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区分。以下面几个句子为例：

（1）8大于7。

（2）太阳系行星的数大于7。

（3）8大于7乃是必然的。

（4）太阳系行星的数大于7乃是必然的。

前两个句子不含模态词，后两个句子含模态词，区别一目了然。弗雷格会把“太阳系行星的数”和“8”都看作专名，它们的涵义不同，但是它们的意谓相同，因而它们的相互替换不影响（1）和（2）的真假。根据句子图式1，这是非常清楚的。它们的涵义是一个层次，意谓是另一个层次。专名的意谓会影响句子的意谓，因此专名的意谓相同，句子的真值相同。但是，专名的意谓相同，涵义却可以是不同的。因此，两个句子，可能思想不同，但是真值相同。（1）和（2）就反映了这样的情况。

（3）和（4）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它们的涵义不同，真值也不同。具体地说，“8”和“太阳系行星的数”的涵义没有变，意谓也没有变，因此“8大于7”与“太阳系行星的数大于7”的涵义和意谓都没有变：它们依然是涵义不同，而意谓相同。但是由于它们处于“是必然的”这一模态表达下，因此本身不再是独立的句子，而是一个子句，即成为一个句子的构成部分。根据句子图式6，它们的涵义是整个句子的涵义的一部分，它们的意谓是子句的意谓，因而是思想，而不是真值。再根据句子图式6*
 ，子句中专名和谓词的意谓分别是子句思想的一部分。因此，在句子意谓层面上，处于“可能性”之下的不是子句的真值，而是子句的涵义，亦即专名和谓词的涵义。我们看到，尽管“8大于7”和“太阳系行星的数大于7”这两个句子都是真的，即它们的真值相同，但是由于它们涵义不同，在“是必然的”的限定下就导致整个句子的真值不同：（3）是真的，而（4）是假的。由此可见，导致含模态句的真值发生变化的，并不是子句的真值，而是子句的涵义。如果再进一步追究，则可以看出，这是由于其中的“8”和“太阳系行星的数”这两个表达式的涵义不同。显然，这是由于专名与摹状词的涵义不同而造成的。

基于以上认识，立即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果。

首先，含模态词与不含模态词的句子，或者说内涵语境与外延语境是有根本区别的。这种区别会影响句子真值的变化，因而至关重要。在外延语境中成立的一些原则，到了内涵语境就不再适用。比如如上所述，（1）和（2）都是真的，由此也可以说明组合原则成立；而（3）和（4）不都是真的，由此也就说明组合原则失效。

其次，弗雷格可以不区别专名和摹状词，因为他的考虑依据一阶谓词逻辑，因而只考虑外延语境。但是克里普克必须区别专名和摹状词，因为他的考虑依据可能世界语义学。这样，要么他在讨论外延语境的问题时涉及“必然”“可能”这样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因而会涉及内涵语境；要么他直接讨论含模态词的句子，因而直接处于内涵语境之下。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专名和摹状词的使用与模态句的真假相关，因此它们之间区别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结合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并更加明确地说明这个问题。在关于专名的讨论中，弗雷格举了“晨星”和“昏星”的例子。这个例子变得非常出名，后来克里普克也讨论了它。弗雷格与克里普克各有一段与它相关的说明如下：

【弗雷格】如果我们发现“a=a”与“a=b”一般有不同的认识价值，那么这可以解释如下：对于认识价值来说，句子的涵义，即句子中表达的思想，与它的意谓，即它的真值，得到同样的考虑。如果现在a=b，那么尽管“b”的意谓与“a”的意谓相同，因而“a=b”的真值与“a=a”的真值也相同，但是“b”与“a”的涵义却不相同，因而“a=a”表达的思想与“a=b”表达的思想也不相同。这样，这两个句子的认识价值也不相同。
[6]



【克里普克】设“R1
 ”和“R2
 ”为等号两端的两个严格指示词。那么“R1
 =R2
 ”如果是真的，它也就是必然的。“R1
 ”和“R2
 ”的指称很可能分别由非严格指示词“D1
 ”和“D2
 ”所确定。在长庚星和启明星的事例中，这些词（these）具有“这个在傍晚（清晨）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这样一种形式。因此，虽然“R1
 =R2
 ”是必然的，但是“D1
 =D2
 ”却很可能是偶然的，人们之所以常会错误地认为“R1
 =R2
 ”可能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其根源即在于此。
[7]



这两段讨论非常相似。由于弗雷格不区别严格指示词（专名）与非严格指示词（摹状词），因此，a和b都可以有两种情况，既可以是严格指示词，也可以是非严格指示词。以此组合，a=a可以有两种情况：严格指示词=严格指示词；非严格指示词=非严格指示词。而a=b可以有四种情况：严格指示词=严格指示词；严格指示词=非严格指示词；非严格指示词=严格指示词；非严格指示词=非严格指示词。由于克里普克区别严格和非严格指示词，因此R1
 =R2
 和D1
 =D2
 各自只有一种情况：严格指示词=严格指示词，非严格指示词=非严格指示词。因此，他们二人的论述区别是明显的。

在弗雷格看来，“晨星”和“昏星”是两个不同的专名，指同一颗行星，因而意谓相同，但是它们的涵义不同。前面说过，弗雷格谈到“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真正的专名”，这说明他知道专名和摹状词的区别，只是不区别而已。但是他区别专名的涵义和意谓，并且区别含专名的句子的涵义和意谓，通过这种区别，他强调句子的意谓，并且对句子及其构成部分的意谓做出明确的说明。根据句子图式1，a=a与a=b是两个不同的句子，它们的涵义不同，它们的意谓可以相同。比如“晨星是晨星”，“晨星是昏星”。这两个句子都是真的，但是它们的涵义不同：前一个句子使我们只看到晨星与晨星的关系，而后一个句子使我们看到晨星与昏星的关系，因而使我们获得更多的认识。

克里普克考虑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与两个不同的严格指示词相关，另一种情况与两个不同的非严格指示词相关。对照弗雷格的论述可以看出，这两种情况实际上相当于上述a=b的四种情况中的一和四。也就是说，克里普克所考虑的并不是a=a与a=b的不同或有什么不同，因而不是a=b较之a=a是不是扩展了我们的认识。这就进一步说明，他讨论的是其他问题，因而与弗雷格不同。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克里普克的举例来进一步探讨他论述的两种情况。首先，我们把他的论述划归为如下一些表达：

（1）Phosphorus是Hesperus。（“启明星是长庚星。”）（R1
 =R2
 ）

（2）“Phosphorus是Hesperus”乃是必然的。（“启明星是长庚星”乃是必然的。）（“R1
 =R2
 ”是必然的）

（3）“Phosphorus是Hesperus”不是必然的。（“启明星是长庚星”不是必然的。）（“R1
 =R2
 ”不是必然的）

（4）这个在清晨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是那个在傍晚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D1
 =D2
 ）

（5）“这个在清晨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是那个在傍晚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不是必然的（是或然的）。（“D1
 =D2
 ”不是必然的）

这五个表达不是按照克里普克论述的顺序，而是按照严格指示词（前3个）和非严格指示词（后2个）排列的。非常明显，（1）和（4）分别相应于R1
 =R2
 和D1
 =D2
 ，也是不含“必然”的情况，而（2）、（3）、（5）是含“必然”的情况，相当于把（1）和（4）置于模态语境下来考虑。或者，（1）和（4）是外延语境下的考虑，而（2）、（3）、（5）是将（1）和（4）置于内涵语境下来考虑。5）是对形成3）的错误根源的解释。现在借助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更容易说明克里普克的观点。

首先，克里普克没有对（1）和（4）做什么说明、批评和质疑。这两个句子不含模态词，仅仅被当作讨论的前提使用。根据句子图式1，它们的真之条件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由此表明，它们属于弗雷格讨论的范围，并不为克里普克的讨论所重视。

其次，克里普克赞同（2）和（5）。（2）中的子句仅含专名，而（5）中的子句仅含摹状词，前者被说成是“必然的”，后者被说成是“不必然的”。很明显，句中那些专名和摹状词指称相同的对象，但是得到的说明却是对立的，由此看出在模态语境下，专名和摹状词是有重大区别的。这样也就显示出区别严格和非严格指示词的重要性。所以，克里普克一定要区别并且强调区别它们的重要性。

第三，克里普克不赞成（3）。字面上非常清楚，（3）与（2）是对立的。克里普克既然赞同（2），当然不会赞同会（3）。值得注意的是，他为（3）把脉，认为（5）是它错误的根源。由于“这个在清晨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与“那个在傍晚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分别相当于“启明星”和“长庚星”，因此（4）等于（1）。由（1）到（2）是自然的。由于“这个在清晨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和“那个在傍晚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是“启明星”和“长庚星”的不同表达方式，所以（5）与（3）相等。因此直观上可以看出，克里普克的看法和论述是有道理的。不过，这个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需要重点讨论一下。

根据句子图式6*
 ，（2）表明是两个专名指称的对象同一的情况处于可能性之下。按照“必然”一词的意谓，该句子的真之条件是：“启明星是长庚星”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情况，即启明星是长庚星这种情况处于所有可能性下。由于“启明星”和“长庚星”是专名，即严格指示词，因此满足这样的条件。所以，克里普克赞同（2）。

同样是根据句子图式6*
 ，（5）表明是两个摹状词指称对象同一的情况处于可能性之下。按照“必然”一词的意谓，该句子在肯定的情况下的真之条件是：子句的思想，即这个在清晨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是那个在傍晚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这种情况，处于所有可能性下。由于“这个在清晨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和“那个在傍晚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是摹状词，即非严格指示词，因此不满足这样的条件。（5）是否定的，正好表明它无法满足这种条件。所以，克里普克也赞同（5）。

在克里普克看来，（3）是错误的，（5）是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这是因为对（3）中的专名做摹状词的理解，因而把专名误以为是摹状词。同时，这也是由于对模态语境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不区别严格指示词与非严格指示词，没有认识到它们在模态语境中的表达乃是不同的，是会产生严重问题的。

克里普克关于必须区别专名与摹状词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在论证过程中使用严格指示词与非严格指示词来表达这一区别也是可行的。但是在我看来，他的论述却不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个问题主要来自他使用的例子。我们看到，他在举例说明中给出的专名是“启明星”和“长庚星”，给出的摹状词是“这个在清晨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和“那个在傍晚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他以此来说明在模态语境下，专名和摹状词的区别至关重要。但是，“启明星”和“长庚星”字面上似乎就有摹状含义。“启明”指晨，“长庚”指夜。当然，这是中文翻译之后的结果。这两个词的英文分别是Phosphorus和Hesperus，它们字面上似乎没有这样的含义。问题是，Phosphorus和Hesperus分别因命名早上和晚上的行星而得名，这种命名的方式使它们字面上似乎含有摹状含义，它们的意思分别是、或者它们分别指a morning star（晨星）和an evening star（昏星）。字面上看，a morning star和an evening star具有摹状形式，而Phosphorus和Hesperus并不具有摹状形式，本身又是大写，与专名无异。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Phosphorus和Hesperus这两个词是专名，没有摹状含义。但是克里普克在讨论中有时候又把它们与“金星”（Venus）相对应，说它们指称金星，这就难免使人把它们多少与摹状词联系起来。比如在借助奎因的话来批评马库斯的相关论述时，克里普克说：

奎因的答复如下：“我们可以用‘长庚星’这个专名来称呼某个明亮的夜晚出现的叫作金星的那颗行星。我们还可以用‘启明星’这个专名称呼在太阳升起之前的同一颗行星。当我们发现我们两次称呼的是同一颗行星时，我们的发现是经验的。而不是因为这些专名会是（were）摹状词。”
[8]



奎因在说明中区别了经验的发现与“启明星”和“长庚星”告诉我们的东西。这里，他使用了“专名”和“摹状词”两个术语，因此奎因的论述就有一种可能性：“启明星”既被看作名字，也被看作摹状词。无论这是奎因本人的观点，还是他批评的其他人的看法，至少“启明星”有可能与摹状词发生关系。这大概是因为这个名字本身为我们描述了一些东西。用不着深入探讨奎因的论述，字面上可以看出，“启明星”可能会被看作专名，也可能会被看作摹状词，即在它上面不做相应区分。克里普克对奎因这段话是持赞成态度的。因此可以认为，他看到了这里的问题，借用它们来讨论相关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以某种状况、现象、情景而得名或命名的情况确实是有的，因此有“以……而得名”之说。一些名字可能在一种语言中字面上有摹状含义，但是译为另一种语言之后字面上摹状含义没有了；一些名字可能在一种语言中字面上没有摹状含义，但是译为另一种语言之后也可能字面上就有了摹状含义。比如在专名讨论中人们经常提到英国地名Dartmouth。这个地名含有“口”（mouth）这个词，本身就有摹状特征，因为它最初根据当地河流及其地理特征而得名。即使后来地理情况发生变化，这个名字依然使用。翻译为中文“达特茅斯”之后，专名的特征保留下来，摹状特征却没有了。比如Phosphorus也许字面没有“晨”的含义，译为中文“启明星”就有了“晨”的含义。这里确实有语言差异的问题。但是作为命名本身来说，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确实有一类名字来源于对具体状况的描述。无论这种描述的结果如何，所产生的一定是名字。而从这样的名字本身来看，它们字面上也许具有、也许不具有摹状特征，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特征。前面说过，克里普克在讨论专名问题时对弗雷格持批评态度。因此这里我们可以对照弗雷格的论述来谈论这个问题。

弗雷格大概是第一个使用“启明星”和“长庚星”来讨论专名问题的，即使他不是这两个专名的首用者，也是他使这两个名字变得如此出名。这两个词的德文是Morgenstern和Abendstern。这是两个组合词，即分别以Morgen（晨）和Abend（晚）与Stern（星）组成的词。所以，这两个德文词本身既是专名，又有摹状特征。它们字面上就有“晨”和“晚”的意思。所以，以弗雷格的表达方式，克里普克的上述5个句子可以表达如下：

（1’
 ）晨星是昏星。（“Morgenstern是Abendstern。”）（R1
 =R2
 ）

（2’
 ）“晨星是昏星”乃是必然的。（“Morgenstern是Abendstern”乃是必然的。）（“R1
 =R2
 ”是必然的）

（3’
 ）“晨星是昏星”不是必然的。（“Morgenstern是Abendstern”不是必然的。）（“R1
 =R2
 ”不是必然的）

（4’
 ）这个在清晨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是那个在傍晚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D1
 =D2
 ）

（5’
 ）“这个在清晨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是那个在傍晚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不是必然的（是或然的）。（“D1
 =D2
 ”不是必然的）

非常明显，（4’
 ）和（5’
 ）没有变化。（1’
 ）至（3’
 ）有变化。对照弗雷格与克里普克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区别，弗雷格直接讨论“晨星”和“昏星”，称它们为专名。正是由于这种字面的含义和区别，弗雷格说它们是专名，并没有错；弗雷格说“晨星是昏星”较之“晨星是晨星”扩展了我们的认识，也没有错；弗雷格说有可能一个人知道晨星而不知道昏星，同样没有错。克里普克则不然，虽然他也直接讨论“启明星”和“长庚星”，但是他认为这两个词是专名，不是摹状词，字面上没有摹状特征。作为严格指示词，它们似乎一方面要与弗雷格说的“晨星”和“昏星”相区别，另一方面，又要与（4）中的摹状词相区别，这样就给论述带来一些问题。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关于非严格指示词的说明。

上引克里普克的话中，“具有‘这个在傍晚（清晨）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这样一种形式”一句是什么意思？我把它归为（4），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把它理解为语言表达式，即摹状词，另一种是把它理解为该摹状词所表达的一种情况，即对（1）的理解。现在的问题是：（4）是（1）具有的形式，但是，它是不是（1’
 ）具有的形式？假定克里普克说的Phosphorus和Hesperus字面上没有摹状含义，因而（4）以摹状词的方式展示这种涵义，或者表示它指称的对象。那么，弗雷格说的Morgenstern和Abendstern字面就有摹状含义，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它们还需要（4）来展示这种涵义吗？即便克里普克说得不错：（4）是造成（3）这种错误的根源，但是，假定（3’
 ）是错误的，难道（4’
 ）会是造成（3’
 ）的错误根源吗？难道（1’
 ）字面上没有（4’
 ）的意思吗？我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由于“晨星”和“昏星”字面上就有摹状特征，因此从（1’
 ）到（4’
 ），无论是表达，还是理解，都是极其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4’
 ）与其说是（1’
 ）具有的形式，不如说是（1’
 ）的自然扩展或换一种说法，而所换的这种说法，完全是字面的，不借助任何字面以外的东西。比如，Stern的意思是“星”，自然是天空中的，Morgen意为早晨，二者相结合，也就得到了（4’
 ）的说明，而且这并不是唯一的说明。由此我们看到一个重大区别。（4’
 ）与（1’
 ）的区别仅仅在于（4’
 ）中是摹状词，（1’
 ）中是专名。由于（1’
 ）中的专名有摹状特征，因此它们本身已经具备了与（4’
 ）相似的形式，因而不需要借助（4’
 ）来被理解。相比之下，（4）与（1）的区别不仅在于（4）中是摹状词，（1）中是专名，而且在于（1）中的专名不具有摹状特征，因而不具有（4）的形式，因而（4）可以提供对（1）的理解。为了更好地说明这里的区别，我们可以按照克里普克的思路再构造表达方式如下：

（1”
 ）Phosphorus是Hesperus。（“启明星是长庚星。”）（R1
 =R2
 ）

（2”
 ）“Phosphorus是Hesperus”乃是必然的。（“启明星是长庚星”乃是必然的。）（“R1
 =R2
 ”是必然的）

（3”
 ）“Phosphorus是Hesperus”不是必然的。（“启明星是长庚星”不是必然的。）（“R1
 =R2
 ”不是必然的）

（4”
 ）晨星是昏星。（Morgenstern是Abendstern。）（？）

（5”
 ）“晨星是昏星”不是必然的（是或然的）。（“Morgenstern是Abendstern”不是必然的［是或然的］。）（？）

非常明显，（1”
 ）至（3”
 ）没有变化，是克里普克的表述。不同的只是（4”
 ）和（5”
 ）：以弗雷格说的“晨星”和“昏星”替代了（4）中的摹状词。首先我们看一看它们是不是符合克里普克的说明，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说“这些词具有‘昏星（晨星）’这样一种形式”？如前所述，（4”
 ）与（1”
 ）具有的形式是相似的，区别只是在于一个是以名字的形式出现，另一个以摹状词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个名字具有摹状特征，可以自然扩展为后者。因此，“晨星”与“具有‘这个在清晨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不仅有相似的含义，而且有相似的形式。即使认为它们在形式上差距较大，人们也不会否认它们字面上意思差不多。因此，既然认为（4）对（1）提供了理解，也就可以认为（4”
 ）对（1”
 ）提供了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出现了。我们在（4”
 ）和（5”
 ）的括号中打了问号。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把“晨星”和“昏星”这两个词看作严格指示词，还是看作非严格指示词。如果把它们看作非严格指示词，即（4”
 ）的表达是“D1
 =D2
 ”。相应的，（5”
 ）的表达就会是：“‘D1
 =D2
 ’不是必然的（是或然的）。”这样与克里普克的论述一致，但是这样一来，“晨星”和“昏星”就不能是名字。但是它们本身确实是名字，结果就与实际情况不符。如果把它们看作严格指示词，即（4”
 ）的表达是“R1
 =R2
 ”，因而与事实相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5”
 ）的相应表达就会是：“‘R1
 =R2
 ’不是必然的（是或然的）”。它与（3”
 ）相同，而与（2”
 ）形成矛盾。这个结果恰恰是克里普克反对的，因为他支持（2”
 ）而反对（3”
 ）。

这里的麻烦似乎在于，弗雷格不区别专名和摹状词，因而随意举例说明专名的涵义和意谓，而克里普克不赞成弗雷格的做法，认为弗雷格的理论使人们以为“专名不是严格的指示词，而是与代替它的摹状词同义的”
[9]

 ，他要区别严格指示词和非严格指示词。但是在他的论述中，也许是由于语言的翻译问题，一个在弗雷格那里没有问题的例子，在克里普克本人也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的例子，却在克里普克的讨论中出了问题。

借助句子图式1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无论是“金星”“启明星”和“长庚星”，还是“晨星”和“昏星”，都是语言层面的东西，都处于专名的位置。在涵义层面，它们有所不同，但是在意谓层面，它们是相同的。以（1）和（4）为例，这两个句子的涵义与其中专名或摹状词所表达的意思相关，而它们的真值与其中专名或摹状词所指称的对象相关，比如它们必须存在，与谓词表达的概念（相等）处于相应的关系等等。（5）也是同样，因为对其中的摹状词“这个在清晨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和“那个在傍晚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可以做相同的说明。

而根据句子图式6，这些问题也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在意谓层面，即与真值相关，专名或摹状词与谓词相关的涵义处于可能性之下，就是说，这里并不涉及它们指称的对象，而只涉及它们表达的含义。比如（3），它否定了“启明星是长庚星”的涵义处于所有可能性之下，把（3）中这个子句替换成（4）也是同样：“‘这个在清晨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是那个在傍晚的天空中如此这般位置上出现的天体’不是必然的。”它否定了该子句的涵义处于所有可能性下。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专名只有对象，而没有含义。前面已经说过，根据句子图式，专名始终是在句子中考虑的。作为句子的一部分，它可以没有意谓，但是一定有涵义，这是因为如果专名没有意谓，句子是假的，但是如果专名没有涵义，句子的涵义就是不完整的，因而也不会有涵义。

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克里普克的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这个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对象最初的命名，以及随后在一个范围内随着这个名字的使用而获得的关于这个对象的认识。我不认为这个理论没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它的意义并不像人们所鼓吹的那样大，至少以它来批评弗雷格的理论是非常不恰当的。如果单纯地讨论一个专名是不是有涵义，它的涵义是如何获得的，它的涵义与它最初的命名是不是相关，如何相关等等，克里普克的历史的因果命名理论也许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是就分析语言、理解语言而言，它却是可以没有关系的。如果单纯地讨论一个专名是不是有涵义和对象，克里普克的看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专名只有指称而没有涵义，这至少是一家之言。但是从分析句子和理解句子的角度看，他的看法肯定是错误的。一个句子是客观的，因为人们可以看到它，听到它。它的涵义是客观的，因为人们可以把握它，理解它。它的真之条件也是客观的，因为人们可以认识它。如果一个句子没有涵义，人们就无法理解它。如果句子的涵义不是客观的，人们对句子也就无法有共同的理解，因而也就无法通过句子进行交流。专名是句子的一部分，因此它也是有涵义的，否则整个句子的涵义就是不完整的。如果人们无法理解专名的涵义，也就无法理解这个句子的涵义。让我们以“Phosphorus是Hesperus”为例。一个不懂英文的人肯定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不知道其中的两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而不是因为不知道其中两个名字的指称。一个懂英文的人从句法形式可能会知道这两个英文是名字，但是不一定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比如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的名字，而不是因为不知道它们的指称。假如把它换成“启明星是长庚星”，人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因为知道其中的两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比如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关于两颗行星，而不是因为知道它们的指称。这里的麻烦也许在于，一个专名的涵义往往是与指称相联系的，在这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专名的涵义就是指称，但是，只要认为句子有涵义，就不能不认为专名没有涵义，不管这种涵义是什么。这一点，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句子有涵义，既然如此，其构成部分就不能是空的，就不能没有涵义。

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即使把专名的涵义理解为指称，这个层面与意谓层面也仍然是有区别的。比如，（a）“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依据句子图式1，“亚里士多德”的涵义是在句子的涵义中的。对这个句子，人们可以问：“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哲学家’是什么意思？”，同样也可以问：“‘亚里士多德’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不是自然的问法吗？难道这不是在问“亚里士多德”的涵义吗？理解一个句子，难道对句子的涵义和谓词的涵义有理解的问题，而对其中的名字的涵义没有理解的问题吗？从指称的角度出发，所谓理解或不理解一个名字，大概是指知道或不知道它指什么。但是关于它的指称的每一种理解，实际上都是一种涵义。比如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指逻辑的创始人。所知道的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名字的一种涵义。如果表达出来可以是：（b）“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这又是一个句子。这里，我们把对（a）中“亚里士多德”这个词的涵义的理解以谓词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果（b）与（a）没有关系，则其中“亚里士多德”的涵义仍然需要理解。如果（b）与（a）有关系，即是对（a）中“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的理解，则可以认为（a）是真的。如果没有（b）的理解，则对（a）中的“亚里士多德”还需要其他的理解，比如（c）“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我们也可以依据（c）来判断（a）是不是真的。所以，弗雷格的理论与一个对象如何获得名字无关，也不太在乎名字的涵义是不是决定名字的指称。他只是区别出名字有涵义和意谓两个层面，并且基于这种区别告诉我们如何利用专名的意谓来判定句子的意谓。

综上所述，我认为克里普克区别严格指示词与非严格指示词的思想是有道理的，也是有益的。这是因为，他考虑了涉及模态语境的情况，后者与弗雷格考虑的情况不同。在模态语境下，专名和摹状词的使用会影响句子的真值。因此，认识二者的区别并对这种区别做出说明，确实是重要的。但是，在克里普克的论述中，非严格指示词与摹状词的关系区别得不是特别清楚。基于这样一种模糊的区别来批评弗雷格，也就产生了上述问题。假如把他的非严格指示词看作摹状词，包括一些具有摹状的名字，那么他的论述不仅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清楚的。

我认为，在哲学讨论中，例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论。克里普克想说明的是，名字是严格指示词，摹状词是非严格指示词，只要是名字，就始终指称它所命名的对象。例子有了问题也不要紧，换一个就行，只要理论没有问题就可以。因为例子只不过是为了说明理论的。但是，克里普克借助这个例子不仅是要说明外延语境与模态语境的区别，而且还要批评弗雷格的理论，同时为他的专名有指称而没有涵义的观点辩护，这就不是仅换一个例子而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4. 从言模态与从物模态

“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的区别由来已久。正像“从言”（de dicto）和“从物”（de re）这两个术语来自拉丁文一样，关于它们的讨论可以至少追溯到中世纪。到了现代，尤其是在模态逻辑产生之后，关于这一区别的讨论依然非常多，当然，争论也非常多。有人坚持这样的区别，也有人反对这样的区别。在我看来，借助句子图式，区别语言的层次，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模态词的性质，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说明这里的区别。

在传统解释中，从言模态一般指这样的句子：主词是一个句子或者表示一个句子，谓词是模态词。这大致相当于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是必然的”和“8大于7乃是必然的”这样的句子。句子中的“这”和“8大于7”都表示一个句子。“必然的”是关于它们的说明。从物模态一般指这样的句子：其中的谓词表达中含有模态词。这大致相当于我们前面说的模态词作副词的句子。比如“8必然大于7”。在这个句子中，主词“8”是要表达的东西或事物，谓词“必然大于7”是关于主词的表达，因而谓词所表达的东西是关于主词所表达的东西的说明。由于“必然”这一模态词处于谓词之中，因而是关于主词所表达的东西或事物的表达。
[10]



在现代解释中，从言模态指的是这样的句子：模态词放在闭语句前。所谓闭语句，指的是不含自由变元的句子。这样，模态命题逻辑的句子都是从言模态；模态词在量词辖域之外的一些模态谓词逻辑公式也是从言模态，比如：□p，□∀xFx等等。从物模态指的是这样的句子：模态词放在开语句前或放在量词辖域之内，比如：□Fx，∀x□Fx等等。

有人认为，中世纪关于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的区分是从自然语言出发的，没有现代解释的区分那样精确。
[11]

 有人甚至认为，从言模态词与从物模态词的区分是在公式层次才出现的问题，因此，只有到了谓词逻辑阶段才真正显露出来。
[12]

 这些看法各有自己的道理。但是，从以上简单的说明其实可以看出，现代解释虽然利用了模态逻辑的公式表达，因而自然会利用这些公式所涉及的个体变元、谓词、量词等等概念来进行区分，但是所得的区别与中世纪的区别实质上是一样的。中世纪的区分主要是依据模态词是修饰整个句子还是属于句子中的谓词部分，现代解释实际上也是同样。表示简单句子的闭语句和量词语句都是完整的句子。模态词在这样的句子前无疑是修饰整个句子。最简单的开语句实际上就是谓词表达式，模态词加在这样的开语句前面自然相当于放在谓词之前。量词辖域之内最主要的表达式是谓词，模态词放在量词辖域之内，指的也是模态词放在谓词之前。因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模态词修饰的都是谓词。所以，虽然现代与传统的论证方式不同，但是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的区别并没有改变。

在我看来，把模态词修饰句子和修饰谓词看作不同的，并以此作为区别标准，称前者为从言模态，称后者为从物模态，乃是明确的。与此相关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其一，从言模态与从物模态之间的区别是不是存在？其二，如果存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区别？其三，通过这种区别，甚至强调这种区别，是不是会给我们的相关认识带来帮助？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第一个问题可以得到明确的肯定的回答。模态逻辑中有两个很著名的定理叫巴坎公式：

（BF1）(∀x)□Fx→□(∀x)Fx

（BF2）◇(∃x)Fx→(∃x)◇Fx

根据以上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的区别标准，在这两个公式中，□(∀x)和◇(∃x)Fx是从言模态句子，而(∀x)□Fx和(∃x)◇Fx则是从物模态句子。因此这两个公式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分别都是由一个从言模态句子和一个从物模态句子构成的，只是次序有所区别。那么这两个公式说明什么呢？在我看来，除了它们想表达的东西以外，前一个公式说明：可以由从物模态推出从言模态；而后一个公式说明：可以由从言模态推出从物模态。这虽然不能说明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没有区别，但是由于可以相互推论，似乎至少可以说明，二者的区别有时候是很难区分的。在模态逻辑中还有如下两条定理：

□(∀x)Fx→(∀x)□Fx

(∃x)◇Fx→◇(∃x)Fx

显然，这两条定理说明的也是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之间的推论，只是次序与上述巴坎公式正好相反。由于有这几条定理，因此在模态逻辑中也就有了如下两条定理：

(∀x)□Fx↔□(∀x)Fx

(∃x)◇Fx↔◇(∃x)Fx

这两条定理是等值式，除了它们表达的意思外，还表达了一个意思：从物模态和从言模态可以是等价的。

但是在模态逻辑中，也有非常特殊的情况。比如

(∃x)□Fx→□(∃x)Fx

是一条定理，但是它的逆推

□(∃x)Fx→(∃x)□Fx

却不成立。从后两个公式可以看出，(∃x)□Fx和□(∃x)Fx不是等价的公式。即使不懂逻辑，从形式上也可以看出，这里的区别在于模态词（“□”）在量词域内（“(∃x)□Fx”）与在量词域外（“□(∃x)Fx”），以上两个公式的不同也是由这一区别显示的。所谓模态词在量词域内，也是模态词在谓词之前，即从物模态：“□Fx”。这就表明，从物模态与从言模态不是等价的，因此从物模态和从言模态的区别是存在的。
[13]



我认为，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些更加细致的分析。首先，从以上两个表达等值的定理可以看出，在全称量词与必然算子混合使用的情况下，它们的先后次序可互换；在存在量词与可能算子混合使用的情况，它们的先后次序也可互换。这就表明，在这两种情况下，从物模态与从言模态是等价的，因此可以把从物模态转换为从言模态。当然也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把从言模态转换为从物模态。其次，从后两个表达式可以看出，在存在量词与必然算子混合使用（由此也可以看到在全称量词与可能算子混合使用）的情况下，它们的先后不可互换。这就表明，从言模态与从物模态不是等价的。第三，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在有些情况下，从物模态与从言模态等价，因而可以相互转换，在有些情况下，它们不等价，不能转换。综上所述，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有些情况下，当遇到从物模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们转换为从言模态来考虑，而且这样做不会造成真假方面的问题，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不能这样做。假如可以解决后者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避免由于涉及从物模态所带来的问题。就是说，在遇到模态表达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它们当做从言模态来处理，包括把从物模态转换为从言模态。因此，下面我们围绕存在量词与必然算子混合使用的情况，进一步探讨从言模态与从物模态的区别。

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以上关于从言与从物模态的区别都是由句法形式确定的，因此它们的区别可以看作是一种句法区别。但是人们区别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却并不是这样的意思。人们想以此说明，从言模态是关于句子的，或关于命题的，或关于语言的，而从物模态是关于事物的，或关于事实的。人们在中世纪这样认识，今天一般也同样是这样认识的。这样的区别无疑涉及语义方面。我的问题是，模态词在句子前面还是在谓词前面，这只是句法方面的事情，由此是不是就可以说明前者是关于语言的，而后者就是关于事物或事实的？这样的认识是不是有道理？或者，关于这样认识的论证是不是成立？为了更好地说明这里的问题，我们给出以下句子图式：

［句子图式7］

（语言）句子：模态词　　　//量词　　　　/谓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可能性　　　//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句子图式8］

（语言）句子：量词　　　　//模态词　　　/谓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个体域　　　//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这两个图式的不同之处显而易见：图式7是模态词在量词之外，图式8是量词在模态词之外。前一个图式是从言的。“/”的两边，即量词与谓词组成一个句子，这相当于句子图式2；“//”的两边也构成一个句子，即模态词加在一个子句上。因此，图式7的从言特征是明显的，也没有什么理解的问题。后一个句子图式则是从物的。这一点很明显，因为模态词与谓词分处“/”的两边，共同构成一个句子，可以认为它们之间有修饰关系。

仔细思考则会发现，句子图式8是有问题的。直观上说，谓词是去掉专名剩下来的表达式，因而是有空位的，那么加上模态词对它的修饰，是不是构成句子？对照句子图式6和6*
 可以看出，模态词是构成句子的要素，单斜杠“/”表明它与句子的名字相结合，双斜杠“//”表明它与子句相结合，都可以构成句子，只不过层次不同。这与句子图式7的说明是一致的。

在图式8，“/”表明模态词应该与谓词组合而成句子。这与图式6、6*
 、7的情况是不同的。句子图式2表明，谓词与量词一起才构成句子，那样才会有真值，这是因为量词对谓词有一个限定，使得谓词表达的概念与量词所表达的个体的东西相匹配，由此才会形成真假。但是模态词与谓词一起构成的东西并不是句子，因而模态词对谓词是否可以形成限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限定乃是有疑问的。这一点，从意谓层面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在句子图式8中，模态词与谓词的意谓都是“思想的一部分”。这显然是沿袭图式7，按照“子句”的意谓来图示的。由于两个“思想的一部分”的组合是“思想”，而思想与个体域无法匹配，或者说，这里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思想与个体域是不是相匹配，而在于它们的匹配是否可以形成真值。由于这种解释不通，那么是不是可以尝试另一种解释，比如把量词与模态词之间的双斜杠“//”改为单斜杠“/”，但是这样一来，在模态词与谓词之间就不能加杠，比如：

［句子图式8*
 ］

（语言）句子：量词　　　　/ 模态词　　　，谓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个体域　　　/ 可能性　　　，概念

这里的问题会同样明显。其一，根据句子图式6*
 ，模态词与谓词是处于不同句子层次的东西，而在这里成为同一层次的东西。其二，根据句法规定，逗号两边是并列的东西，而模态词与谓词在这里并列，因而无法形成区别，似乎都成为谓词。假如再换一种解释，比如通过加斜杠来区别语言表达的层次，这样就会有如下句子图式：

［句子图式8**
 ］

（语言）句子：量词　　　　///模态词　　　//谓词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个体域　　　///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这里，量词与模态词得到区别，模态词与谓词也得到区别，但是显然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谓词自身如何能够成为句子呢？

除了以上语言层面的问题，在意谓层面也有问题。有了句子图式2，我们知道概念与个体域的关系，由此可以确定句子的真假。有了句子图式6，我们知道思想与可能性的关系，由此可以确定句子的真假。但是现在，我们要考虑的不再是这样的关系。比如根据句子图式8，思想的部分相加构成思想，因此我们要考虑思想与个体域的关系。根据句子图式8*
 ，一方面我们无法确定可能性与概念相加会构成什么，确定什么；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考虑这种相加的结果与个体域的关系。根据句子图式8**
 ，无论模态词与谓词之间的意谓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即使它们的意谓可以构成思想，我们充其量也只能考虑思想与个体域之间的关系。而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都有问题，因为都无法确定句子的真假。相比之下，句子图式7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思想的部分组合而成为思想，因此我们考虑的是思想与可能性的关系，由此可以确定句子的真值。这与句子图式6恰恰是一致的。问题是，句子图式7显示的是从言模态，而句子图式8显示的是从物模态，由此也就说明，从言模态没有什么问题，而从物模态是有问题的。

以上是句子图式告诉我们的一般性问题。不仅如此，结合句子图式，还可以比较清楚地讨论一些具体问题。这里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奎因反对从物模态的看法和人们对奎因相关观点的批评。

奎因对模态谓词逻辑提出许多批评。与从物模态相关，他最主要的批评是：从物模态造成隐晦语境，混淆了使用和提及；与此相关，模态谓词逻辑使得存在概括规则产生问题。在他的一系列相关批评中，隐晦语境是一个核心概念，它会造成指称问题。前面的讨论表明，指称问题与句子的真值密切相关，因而非常重要。由于隐晦语境影响到句子的真值，因此必须予以重视。隐晦语境的主要意思如下：名字通常具有指称功能。但是在一些语境，名字不能起明确的指称作用，这样的语境就是隐晦的。运用量词理论，可以把名字消去，代之以变元，因此量词及其辖域就十分重要，奎因的本体论承诺也与此相关。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变元似乎处于量词辖域之内，却不受量词约束，这样的语境就是隐晦的，这时的变元不是被使用，而是被提及，因而在这样的语境下会比较容易出现混淆使用与提及的情况。比如下面的情况：

（1）“西塞罗”含三个字。

（2）“杜里”含三个字。

（3）∃x（“x”含三个字）。

“西塞罗”和“杜里”是同一位著名思想家的名字，指称同一位思想家。在正常使用下，它们相互替换不会影响句子真值。但是以上情况显然不是这样：（1）是真的，而（2）是假的。这里的原因在于：在这两个句子中，这两个名字不是被用来表达它们指称的对象，而是被用来表示名字本身，因此这两个名字不是被使用，而是被提及。

（3）是对（1）和（2）应用存在概括规则产生的结果。奎因认为，（3）的括号中的字母x的意思仅仅是英语“字母表中的第二十四个字母”，它的“出现是与在它前面的量词无关的”。
[14]

 奎因对隐晦语境的说明非常明确，意思也比较直观，不难理解。一个名字在使用时可以有两种情况，一是不带引号，这时它表示它指称的对象，二是带引号，这时它表示的不是它指称的对象。前者是通常使用的情况，后者则不是。比如“西塞罗是古罗马思想家”与（1）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句子，把“杜里”替代其中的“西塞罗”，这句话的真值不变。对这句话做存在概括，可以得到：∃x（x是古罗马思想家）。其中x绝不是表示英语字母表中第二十四个字母，而是与括号外的量词相关，因此它是在被使用，而不是被提及。

（1）至（3）只是奎因谈论隐晦语境最简单的情况，在他看来，在“知道”“相信”这样表示命题态度的词后面跟的句子都处于引号之下，都属于隐晦语境。因此，其中出现的专名都会涉及上述问题。模态词也涉及这样的语境，因而也会有同样的问题。比如下面的情况：

（4）9必然大于7。

（5）∃x（x必然大于7）。

（6）必然地∃x（x大于7）。

（7）必然地，如果在昏星上有生命，那么在昏星上有生命。

（8）∃x（如果在昏星上有生命，那么在x上有生命，这是必然的）。

（9）必然地∃x（如果在昏星上有生命，那么在x上有生命）。

（4）和（7）是两个含模态词的句子，表达是自然的。（5）和（8）分别是对它们做出的存在概括，结果是模态词处于量词辖域之内。（6）和（9）分别是与（5）和（8）相似的句子，区别仅仅在于模态词的位置不同。奎因认为，（5）和（6）是不同的，同样，（8）和（9）也是不同的。（6）与（9）没有问题，但是（5）和（8）却是有问题的。直观上可以看出，这两组句子中后两个的区别仅仅在于“必然地”处于量词之外［（6）与（9）］和处于量词之内［（5）与（8）］，前者相当于从言模态，奎因认为没有问题，后者相当于从物模态，奎因认为有问题。让我们考虑这里的问题。

先看第一组中（6）对（4）的存在概括。这里在进行存在概括时排除了模态词，相当于先把（4）看作

（4’
 ）9大于7乃是必然的。

然后对（4’
 ）中的“9大于7”进行存在概括。

字面上看，（4）似乎是一个从物模态，其中的模态词修饰谓词“大于”，而（4’
 ）是一个从言模态，模态词被用于句子“9大于7”。顺便说一下，对（4’
 ）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意思相同，比如“‘9大于7’是必然的”，“9大于7，这是必然的”等等。无论是否加引号，都可以看出，“9大于7”是一个句子，“必然的”是对这个句子的断定，因此，“必然的”所断定的东西乃是处于引号之内的。可以看出，把（4）转换为（4’
 ）是自然的，对（4’
 ）进行存在概括也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奎因的赞同是有道理的。

（5）与（6）不同。（5）是对（4）直接进行存在概括，没有经过（4’
 ）的转换。（5）的意思相当于说：

（5’
 ）∃x（x大于7乃是必然的）。

应该注意的是，括号中的x是处于引号中的，因为其中的表达相当于“‘x大于7’是必然的”，或者“x大于7，这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括号中这个含x的表达式处于“必然的”这个模态词的断定之下，因而是处于隐晦语境，与括号外的量词不相关。因此奎因的不赞同是有道理的。

对（8）和（9）也可以做相似考虑。（9）的存在概括排除了模态词，因而相当于作用于不含模态词的句子，没有问题。（8）的存在概括作用于含模态词的句子，因而产生隐晦语境的问题。所以，奎因赞成（9）而反对（8），也是有道理的。

有人不赞同奎因的观点，为从物模态辩护。该观点（简称Z）赞成奎因关于（1）至（3）的说明，但是不赞成奎因关于（4）至（9）的说明。为了批评奎因，Z观点构造出如下句子：

（10）∃x□（x是由物质构成的）。

（11）∃x（“x是由物质构成的”是必然的）。

（12）∃x（x是由物质构成的，这是必然的）。

（13）∃x（It is necessary that x is made of matter）。

Z观点认为，根据奎因的观点，（10）会转换为（11），这样x就会处于引号之内。但是这是错误的，应该把引号去掉，一如（12）。也就是说，（10）不应该转换为（11），而应该转换为（12）。而在（12）中，x没有处于引号中，因此不会引起奎因所说的问题。Z观点还认为，（13）是对（12）的英文表达，可以使问题看得更加清楚。所以，是奎因混淆了x这个表达式的使用和提及。
[15]

 Z观点的理由也很明确：（12）中的

语言表达式（即x是由物质构成的）是对表达式的使用，我们使用该表达式指称语言外的事物情况，说“x是由物质构成的，这是必然的”，并不是说这个表达式本身是必然的，而是说该表达式指称的事物情况是必然的，表达式本身无所谓必然或可能。
[16]



非常明显的是，Z观点强调了对含x的表达式去引号，这与它赞同奎因关于（1）至（3）的说明是一致的。由此也就表明，它同意奎因关于引号会产生隐晦语境的观点。因此，它与奎因观点的区别仅仅在于（10）转换为（11）还是（12），即量词域内的模态词是不是会引起隐晦语境的问题。假如Z观点关于去掉（11）中引号的论述没有问题，那么它对奎因的批评就成立。因此要看（12）。既然Z观点认为（13）更清楚，我们就先看一看（13）。这是一个标准的符合英语语法的句子。字面上看，it是主语，is是系词，necessary是表语，是对it的说明。这是一个标准的主系表结构的句子。进一步分析，it是一个语法主语，先行出现，表示后面that引导的那个从句。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necessary所说明的字面上是it，其实是that引导的那个从句。这里的问题就变为：（13）括号中的表达与

（14）That x is made of matter is necessary

和　（15）“x is made of matter”is necessary

是不是等价？（13）括号中表达的与（14）似乎是等价的，都没有括号，只不过把that引导的从句移至句首。于是要问，（13）括号中表达的与（15）是不是等价？（15）与（14）的区别在于去掉了that这个引导从句的语法先行词，通过引号把句子表示出来。换句话说，它以引号替代了that，因此（15）与（14）是等价的。由于（13）括号中表达的与（14）等价，因此与（15）也是等价的。

既然英文比中文表达更清楚，认识到英文如此，当然可以看出中文其实也是同样。（12）没有引号，与（11）形成区别，但是括号中含模态词的表达是“这是必然的”，其中的“这”是一个指示代词，代替前面的“x是由物质构成的”。由此可见，（12）与（11）的区别不过是以“这”取代了引号，两个表达式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与关于（13）括号中表达的说明一样，与前面关于（4’
 ）的说明也完全一样。

综上所述，Z观点对奎因的批评是有问题的。

值得注意的是，Z观点认为，必然和可能说明的是“x是由物质构成的”这个表达式指称的事物情况，而不是这个表达式本身。这实际上表明两个意思。一是区别出一个表达式与它所表达的东西，二是说明模态词所表达的东西与事物情况有关，而不是与事物有关。事物情况与事物无疑是不同的。这就表明，Z观点清楚地认识到，“x是由事物构成的”表达的是一种情况，而不是一个对象。这一点与奎因的观点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比如奎因认为：“是必然地或可能地如此这般，一般说来不是有关对象的特性，而是依赖于指称对象的方式。”
[17]

 这就表明，在“是必然如此这般”的表达中，“是如此这般”乃是一种指称对象的方式。十分明显，“是如此这般”表示一种事物状况，而不是事物本身。因此，所谓“指称对象的方式”指的就是这种状况。这与Z观点所说的“事物情况”难道不可以是一回事吗？既然如此，Z观点为什么会不赞同奎因的观点，而要对它提出批评，以致导致上述问题呢？

在我看来，这里的主要问题在于，在一些基本观点上，比如引号会引起隐晦语境的问题，奎因与Z观点是一致的。基于这一点，奎因反对从物模态，认为它会导致隐晦语境的问题。同样是基于这一点，Z观点支持从物模态，所以要在从物模态表达式的转换中去引号。这就导致说明中的对立，当然会形成完全不同的看法。此外，二者都认识到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不同，但是在区别句子层次上，以及对这种区别的认识和说明上，存在一些混淆，因此造成说明中的问题。我认为，借助句子图式，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些混淆，从而说明由此产生的问题。

首先以（4）至（6）为例。（4）是自然语句，（5）和（6）是对它的不同分析。参照句子图式6，（6）中的“∃x（x大于7）”是子句，被模态词所修饰，（6）的真值取决于该子句的思想处于模态词显示的可能性之下的情况。所以，（6）是恰当的。根据句子图式7，“∃x（x大于7）”被分为量词（∃x）和谓词（x大于7）。单看它们，其真值取决于谓词所表达的概念处于量词所指示的个体域下的情况，即概念与个体的匹配状况。但是，从句子图式7中的杠可以看出，量词与谓词仅构成一个子句，该子句与模态词一起才构成整个句子。因此整个句子的真值取决于该子句的思想处于模态词所表示的可能性之下的情况。所以，无论怎样看，（6）没有问题。正因为如此，奎因和Z观点对（6）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应该看到，（6）是从言模态。由此也就表明，奎因和Z观点对从言模态的看法是一致的，这同样表明为什么一般来说人们在从言模态上意见比较一致，因为它没有什么问题，也比较自然。

（5）则不是这样。如前所述，它可以有句子图式8、8*
 或8**
 所示的三种情况。但是这三种情况都是有问题的。由此可见，奎因不赞成（5）乃是有道理的。（8）与（5）相似，因此情况相同，不用多说。

可以看到，（12）与（5）的情况是相同的。其中“x是由物质构成的”这一表达式字面上似乎是一个句子，实际上是一个谓词：其中的x表明一个空位。如果它与模态词一起，只会形成句子图式8、8*
 或8**
 所示的三种情况。Z观点强调“x是由物质构成的”表达事物情况，以此说明“必然的”是对事物情况的说明。问题是，如果不与量词相结合，该表达式如何能够表达事物的情况呢？而一旦它与量词结合，所形成的就会如句子图式7所示，而不是8、8*
 或8**
 所示。这一点，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结合“可能性”来看也是如此。根据句子图式7，（6）是真的，当且仅当“∃x（x大于7）”所表达的情况处于所有可能性下（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都是真的）；（9）也是如此。但是（12）却不是这样。假如“必然的”是对“x是由物质构成的”的断定，那么“x是由物质构成的，这是必然的”的语义相当于：x是由物质构成的，这种情况处于所有可能性下。这显然是一个无法理解的表达，因为“x是由物质构成的”不表示一个完全的思想，因而无法处于可能性之下。因此，无论是从语言层面，还是从意谓层面看，（12）都是有问题的。由此也就表明，Z观点是有问题的。

值得注意的是，Z观点关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认识没有问题，依据模态逻辑从句法的角度对从言模态与从物模态的区别也没有什么问题，在关于从言模态的看法上同样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为什么它在上述举例说明从物模态的过程中却会出现问题呢？我认为，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有可能忽略了逻辑与语言的区别，二是有可能忽略了句子图式中涵义这个层面。

克里普克认为，专名没有涵义，只有指称，它的作用就是指称，他把这种观点甚至扩展到类名。这也是许多人赞同的观点，包括Z观点。这样看待专名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历史上就有人赞同它。尤其是，从逻辑的角度出发也很容易接受它。一个名字有句法和语义，句法是其出现的方式，即名字自身，语义则是其指称的对象。在这种解释下，专名的涵义是不必考虑的。我认为，逻辑提供的关于专名的认识当然是有益的。但是，这种认识应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语言，而不应该阻碍我们对于语言的认识。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句子有涵义，因而句子的部分，包括专名，也一定有涵义。否则句子的涵义就不会是完整的。因此，从句子的角度出发，专名一定是有涵义的。单独考虑专名，说它有或没有涵义乃是可以的。但是在句子中考虑专名，认为它没有涵义，这就一定会出问题。这一点前面在讨论专名的时候已经说过，因此不用多说。

在逻辑中，Fx和□Fx是合适公式，因此也要有相应的语义解释。所以会有∃x□Fx这样的表达式，因而也会有相应的语义说明。问题是，这样的表达式在语言中是否存在？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不是会有Fx和□Fx这样的表达？比如“是大的”，“是必然大的”。在我看来，日常表达的基本单位是句子。从真假的角度出发，则更是如此。因此，脱离句子的谓词表达或对谓词的断定，比如“……是大的”，“……是必然大的”，乃是没有的。不是说人们不懂“大”“必然”以及“必然大”是什么意思，而是说在听到这样的表达时会不知所云。所以一般来说，没有人会这样说话。从句子的涵义和意谓的区别可以看出，句子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是不同的，对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认识与对句子真之条件的解释也是不同的。逻辑提供了关于句子真之条件的说明。考虑这种说明，可以着眼于句子，也可以着眼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句子都是着眼点。基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借助涵义这一层，对于考虑句子的真之条件是有益的，尤其是在模态句。正像我们看到量词是作用于谓词的，因而对它的认识并不局限于它在句子中的位置一样，我们认识到模态词是作用于句子的，因而对它的认识同样可以跳出句子的语法形式。

语言本身是关于世界的表达，是关于我们关于世界的看法的表达，因此语言本身与世界和认识有关。句子是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所以语言是由句子构成的。句子也有构成要素，比如专名和谓词。因此，语言是关于世界的表达就不是一句笼统的话，而是非常具体的。换句话说，语言中的量词可以是关于世界的表达，比如关于事物情况的表达，句子中的专名和谓词也可以是关于世界的表达，比如专名是关于事物的表达，谓词是关于事物的种类、事物的性质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表达。同样，语言是关于我们关于世界的看法的表达也不是一句笼统的话，同样是非常具体的。也就是说，语言中的量词可以是关于我们关于世界的看法的表达，句子中的模态词也可以是关于我们关于世界的看法的表达。因此，仅凭模态词是在句子前面还是在谓词前面而断言是从言模态还是从物模态，是根本不够的，也是无法说清楚的。我的意思是说，这样的区别可以是句法方面的，但是在语义方面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乃是有问题的。我的建议的是，从语言层次上来做出说明。而一旦从这个层次来看，就只有从言模态，没有从物模态。在这种意义上，承认从言模态的人是有道理的，尽管他们的理由和根据与我可能是不一样的。

请看下面两个句子：

8必然大于7。

8大于7乃是必然的。

第二个句子的语言层次是明显的。因为“是必然的”是对“8大于7”的说明，后者是一个句子。因此这里的模态词是比其中的句子高一个层次的，是关于这个句子的表达。第一个句子的语言层次不太明显。其中的“必然”作副词修饰动词“大于”。根据句子图式6，谓词指称概念，这里指称的则是一个二元关系。有两个对象处于其下，即8和7指称的对象。因此这个谓词不带空位，是饱和的。这样一个谓词表达式实际上是一个句子。这样，我们获得了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句子。由此出发就可以看出，“必然”所修饰的依然是一个句子，因而是比这个句子高一个层次的。句子是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模态词是关于句子的断定，因此是“从言”的。

再看下面两个句子：

所有事物是必然发展变化的。

所有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乃是必然的。

根据前面的量词公式，这两个句子是等价的。在后一个句子中，模态词与它所表述的东西之间的区别是清楚的，因此语言层次的区别是明显的，不用再讨论了。我们只看前一个句子。这里的问题是，这个句子中的谓词指称一个概念，而这个概念带有一个空位。因此它不是一个句子。但是，由此并不能掩盖句首的量词对它的限定。因此这个谓词不能孤立地看，或者换句话说，这个谓词的表达不是一个孤立的表达，而是与句首的量词结合在一起的。而当它与量词结合在一起之后，它就成为一个句子，尽管不是通常所说的简单句。这样，模态词对它的说明也就是与量词相关的。因为既然谓词不是一个孤立的表达，而是与量词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模态词对谓词的修饰就不能是对这个孤立的谓词的修饰，就是说，它对这个谓词的修饰不能是孤立的，而一定是要与量词结合在一起。至于写在什么地方，比如是写在量词外面，还是写在量词里面，谓词前面，乃是由句法规则决定的，或者是由我们对句子的理解决定的，或者是由我们对句子的理解并且参照句法规则决定的，或者是我们的语言表达习惯决定的。所以，由此形成的区别主要是句法方面的区别，而不是所谓从言和从物的区别。确切地说，我们把模态词放在什么地方，可以是语言习惯，可以是句法约定。但是以它表示我们究竟是在断定句子或命题，还是在断定事物或世界，则是语义方面的事情。而从语义的角度看，模态词最重要的特征是表示可能性，即表示它所修饰的言辞所表示的事物情况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模态词所修饰的东西在语言中有不同的形式。一种主要的情况是，模态词作形容词表述句子或作副词修饰句子。在这种情况下，模态词所表达的就是对句子所表示的东西的可能性的断定。在语言表达中，模态词还有其他一些表达形式，其中最主要的是作副词修饰动词或形容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模态词转换为表述句子的形容词或修饰句子的副词，把句子中动词或形容词及其谓述的部分转换为句子，整个句子的意思不变。这时可以看出，模态词所表达的依然是对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可能性的断定。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可能会有从言和从物的区别。比如，如果认为模态词所断定的是句子，则可能会认为是从言模态，如果认为模态词所断定的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即事物，则可能会认为是从物模态。但是，主要的区别不再是由于模态词究竟是修饰句子还是修饰谓词而定，而是取决于人们关于模态词所断定的东西持什么样的看法，即模态词所断定的究竟是句子、命题、陈述，还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或事实。

退一步说，我认为可以指出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的区别，即一种句法区别，但是不必过分强调这种区别，因为从实质上说，这种区别并非那么重要。或者如上所述，若想说明这种区别往往会引起一些问题。我更强调的是语词层次的区别，即含模态词的语句和不含模态词的语句的区别。这是因为它们表现出两个不同的语言层次，因而在涉及真的问题上会引起一些问题，比如组合原则的失效问题。区别语言的层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与真相关的问题，而区别从言和从物，在这方面并不会有多少帮助。


5. 必然性与本质

在与模态相关的讨论中，本质概念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此相关还形成许多关于本质以及本质主义的讨论。

本质这个概念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本质是对事物是什么的充分说明。本质的表达是定义，即属加种差。属是对一事物的分类说明，种差则是将该事物类与其他事物类区别开来。从语言的角度看，如果一个谓词与其谓述的主词可以换位，同时又表达出该主词所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则是定义。因此，本质与其他性质有根本区别，即使从语言表达看也有根本区别：谓词与主词的关系在其他表达中，要么可以换位但是不表达是什么；要么表达是什么但是不可以换位；要么既不能换位也不表达是什么。由此可见，本质是对事物性质的一种说明，是一种试图与其他性质得到根本区别的说明。这一概念在哲学史上一直被讨论，也受到许多批评，罗素就认为它是一个糊涂不堪的概念。
[18]



在有关模态的讨论中，最初提及这个问题也许不是奎因
[19]

 ，但是，使模态与本质的密切联系变得非常出名的人无疑是奎因，是他借助本质主义之名对量化模态逻辑进行批评。奎因认为，对必然性进行量化，会引起本质主义，因为这会表明，对一事物而言，一些性质是本质的，另一些是非本质的。因此模态谓词逻辑会退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
[20]

 由于本质概念是由必然性这一概念来表达的，因此人们需要讨论，必然的是不是本质的，本质的是不是必然的，这样就涉及必然与本质的关系。比如，有人认为，本质性质是必然的，而必然性质不一定是本质的。
[21]

 有人则认为，说本质性质是必然的乃是错误的。
[22]

 相关讨论还产生一些成果，不仅是哲学的，还有逻辑的。
[23]

 此外，由于本质与事物或对象相关，因而讨论本质问题会涉及事物或对象，由此也就形成不同的看法。比如认为个体事物有本质，自然种类有本质。
[24]

 由此可以概括出，本质是对个体的说明，是对类的说明。对于本质的形成方式，人们也有不同看法，比如认为本质的产生与个体的起源相关，本质对事物而言是内在的
[25]

 ，或者本质是积累形成的，或者，本质是限定的。
[26]

 还有就是同一性问题。

以上这些都是在讨论模态问题时由于涉及本质问题而引发的。我提及这些问题及其研究，并不是想要对它们展开深入的讨论，而仅想指出，这些讨论如今已经构成有关模态问题研究的一部分丰富内容。这里我想探讨的是，为什么探讨模态问题会引发本质问题的讨论，并对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本质问题的讨论来源于从物模态表达式，即□Fa或□Fx。这样的表达式特征明显：模态词作用在谓词上。当然，由于有闭语句和开语句之分，因此意思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前者的字面意思是“a这个对象有F这种性质乃是必然的”，后者的字面意思是“F这种性质是必然的”或“有F这种性质乃是必然的”。若是把其中表示必然的符号换成表示本质的符号，似乎就可以得到本质表达式，比如意思可以是：“a这个对象有F这种性质乃是本质的”，或者“有F这种性质乃是本质的”。这样，“本质”及其相应符号的算子特征或句法符号特征似乎充分显示出来，因而正像围绕模态词构成模态逻辑一样，人们也可以围绕“本质”一词构造起本质逻辑。同样，一如依据模态逻辑的结果探讨与模态相关的问题一样，人们也可以依据本质逻辑来谈论与本质相关的问题。于是，在模态问题讨论中出现的问题，在本质问题讨论中似乎同样也应该出现。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反映在从言与从物的区别。前面的讨论表明，从言模态与从物模态的区别是模态问题讨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还是一个历史问题，在中世纪就得到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但是在本质讨论中，却看到这样的讨论。就是说，在关于本质问题的讨论中，即使把本质一词看作一个模态词，也没有关于从言与从物区别的讨论。由此可以看出“本质”与模态词的区别，当然也就可以看出本质与可能性的区别。为了讨论的方便，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也会直接谈论本质与必然。

模态之所以会有从言与从物的区别，并非仅仅因为有开语句与闭语句之分，而是因为在日常表达中，模态词可以出现在句子的不同位置，因而造成不同的理解。比如在

（1）必然8大于7。

（2）8必然大于7。

这两个句子中，“必然”一词可以出现在一个句子之外，也可以出现在一个句子之内，区别十分明显。在（2）中，由于“必然”出现在动词“大于”之前，因而可以看作是对它的修饰，可做从物解释，但是在（1）中，尽管“必然”出现在“8”之前，却不是对它的修饰，而是修饰“8大于7”。由于后者是一个句子，是被说出或写下的，因此修饰它的“必然”可以看作是从言的。由此可见，无论关于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的区别是不是有道理，不管人们对它有多少争论，分歧有多大，至少这是一种语言现象。也就是说，在语言表达中，模态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因而显示出表达的不同，乃是事实。因此围绕这一事实进行讨论，得出不同的解释，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相比之下，本质一词却不是这样的。假如把模态词进行替换，上面两个句子大致可以表达如下：

（3）本质上8大于7。

（4）8本质上大于7。

不能说这两个句子的意思不清楚，也不能说它们无法理解。但是深究一下则会发现，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这样说话。“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算是一句普通话，至少在哲学领域是有人这样说的。但是以“本质”作修饰语，或者作类似于模态词那样的修饰语，这样的情况在语言表达中并不多见。这就表明，本质一词与模态词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1）和（2）可以转换为“8大于7乃是必然的”，就是说，即使是从物模态，在一些情况下也可以转换为从言模态。但是对（3）和（4）做类似的转换却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8大于7乃是本质的”，这样的话是不会有人说的。这同样表明，“本质”一词与模态词是有根本区别的。

让我们退一步：假定（3）和（4）是正常的表达，也是习惯常用的表达。可以看出，它们的意思大致是可以明白的。但是如果问：它们是真的吗？问题就来了。“8大于7”是一个先验句子，对它加上本质的说明，似乎多少还容易解释一些。假如遇到经验句子，比如“行星的数本质上大于7”，问题则会更大。即使我们如法炮制句子图式，比如在语言层面像模态词一样设定“本质词”，在意谓层面也无法给出相应的东西，这是因为，与真相关，我们无法给出它的语义，因而无法说明相应的本质句的真之条件。相比之下，在模态句的句子图式中，模态词的意谓是可能性，而且与直观相符合，因而我们可以获得关于模态词的句子图式，从而说明相应模态句的真之条件。这就同样表明，“本质”一词与模态词是有根本区别的。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罗素认为本质是一个不清楚的概念，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另一个明显的问题反映在隐晦语境。对模态表达式进行量化，会导致所指发生变化而变得不明的情况，因此产生隐晦语境。这个问题其实与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的区别也有关系。假如没有从言和从物的区别，或者所有从物模态都可以转换为从言模态，因而所有含模态词的量化表达式都可以转换为含有量词的模态表达式，比如“……是必然的”（量词表达式在省略号之中），也就不会有隐晦语境的问题。没有隐晦语境，也就不会有□Fx这样的开语句所带来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必讨论必然性质这样的问题，也就不会有所谓回归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的问题。问题是，模态谓词逻辑确实表明，有一些量化模态表达式是不能还原为模态量化表达式的。在这种情况下，□Fx这样的表达式无法避免，人们也就不得不讨论必然性质这样的问题。因此奎因的质疑无法回避。

以上两点表明，在自然语言表达中，“本质”一词与模态词的用法有根本区别，而本质问题却来自模态谓词逻辑中一种特定的表达式。直观上可以看出，这里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就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一个问题是，假如“本质”一词与模态词的用法是一样的，那么依照模态逻辑所提供的理论来探讨本质就会是自然的，当然，相关模态讨论中出现的问题在本质问题讨论中大致也会出现。现在我们看到，这两种词的用法是不一样的，因此照搬模态逻辑的讨论来探讨本质问题肯定是不合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本质一词与模态词是不是有一些相似的用法？如果有，那么是不是依然可以运用模态逻辑中相应的理论部分对其相似部分进行探讨，由此获得一些有益的认识？这样，仅仅认识到“本质”一词与模态词的用法不同乃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说明，它们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简单地说，模态词可以作用于句子，而本质一词不能作用于句子。这是它们的根本区别。从（3）可以看出，表面上看，“本质”一词似乎也可以作用于句子，但是实际上这不是日常表达的方式，没有什么人这样说话。若是把它转换为“8大于7乃是本质的”，则可以看出，这样的表达符合语法，但是不符合日常表达方式，即没有人会这样表达。也就是说，“本质”一词作用于句子乃是不自然的。从前面的讨论还可以看出，模态词也可以作用于一个名词，而这样的名词所具备的意思也是以句子表达的。比如“矛盾律是必然的”，其中的“矛盾律”是一条逻辑规律的名字。它的意思是：一事物不能既是又不是。这无疑是以句子表达的。因此这句话也可以表达为：“一事物不能既是又不是乃是必然的”，或者“一事物不能既是又不是，这是必然的”。后者中的“这”表示此前的句子，相当于“矛盾律”的表达。相比之下，“本质”一词就不是这样。它不能用于名词，比如“矛盾律是本质的”这显然不是明白的表达，因此不会有人这样说。

“本质”是哲学中的一个用语，是亚里士多德创造出来的。按照他的说法，一个谓词能够与主词互换表达，又表示主词是什么，就是本质。比如“人是理性动物”，“理性动物”与“人”既可以换位，又表示了人是什么，因此是人的本质。他还明确地说，这样的谓词就是定义，它的表达方式是属加种差。由此可见，“本质”一词本身不是语言中的表达，而是对语言中一类表达的说明。有了这样的说明，有了关于这种说明的认识，人们也就可以以本质作为一种说明的方式，比如：

（5）从本质上说，人是理性动物。

（6）人本质上是理性动物。

（7）理性动物是人的本质。

字面上看，（5）与（3）相似，因而与（1）相似，（6）与（4）相似，因而与（2）相似。若是仅看这两个句子，我们大致也会认为“本质”一词与模态词是相似的，因而把它看作模态词。但是，（7）的意思与（5）和（6）是一样的。它与（1）—（4）绝无相似之处。非常清楚，我们不能以它的表达方式来说明（3）和（4），因而也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说明（1）和（2），比如我们不能说“大于7是8的本质”。这就说明“本质”一词的特殊性，即它与模态词不同的地方。

以上说明了“本质”一词的两种特征，确切地说，是它的两种与模态词不同的特征。一种是它不能转换为从言表达，即不能转换为“……是本质的”，因而它不是一种从言表达。另一种是，即使字面上它修饰的是谓词，但是它的说明也是不能脱离主词的，也就是说，脱离了主词，它的修饰说明是无意义的。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借助□Fx这样的模态表达式来说明本质表达式，因而探讨所谓本质性质，比如“本质上F”或“F这样的性质是本质的”，乃是有问题的，而且一定是会有问题的。

我指出以上问题，主要目的并不是否定借助模态逻辑来讨论本质问题，更不是否定这些讨论所产生的一些结果。在我看来，借助模态逻辑来讨论本质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应该认识到其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通过本质词与模态词在表达中的区别而认识到二者的区别，以及由此可能会带来的问题，这样将有助于相关问题的讨论。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则可以更好地审视关于本质讨论中一些观点是不是有道理。比如有人认为：不应该以模态词来理解本质这一概念，不应该把它等价于一个模态概念；传统把本质等同于定义，这种做法更适合于解释本质，它可能没有为我们提供对本质的分析，但是它提供了这个概念如何起作用的方式。
[27]

 即使不看这种观点的论证，直观上也可以看出，它不是没有道理的。再比如奎因利用本质主义来反对模态谓词逻辑的观点，无论他的论证是不是充分，是不是有问题
[28]

 ，至少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本质主义的问题来源于隐晦语句，即由□Fx这样的开语句造成的，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至于这些讨论所产生一些结果，甚至是一些比较极端的结果，比如大多数人赞同并支持模态逻辑，而奎因却反对模态逻辑，其实也值得认真对待的。因为这里确实有一些问题：它们符合逻辑句法，却不符合直观解释；它们在逻辑系统中没有问题，在哲学讨论中却会带来问题。
[29]






[1]
 也可看作两个句子，即“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德国队战胜阿根廷队”和“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德国队获得冠军”，但是分析的方式会有所不同。


[2]
 可能世界语义学如今已是标准模态逻辑教材中的内容，例如参见周北海：《模态逻辑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关于莱布尼兹的论述，参见周礼全：《模态逻辑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十一章“模态逻辑简史”。


[3]
 将“必然”一词置入句子图式6，很容易得到相应的句子图式如下：

［句子图式6.1］

（语言）句子：必然　　　　　　　　//子句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所有可能性　　　　　//子句的思想


第一章第四节曾以句子图式c为名给出该图式（其中“子句”部分为“8大于7”），没有解释。很容易看出，一个含“必然”的句子的真之条件是：子句所表达的东西处于所有可能性之下，否则该句子就是假的。



[4]
 将“可能”一词置入句子图式6，很容易得到相应的句子图式如下：

［句子图式6.2］

（语言）句子：可能　　　　　　　//子句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一种可能性　　　　//子句的思想


很容易看出，一个含“可能”一词的句子的真之条件是：子句所表达的东西处于一种能性之下。也就是说，仅当子句所表达的东西不处于任何可能性下，该句子才是假的。



[5]
 参见弗雷格：《论概念和对象》，《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79—94页。


[6]
 弗雷格：《论涵义和意谓》，载《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119页。


[7]
 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梅文译，涂纪亮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43—144页；译文有修正，参见Kripke, S.: Naming and Necessity
 , Basil Blackwell, 1990，pp.143-144。


[8]
 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第101—102页；译文有修正，参见Kripke, S.: Naming and Necessity
 , p.100。


[9]
 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第59页。


[10]
 关于中世纪的有关讨论，参见周礼全：《模态逻辑引论》，第375—376页；张家龙：《模态逻辑与哲学》，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年，第33—34页。


[11]
 参见张家龙：《模态逻辑与哲学》，第34页。


[12]
 参见周北海：《模态逻辑导论》，第408—410页。


[13]
 参见格勒尔：《逻辑哲学》，第167页；张家龙：《模态逻辑与哲学》，第35—36页。


[14]
 蒯因：《指称与模态》，《从逻辑的观点看》，第136页。


[15]
 参见胡泽洪、张家龙等：《逻辑哲学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48—149页。


[16]
 参见胡泽洪、张家龙等：《逻辑哲学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48—149页。


[17]
 蒯因：《指称与模态》，《从逻辑的观点看》，第137页；译文有修正，参见Quine,: Reference and Modality, in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48。


[18]
 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59页。


[19]
 比如，法因认为摩尔是“第一个为本质与模态之间联系提供严格说明的哲学家”（Fine, K.: Essence and Modality, i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 ed. by Tomberlin, J., 8, 1994, p.3）。


[20]
 参见奎因：《模态包含的三个等级》《答马库斯教授》，载《奎因著作集》第5卷，第169—170页、第178页。


[21]
 参见Fine, K.: Essence and Modality, i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 ed. by Tomberlin, J., 8, 1994.


[22]
 参见Zalta, E.N.: Essence and Modality, Mind
 , vol.115, July 2006。


[23]
 近些年来，这方面的讨论很多，各种观点也很多。其中法因是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他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影响很大。在这些论文中，他对本质、本质逻辑及其语义解释，本质与模态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参见Fine, K.: Sense of Essence, in Modality, Morality, and Belief: Essays in Honor of Ruth Barcan Marcus
 , ed. by Sinnott-Amstrong, 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The Logic of Essence,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 24, 1995; Semantics for the Logic of Essence,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 29, 2000。


[24]
 这种观点主要来自克里普克，参见他的《命名与必然性》。


[25]
 参见同上。


[26]
 参见Yablo, S.: Identity, Essence, and Indiscernibilit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84, No.6 (Jun, 1987), p.299。


[27]
 参见Fine, K.: Essence and Modality, i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 p.3。


[28]
 我认为是不充分的。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奎因在不同地方使用‘亚里士多德本质主义’这一术语，但是只有一次明确说明了它的特征”。参见Parsons, T.: Grades of Essentialism in Quantified Modal Logic, Nous
 , vol.1, No.2 (May, 1967), p.182。


[29]
 我讨论“本质”问题，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如今许多逻辑系统都是基于模态逻辑做出的，因此它们也有同样的问题。


第九章　认知表达式与认知状态

在语言中，还有一类表达方式也显示出不同的语言层次。这类表达方式与“是真的”和“是必然的”之类不同。它们不是这样以形容词作表语来谓述一个句子的方式表达的，而是在一个句子前面加上“知道”“相信”等等这样的动词。比如，“刘备知道诸葛亮是栋梁之材”，“刘备相信诸葛亮是栋梁之材”。其中的“知道”和“相信”是动词，其后的“诸葛亮是栋梁之材”是句子，表示刘备知道和相信的东西。

人们一般认为“知道”“相信”这样的动词表达的是命题态度，称它们为命题态度描述词。在关于它们的讨论中，也有人把这样的动词区分开来，称一类为认知性动词，比如：知道、认为、怀疑等等；称另一类动词为命题性动词，比如：相信、希望、判断等等。相应地，前一类命题称为认知命题，后一类命题称为信念命题。有人甚至把这类命题扩展得很广，包括感知到、听到、嗅到、尝到等等动词。奎因认为，感知、认为、想到、相信、怀疑、期望、希望、担忧等等都是表达命题态度的用语。
[1]

 从他的论述来看，他关于命题态度用语的看法把“怀疑”囊括进来，但是把“知道”排除在外，由此似乎显示出他的一些与众不同看法。也有人认为“知道”表示认识或知识，“相信”表示信念，而信念是知识的较弱形式
[2]

 ，由此似乎是认为，相信与知道都是认知性动词，属于认知命题，只不过有程度上的区别。

直观上说，认识与信念肯定是有区别的。这一区别甚至可以是根本性的。比如“我相信，所以我知道”乃是神学家的名言。如果做一下区分的话，大概可以这样说：认识直接与真相关，而信念不是直接与真相关，或者，信念是不是直接与真相关，乃是可以讨论的。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不做这方面的区别。具体说来，我们不区别认知性动词和命题性动词，也不区别认知命题和信念命题，而是把它们简单地看作一类，并且把这样的词简单地称为认知词，把这类句子简单地称为认知句。这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在它们的后面都跟一个句子，或者它们都修饰一个句子，都是对一个句子的说明。因此它们在语言上显示出一种共同的层次：子句所表达的是一个层次，认知词本身所表达的是另一个层次，较之子句所表达的东西高出一个层次。当然，在这样的句子中，认知词前面一般要有主语，即认知表达者或主体。所以，这一类句子所表达的情况实际上比一般句子所表达的情况要复杂一些，比模态句子所表达的情况也要复杂。在以下讨论中，我们的考虑主要集中在句子层次上。此外，除了具体说明外，我们一般只谈论“知道”。


1. 认知词的句法和语义

“知道”这一动词主要有两种用法，比如以下两个句子：

（1）刘备知道诸葛亮。

（2）刘备知道诸葛亮是栋梁之材。

“知道”一词在（1）中后跟一个名词，在（2）中后跟一个句子。“诸葛亮”与“诸葛亮是栋梁之材”是两种不同的句法形式，区别一目了然。（1）的句法形式是“a知道b”，（2）的句法形式是“a知道p”。a和b是名字，p是句子。这两种句法的区别是明显的。由于这种句法区别，因此语义上也会有区别。“刘备”和“诸葛亮”是两个名字，根据句子图式1可以看出，（1）表示两个对象处于“知道”所表示的关系之下。这个句子的真取决于这两个名字指称的对象存在，并且取决于这个谓词表示的这种关系适合于这两个对象。这是明确的，也很容易确定。但是在（2）中，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诸葛亮是栋梁之材”本身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句子。因此对（2），即对“a知道p”这样的句子需要重新分析。

首先，让我们构造句子图式如下：

［句子图式9］

（语言）句子：认知词　　　//专名　　　　，子句

（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意谓）真值：认知状态　　//对象　　　　，子句的思想

“//”表明，其左右两边构成句子。“，”表明，其左右两边是并列的成分，属于同一层次。“子句”本身也表示一个句子，因而这里有两个句子。一个是子句本身，另一个是由它和其他句子成分一起构成的整个句子。这也显示出句子层次的区别。由于专名和子句不同，子句与整个句子不同，因而它们的意谓也是不同的。直观上说，子句本身是句子，因而子句的意谓似乎也应该是真值。这样就需要考虑如下情况：名字指称的对象和子句的意谓如何与认知状态一起确定一个句子真值。这种情况是复杂的，因为它牵涉到两个句子，一个是“a知道p”这整个句子本身，另一个是“a知道p”这个句子中的“p”，后者自身也是一个句子，因而也有一个真值，因此这里似乎牵涉到两种不同的真值情况。确切地说，含有“知道”这个词的句子自身是一个句子，该句子内还有一个句子，即跟在“知道”这个词后面的子句。因此一个含有“知道”一词的句子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与“知道”一词相应的，另一个层次不是与“知道”一词相应的，而是与跟在“知道”一词后面的子句相应的。这样在意谓上就会表现出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与“知道”一词相关，另一种情况不是与它直接相关，而是与它后面的子句相关，并且由于这个子句与“知道”一词的关系而间接地与它相关。

认识到这种层次上的差异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类句子的真之条件。我们可以不知道一个句子的真假，但是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句子的真之条件。这在前面论述句子图式1的时候已经说过，这里不用重复。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依据以句子图式1的方式来说明却不行了，因为这里有两个句子，它们分别有自己的意谓，或者说真值情况。而且，这两个不同的真值情况处于不同的层次。正是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出“a知道b”这样的句子与“a知道p”这样的句子的区别。前面借助句子图式1已经说出了“a知道b”的真之条件，现在我们要借助句子图式9来说明“a知道p”的真之条件。

认知词指的是一类词，包括“知道”“相信”等等。它们的意谓是认知状态。由于认知词不同，因而认知状态也不同。这一点不难理解。“a知道p”的状态与“a相信p”的状态肯定是不同的。句子图式9显示的真之条件是：其中专名所指称的对象与子句的意谓处于认知词所表示的认知状态下。其他情况比较清楚，这里需要说明的只有子句的意谓。图式9中给出的是“子句的思想”，这就表明，具有“a知道p”这种形式的句子的真之条件是：a所指称的对象与p的思想处于“知道”所表示的认知状态下。通俗地说，（2）是真的，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刘备这么个人，二是他知道诸葛亮是栋梁之材。一没有问题，二也不难理解：它指的是刘备知道“诸葛亮是栋梁之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而不是刘备知道这句话的真假。所以，子句的意谓发生了变化。作为句子，子句的意谓本该是真值，但是如今变成了思想。这一变化是由子句的层次变化而引起的，因为这时它不再是通常的句子，即不是一个独立的句子，而是被包含在一个句子之中，是一个子句。

最早指出这里问题的是弗雷格。他还尝试给出一种解决办法。他把“a知道p”中的“p”称之为从句。在他看来，在这样的句子中，从句的意谓不是通常的意谓，而是它的间接意谓，即它通常的思想。根据这样的解释，“a知道p”这样一个句子的真值就是由其中“a”指称的对象、“知道”意谓的概念和“p”表达的思想决定的。比较一下“a知道b”，很容易理解这样的解释是什么意思。“a知道b”的真之条件是：“a”和“b”指称的对象处于“知道”所意谓的概念之下。而“a知道p”的真之条件是：“a”指称的对象和“p”表达的思想有知道这样的关系。前面在谈模态句子的时候我们曾经借助弗雷格的思想说过子句。对照一下，这里与那里的情况是有相似之处的：子句被包含在一个句子之中，因而其意谓不再是通常的意谓，而是间接的意谓，即思想。

句子图式9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认知句的认识。但是仔细观察，这里似乎有一个问题。“//”确实区别出这个句子与子句，但是“，”则表明“专名”与“子句”是并列的成分，而它们的意谓却是不同的，一个是对象，另一个是思想。即使经过前面的说明之后，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了，并且整个句子的意谓与子句的意谓也得到区别了，但是专名的意谓依然是对象，而这个对象与整个句子的真值的关系确实以“//”联系的，而不是像句子图式1那样以“/”联系的。这难道不是问题吗？

应该看到，在句子图式中，“/”一方面表示其左右两边的成分构成句子，另一方面表示句子层次。因此，“//”表示它的一个构成部分是一个句子，因而用两杠表明这种层次的区别，这一点并不影响其他成分，即不会因此而使其他成分改变性质，比如它不会使专名变为子句。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分析，即不把“a知道p”中的“p”看作子句，而是看作专名。句子图式9表明，专名和子句是并列部分，因而把这个子句看作专名不会改变句子结构和层次。这样（2）就不再被看作专名和子句并列，而被看作是两个专名并列。这样就需要把“诸葛亮是栋梁之材”这个子句看作名字。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句子图式1，“知道”这个谓词依然表示关系，刘备这个名字表示的对象和“诸葛亮是栋梁之材”这个名字的意谓、或者它们所指称的东西依然处于知道这种关系之下。整个句子的真取决于这两个名字指称的对象存在，并且取决于这个谓词表示的这种关系适合于这两个对象。这样一来，句子图式9中的问题没有了，但是似乎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其中的子句被等同于名字。由于句子和名字有重大区别，而这样的说明没有区别子句和名字，因此似乎是有问题的。所以，只有对“诸葛亮是栋梁之材”这个名字及其意谓做出合理的解释，以上说明才是有道理的。

按照弗雷格的看法，由于句子意谓的东西是饱和的，因此可以把句子看作是与名字相等的东西。即使不考虑弗雷格的这种看法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道理，也不考虑别人对这种观点赞同或不赞同，我们也可以看出，句子和名字有相似之处。它们至少与谓词不同。于是可以认识到，“诸葛亮是栋梁之材”这个名字与刘备这个名字是并列的。它们都处于“知道”的意谓之下。刘备这个名字的意谓是清楚的。问题是，“诸葛亮是栋梁之材”这个名字的意谓是什么？根据句子图式9，借助前面关于T语句的说明可以看出，形象地说，这个名字所表达的即是去掉引号以后的东西，即诸葛亮是栋梁之材。这个句子可以借助真来说明，本身却不是真，因此是该句子的涵义。所以，处于“知道”所表达的概念之下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刘备”这个名字所指称的对象，另一个是“诸葛亮是栋梁之材”这个句子的涵义，即诸葛亮是栋梁之才这个情况。从常识的角度这也是容易理解的。刘备知道的乃是诸葛亮是栋梁之材这件事，而不是这件事的真假。

综上所述，既可以依据句子图式1，也可以依据句子图式9来说明（2），而且这两种方式的说明都是没有问题的。这里的要点在于区别整个句子和子句的层次，并由此识别子句的意谓。由于子句的意谓不是通常的意谓，而是间接意谓，因而是思想，所以这里涉及内涵语境。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无论是把子句看作一个句子还是看作一个名字，都没有关系。


2. 认知词与模态词的区别

在日常语言中，有如下一类表达：“可知”“可信”“可疑问”等等。这类表达与认知词的用法虽然不同，但是很像，比如，“行星的数大于7乃是可知（道）的”，“矛盾律（一事物不能同时既是又不是）乃是可信的”等等。不同之处在于，认知词在使用中没有主语，因而不是以关系谓词的形式出现的。相似之处在于，认知词都是对句子做出断定。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认知词与模态词的用法有些相似：都可以做表语，都可以作用于句子，是对句子的断定。比如表示知道的Kp、表示相信的Bp，与表示必然的□p十分相似，区别仅仅在于命题变元前面的算子不同。因此，人们认识到，可以把认知词看作与模态词相似的算子，借助模态逻辑的成果来构造认知逻辑系统，由此刻画认知词（包括命题态度表达式）的逻辑性质，从而说明认知词的特征，描述相关的推理。现在有关认知词逻辑的研究取得很大进步，成果很多。借助这些成果，我们可以更好地说明，认知词与模态词有哪些相似之处，同时也可以说明，它们有些什么样的区别。下面我想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从言与从物的区别。前面曾谈到人们关于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的不同看法。从言模态指的是模态词在句子前面，从物模态指的是模态词在谓词前面。因此在“必然”这个表达上可以有从言和从物的区别。但是对于“知道”这个表达式，人们不谈论从言认知和从物认知的区别。人们一般认为，这样的表达式都是从言的。这里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样的表达式类似于表示命题态度，因而是关于命题的。尽管“知道p”中的“p”究竟是句子还是命题乃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它显然不是谓词。二是与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的区别不同，传统中没有这样的问题，因而不用讨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借助这一区别来思考认知表达式。

在认知逻辑和命题态度的逻辑系统中，也有表达认知和命题态度的算子在谓词之前的情况。比如下面这条定理：

(∀x)KFx↔K(∀x)Fx。

这条定理直观上表明，认知算子“K”可以放在量词之前，也可以放在谓词之前。当然，它还说明，这样的情况是等价的。套用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区别的说法，我们大概可以称“K(∀x)Fx”为从言认知，称“(∀x)KFx”为从物认知。按照从物模态的解释，“(∀x)KFx”中的K也应该表明是从物的。但是人们一般不这样说，也不在与认知表达式相关的范围进行从言和从物的区别。我认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自然语言中大概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知道”可以作谓词，后面跟名词，这就是（1）那样的句子，其形式是“a知道b”。“知道”也可以作谓词，后面跟句子，即（2）那样的句子，其形式是“a知道p”。由于“知道”一词不是副词，因此不可能修饰动词和形容词，因而不能修饰谓词。自然语言中是如此，人们当然不会把它看作与模态词相似的词，也不会有相似的区别和讨论。因此，即使在相关的逻辑系统中有(∀x)KFx这样的表达式，因而表明似乎可以有“知道”这样的算子修饰谓词的情况，人们也不会进行这样的区别和讨论。对照模态逻辑和模态表达式，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差异。

首先，假定确定从物模态的标准没有问题。这样，关于从言模态与从物模态的区别就是有道理的。但是同样的标准却不同样用于认知算子。否则就需要讨论从言认知与从物认知的区别，而在语言中很难看到这样的区别，因为人们很难看到从物认知这样的用法。其次，假定确定从物模态的标准有问题。这样，在认知算子也就不必使用这样的标准，因而也就不用进行这样的区别。但是这样一来，基于这一标准来区别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并进行相关讨论，也就不会是没有问题的。这就表明，从物模态的标准会陷入两难境地。我认为，这是一个表面现象，其实是有原因的。

前面说过，从言模态与从物模态的区别是从句法的角度说的。在模态逻辑的句法中，“从物模态”表达式是合适公式，因此依据句法形式来说明从物模态乃是自然的。这一点没有问题，我也没有质疑这一点。我所质疑的只是它的语义解释。前面还说过，认知逻辑是借助模态逻辑的成果构造出来的，与模态逻辑非常相似。它们的句法区别似乎仅仅在于用认知算子取代了模态算子。因此认知逻辑会有与模态逻辑相似的表达式，因而会有“从物认知”式的表达式。这就表明，假如依据同样的标准来区别从言认知与从物认识，句法上也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因为“(∀x)KFx”与“K(∀x)Fx”确实是有区别的，也是可以区别的：表示认知的“K”在前一个表达式中在量词域里面，在后一个表达式中在量词域外面。前面我们只说了自然语言中没有从物认知这样的表达，其实这里也可以从语义的角度来解释。

“(∀x)KFx”的意思是：“任一x，（人们）知道x是F。”“K(∀x)Fx”的意思是：“（人们）知道，任一x，x是F。”这里，“x是F”表面上是句子，其实不是，而是谓词，只表明“具有F这种性质”。因此它带的变元x与量词域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非常明显的是，在K(∀x)Fx中，它是在量词域内的，因而它与量词构成一个句子，该句子处于“知道”这一算子之下。在(∀x)KFx则不同，它不是直接处于量词域内，而是处于表示知道的K算子之下，并与K一起构成一个表达式处于量词之下，这样在语义上就有了不同层次的区别。比如，“知道一种性质”并不是一个句子，并不是关于一种认知的完整表达。前面在谈论模态词与量词的关系时曾经说过这样的问题，下一节谈论内涵语境时还会再讲述这个问题。因此这里从略。

直观上看，这里的问题在于，日常表达中有模态词修饰动词和形容词的情况，因而人们探讨相关问题。由于模态逻辑提供了明确的句法说明，因而可以以此来区别从言模态与从物模态，从而为这样的探讨提供理论说明。至于说明是否合适则是另一个问题。相比之下，日常表达中没有认知词修饰动词和形容词的情况，因而人们不会讨论相关问题。但是人们借助模态逻辑的理论成果构建了认知逻辑，由此却可能会产生从言和从物区别的问题。这就说明，仅从句法的角度来区别从言和从物是会有问题的。换一个角度说，假如人们不认为这样的区别是有问题的，而只是认为这样的区别适合于模态表达式，而不适合于认知表达式，那么就可以看出，认知词与模态词是有重大区别的。

认识到这样的结果是有意义的。首先，这样的认识与我们关于自然语言中模态词用法的分析是一致的。在自然语言表达中，“必然”一词可以有不同用法，可以修饰句子、形容词、动词、名词等等，但是所有这样的表达都可以转化为修饰句子的表达。因此归根结底，“必然”一词是关于句子的表达，或者是关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表达。其次，这样的认识说明前面我们关于不赞同区别从言和从物的区别乃是有道理的。从言模态和从物模态的区别主要是句法上的，而不是语义上的。因此，模态命题是从言的，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认为模态命题是从物的，或者模态命题有从言和从物的区别，那么应该探讨“必然”一词后面所跟的“p”究竟是句子或命题，还是句子或命题所表达的事物或世界。而不是“必然”一词是跟着句子还是跟着谓词。最后，这样的认识说明，语言是有层次的。“必然”这样的模态词和“知道”这样的认知词表明了语言的不同层次，即以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和关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表达。语言的层次有时候是清楚的。比如像“知道”这样的表达式，由于它们所表达的是认识或命题态度，因此它们是比所表达的东西高一个层次的，一般来说是清楚的。比如像“是必然的”这样的模态表达式，由于它们是关于句子的表达，因此它们是比所表达的东西高一个层次的，一般来说也是清楚的。但是，语言的层次有时候又是不清楚的。比如像“必然”这样的表达式，由于它作副词修饰形容词或动词，因此它似乎与谓词合为一体，属于谓述的部分。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分析，把对形容词或动词的修饰转换为对句子的修饰，从而把这样的句子转换为“是必然的”这样的情况，由此揭示句子的层次。

第二个问题与认知主体相关。“必然”与“知道”有一个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对一个句子做出表述或断定。但是，“必然”与“知道”也有一个不同之处。“知道”这样一个词表示命题态度，因此要有一个表达命题态度的主体。“必然”一词不表示命题态度，因此不需要表示命题态度的主体。这种区别在句法上就是：“知道p”中没有a，但是可以加“a”，因而也可以有“a知道p”这样的表达；但是“必然p”中没有“a”，也不能加“a”，因而不能有“a必然p”这样的表达。由此与a相关我们可以认识到两个区别。一个区别在认识词与模态词之间，即前者可以加表示主体的“a”，而后者不能加。另一个区别在认知词本身，即它自身可以加“a”，也可以不加“a”。前一个区别已经讨论过了，还需要说明的是后一个区别。

不加“a”的认知词与模态词差不多，可以以形容词表语的形式出现，比如“是已知的”，“是众所周知的”等等。更简单一些，也可以以副词、状语的形式出现，比如“已知”，“众所周知”等等。当然，细究的话，“众所周知”的“众”也是关于认知主体的表达，也有表示了认知主体的意思。尤其是，这样的表达也可以用于表示个体的表达式，比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乃是众所周知的”。不过，这里可以不再细究，而是简单地把它与“已知”归为一类（实际上，“已知的”可以看作是省略了主语的表达式），把它们看作与“是必然的”或“必然地”相似的表达。但是，当“知道”一词以动词出现的时候，无论后面是跟名词还是跟句子，前面都需要有表示认知主体的词，包括专名和类名。这说明，认知词与模态词有着非常根本的差异。在我看来，“知道”一词最根本的含义来自动词形式，动词表达了这个词最主要的含义。动词是用来描述人的行为和活动的，因此动词本身表达了关于人的描述，因而也表达了关于世界的描述。人有各种各样的行为和活动，认知词所描述的是人的认识行为和活动，比如，知道、认为、怀疑等等。由于认知词后面跟的是句子，因此也就表明，人的认识活动是与句子相关的，或与以句子的方式所表达的东西相关的。特别是，由于句子是表达认识的基本单位，而认知词是关于句子的表达或关于以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因而就有了一种层次上的区别。一层是句子所表达的，另一层是认知词所表达的。对这样的区别人们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比如句子所表达的是关于世界的认识，认知词所表达的是关于世界的认识的断定，或者其他某种解释等等，但是，无论怎样解释，层次的区别无疑是存在的。问题是，这种层次的区别是不是清楚？我们对这样的区别是不是有明确的认识？如果不清楚，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一些定理的区别。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模态逻辑中，□p→p是一条定理，A├□A是一条推理规则。这条定理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命题p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它就是真的。这条规则是说，如果一个命题是有效的，那么它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类似地，在认知逻辑中，Kp→p是一条定理，A├KA是一条推理规则。这条定理的意思是，如果知道一个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是真的。这条规则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命题是有效的，那么就知道这个命题或知道这个命题有效。直观上看，模态逻辑中的这条定理和规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认知逻辑中的这条定理和规则也同样没有什么问题吗？我不这样看。

在我看来，“Kp→p”这条定理所表达的有些像“人是万物的尺度”。一个人知道什么，什么就是真的，这怎么可能呢？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客观性吗？一些人在解释这条定理的时候认为，这里的“Kp”实际上是说“知道p是真的”，因而可以得出“p是真的”。即便如此，p是不是真的，似乎也是依人的认识而定，这难道不是“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变相表达吗？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我们就知道，“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表达可以得出矛盾，当然，从矛盾也可以得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因此，Kp→p这条定理是有问题的。由此可以看出，这条定理在句法上可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里的“K”算子借用了“□”算子的结果，但是语义上却不是这样。“A├KA”这条规则所表达的有些像“无所不知”。任何一个命题，人们都可以知道它，或者，任何一个命题有效，人们就可以知道它有效，这怎么可能呢？这样一来，人不是成了全知全能的吗？所以，“A├KA”这条规则是有问题的。由此可以看出，这条规则在句法上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里的“K”算子同样是借用了“□”算子的结果，但是语义上却不是这样。

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认识语言的层次，对于我们认识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是有意义的，而且对于我们认识语言的运用也是有意义的。逻辑是关于推理活动的描述。推论无疑是一种认识活动。由于这种活动是以语言表述的，因此对于逻辑语言的认识也会有助于我们对认识活动的认识。今天的认知逻辑系统，还有其他一些系统，比如命题态度系统，一般来说是基于模态系统建立起来的，借用了模态逻辑的一些成果和方法，最主要的则是借用了关于模态词这一算子的描述。因此，人们也称这样的系统为广义模态逻辑系统。一般来说，这样的系统句法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语义上是不是没有问题，乃是有不同看法的。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这样的系统语义上是有问题的，或者可能是会有问题的。在我看来，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是，认识语言的层次，解释产生语言不同层次的原因，一定会有助于我们对这样问题的认识。


3. 内涵语句与隐晦语境

从认知词与模态词的相似之处看，它们都与子句相关。确切地说，一个含认知词或模态词的句子含一个子句。一个句子本身有真假，但是当它成为一个子句的时候，含有该子句的句子的真假就不仅与该子句的意谓相关，还要依赖于其中所含的认知词或模态词的意谓。由于关于这样的句子真假的解释涉及子句的涵义，因此人们把含有认知词或模态词的语句称之为内涵语句，把涉及这样语词的语境称之为内涵语境。这种说法基于一个前提，就是把不含“知道”“必然”这样语词的句子，或句子图式1和2所刻画的句子，称之为外延语句，把相关语境称为外延语境，而把涉及这样语词的句子称之为内涵语句、把相关语境称之为外延语境。于是就有了内涵语句与外延语句，内涵语境与外延语境的区别。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外延语句和语境人们有明确的说明，但是关于内涵语句和语境人们只是说，不是外延语境的，就是内涵语境。这表明，在涉及内涵和外延的说明中，关于外延的说明是主要的、清晰的，关于内涵的说明是次要的、不太清晰的，因为它依赖于关于外延语句和语境的说明。

如前所述，内涵与外延是一对传统概念。内涵指语词所表达的含义，外延指语词所指称的东西。但是在传统说明中，这一区别一般只限于概念本身，而与句子无关，不涉及真假。同时，由于传统讨论不太注意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常有含混之处。比如过去人们常说：概念的内涵指事物的性质，概念的外延指具有那些性质的事物。人们对这一区别一般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是把它用于专名的时候，才有了专名有涵义还是没有涵义之争。实际上，这一区别是存在的，但是传统上对它的讨论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在于：其中所说的“概念”，究竟是语词还是语词所表达的东西，乃是不清楚的。弗雷格在阐述涵义和意谓的区别时也谈到这一问题。他指出：“人们最终很容易用概念的外延冒充概念词的意谓；但是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忽略一点：即概念外延是对象，而不是概念。”
[3]

 而实际情况是：

原则上说，相应每个概念词或专名都有我所使用的那样的涵义和意谓。在虚构中，语词当然只有涵义，但是在科学中和任何我们探讨真这一问题的地方，我们都不会满足于涵义，而是把意谓与专名和概念词结合起来；而当我们由于疏忽而没有这样做时，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能够很容易破坏我们的思考。一个专名的意谓就是它表示的或称谓的那个对象，一个概念词意谓一个概念，如果这个词就像在逻辑中恰当应用的那样。
[4]



弗雷格的思想很明确。这也是我们构造句子图式的依据。如果把外延看作他说的意谓，那么非常清楚：句子的外延是真值，专名的外延是对象，概念词的外延是概念。如果不这样看，而只是把对象看作外延，那么借助前面弗雷格给胡塞尔信中的图示可以看到，从概念到对象还需要有一步。对于这一步，弗雷格也是有说明的：

概念词也必须有涵义，而且为了科学的用法必须有意谓；但是它的意谓既不是由一个对象，也不是由几个对象形成的，而是由一个概念形成的。当然对于概念现在又可以问，是一个对象，还是多个对象，还是没有任何对象处于它之下。但是概念词直接地只与概念有关。因此一个概念词逻辑上可以是完全没有争议的，用不着存在一个对象，概念词也不必通过其涵义和意谓（概念本身）与这个对象相联系。
[5]



从弗雷格的论述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名字的外延是对象，关系可以是直接的，但是概念词的外延是对象，中间却会隔着一个东西，即概念。因此，专名与谓词（概念词）的区别，因而对象与概念的区别得到清楚的说明。基于这一区别，对象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也就得到明确的说明：“逻辑的基本关系是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的关系；概念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可以化归为这种关系。”
[6]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弗雷格在论述中谈到真，真与句子相关，由此可见，弗雷格在讨论专名和谓词、对象和概念的时候，始终是围绕着句子、围绕着真来考虑的。

现代哲学沿用了内涵与外延这一对术语，但是与传统说明有重大区别。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弗雷格的影响和基于现代逻辑的认识。借助句子图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意谓层面是关于外延的说明，涵义层面相当于关于内涵的说明。谓词的意谓是概念，因此概念在意谓这一层面，与对象属于同一个层面，它们都与真相关，而与涵义无关。同样是依据句子图式，由于对象与概念处于同一个层面，因而它们的区别不在于属于不同层次，而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同，即对象处于概念之下。对于这里的说明，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看法，比如认为这是因为“概念”一词的不同含义和用法造成的。我认为，可以假定这种看法成立。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概念”一词是不是有不同含义和用法，而在于这里将语言表达区别出涵义和意谓两个层次，因而要有相应的、两个层次的、不同的说明。比如，人们可以认为概念应该属于涵义层面，即是谓词的涵义，但是人们依然要说出谓词的意谓，即对它的意谓做出说明，而这与涵义层面的说明一定是不同的。比较涵义和意谓两个层面可以看出，关于意谓层面的说明是清楚的，关于涵义层面的说明不是那样清楚。这是因为在意谓层面相应于每一个句子成分，都有一个明确的说明，而在涵义层面则是不那样，除了相应于句子有明确的说明，即思想外，其他成分则没有明确的说明，比如“思想的一部分”。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两点：第一，为什么人们关于外延语句和外延语境有比较明确的说明，而关于内涵语句和内涵语境没有明确的说明；第二，为什么人们可以借助外延语句和语境来说明内涵语句和语境。

奎因称内涵语境为隐晦语境。所谓“隐晦”，从字面上讲当然含有“不清楚”的意思。但是这并不是奎因的主要意思。在奎因看来，隐晦语境主要是指这样的语言情况：名字表达式的指称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人们使用一个名字或相应于名字的表达式，主要是为了表示它所表达的那个东西。但是语境变化导致它不再指称它本来应该指称的那个东西。这个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指称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句子真假的改变。比如，围绕外延的说明有一些重要原则，最主要的是一些置换原则，如“等值置换原则”：将一个作为句子部分的句子代之以另一个真值相等的句子，整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外延相等置换原则”：将句子中一个谓词代之以另一个外延相等的谓词，整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同一置换原则”：将句子中一个名字代之以另一个指称相同的名字，整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从字面上可以看出，这些原则都与真相关，简单地可以称之为“保真互换原则”。在外延语句和外延语境的情况下，这些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奎因明确地坚持、主张、维护一阶逻辑，这是外延原则的基础。一般来说，保真互换原则是清晰的，在外延语境是可操作的。这些原则的有效性也可以说明逻辑的有效性。但是到了内涵语境，外延语境的原则失效，本来没有问题、可以操作的原则，变得有问题，无法操作了。结果，本来可以是清楚的意思，现在变得不是那样清楚，或者说，我们需要有更复杂的分析才能看清楚这里的意思。

在我看来，内涵语境和外延语境的区别，因而隐晦语境和清晰语境的区别，主要还是语言层次的区别。这是因为，句子是表达世界的基本单位，在句子上增加一些表达式，就可能会形成对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表达，包括断定。认识到语言层次的区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语言的运作方式，从而对语言的表达有更加清楚的认识。这里，我们可以对照“知道”这样的认知词和“必然”这样的模态词，依据句子图式，围绕同一置换原则，通过举例的方式来说明内涵语境与外延语境的区别，以及由此形成的一些问题。请看下面的句子：

（3）8大于7。

（4）行星的数大于7。

（5）8必然大于7。

（6）行星的数必然大于7。

（7）李红知道8大于7。

（8）李红知道行星的数大于7。

非常清楚的是：（3）和（4）是外延语句，（5）至（8）不是外延语句。（3）至（5）是真的，而（6）不是真的，（7）和（8）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与置换规则相关，会有如下问题。

行星的数等于8，因此可以用“行星的数”与“8”进行置换，而且置换之后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就是说，（3）是真的，（4）也是真的。但是，增加了“必然”和“知道”这样的表达之后，真假会发生变化。比如（5）是真的，（6）却是假的。这就表明置换原则失效。又比如，即使7是真的，（8）也不一定是真的。这同样表明置换原则失效。

按照奎因的看法，这里的问题在于：由于使用了“必然”和“知道”这样的表达式，使得语境变得隐晦，致使指称发生变化。比如，（5）至（8）可转换如下：

（5*
 ）8大于7，这是必然的。

（6*
 ）行星的数大于7，这是必然的。

（7*
 ）8大于7，这李红是知道的。

（8*
 ）行星的数大于7，这李红是知道的。

如前所述，通过这一转换可以看出，“必然”和“知道”所断定的是“这”，而后者表示的则是它前面出现的那个句子。如果把“这”去掉，也可以看作如下表达：

（5’
 ）“8大于7”是必然的。

（6’
 ）“行星的数大于7”是必然的。

（7’
 ）李红知道“8大于7”。

（8’
 ）李红知道“行星的数大于7”。

现在变得十分明显，这几个句子本身包含着一个子句，而“8”“7”“行星的数”都在子句之中。按照奎因的说法，在这样的语境下，专名及其相似表达式的指称会发生变化，因而与通常的表达不同［即与（3）、（4）的表达不同］。如果对这样的句子进行存在概括，就会发生使用和提及的混淆。前面说过，Z观点不同意奎因这样的看法，认为5*
 和6*
 的转换是对的，而5’
 和6’
 的转换不对。尽管这种批评仅限于模态词，但是对认知词也是适用的。表面上看，他们的分歧在于对含模态或认知词的句子如何转换，转换时是否一定要使用引号，因而在转换之后量词域内是否有引号，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分歧反映出他们对一阶逻辑和模态逻辑有一些共同的看法。奎因的洞见在于，（5’
 ）和（6’
 ）明显表明，个体表达式处于引号之内，因而在进行存在概括之后，个体变元处于引号之内，结果发生使用和提及的变化。Z观点的坚持在于，（5*
 ）和（6*
 ）明显表明，个体表达式不处于引号之内，因而在进行存在概括之后，个体变元不处于引号之内，结果不会发生使用和提及的变化。这一争论表明，他们都知道一阶逻辑是外延的，所涉及的是外延语境，而模态逻辑会涉及内涵语境，因而对量词域的解释至关重要：在量词域内加引号与不加引号乃是有重大区别的。当然，他们在这一点上各执己见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们的不同看法会导致对模态逻辑的不同看法，比如奎因认为像谓词模态逻辑那样的东西最好不要搞，而Z观点认为谓词模态逻辑扩展了逻辑的表达力，必须捍卫。不过，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前面我曾经谈过关于模态句转换的看法。这里我想结合认知词与模态词，重点谈一谈隐晦语境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来自内涵语句与内涵语境，因而要探讨后两个问题。在我看来，讨论这个问题可以不用纠缠引号。引号起语法作用，可以表示一句话，也可以表示一个词、一个短语或者一段话。在这样的表达中，有时候确实会改变使用和提及，而且人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常常也会有这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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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上句子中，引号的作用和目的是标示句子。其实，标明句子的方式很多，并不一定非要用引号，比如5*
 和6*
 。此外，即使没有语法标志，比如（5）和（6），依靠理解，也可以认出句子以及对它们的转换。这样的理解有时候是常识性的，如（7）和（8），有时候则需要一些专门的知识，比如（5）和（6）借助了对模态词的认识。借助引号固然可以说明内涵语句与内涵语境的问题（同样也会引来质疑），但是由于引号并不是必要的，因而也可以不借助引号来讨论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借助句子图示来讨论，为什么（5）至（8）涉及内涵语境，为什么其名字和相似表达式的指称会出问题。

借助句子图式6，可以直接把（5*
 ）和（6*
 ）中的子句看作一个整体。这样，它与模态词构成整个句子。在意谓层面，该句子的真假取决于子句的意谓与模态词的意谓之间的关系，即该子句的思想处于可能性之下的情况。就这两个句子而言，只有在子句的思想处于一切可能性之下，整个句子才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这里令人关注的地方在于，子句的意谓发生变化。子句本身是句子，句子的意谓通常是真值。但是由于子句处于模态词下，因而它的意谓发生变化，不再是通常的意谓，即不再是真值，而是间接的意谓，即思想。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思想处于涵义层面，属于句子内涵方面。由此可见，模态词的使用涉及到句子的内涵。这是因为，在这样的语境中，考虑句子的真值时不能仅仅做外延考虑，而是会涉及到句子的内涵。

借助句子图式6*
 ，可以把（5*
 ）和（6*
 ）中的子句看作一个主谓结构的子句。结果也是同样。因为在意谓层面，由于子句的意谓是思想，因而子句部分的意谓只能是子句思想的一部分。因此同样可以看出，在涉及模态词的语境中，考虑句子的真值时一定会涉及句子的内涵。

认知词与模态词的情况会有所区别，结果却是一样的。借助句子图式9，可以把（7*
 ）和（8*
 ）中的子句看作名字，这样，它和另一个名字与认知词一起构成整个句子。在意谓层面上，该句子的真假依赖于名字所指称的对象与认知词所表示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即那两个对象处于这个概念之下。字面上看，这一解释与内涵无关。问题是这里的两个名字是有区别的。一个是通常的名字，另一个是子句的名字，这样就涉及对子句名字所指称的对象的理解。如前所述，直观上说，子句的名字可以是子句加上引号，这样它所指称的对象即是子句去引号，即子句所表达东西。子句所表达的东西是思想，因而整个句子的真值是“李红”指称的对象与子句的思想处于知道所意谓的认知状态之下。

借助句子图式9，也可以把（7*
 ）和（8*
 ）中的子句不看作名字，而直接看作句子，即一个子句。这样，由于子句处于认知词下，因而它的意谓不是通常的意谓，而是间接意谓，即它的思想。因而该句子的真值是“李红”所指称的对象与子句的思想处于知道所意谓的认知状态之下。由此可见，这一结果与前一种情况其实是一样的。根据句子图式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思想是句子的涵义，属于句子内涵。因而认知词的使用涉及句子的内涵。在这样的语境中，无论对子句如何理解，都会涉及子句的内涵，因而考虑整个句子的真值就不可能仅仅做外延考虑，而是会涉及到句子的内涵。

由此可见，借助句子图式，可以更好地说明含模态词和认知词的句子的真之条件，由此也可以看出，这样的说明与通常的说明相比，更直观、更形象，也更加清楚。非常明显，句子图式的解释可以不涉及引号的讨论，因而不必像前面奎因和Z观点那样来讨论内涵语境的问题。同样明显的是，句子图式的解释与通常解释的方式不同，但是一些结果却可以相同。比如根据通常的解释，（5*
 ）是真的，而（6*
 ）是假的。这是因为，行星的数是8乃是偶然的，它在2005年以前是9，2005年至今是8；既然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以后它也就有可能会是其他情况，比如7。这充分显示出专名与摹状词乃是不同的。所以，由于摹状词的指称在不同语境会发生变化，因此含与不含模态词和认知词的句子是有重大区别的。而根据句子图式的解释，结论是一样的，原因却不同：含模态词或认知词的句子的真假取决于子句的思想处于模态词所意谓的可能性或认知词所意谓的认知状态下。（5*
 ）是真的，乃是因为子句的思想处于所有可能性下，即8大于7总是真的；而（6*
 ）是假的，乃是因为子句的思想并非处于所有可能性下，即有可能会出现行星的数不是8的情况。

从句子图式还可以看出与内涵语境相关的一个重大区别。（5*
 ）是真的而（6*
 ）是假的，这主要是因为处于可能性下的思想不同。根据句子图式1，（3）和（4）的涵义不同，但是真值相同。根据句子图式6，当（3）和（4）作子句的时候，模态词相同，整个句子的真值却不同。显然，这里的原因与（3）和（4）的真假无关，但是与它们的思想相关。也就是说，“8大于7，这是必然的”是真的，而“行星的数大于7，这是必然的”是假的，这里的原因不在于“8大于7”和“行星的数大于7”这两个子句是真的还是假的，它们的真假是不是不同，而在于它们的思想不同。这是因为，无论是作为一个句子还是作为一个子句，它们本身的思想和真值并不改变。这里发生变化的，不是它们的思想，也不是它们的真值，而是它们表达的层次。正是这种层次的变化导致了子句意谓的变化，即由通常的意谓变为间接的意谓，因而由真值变为思想。由于两个子句思想的不同，因此，尽管模态词相同，整个句子的真值也是不同的。原因是内涵方面发生了变化。理论上清楚了，直观上也就更加清楚了：不同的思想处于相同的可能性之下，结果怎么会一样呢？

我认为，与此相关，还应该看到另外一个区别，即模态词与认知词的不同。首先，（5*
 ）是真的，而（7*
 ）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同样，（6*
 ）是假的，而（8*
 ）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含模态词与含认知词的句子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都是二值的，都含有子句。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在子句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的真值情况却会不同。这也就显示出它们的不同之处：认知句含表示认识的个体，而模态句不含表示认识的个体或认知主体。由于子句内容不仅与认知状态相关，而且与认知主体相关，因而认知句的认知状态实际上是认知主体与认知状态的一种关系。由于模态句不含认知主体，因而不会有这样的关系。换句话说，模态句所表达的只是子句内容的可能性。因此模态句与认知句是有根本区别的。

其次，前面还说过，（7*
 ）与（8*
 ）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在李红既知道8大于7又知道行星的数大于7的情况下，它们就是真的；否则就会是：李红知道哪种情况，哪个句子就是真的，反之，该句子就是假的。但是，即使（7*
 ）是真的，从它也得不出（8*
 ）是真的。因为可能李红知道8大于7，但是不知道行星的数大于7。对照（3）和（4）可以看出这里的差异。从（3）是真的可以得出（4）是真的。这相当于用“行星的数”置换“8”，是同一置换原则的体现。而在（7*
 ）到（8*
 ）不能这样，说明同一置换原则失效。（8*
 ）可以是真的，但是它的真不能以“行星的数”置换“8”而得到，而只是依赖于李红知道行星的数大于7这种认知状态。这就说明，认知状态是与认知主体密切相关的，也是与认知内容相关的，并且是与二者的关系相关的。

最后，基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认知词与模态词的区别是根本性的。认知词是对人的认知行为和活动的描述和陈述，表达的乃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状态。这种状态会由于认知行为和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会由于认知对象的不同而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依赖于认知主体，因而依赖于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之间形成的关系。所以，认知状态是一种二元关系。而模态词不是对人的认识行为和活动的描述和陈述，而是对人的认识的可能性的描述和陈述。这种可能性只与人的认识相关，与认知主体无关。更明确地说，认知词是动词，直接描述人们的认知行为和活动，而模态词不是动词，而是一种情态词，它辅助性地描述人们的认识行为和活动。借助句子图式可以看出，认知词是谓词，既可以与专名一起构成句子，也可以与专名和子句一起构成句子。而模态词不是谓词，只有与子句一起才构成句子。所以，在日常表达中，“是必然的”这样的模态词貌似一种谓词，奎因称之为伪装的谓词，因为它不是对事物的描述，而是对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说明。即使把模态词看作或者处理为一种谓词，这种说法是不是合适、它是不是伪装的姑且不论，充其量它也只会是一元谓词，只表示一种一元性质，而不会表示关系。

有了以上认识，也就可以看出，借助模态逻辑的成果来探讨认知词及其相似表达式，并建立相应的逻辑系统，乃是可行的。但是应该而且也必须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形式上得到一些结果是一回事，语义上获得合理的解释是另一回事。一阶逻辑的理论成就在于，它在句法上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成果，并相应地在语义上为我们提供了合理解释。所以一阶逻辑得到众多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青睐，奎因终其一生宣扬一阶逻辑并为其辩护。模态逻辑以及基于模态逻辑的广义模态逻辑都是在一阶逻辑的基础上所做的扩展。它们的发展为哲学讨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成果，也产生并引发了一些问题。所有这些都在不断促进哲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4. 盖梯尔问题

20世纪60年代，盖梯尔在一篇短文
[8]

 中探讨了知识问题，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该文章中的问题后来被称之为“盖梯尔问题”或“盖梯尔悖论”“盖梯尔例证”。该问题其实很简单：它基于柏拉图《泰阿泰德篇》提出的一个关于知识的传统定义，对该定义构造了一个分析，然后提出一些反例；由此说明传统的知识定义是有问题的。由于该问题如今已是常识，我们只看其构造的定义分析和其中一个反例及其反驳：

【定义分析】a知道p，当且仅当

（A）p是真的。

（B）a相信p。

（C）a有正当理由相信p。（A is justified in believing p）

【反例】

（1）m和s申请同一份工作w。

（2）m相信s将得到w并且m知道s兜里有10个硬币。

（3）因此，m有正当理由推出信念p：将得到w的那个人兜里有10个硬币［（B’
 ）］。

（4）结果是：m得到w，并且m恰好兜里有10个硬币。

（5）因此，p是真的［（A’
 ）］。

（6）并且m有正当理由相信p［（C’
 ）］。

【反驳】

A、B和C三个条件都被满足，但是m并不知道（4）。因此传统关于知识的看法和分析是有问题的。

关于盖梯尔问题的讨论非常多，观点不同，结论各异。人们一般认为，相关讨论尚未得到一致的看法，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讨论。这里，我不准备介绍已有的各种观点，而是想基于前面的讨论，借助句子图式来说明盖梯尔问题中的定义分析、反例和反驳中会涉及到的一些主要问题，从而说明相关讨论的复杂性。在我看来，已有的讨论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全面而清晰的认识。

首先我们看满足知识的三个条件。A比较简单，只是对p有“是真的”的断定。B是一个认知句，它的真之条件是：a指称的对象存在，并且该对象与p的思想处于相信这种认知状态下。C的情况有些复杂。C可以转换为：

（C*
 ）a相信p，这是正当的。（It is justified that a believes p.）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含认知句作子句的句子。“正当的”这一表达相当于“真的”或模态词等表达式，也是做出一种断言。“这”表示前面的子句，相当于英文中的语法先行词“it”，表示“that”引出的从句。我们可以仿造这类句子的句子图式如下：

【句子图式10】

（语言）句子：断言词　　// 子句

（涵义）思想：思想部分　// 思想部分

（意谓）真值：断定状态　// 子句的思想

对照前面关于模态词和认知词的句子图式可以发现，“正当的”这类表达式与模态词和认知词有相似之处：它与一个子句一起构成一个句子。这就表明，这样的表达式会牵涉到内涵语境。表面上看，句子图式10与6和9是一样的，都含有一个子句。断言词与模态词和认知词差不多，都对一个句子及其表达的东西做出断定。比较模态词、认知词和断言词，它们确实有相似之处。单看与子句的关系，它们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就对C*
 的说明而言，却绝不是这样简单，因为C*
 中的子句本身不是一个简单句，而是一个认知句。也就是说，该子句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内涵语句，因而牵涉到内涵语境。因此，C*
 不仅牵涉到内涵语境，而且由于牵涉到重叠内涵语句，结果涉及多重内涵语境。在这种情况下，该句子的真之条件是非常复杂的。

现在我们看反例。这里可以分步骤做出如下分析。

第一步，看其中的p，因为这是最核心的句子。它在（3）中：“将得到w的那个人兜里有10个硬币”。可以看出，“将得到w的那个人”是一个摹状词，因此这是一个含摹状词的句子。

第二步，看（2）。由于p是从（2）推出的，因此（2）就显得非常重要。（2）中有两个认知词：“相信”和“知道”，因此从（2）到（3）的推论是非常复杂的，远比想象的复杂多了。
[9]

 至少直观上可以看出，这两个认知词所表示的认知状态不同，因此相关句子的真值条件也不同，相关的推论当然也会不同。这就表明，从（2）到p的推论其实并不是像直观那样简单。

第三步，看（3）。（3）包含p，但是并不等于p，因为其中还有“信念”和“有正当理由”两个说明。前面已经说过后一个表达方式的转换，由此可以说明它涉及更为复杂的语境。即使不考虑这一复杂情况而只考虑“信念”，也可以看出，“p”与“相信p”是不同的。因此，从（2）推出“p”与从（2）推出“相信p”乃是不同的。如果从（2）推出p，这里就有一个推理是不是有效的问题。即：相信p是真的，是不是可以得出p是真的。前面说过，这通常是被逻辑系统排除的情况。其实我们直观上就可以看出这不是有效的。如果从（2）推出“相信p”，那么，（2）的双认知词的复杂情况姑且不论，即使暂且假定这个推理有效，但是在这种情况下，（3）表示的乃是“相信p”而不是“p”。因此，（3）其实是有歧义的。

第四步，看（5）。这里断定的是p。现在可以看出，如果（3）的推理有效，则得不到p，因而（5）的断定没有来源。如果（5）的断定来自（3），则依赖于一个无效推理的结论。因此，由于（3）的问题，（5）也是有问题的。

讨论了反例之后，最后我们看反驳。相应于A、B、C的句子是（5）、（3）、（6）。反驳的要点在于：由于有（4），而m不知道（4），因此m不知道p。字面上看，这里隐含一个前提：（4）等于p。即使p没有上述问题，直观上也要考虑（4）是不是等于p？这里的问题相当于：“m得到w并且m兜里有10个硬币”与“将得到w的那个人兜里有10个硬币”这两个句子是不是等价？有了前面的讨论，现在可以明确地说，在外延语境下，这两个句子是等价的，即它们的涵义不同，但真假相同。但是在内涵语境下，由于这两个句子的涵义不同，因而即使处于相同的认知状态下，真假也会不同。造成这一区别的原因在于，m是一个名字，而“将得到w的那个人”是一个摹状词，它们的等价置换与语境相关，因而语境的不同会导致结果不同。

除此之外，即使p没有上述问题，即使这里也没有专名与摹状词的区别的问题，（4）与p依然不是等价的。这是因为（4）说的是“得到w”，而P说的是“将得到w”这无疑是有区别的。因此，m知道（4）与m知道p也是不同的。因此，即使在反例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反驳所说的“m并不知道（4）”也不是对其初始定义“m知道p”的反驳。

除了以上问题外，反例中还有一个与推理相关的问题。去掉“相信”和“知道”，不考虑“将”这种时态变化，假定（4）和p等价，假定了所有这些前提，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反例中包含如下推理：

（1*
 ）s得到w并且s兜里有10个硬币　　　［前提］

（2*
 ）有一个人得到w并且兜里有10个硬币［（1*
 ），存在概括］

（3*
 ）m得到w，并且m兜里有10个硬币　　［（2*
 ），存在枚举］

这个推理是有效的。但是实际上，反例中包含的并不是如上推理，而是如下推理：

（1’
 ）s得到w并且s兜里有10个硬币　　［前提］

（2’
 ）得到w的那个人兜里有10个硬币　［？］

（3’
 ）m得到w，并且m兜里有10个硬币　［？］

这个推理不是有效的，这是因为从（1’
 ）得不到（2’
 ）。根据前面对摹状词的认识，（2’
 ）可以转换表达如下：

（2’
 ）至少有一个人得到w，并且至多有一个人得到w，并且这个人兜里有10个硬币。

可以看出，从“s得到w”可以推出“至少有一个人得到w”，因此从（1*
 ）到（2*
 ）是有效的，但是从“s得到w”推不出“至多有一个人得到w”，因此从（1’
 ）到（2’
 ）不是有效的。

综上所述，盖梯尔问题自身其实就有许多问题。无论是其定义分析，还是构造的反例、最终的反驳，本身都涉及了许多问题，结合起来问题就更加复杂。面对这么多问题，人们在讨论中无法获得一致的看法，无法彻底解决该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不难理解的。在我看来，以上讨论至少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专名和摹状词的问题，含认知词与不含认知词的不同语言层次的问题，含单一认知词与双认知词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推理问题，如此等等，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

单就断言词而言，盖梯尔问题显示出来它涉及双重内涵情况，即子句涉及一个内涵语境，断言词涉及一个内涵语境。所以我们说它涉及更为复杂的情况。顺便说一下，与此相似，模态词和认知词也可以做出类似表达，因而也会涉及这样更为复杂的情况。比如“李红相信行星的数大于7，这是可能的”，“李红知道行星的数必然大于7”（或“李红知道，行星的数大于7乃是必然的”）。应该看到，内涵句子和内涵语境情况的复杂程度并不仅仅限于这样两三个层次，还会有更为复杂的情况。但是，有了前面给出的句子图式，有了对模态词和认知词的认识，特别是，有了构造句子图式并基于它们来进行分析的能力，多层次的内涵句依然是可以进行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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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系词与系词的含义

“语言转向”是20世纪哲学领域的重要现象，语言哲学可以说是语言转向的主要产物。这一结果使人们看到了语言在哲学中的重要作用，极大开拓了人们研究哲学的视野。从现有文献来看，除了具体研究外，比如意义理论以及一些相关研究，还有许多与语言相关的研究。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关于语言哲学史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有人把语言哲学一直追溯到古希腊，认为那时就已经有了语言哲学。
[1]

 这种看法是不是有道理乃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这样的研究告诉我们，在西方哲学中，关于语言的考虑，早在古希腊就有，而且是一直存在的。这样就有了一个问题。如果语言哲学是通过关于语言的考虑而形成的哲学形态，那么为什么自古希腊直到近代没有形成语言哲学？如果说语言哲学是运用逻辑方法来分析语言而形成的哲学形态，那么对古希腊哲学我们仍然可以问同样的问题。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创始人，自他以后就有了逻辑。即使在他之前没有逻辑，没有把逻辑方法应用到语言分析，那么在他之后肯定就有了。今天人们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逻辑属于传统逻辑，而语言哲学所使用的逻辑是现代逻辑，即弗雷格所创建的并由罗素等人发展起来的逻辑。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当然也可以问：为什么现代逻辑会导致语言转向，而传统逻辑没有导致语言转向？不过，这不是本书所考虑的问题。
[2]

 本书探讨的是语言与世界，亦即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看到传统哲学家也有关于语言的考虑，那么他们关于语言是如何考虑的？尤其是，与逻辑相关，他们关于语言是如何考虑的？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哲学，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哲学与传统哲学的联系。特别是，它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与哲学的关系，由此而更好地理解分析语言对于哲学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

前面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启示，与逻辑相关，要考虑两个方面，即句法和语义。在句法方面，核心的要素是句子，而在语义方面，核心概念是真。下面的讨论也要沿着这个思路。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语言哲学给我们提供的启示，以此来思考传统的语言哲学，或者说，思考传统哲学中与语言和逻辑密切相关、甚至可以称之为语言哲学的东西。


1. 系词

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有重大区别。从句法上说，传统逻辑的核心句式不是函数结构，而是主谓结构，即“S是P”，其中的“是”乃是系词。但是在语义上，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是一样的，其核心概念也是“真”。最典型的是对当方阵。基于“S是P”这个句式，增加量词“所有”和“有的”以及否定词“不”，就形成四种命题：所有S是P，所有S不是P，有S是P，有S不是P。它们之间的不同组合，构成了诸种不同的关系：矛盾、反对、差等关系等等。关系不同，真假也不同。或者，由于它们各自真假不同，因而构成不同的关系。非常清楚，这里有明确的句法和语义的区分，而且也有二者之间的明确说明。对当方阵的这些关系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已经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关于句法和语义的考虑，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出现了。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的考虑，现在需要考虑的是，西方哲学家们在哲学中是如何考虑“是”与“真”的，或者说，他们是如何从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来探讨问题的。

我一直认为，“是”与“真”是传统逻辑和哲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3]

 ，表现为两个重要方面。这是因为，传统哲学家们一直有关于它们的论述，一直有从句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探讨。但是应该看到，传统逻辑不是形式化的，还依赖于自然语言，比如其中的逻辑常项“是”也是自然语言中的系词。因此，传统哲学家们虽然有关于句法和语义方面的探讨，但是在这样探讨问题的意识方面区别很大。这样的讨论在有些哲学家那里多些，在有些哲学家那里少些；这样讨论问题的意识在有些人那里明确一些，在有些人那里则不太明确。比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样的意识就明确得多，这样讨论问题的方式也很多。比如他明确地说，命题是含真假的句子，这不仅谈论了语言，并区别了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而且似乎在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方面做出区别：真假与命题。如果说这种认识是在《解释篇》这样的逻辑著作中出现的，那么它在《形而上学》中的如下论述一定不是仅仅属于逻辑的：

（事物）是，而说（它）不是，或者（事物）不是，而说（它）是，就是假的；相反，（事物）是，也说（它）是，（事物）不是，也说（它）不是，就是真的。
[4]



这段话显然涉及句法和语义这两个方面：说“是”乃是一个方面，真假则是另一个方面。众所周知，这段话被称为真之符合论的最初表述，亚里士多德也因此被称为最先提出真之符合论的人。

对照这一说明和对当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差异：它只说到是与真，而没有提及量词。而从对当方阵来看，量词不同，真假关系显然是不同的。因此这一说明无疑有些过于简单了。但是很明显，它至少在一点上与对当方阵保持一致。这就是，它同样区别出句法和语义，即从这两个方面去论述问题。看到这一点，也就可以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中的讨论与在逻辑中的讨论是一致的。区别只是细节上的。如果能够基于他的逻辑著作来看，那么这些论述其实也是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他在哲学讨论中所说的“是”从句法上看乃是系词。

系词是一个语法概念，指联系主语和表语的词。因此明确使用这个术语，并谈论它，一定有句法上的考虑。最著名者莫过于康德所说：“‘是’显然不是实在的谓词，……它仅仅是一个判断的系词。”
[5]

 谈论系词的人很多，包括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近代以来，只要探讨“是”的人，几乎没有不谈系词的。但是，系词这个术语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并没有出现，而是那以后才出现的。
[6]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在没有明确谈论系词的著作中，谈论“是”的时候考虑的是不是系词？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依据亚里士多德逻辑说的乃是“S是P”这样的句式就简单地推论说，他在哲学中讨论“是”的时候考虑的也是系词？这里可以明确地说，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使用系词这一术语，但是他的讨论毫无疑问是系词。比如他在探讨“是”一词的含义时给了许多例子，例如“这个人是文雅的”。他还明确提到“这是这”，由此说明这些例子的共同句式。这无疑是“S是P”的另一种表达。因此，即使亚里士多德没有使用系词这一术语，他讨论的无疑是系词。
[7]



系词是句子的一部分，与句子相关，因此在谈论系词的时候，人们会考虑句子及其相关问题，并依据它在句子中所起的作用来考虑问题。系词的主要特征是联系主语和表语，这一点体现了它在句子中的核心作用。因此在谈论系词及其相关概念的时候，人们会根据需要而论述主语或谓词（表语），以及与它们相关的问题。由此可见，在围绕“是”的讨论中，可以有关于主语的讨论，也可以有关于谓词的讨论，还可以有直接关于“是”的讨论。直接关于“是”的讨论很多，上引亚里士多德的话就是关于“是”的讨论。这样的讨论似乎有些笼统，但是由于与真相对应，仍然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在直接谈论“是”的时候，有时候所说的“是”乃是动词，比如上述亚里士多德的论述
[8]

 ，但是更多时候，由于它成为谈论的对象，因而会以名词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使用系词这一术语，如果没有举例说明，那么所说的“是”究竟是不是系词，似乎是需要仔细研究的。
[9]

 我认为，这时可以利用其他关于语言的描述和说明来考虑。在谈论“是”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谈到肯定、否定、命题、判断等等，谈到这个词的名词、动词、动名词以及分词等形式及其关系。这些都是与语言相关的讨论，从它们可以看到句子和与句子相关，因而可以联想到“是”在句子中的位置和作用，从而考虑它所表达的东西。此外，在谈论“是”的时候，人们常常还会谈到事实、真假。这些概念字面上与语言没有关系，但是稍加思索就会看到，它们是与句子表达的东西相关的，因而与句子相关。因此，所谓“是”与事实或真假相关，乃是由于与句子相关，因此也可以认识到相关讨论涉及“是”在句子中的位置和作用，因而认识到这里所谈的乃是系词意义上的东西。关于“是”本身的讨论，即关于系词的讨论或基于系词的思考，肯定不如关于整个句子的讨论那样清楚。但是，如果我们充分认识到“是”在句子的主要作用，我们就会明白，西方哲学家们所讨论的“是”究竟是什么，他们与“是”相关的讨论究竟是什么。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下面让我们分别考虑他们关于主语和谓词的论述。


2. 谓词及其表达物

无论是传统逻辑还是现代逻辑，predicate（谓词、谓语）一词字面上是一样的，在相应的哲学讨论中也是同样。但是这同一个词在使用中却有一个区别：现代讲谓词主要基于一阶逻辑的理解，因而是函数意义上的东西；传统讲谓词主要基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理解，因而是语法意义上的东西。当然，并不排斥今天仍然有人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谓词这一概念。因此，同样是讲谓词，所考虑的东西可能完全不同。

与谓词考虑相关的理论有很多，最著名、影响也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简单地说，这个理论基于“S是P”这种句式，对其中的“是P”做出说明：谓词对主语的表述有十种，包括实体、质、量、关系等等。直观上可以看出，这个理论考虑谓词，或者借助谓词来进行考虑，因而与语言相关。但是，亚里士多德在具体论述中是不是这样考虑的，还需要认真分析。

亚里士多德在许多地方谈到范畴，集中谈到十种范畴的地方则有两处。一处在《范畴篇》，另一处在《论辩篇》。以前人们认为他的范畴理论主要在前者，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他最主要的范畴理论集中在《论辩篇》。下面我们围绕他在《论辩篇》的相关论述来陈述他关于范畴的论述。他说：

我们必须区别发现了上述四种形式的谓词的类。这些类是十种：是什么、量、质、关系、地点、时间、位置、状态、活动、遭受。任何事物的偶性、属、固有属性和定义都应在这些范畴之中，因为任何通过这些谓词所形成的命题都表达事物的是什么，或者事物的性质或量，或者其他一种谓词。
[10]



在这段话中，明确谈到谓词，这显然是关于语言的考虑。除此之外，这里还谈到由谓词形成的命题，由于后者是含真假的语句，因而这也涉及关于语言的考虑。由于谓词有明确含义，因此这里的论述不会有什么理解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的第一句，它谈到谓词的四种形式。而这十种谓词说的乃是它们的类，因而明显是不同的东西。这样就表明，关于谓词有两类考虑，一类是这十种范畴，还有一类是这里提到的四种形式，它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四谓词理论。简单地说，一个句子具有“S是P”这种形式。在考虑谓词对主词的表述时，亚里士多德给出两条原则，一是看谓词与主词能不能换位，二是看谓词是不是表示了主词是什么。这两条原则相结合，就产生四种结果：其一，谓词与主词可换位并表示它是什么，这就是定义；其二，谓词与主词可换位但不表示它是什么，这就是固有属性；其三，谓词与主词不可换位，但是表示了主词是什么，这就是属；其四，谓词与主词不可换位也不表示它是什么，这就是偶性。这样就得出四种谓词：定义、固有属性、属、偶性，也就是上述引文所说的谓词的四种形式。

直观上人们似乎可以说，四谓词理论是一种逻辑的考虑，因而它关于语言的考虑乃是自然而正常的，因为逻辑与语言是很难截然分开的。这种看法是不是有道理暂且不论，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关于范畴的论述与四谓词理论是不同的。字面上看，它们都是关于谓词的分类，而且都与谓词所表达的东西相关。在这一点上，范畴理论是明确的，而四谓词理论似乎不是那样明确。但是稍加分析则可以看出，其中第二条原则也是关于谓词所表达东西的考虑。所谓看谓词是否表达了主词是什么，当然是考虑谓词所表达的东西。这就表明，四谓词理论至少是与谓词相关的，而且，它不是仅仅与名字相关，而是实际上相关。但是这两个理论在句法方面的考虑上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四谓词理论明显有、而且显示出句法方面的考虑，而范畴理论似乎缺乏、至少没有显示出这方面的考虑。这一点从换位原则看得十分清楚。因此，这一点区别导致两个理论的不同，但是它同时告诉我们，同样是考虑语言所表达的东西，也可以形成不同结果：同样是考虑谓词，却可以得出四谓词理论，也可以得出范畴理论。所以，亚里士多德在明确获得四谓词理论之后，又进一步对范畴理论做出说明，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原因也很简单。首先，这都是关于谓词的说明，因此两个理论有相通之处，可以借鉴。其次，四谓词理论对谓词所表达的东西已经做了两类区别，即“是什么”和其他与“是什么”不同的东西。这样就为范畴理论提供了一个论述基础。第三，基于四谓词理论，因而基于“是什么”和与“是什么”不同的东西这样的分类，范畴理论不过是对那些是“是什么”的东西和不是“是什么”的东西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11]



即便如此，可能仍然有人会说，以上关于范畴的论述出现在《论辩篇》，而这是一部逻辑著作，因此这里的讨论是与逻辑相关的，把其中关于语言的论述看作哲学中关于语言的考虑尚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这种看法是不是有道理姑且不论，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让我们看一看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与范畴相关的论述：

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区别词的各种意义时指出的那样，人们可以在好几种意义上说（事物）是；因为在一种意义上，“（事物）是”表示的乃是“是什么”和“这东西”，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意谓质或量或者其他一种像它们一样谓述的东西。由于“（事物）是”有所有这些含义，显然其中最主要的乃是“是什么”，这表示事物的实体。因为当我们谈到一事物是什么质的时候，我们说它是好的或坏的，而不说它是三肘长或它是一个人；但是当我们说它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不说它是白的、热的或三肘长，而说它是一个人或一个神。所有其他东西被说是，乃是因为它们有些是这种第一意义上是者的量，有些是它的质，还有一些是它的属性，还有一些是它的其他属性。
[12]



这段话明确谈到范畴，虽然只提到其中几种，如是什么、质、量等等。这里关于范畴的谈论有两个明显特点。第一，与是相关。因此可以借助关于是的考虑来理解范畴。其中，“说是”一句表明，这个“是”乃是说出来的，因而是语言中的东西。第二，有许多例子作辅助说明：比如“它是人”，“它是白的”。例子都是完整的句子。其中含有“是”，以此表明“是”乃是被说出的。“是人”表示的乃是“是什么”，而“是白的”表示的乃是质。由此表明两种范畴的区别，同时也说明“是”被说出时会有不同含义。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最初提出要研究“是本身”，因而探讨“是”的问题。在具体讨论中，他把这个问题转换为关于实体的问题，并进而探讨实体。在这一过程中，他关于语言的考虑就更多了。比如在关于本质的讨论中，他明确地说要对它“做一些语言说明”。而且他还具体地说：在关于本质的“表述中没有出现这个词本身，却表达了它的意义，这就是各事物的本质的表述”。
[13]

 这些论述明确谈到语言，谈到词，这些无疑都是与语言相关的考虑。与此相关，“表述”一词指关于本质的表述。这其实是关于谓词的一种说明：谓词若是表达本质，则不能是随意的，而必须符合语言方面的一种要求：它要表达主词所表达的东西，本身却不能含有主词出现。实际上这是关于定义的说明，或者利用了定义理论。而这个理论在《论辩篇》中已经得到明确的论述。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探讨认识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他才探讨是本身，因为人们表达认识，无论什么学科，都要用“是”这个词。人们表达认识的方式在于，主词说出要谈及的东西，谓词做出对它的表述。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只有认识一事物是什么，才真正认识一事物。正因为如此，他才把关于是的问题转换为关于是什么的问题，即关于实体的问题。其他东西暂且不考虑，仅这一思考问题的思路就充分显示出关于语言的考虑。在他的论述中，关于语言的考虑还有很多，有的明确，有的不太明确。但是以上引文充分说明他有非常明确的关于语言的考虑，而且这些考虑主要都是关于谓词的。亚里士多德关于实体的论述涉及本质，而他关于本质的论述基于或利用了关于定义的理论，这里充分显示出在他那里逻辑与哲学的密切联系。因此，在他的哲学讨论中，关于语言的考虑非常多，而且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

在西方哲学讨论中，关于谓词的考虑很多。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最著名的是形式因，它涉及本质，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本质即原因。这显然与谓词相关。本质是西方哲学中一个重要概念。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一般认为本质的表达方式是定义。如上所述，定义是一种谓词，或一种谓述方式。因此与定义相关的讨论也会与谓述方式相关，因而与谓词的考虑相关。比如海德格尔在探讨“是”的开始部分总结了关于它的三种传统看法，其中一种即与它相关。在他看来，“是”乃是不可定义的。因为若定义它，就要使用“这是”这种表达，因而会陷入循环。也就是说，对“是”下定义就要说：是乃是如此这般的。这样在定义项中包含着被定义项，因而就会犯循环定义的错误。
[14]



康德关于区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原则，也是基于关于谓词的考虑。这条原则的基本思想是，在一个判断中，如果谓词表述的东西包含在主词之中，该判断就是分析的；如果谓词表述的东西超出主词的范围，该判断就是综合的。十分明显，这条原则基于“S是P”这种句式，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对谓词的考虑，涉及的却是其中谓词对主词的表达关系。众所周知，这是康德的一条方法论原则，它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贯彻始终。我们用不着深入举证分析该著作的细节，直观上就可以看出，这条原则与谓词的考虑直接相关，而且密切相关。只要应用这条原则，就会有关于谓词的考虑。同样，只要涉及关于谓词的考虑，就会有关于语言的考虑。

围绕谓词的讨论除了形成上述理论外，还有许多，但是并未形成什么理论。比如海德格尔在《是与时》中的讨论，非常主要的一点是他借助“在—世界—之中—是”这种结构。这一结构表达式乃是“是在世界之中的”这一表达的名词形式，显然是围绕谓词来考虑的。正是围绕这一结构，他可以不断引入他所要讨论的东西，从而使他关于“是”的讨论与世界联系起来，并且与他想要讨论的东西联系起来。
[15]



人们一般认为，在我们的表述中，主词表达我们要说的东西，而谓词是对主词所表达的东西的说明，在与认识相关的东西中，这当然是最主要的。因此，围绕着谓词进行讨论乃是正常的。无论是不是形成理论，对谓词的关注都是确定的。大量文本字面上如此，因此表明事实上也是如此。


3. 主词及其表达物

除了关于谓词的考虑外，传统哲学家关于主词也有许多考虑。或者说，在讨论“是”的过程中，他们围绕主词进行讨论。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表达得最为典型。以《精神现象学》为例，黑格尔从感觉出发，一直谈到知识，最后达到绝对精神，而在关于感觉的谈论中，他主要是围绕主词来谈论的。首先，他从知识出发，谈论感觉确定性，认为它直接显现为一种最丰富的知识，同时它还显现为一种最真的确定性，然后他说：

事实上，这种确定性暴露出自己是一种最抽象、最贫乏的真。对于它所知道的东西，它所说出的仅仅是：“它是”。它的真仅仅包含着事物的是。
[16]



在随后的讨论中，黑格尔把“它是”（“es ist”）变为“（该）事物是”（“Das Sache ist”），然后变为“（该）对象是”（“Der Gegenstand ist”），最后又变为一个问题：“‘这一个’是什么？”，并以“这时”和“这里”来解释其中“这一个”的两重含义，从而通过“这时是夜晚”和“这时是一棵树”这样两个例子来进行讨论，由此得出他的辩证法式的说明。以“这时是夜晚”这个句子为例。“这时”的意思是明确的，但是在不同时间说出来，意思却不同：在夜晚说时它就是真的，而在白天说时它就是假的。因此在黑格尔看来，“这时”自身含有一种否定性，由此导致“‘这时’既不是夜晚和白天，同样它也是白天和夜晚……一个这样的、通过否定作用而是的单纯的东西，既不是这一个，也不是那一个，而是一个非这一个，同时又毫无差别地既是这一个又是那一个”
[17]

 。

这里不必考虑黑格尔讨论的细节，也可以不讨论他的论述是不是有道理
[18]

 ，只看他的思考方式。他从感觉确定性出发进行讨论。直观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黑格尔在谈论感觉确定性的时候谈到是和真。由此表明，是与真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此外，他在谈论是的时候，并不是直接谈它，而是说出“它是”。字面上看，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表达。对照“S是P”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是一个泛指代词，相当于S；“是”一词则是“S是P”和“它是”双方都有的。因此在主语和系词上，二者相同。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中没有P，即缺乏“是”一词后面的东西。二者相对照可以看出，“它是”省略了“是”后面的表语，因而缺少谓词。严格地说，“S是P”是一个句式，而不是一个句子。因为其中的S和P都是字母变元，只表明那里有一个空位，并没有表明那里是什么。与此相似，“它是”也是一个句式，其中两个空位，“它”体现了一个，另一个没有表现出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黑格尔需要这个“它”，他要围绕这个“它”展开论述，把它变为其他东西，比如“这时”。尽管只是一个句式，但是从黑格尔的用法和讨论来看，“它”显然处于主语的位置，可见，黑格尔的考虑是围绕着主词进行的。

在随后的讨论中，“事物是”“对象是”与“它是”有所不同，因为，“事物”比“它”要具体化一些，而“对象”比“事物”又要具体化一些。这就表明，在这个讨论中，黑格尔有一个逐渐具体化的过程。但是这一变化过程只发生在主词部分，而其中的系词“是”没有变化。这大概也就说明，黑格尔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比如“S是P”。因为他的方式不仅保留了系词“是”，因而保留了与传统讨论一致的方式，而且凸显了主系表结构中的主词部分。也就是说，黑格尔的讨论方式凸显了句子中的主语，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谈及对象以后，由此再到“这一个”似乎也就是自然的了。句式是明确的，经过这样一个谈论过程，就可以进入具体举例的讨论，“这时是夜晚”似乎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例子。它无疑是感觉的产物，因而符合关于感觉的谈论。不仅如此，字面上它也符合黑格尔的讨论方式，即从一个最宽泛的“它”到一个具体的“这时”，这一变化只是主词位置上的。句子结构没有变化，“是”这一系词始终如一，保持不变。即使“它是”尚不能完全凸显它的系词特征，结合最后的例子仍旧可以表明，“它是”中的“是”乃是系词。如果对这一点仍有疑问，那么结合黑格尔关于真的论述则可以看出，“这时是夜晚”确实会导致说“是”的真假的变化，只有夜晚时说它才是真的，而白天时说它就不是真的。

黑格尔关于感觉确定性的说明方式很独特，对主词有专门的考虑，似乎是通过对主词的考虑而说明与“是”相关的东西。这种方式与通常谈论主词的方式不同。在西方哲学史上，类似“它是”的谈论方式有很多，即在表述中出现主语和系词，而没有出现表语，但是在具体谈论中，人们谈论的还是系词和谓词。其中最著名的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是”。

字面上看，“我是”与“我思”相对应，主语相同，区别在于谓语，一个用“思”，一个用“是”。正是这一区别，产生了哲学史上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重大发展。因为它在此前研究“是”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思”这一新的要素。单就“我是”这一表达式而言，字面上显然与“它是”非常相似：即有主词和系词。如前所述，“它”乃是非常宽泛的指示代词，可以把它看作表示一个空位。如果把“我”也看作是一个指示代词，比如指人或认识者，意思其实差不多。这样也就可以看出，“我是”同样省略了表语，即在其表语位置上也有一个空位。这一点，从笛卡尔的论述也可以看出来。比如他认为，我思考乃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即使上帝也无法欺骗我，“只要我想到我是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总不会使我成为什么都不是”
[19]

 。笛卡尔在对思考进行解释中说到“我是一个什么东西”和“我（成为）什么都不是”，这两句话都是完整的句式：它们的表语位置都不是空的。“一个什么东西”无疑仍然是一种泛指的表示。而“什么都不是”相当于“不是任何东西”，尽管肯定变成否定，其中的“任何东西”同样是泛指表示。在笛卡尔的论述中，这样的表述非常多，比如：

在我有上述这些想法之前，我先要重新考虑我以前认为我是什么；……那么我以前认为我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我想过我是一个人。可是一个人是什么？我是说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吗？当然不；因为在这以后，我必须追问什么是动物，什么是有理性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将要从仅仅一个问题上不知不觉地陷入无穷无尽的别的一些困难、更麻烦的问题上去了，而我不愿意把我剩有的很少时间和闲暇浪费在纠缠这样的一些细节上。
[20]



很明显，“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理想动物”等等，都是完整的句子，其中的表语“一个人”和“一个理想动物”取代了泛指的“一个什么东西”，形成完整的表达，从而对主语所表达的东西做出明确说明。由此也可以看出，笛卡尔说的“我是”乃是一种省略的表达，即省略了其表语位置的东西，因为他不愿意纠缠在这些表达上，他要考虑的乃是“思”的问题。

这种相似的表达方式还有很多，比如古希腊关于矛盾律的表述：一事物不可能同时既是又不是。字面上看，这里只有“一事物是”和“一事物不是”这样的表述。很明显，其中“一事物”并非确切地指任何东西，而是泛指的。如果联系讨论中的具体例子，比如人是白的，人不是白的，我们就可以看出，矛盾律的表达是一种省略的表达，即省略了系词后面的表语。因此，黑格尔所说的“它是”与矛盾律的表述、与笛卡尔的表述是相似的。


4. 系词的含义

以上讨论涉及翻译问题。如果考虑到语言表达，情况可能还要复杂一些。笛卡尔的用语是拉丁语，“我是”的原文是sum。字面上这只是一个词，它是esse一词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根据拉丁文的使用方式，动词依其主语情形而变化形式，因而sum的语法形式表明这个动词表达式包含着它的主语，即“我”，“我是”（I am）的翻译也由此而来。矛盾律的用语是希腊文，也有同样的情况。“一事物是”的希腊文为on，它是einai一词的中性分词形式。译文中的“一事物”仅仅是泛指代词，没有什么确切的含义，重要的是其中所说的“是”。所以“一事物是”（one thing is）的翻译与希腊文表述的意思是一样的。相比之下，黑格尔的表述是有意为之。他一定要突出那个“它”（es），因为他要用“它是”来说事，由此引出辩证法式的表达。而在传统哲学中，比如矛盾律和笛卡尔的表述，一般来说主要突出的还是那个“是”，并没有对主语的刻意强调，也没有想在主语上做文章的意思。所以，在传统哲学中，关于“是”的讨论通常是主系表意义上的东西，因此它是一个系词。黑格尔的讨论虽有不同，但是从他的讨论来看，他所说的“它是”也是系词意义上的东西，否则就得不出他的辩证法式的结果。因此，他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考虑的却依然是系词。

“是”乃是系词，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按照语言学家的解释，这是一个语法用语，它的含义是通过它在句子中的语法作用体现的，即联系主语与表语。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它自身没有含义，而是与表语联系起来才有意义。由于表语多样，因此人们也认为“是”的含义是多样的。这种认识来源于把“是”这个词与它所引出的表语一起考虑。比如上述亚里士多德的说明，所谓在多种意义上说“（事物）是”，主要是指以它可以形成多种不同的表述。比如“是人”，“是白的”，“是三肘长”，它本身的意思，即“是”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不变的。所以，他的范畴理论乃是基于对谓词的考虑而形成的，但同时又直接而密切地与系词“是”相关。

正是由于“是”一词的这种特征，人们在谈论它的意思时考虑的问题就比较复杂。比如说考虑谓词，或考虑主词，或者考虑主谓相联的句子等等。关于谓词和主词我们已经说过，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句子的考虑。

亚里士多德曾经谈过“是”的四种主要含义：一是偶性的，二是依自身的，三是与真相关，四是表达潜在的。
[21]

 它们从不同角度对系词含义进行了说明，都与句子的表述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与真相关的说明。对照前面亚里士多德关于真之符合论的说明可以看出，谈论是与真乃是自然的，但这一定是在句子的意义上谈论的。这一点从黑格尔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把最真的感觉确定性归结为“它是”，因此是与真直接相关。而通过具体论述可以看出，通过“这时是夜晚”这样的例子以及它在具体语境中的真假情况，黑格尔最终说明“它是”中的“它”，亦即我们论述的具有普遍性的“对象”，自身包含着否定性，因而可以既是如此，又是那般，也可以既是如此又不是如此。这就表明，他的论述归根结底考虑的乃是句子，而且是以系词所表达的句子。

综上所述，关于“是”的考虑主要是关于句子的考虑。表现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比如考虑谓词或主词，或者考虑是本身，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考虑句子。这一点，如果说在句法上有时候不是那样清楚，那么从语义上，即从真来考虑，总是比较清楚的，或者，从举例说明来考虑，也是清楚的。因为例子总是完整的句子，而哲学家们举例的意思通常都是自明的。

必须指出的是，系词用法乃是“是”一词的通常用法或基本用法。除此之外，“是”一词还有一些特殊用法。这些特殊用法如今也成为讨论“是”的含义需要考虑的内容。一种用法是there is，即在is前面加上there，形成一个固定的表达式。中文通常把它译为“有”或“存在”。字面上看，there is与is乃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在前者，there与is不能分开，因此其中的is不是系词。还有一种用法是“上帝是”（God is），其中的“是”乃是独立的，由于它在没有表语的情况下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因此它不是系词。在这种语境中，人们认为，“是”一词的含义是存在，即表示“上帝存在”（God exists）。这样，“是”一词除了通常的系词含义外，还有一种存在（existence）含义。

“是”的存在含义是通过关于“上帝是”的讨论而确定下来的。
[22]

 因此，这种含义是通过“是”一词的非系词用法得出来的。由于存在含义来自“是”这个词的独立用法，因此在明确了这种含义之后，人们在讨论“是”的过程中往往要谈到这种含义。比如黑格尔在说明Sein的意义时说：“是首先乃是针对别的东西而被规定的；其次它是在自己内部起规定作用的；第三，抛弃了这种划分的暂时性，它就是抽象的无规定性和直接性，而在这种无规定性中，它一定是开端。”
[23]

 可以看出，他说了“是”这个词的规定性，即它的通常含义，然后又表明要消除其规定性，从而得到一个纯粹的概念。需要深究的乃是他关于是的两种规定性的说明。一种针对别的东西，另一种与自身内部相关。无论这些规定性是不是清楚，至少可以看出，它不是一种，而是两种，而且似乎是两种具有完全不同含义的规定性。在我看来，这即是关于“是”一词的系词含义和存在含义的说明。又比如海德格尔对Sein一词自明性的传统认识的说明：“‘是’乃是自明的概念。在一切认识中、一切命题中，在对是者的一切关联行止中，在对自己本身的一切关联行止中，都用得着‘是’。而且这种说法‘无需深究’，谁都懂得。谁都懂得‘天是蓝的’、‘我是快活的’等等。”
[24]

 他说到“一切命题”，并且配有举例，因此关于系词的考虑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这些明确的说明之外，也有两句似乎不那么明确的说明：一句说到“对是者的一切关联行止”，另一句说到“对自己本身的一切关联行止”。对照黑格尔的说明可以看出，“是者”与“别的东西”有些类似，“对自己本身”则与“在自己内部”有些类似。可见海德格尔的表述与黑格尔的表述十分相似，这也就说明，他的考虑与黑格尔的考虑也是非常相似的。在我看来，这里大概同样包含着海德格尔关于“是”这个词的系词含义和存在含义的说明。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罗素也谈到“是”一词的多义性，他指出主要有四种含义：“（1）断定是者的含义，比如在‘A是’中；（2）同一含义；（3）谓述含义，如在‘A是人’中；（4）‘A是一个—人’中的含义，这种含义很像同一。”
[25]

 同一含义很明确，即表示主谓相等。这无疑是一个主系表结构的句式，因而其中的“是”一定是系词。在他的说明中，只有同一含义没有给出句式，这说明这是自明的，无需说明。其他三种含义都给出句式，可能是担心不明确。从给出的句式看，后两种明显是系词结构，因而其中的“是”乃是系词含义。第一种含义不是系词结构，其中的“是”大概指存在含义。

系词含义指“是”这个词在句子的语法作用所拥有的含义，因而自身没有含义。但是，同样是系词，表达的情况也会有不同。比如可以表示主词与谓词之间的包含关系：人是动物，即类与类的关系；主词和谓词之间的属于关系：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即个体与类的关系；主词和谓词之间的同一关系：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上学》的作者，即个体与个体的关系。罗素所说的就有这种意思。也就是说，同样是系词，由于主语不同，表达的关系就会不同；由于谓语不同，表达的关系也会不同。弗雷格也曾谈到这种关系。他的例子是“晨星是行星”和“晨星是昏星”。在前者，“是行星”是谓词，或者“行星”是谓词。就是说，在谓词角度，系词“是”似乎并不重要。但是在后者就不是这样。“是昏星”是谓词，但是“昏星”不是谓词，它只是谓词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与系词一起构成谓词。所以，这里的谓词只有一个，即其中的系词。弗雷格解释说，它的意思是“不过就是”，即相等。
[26]

 这种解释涉及关于专名和谓词的看法，前面已经说过，因此不用过多强调。但是可以看出，系词仅仅是一种语法意义上的东西，因为它联系主语和表语。而它所表达的东西，即它的含义，却不是那样简单。

综上所述，说“是”一词是多义的，可以有多重意思。一是说它所引出的表语是多样的，因此它是多义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二是说它表达的主谓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比如上述罗素的说明。三是说它表达两种含义，一种是系词含义，一种是存在含义，比如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关于是的两种含义的说明，罗素关于“A是”和“A是人”等两类不同句式的枚举。这三种情况显然是不同的。前两种都是围绕“是”这个词的系词特征说的，而最后一种情况不是这样。

简单而论，“a是”与“a是P”显然是不同的。“是”一词在后者是系词，而在前者不是。它在前者表示存在，因而人们说它具有存在含义。表面上看，这种存在含义与系词含义截然不同，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用法。如果深究这种存在含义的来源，就会看到，它与系词用法和含义仍然不是没有关系的。首先，“a是”这种句式来自“上帝是”，后者来自《圣经》的一句话。其次，它不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句式，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这样的表达。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涉及上帝的表达，“是”也是系词。比如“上帝是与你（们）在一起的”（God be with you。“上帝与你［们］同在”只是翻译方式不同，因为在中文表达中，系词不是必要的）。再次，在《圣经》中，与“上帝是”相关的原初表达是“我是我之所是”（I am who I am）。也就是说，即使在《圣经》中，在出自上帝之口的话中，“是”一词也是系词。所以，“上帝是”只是一个特例，是一个不那么自然的句子。其中的“是”与通常表达中的系词乃是同一个词，但是用法却完全不同。在与上帝相关的讨论中，人们最终把“上帝是”中这个“是”的含义确定下来，认为它表示存在。这一讨论的结果是，确定了“是”一词的另一种用法，即非系词用法，一种与系词不同的用法。正因为如此，“是”一词的存在含义与其系词用法也就有了一种联系，因为它来自该词的非系词用法。就是说，在人们看到“是”这个词的非系词用法时，人们认为它具有存在含义。所以，“是”这个词的存在含义只是它的一种特殊含义，并不是它的基本含义或主要含义，或者通常含义。它的存在含义并不影响它的系词含义，只不过是在它的系词含义之上增加了一种含义。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是”这个词的这样两种含义反映了这个词两种完全不同的用法，因而也说明，“是”这个词乃是多义的。


5. 基于系词的考虑

系词是一个语法概念。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考虑“是”本身，还是考虑主词或谓词，都是与“S是P”这种句式相关的考虑。这种句式只是一个基本句式。在它之上可以加量词和否定词，由此可以构成传统AEIO四种命题，形成对当方阵，显示出矛盾、反对等关系。但是日常表达显然不会只限于这几种形式。按照前面的说法，它们似乎只属于同一个语言层次。其他那些表达，比如关于模态词的表达，关于认知表达式的表达，与它们是如何发生关系的呢？比如，是不是可以像前面构造句子图示那样，基于“S是P”这种句式，构造出相应的句子图示呢？我们已经看到，传统哲学家们有明确的关于“S是P”这种句式的考虑。现在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他们是不是有关于模态词和认识表达式那样的东西的考虑？换句话说，如果系词表现出一个语言层次的话，他们是不是有基于这一语言层次的、关于更高语言层次的考虑？

关于模态逻辑，亚里士多德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和论述，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包括模态命题的句法和模态三段论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他有许多关于模态词的论述，这些论述是与语言直接相关的。比如，在论述模态命题时他给出一个句法模式：必然p。

关于模态词的认识和论述，亚里士多德无疑是有的。由于他是逻辑学家，在这方面有创造性的工作，因此他的相关考虑就显得非常自然。在他之后，哲学家们的相关考虑虽然不像他那样系统，提供的思想理论也不如他那样丰富，但是相关考虑也是非常明确的。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

在哲学史上，休谟有一段非常出名的话：

对于这些推理我必须要加上一条附论，这条附论或许被发现为相当重要的。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的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
[27]



这段话提出一个重大区别：这就是区别“是”（is）与“应当（该）”（ought）。如今它被称为休谟定律，也叫“‘是—应当’问题”。关于这段话以及相关问题的讨论非常多，它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解释休谟本人的思想；二是如何或者是不是可以从“是”过渡到“应当”。我们的讨论仅涉及第二个方面，而且不引申开来，只限于这一段话。字面上看，这段话至少包含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是”这个词乃是通常命题中的用语。“应当”一词则是有关道德表述中的用语，因此不是通常用语。

第二，“是”和“应当”这两个词所表达的乃是完全不同的关系，“应当”表示一种新的关系。

第三，“是”与“应当”之间有重大关系。

第四，必须说明“应当”这种新关系。

第五，是不是可以从“是”的关系推出“应当”的关系？

人们在讨论中最关注的是五，因为它涉及对休谟的理解和解释，甚至涉及对最后一句话中“似乎”一词的理解。我们的讨论则仅限于“是”与“应当”的区分。

非常清楚，这段话在谈论关于道德的问题，所涉及的问题与“应当”有关，因此“应当”是它的核心概念。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应当”是有关道德表述的用语。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道德表述的唯一用语，因此用它来谈论具有典型或代表意义。

ought是情态动词，自身不能做动词。在具体使用中其后需要加一个动词。因此，在它后面可以加行为动词，也可以加系动词，即加“是”。由此也就形成“是”与“应当是”的区别。从语言表达来看，这是不同语言层次的区别，而从表达的内容看，前者依赖于“是”，因而依赖于“是”一词所引出的表语；而后者依赖于“应当”，即依赖于“应当”一词所具有的特殊含义。当然，由于它引出“是”一词，因而也依赖于这个“是”，后者依然是系词，它的表达依然要依赖于它所引出的表语。所以，在“应当是”这个表述中，“是”的表述与通常的表述是一样的，因而关于它的考虑与通常的考虑也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在它之前还加了“应当”，因此就要考虑这个“应当”。正由于增加了这个新的用语，形成新的表述，用休谟的话说，形成新的关系，因此就要考虑这种新的关系。

这里的区别是明显的。“是”乃是一层表述，“应当”一词实际上是要加在“是”这个词之上的，因而“应当（是）”实际上不过是在“是”的表述之上又增加了一层表述。这一层表述及其表达的关系，无论是不是可思议的，它与“是”这一层的表述及其表达的关系，不管是不是可以相互推论或单向度推论的，至少是明确存在的，特别是在休谟指出之后被人们明确认识到了。人们一般认为，“是”一词与事实判断有关，而“应当”一词与价值判断有关，因此休谟这一区别也被称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别。由此也引发了众多重要的讨论。

我们可以认为休谟的这一区别是有洞见的。究其原因，还是基于关于“是”的讨论，即基于系词的讨论。在休谟时代，关于“是”、关于系词的讨论，已经是非常平常而确定的事情了。比如在此前洛克的著作中，就已经有明确讨论语言的章节，并且明确谈道：“‘是’和‘不是’就是表示人心肯定或否定的普遍标记。”
[28]

 休谟所说的“通常”大概也非常典型而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看到这一点，看到两种不同的语言层次，也就可以看出，“应当是”的提出乃是基于“是”，其中的“是”依然是系词。在一般表述中，“是”乃是最主要的要素，但是在“应当是”中，它已经不是最主要的要素了，取而代之的是“应当”。由于“应当”加在“是”上，比通常的考虑多了一个层次，所以产生新的问题方式，形成新的问题。

在哲学史上，康德的范畴表也非常出名：

范畴表

1. 量的范畴：一、多、全

2. 质的范畴：实在、否定、限制

3. 关系的范畴：内在性与构成性（实体与偶性）、原因性与依存性（原因与结果）、共通性（主动与受动之间的交互作用）

4. 模态的范畴：可能性—不可能性、是如此—不是如此、必然性—偶然性
[29]



这个范畴表提出了12个概念（有些是对概念，包含两个），被称为“纯粹知性概念”。它们在康德哲学起着基础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字面上看，几乎所有概念都是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如一、多、全、内在性、原因性、必然性、可能性、偶然性等等。其中，“是如此—不是如此”这一对概念明显与系词有关，因此康德这个范畴表可以说是与系词考虑相关的。但是这样说乃是不够的，因为它充其量只能说明相关，还不能说明基于系词的考虑在这个范畴表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更不能说明对它的形成起到什么作用。因此，我们还要做更进一步的考虑。

与范畴表相关，康德还有一个图表如下：

1. 判断的量：全称的、特称的、单称的

2. 判断的质：肯定的、否定的、无限的

3. 判断的关系：直言的、假言的、选言的

4. 判断的模态：或然的、实然的、必然的
[30]



由于康德没有命名，我们暂且从众把它称为“判断表”。对照这两个图表可以看出它们的直接联系。判断表明显是关于判断的分类，分出量、质、关系和模态，范畴表得到的范畴则分别直接来自这四个分类，因此范畴表对判断表的依赖关系一目了然。

从判断表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这是一个基于逻辑的说明。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1和2，它们是关于直言判断的说明；另一类是3和4，它们是关于简单判断和复合判断的说明。1考虑的是基本句式，即“S是P”的具体表达，因而有加量词和不加量词的情况，这样就有全称、特称和单称的划分。2考虑的是基本句式加否定，因而有肯定和否定之说，康德加上“无限的”，乃是出于自己的考虑。3说的是“关系”，其实说的乃是简单判断和复合判断，前者被称为直言的，后者分为假言和选言的，即“如果p，那么q”和“要么p，要么q”这种形式的判断。这一分类在逻辑中是明确的。4说的是“模态”，其中“必然”和“或然”分别相应于逻辑中的模态判断，即“必然p”，“可能p”。康德用“或然”一词，大概是为了把“可能”一词留到范畴表中使用，因为同样是哲学讨论中使用的概念，更多使用的还是“可能”一词。“实然”不是指模态判断，而是指具有“S是P”这种句式的判断。康德列举它，大概也是为了图表的形式和获得范畴表需要的概念。

可以看出，第一类说明显然是基于并围绕着“S是P”而说的。但是第二类似乎不是这样。因为它们考虑整个判断，而不对句子内部结构做思考，因而不考虑主系表，不考虑与其相关的量和质。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却可以看出，依据命题联结词和模态词的特征固然可以获得关系的、模态的这样的说明，“直言的”和“实然的”这样的说明又是如何得来的呢？它们显然是没有命题联结词和模态词的句子所表达的。它们是什么样的句子，康德没有说，大概因为这是显然的：它们包含在1和2所涵盖的句子中，即它们可以表达肯定和否定，可以表达全称、特称和单称等等。所以，归根结底，第二类情况尽管不对“S是P”的主系表结构进行考虑，但仍然是与这样的句式相关的。

对照判断表，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范畴表中范畴的由来。虽然用语不同，个别范畴顺序也有所不同，如1的顺序是颠倒的，但是两个图表的对应性有些一目了然，有些尽管不太明显，却仍然可以分辨出来。比如，判断表2中“肯定的”指“是”这个系词的表达形式，而范畴表2中“实在”变为对系词所表达情况的说明。在传统哲学中，“是”与“实在”乃是密切相关的，关于二者的讨论也非常多，因而两个表的用语虽然不同，但是其对应关系却是明显的。又比如，判断表3中“直言的”也指“是”这个系词的表达形式。它的德文是kategorische，本身就有范畴、谓述的意思，康德还明确地用“谓述”来说明它。因此这个词与谓词、对“是”的关系非常明显。范畴表3中“内在性与构成性”字面上看不出与谓词相关、与“是”相关，因而似乎不是与它明确对应的概念，但是其后括号中以“实体”和“偶性”做了补充说明。在传统哲学中，这两个概念都与谓述、与“是”相关，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多次以这两个概念在谓述上的意义来区分和说明“是”这个词的多义性。因此，有了这个补充说明，“内在性与构成性”与系词的对应性也就凸显出来，或者至少可以表明它们是联系的。

值得注意的是，判断表4中“实然的”与和范畴表4中“是如此—不是如此”的对应性与其他诸种范畴的对应性似乎是相反的。后者呈现出“是”这个词，因而直接表现出它的系词特征，而前者却似乎是关于它的说明。但是如果看一看德文，则会发现这里存在着翻译的问题。“实然的”一词的德文是assertorische，它的词根是动词，含义为“断定”，这里是形容词，因此它的字面意思为“断定的”。“S是P”无疑是断定句的基本句式，因此从判断表4的这一说明还是可以看出与“S是P”这种句式的联系。“是如此—不是如此”直接列出Sein这个概念，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康德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必须关注这个概念。所以，康德范畴表的用意和苦心是可以体会出来的：既要基于逻辑，又要获得他所需要的这些范畴；既要做出一个漂亮的分类，又要符合恰当合适的分类规则。正是基于逻辑，他的考虑就必不可免地要基于“S是P”，因而他的考虑一定会与系词相关。同样是基于逻辑，他看到了系词只是一种最基本的表述方式。其他一些表述方式与系词方式不同，但都是基于系词的表述方式。因此，一方面可以区别系词的表述方式与不同于系词的表述方式，另一方面可以提出与系词表述相关的问题和与系词表述不同的问题。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明确提出理论科学和规范科学的区别。他认为，规范科学要建立在理论学科的基础之上，因此要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为了澄清这一点，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规范科学概念与理论科学概念之间的关系。规范科学的规律一般来说意味着：应当是什么，尽管它现在也许还不是或者在现有的状况下还不能是；而理论科学的规律则始终意味着：是什么。现在要问，相对于单纯的“是”而言，“应当是
 ”具有什么意义。
[31]



非常明显，“应当是”与“是”形成鲜明对照。前者是规范科学规律的表达方式，后者是理论科学规律的表达方式。二者都有“是”，区别只在于一方增加了“应当”一词。引文中的黑体字也说明了这一点。再进一步，“是”乃是“是什么”的简要表达，而“应当是”则是“应当是什么”的简要表达，因此，在这两个表达中，“是”的系词特征非常清楚。从胡塞尔的具体讨论看，尤其是从他的举例来看，这一区别是非常清楚的。比如“一个战士应当是勇敢的”，它与“一个战士是勇敢的”无疑是不同的。基于这一区别，则可以扩展讨论的范围。比如，胡塞尔讨论规范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转换。他把规范判断抽象表达为“一个A应当是B”，转化为价值判断则可以是“一个不是B的A乃是一个坏A”，或“只有一个是B的A才是一个好A”等等。
[32]

 又比如，他讨论了“必须”和“可以”这样的表述以及它们与“应当”的转换。例如，“不必须”是对“应当”或“必须”的否定；“可以”是对“不应当”或“不可以”的否定。其具体的表述则是：“A不必是B”，“A可以是B”等等。
[33]

 非常明显，所谓“必须”“可以”这些表达不过是“必须是”“可以是”的简写。胡塞尔的这些讨论涉及理论科学与规范科学的关系，一般判断与道义判断的关系，以及道义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转换关系，还含有其他一些模态词的判断等等。我们不必分析讨论这些论述的细节，字面上就可以看出，这些论述归根结底涉及“S是P”这种句式以及基于它而形成的一些句式。它们无不表现出语言层次的区别。系词表达是一个层次，在它之上增加一些表达式则形成更高层次的表达。因此，胡塞尔关于规范科学的讨论要点在于“应当”这样的概念，利用的则是“应当是”这样的句式，依赖的则是通常关于“是”的考虑以及形成的相关理论。


6. 函数结构与系词

系词是语言要素。关于系词的考虑是关于语言的考虑。对照句子图式可以看出，语言哲学中并没有关于系词的考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语言哲学中不会涉及“S是P”这样的句子，比如弗雷格关于“晨星是昏星”的讨论。我的意思是说，语言哲学思考问题的方式主要不是基于系词，而是基于函数结构，一如句子图式所示。这就说明，语言哲学的思考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考方式是有重大区别的。基于这种区别，借助句子图式，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传统哲学中关于系词的考虑。

系词是语言层面的东西。因此谈论系词，比如“S是P”这样的说法，包括亚里士多德说的“这是这”，都体现了关于语言层面的考虑。与此相关，关于其中主词和谓词的考虑，也属于语言层面的。比如亚里士多德关于谓词与主词是否可以换位的论述，黑格尔关于主词，即“它是”中的“它”的考虑，都是关于或者至少含有关于语言层面的考虑。这一点，可以说是比较清楚的。因此，传统哲学关于语言层面的考虑无疑是存在的。

语言是一个层面，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是另一个层面。按照句子图式，后者应该有关于涵义和意谓层面，而且这两个层面是完全不同的，有明确的区别。传统哲学的讨论中明显有关于真的论述。比如亚里士多德说的：说是者是，就是真的；黑格尔说的：对感觉的表述仅仅是“它是”，显示的则是真。这一类论述大概可以归入关于意谓的考虑，因为它们都是从真假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传统哲学中关于真的考虑也是存在的。

除了上述的考虑外，传统哲学中还有一些论述，它们看上去既不是关于语言层面的考虑，也不是关于真的考虑。比如亚里士多德关于范畴的论述：它们表达的是事物是什么，或事物的质、量、关系等等。又比如黑格尔从“它是”过渡到“事物是”，再过渡到“对象是”，似乎“它是”中的“它”可以表示事物，也可以表示对象。这些论述显然是围绕着“是”而言的，但是它们既不是关于语言的考虑，也不是关于真的考虑。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暂且把它们归于关于涵义层面的考虑，即“S是P”所表达的东西。

以黑格尔的论述为例，这样的考虑似乎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句子的主词所表示的可以是事物，也可以是对象。具体到例子，比如“这时是夜晚”中的“这时”，也可以是一个特定的时刻。但是所产生的结果则会有真假的区别，比如该句子对夜晚而言是真的，对中午而言是假的。（由此黑格尔也就可以得出他那具有辩证法意义的结论。）以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为例，这样的考虑似乎也可以理解。句子中的谓词所表达的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质、量等等。比如“是人”表达的是实体，“是白的”表达的是质，“是三肘长”表达的是量等等。无论是黑格尔说的“事物”“对象”，还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实体、质、量等等，显然不是语言层面的东西。它们可能会与真相关，但是无疑也不是真这一层面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语言所表达的东西。鉴于它们与真不同，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把它们看作涵义层面的东西。就是说，即使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没有明确说到要考虑句子的涵义，我们也可以暂且认为这些论述是关于涵义的。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看出，传统哲学中也有大致相当于语言、涵义和意谓这三个层面的考虑和讨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传统哲学中有明确的关于语言和真这两个层面的考虑，但是它所考虑的重点始终围绕着是，而不是围绕着真。因此我们要问：这是为什么？

句子图式告诉我们，其中最核心的要素是真。一方面，它与句子对应，因而与句子所表达的涵义对应。另一方面，它与句子构成部分的意谓相关，由后者确定。在这里，函数结构的意义就凸显出来。这是因为，依据函数结构，获得一种关于句法的明确认识，同时也获得一种关于语义的明确认识。这种意义的核心概念就是真。因此，相应于不同的句子图式，我们获得了关于不同的真之条件的认识。就是说，我们获得了对不同的句子结构的真之条件的认识。所以，我们可以围绕着真来思考问题，谈论问题，并且获得有关真的明确认识。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获得关于真的明确认识，人们可以围绕真来思考问题，谈论问题。

相比之下，传统哲学中有明确关于语言、特别是关于句子的考虑，也有关于真的认识，甚至还认识到，二者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它没有关于句子真之条件的明确认识。我强调“明确”，这是因为，传统哲学对于句子或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真并不是没有认识。比如亚里士多德所谓说是者是就是真的，显然把是与真联系起来，如果把这里的“是”看作是关于语言的考虑，看作代表句子或句子所表达的东西，那么无疑考虑了句子与真的关系。比如黑格尔认为一切感觉表达就是说出“它是”，而这又与真相关，这当然也考虑了句子与真的关系。但是，这些认识都是比较直观的。“是”与“不是”乃是两种基本表达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基本表达的两种形式：一种肯定，另一种否定。与此相应，人们会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真与不真或假。这是一般思考问题和表达认识的方式，也符合一般的思维方式。所以，认识到是与真的联系乃是自然的，这种认识可以是直观的，对这种联系的说明当然也可以是直观的。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说明都是如此。

但是，对于认识和认识的表达，仅仅这样说当然是不够的。人们总还是希望、企图多说出一些东西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传统哲学的努力方向在“是”上，在“是”所体现的句子及其构成上。比如亚里士多德看到主词是我们谈论的东西，谓词是对主词的谓述，即关于主词的某种表达，或者说它表达了主词的某种情况。黑格尔则看到主词所表达的东西会带有辩证法的本性，因而会使句子所表达的真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人们认识到，语言表达是多样的，句子所表达的东西也是丰富的。人们希望通过关于句子的探讨来揭示这种多样性和丰富性。句子的集中体现就是其中的系词“是”。亚里士多德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甚至明确地说过，其他并非以“是”所表达的句子可以转换为以“是”来表达。而且，通过这样的研究和认识，人们确实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所以，在传统哲学的讨论中，“是”乃是核心概念，它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围绕它的讨论同样是明确的，并且形成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在这一研究中，人们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提出不同的看法。相关讨论有时集中在“是”上，有时凸显谓词，有时则凸显主词。在这样的讨论中，与“是”相关是明显的，也是明确的，但是由于有时与真相关，有时似乎又与真无关，因此“真”这个概念虽然看上去始终是一个重要概念，但是一直没有成为一个核心概念，至少没有成为一个与“是”这一概念同等重要的概念。

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传统哲学中谈论是与真的时候，往往依据直觉。这时，它所说的“是”可以表示句子或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真”则是与其相关的东西，或说“是”时所产生的结果。而在谈论主词或谓词及其所表达的东西时，则可以与真相关，也可以与真无关。尽管有关于语言的考虑，有关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考虑，也有关于真的考虑，但是它们的区别有时候并不是非常清楚，它们的联系有时候也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在有关是与真的讨论中，由于“是”乃是语言中一个恒定的要素，因而可以显示出一些具有确定性的东西。所以围绕“是”可以进行一些比较明确的讨论，获得一些比较明确的结果，比如关于主词和谓词的讨论，比如得到的范畴理论。在这些讨论中，有些关于语言的考虑比较明确，有些则不是那样明确。比如黑格尔关于主词的讨论就不大明确，因为他很少明确谈论主词，他关于主词的考虑，他利用主词来说明问题的方式，只是从他的论述中显示出来的。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关于谓词的考虑则非常明确，因为他明确谈到谓词，谈到与谓词相关的类。而从与真的联系看，这样关于语言的考虑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它们并不能说明句子的真之条件，不能说明相关表达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在这样考虑语言时，关于真的谈论也是比较直观含糊的。比如说是者是就是真的，这是比较直观的说明，它的意思大致是说，一事物是怎样，你说它是怎样，那么就是真的。而以“这时”为例来说明真假的变化则是貌似清楚，其实却是不清楚的，因为“这时”是索引词，依赖于语境，因而代表不了主词，不具有普遍性。又比如，即使假定亚里士多德关于范畴的分类是清楚和有道理的，也看不出它们与真有什么关系。

在传统哲学关于是的讨论中，始终是有举例的。比如“风是冷的”，“人是白的”，“天是蓝的”等等。这些例子是自明的，可以对“是”做出说明，因而起到说明所讨论的东西的作用。在我看来，举例说明也与考虑语言相关。它的目的是使人考虑一个具体的语句，这个语句含有“是”这个词，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个词的实际使用方式来说明它的意义。换句话说，关于是的考虑，可以有句法和语义两个角度，这样会形成理论说明。举例则是这两个角度的综合体现，可以帮助理解理论说明。在理论说明中，“是”一词是以名词形式出现的。而在举例中，“是”一词是以动词形式出现的。哲学家们希望通过这个词的具体用法来说明它的意义。由于例子是自明的，没有任何理解问题。因此哲学家们相信，这样的说明不会有什么问题。假定这样的说明是有道理的，也不会造成什么理解的问题，但是常常与真无关。也许在举例的语境中，由于例子是自明的，显然是真的，因而关于真的考虑乃是不需要说的。这与语言哲学中的讨论明显不同。比如前面说过弗雷格所举关于奥德赛的例子。他讨论的不是例子与是的对应，而是从专名到句子，又从句子到专名这样两个角度来说明句子的真值与其中专名所表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二者相比较则可以看出，一个例子中的“是”乃是具体的，而抽象谈论的“是”乃是普遍的。一个例子的真乃是具体的，而句子的真之条件则是普遍的。就是说，举例可以说明是，也可以说明真。但是这两种说明却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尽管都有关于语言的考虑，却体现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区别，而且是在关于真这个问题上的区别。

综上所述，传统哲学中关于是的讨论，关于是与真的讨论乃是有道理的，其中许多考虑是富有创建的。由于是一词在句法上是明确的，在语言表述中又具有独特作用，因而可以成为考虑的对象，人们可以通过考虑它来获得相关认识。但是由于人们对含是的语句只是获得一种大致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局限于其相应的语法形式，因此人们对这样语句的真之条件并没有获得明确的认识。直观上看，“是”体现了这样句子的基本特征，因此考虑它并围绕它来讨论相关问题，这样的认识乃是有道理的。但是实际上，由于它的真之条件并不清楚，因而也就无法有相应的明确的讨论。所以，在传统哲学中，有关于“是”的讨论，也有关于真的讨论，对于二者，有结合起来的讨论，也有单一的讨论。这样，一方面由于语法和语义的含糊，人们无法获得关于真的明确认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含糊性，在围绕是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人们似乎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宽泛一些说，传统哲学也有类似语言哲学的考虑，相关内容甚至也可以称之为语言哲学；而严格一些说，传统哲学中有关于语言的考虑，但是并没有形成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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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语言与表达物

奎因的《语词和对象》是20世纪的名著。无论书中写了些什么，书名至少表明，语词和对象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引申一步则表明，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乃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区别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是20世纪语言哲学的重要认识之一，通过分析语言而达到对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认识，则是基于这一认识而进行的哲学研究，既是语言哲学的主要特征，也是其重要成果。

认识到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十分重要。深入研究还可以认识到，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涵义的层面，一个是意谓的层面，或者如同通常所说，一个层面是意义，一个层面是真。语言哲学一些著名的论著无不反映了这一点，比如弗雷格的《论涵义与意谓》、戴维森的《真与意义》等等。这其中，关于真的认识，包括以它为对象和围绕它进行的讨论，以它来说明意义的讨论等等，逐渐成为语言哲学的主要内容和核心内容。这一内容，有人称之为意义理论，也有人直接命名它为真之理论。当然，关于真，人们也有不同看法。有人假定它是自明的概念，以它来解释意义，也有人认为它没有那么大作用，要紧缩它的意义作用。无论如何，在语言哲学中，真的作用不言自明，真的意义非同凡响。

通过前面诸章可以看出，真与句子相对，不是同一个层面的东西，或者，真乃是与句子或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对应的东西。与真相关，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比如对象、概念、个体域、可能性、认知状态等等。而与这些东西对应的语言也是不同的，比如专名、谓词、量词、模态词、认知词等等。因此，笼统地区别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是一回事，把它们之间的区别以上述明确的方式刻画出来是另一回事。语言表达方式多种多样，语言表达的意义丰富多彩，我们显然不可能把所有这些情况都刻画出来。前面分别讨论了专名、谓词、量词、模态词、认知词等语言形式及其相应的语义。基于这些讨论，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语言的作用、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并由此说明哲学的主要性质和特征。


1. 语言的作用

众所周知，语言是表达、交际的工具。因此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弗雷格说：

语言的效能令人吃惊，它以很少几个音节表达无限多的思想，它甚至为一个地球居民现在第一次把握的一个思想找到一种表达，使另一个地球居民能够通过这种表达认识这个全新的思想。如果我们在思想中不能区别出一个句子部分与之相应的部分，以便能够将句子的构造看作思想构造的图像，那么上述情况将是不可能的。
[1]



弗雷格关于语言的论述很多，这样的谈论方式却不多见。若要深究，则可以认识到，没有对句子及其部分的认识，看不到句子与思想的对应和区分，人们仍然可以进行交流，一个人仍然可以把握一个思想并把它表达出来，另一个人同样也可以借助这个表达理解这个思想。因此，这段话中后一句与前一句没有什么关系，“不可能”之说似乎也是不成立的。鉴于这段话是《思想结构》一文的开篇语：后一句说的是该文的重要性，前一句似乎在延续《思想》一文，说明思想的客观性，我们也就不必求全责备，把它仅看作该文的引言即可。现在引申一步，我们把它用作我们讨论语言作用的引言。

作为引言，这段话告诉我们，一方面人们使用语言来表达思想，另一方面人们可以认识语言的使用方式。此外，它大概还想说明，后一个方面会对前一个方面有所帮助。前两个方面是明确的，作为引申，我们要考虑的是，认识语言的使用方式如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语言的作用。前面各章的讨论基于不同的句子图式。无论那些图式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思想构造的图像”，通过它们我们可以获得对语言结构的一些认识，进而获得了对语言的一些认识。基于这些认识，我们可以进一步阐述语言的作用。

从句子图式看，在语言层面有句子及其组成部分。在每一个句子图式中，不同的是句子的构成部分，相同的是句子。由此可见，在语言层面，最核心或最基本的东西是句子。这一点不难理解。清晰地表达思想有一个基本要求：说出完整的话。句子是完整表达意思的基本单位。奎因甚至把幼儿最初表意的单个语词称为“单词句”，比如幼儿说“奶”，意思是“我要喝奶”。维特根斯坦也讲过同样的意思，比如在工作中，一个人说“石板”，意思是“把石板给我”。这样的认识涉及语言交际的问题，比本书的讨论要复杂一些。但是，无论是认为说者以单词代表一个句子来表意，还是认为听者通过把一个单词转换为一个句子来理解其意义，清晰的表达和理解都是建立在完整的句子的表达之上。因此，认识到句子是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句子是清晰地表达思想的基础，一定会有助于探讨语言交际活动。

句子表达完整的意思，这种完整的意思可以是认识、疑问、愿望、企图、怀疑、信念、命令等等。为了讨论的方便，所有这些可以不加区别，简称为认识。因此，句子与认识相关。人们也说句子表达的是命题、思想、事实等等。由此可见，思想、命题、事实等等是与认识相关的。

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句子的基本构成部分是专名、谓词和量词。根据句子图式1和2，专名和谓词可以构成句子，谓词和量词也可以构成句子。而根据句子图式6和9，模态句和认知句不过是在句子上加模态词和认知词，因此模态词并不是句子的基本构成部分，而认知词实际上相当于谓词，只是由于认知句含有子句，使得认知词所处的语境发生了变化，但是谓词的性质本身并未改变。所以，在围绕句子阐述语言的作用时，应该考虑专名、谓词、量词，也可以考虑模态词。

专名的主要作用是命名。人们对事物命名，主要是为了称谓方便。比如一个人出生之后要命名，一艘船下水时要命名，一颗行星发现时要命名，目的也许是多元的，日后称谓方便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命名是日常生活工作中最普通的事情。但是命名的范围远不限于人和事物，还包括许多东西，比如时间、事件等等。在我看来，由于语言是表达认识的，人们实际上可以为任何东西命名。这是因为，在表达认识的过程中，人们可以谈论任何东西。假如一个东西已有名字，借用一下即可。假如一个东西没有名字，起一个名字也不难，或者借助一些方式，比如摹状词，也可以起到命名的作用。这些都是一些自明的情况，一般来说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些并不是我要说的。

我们的语言除了可以谈论世界，谈论人和事物，还可以谈论语言，通过谈论语言来表达认识。所谓谈论语言，就是把语言表达式或语言表达的东西当作谈论的对象，在这样的讨论过程中，也会产生命名，因而会有命名的问题。比如，人们可以谈论一个名字、一个概念、一个词、一个句子等等，在这样的过程中，被谈论的东西就会被命名。这里之所以会产生问题，是因为这样的命名与通常的命名是不同的：人们实际上做出命名，因而涉及到名字，但是有时候人们却不一定意识到进行了命名，涉及到名字。前面的讨论说明，名字的意谓与真相关，因而名字的不同，比如专名与摹状词的区别，会影响到句子的真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讨论中实际上进行了命名而又没有意识到，则会给讨论带来一些问题。

前面的讨论曾提到“马这个概念”“3这个数”“真这个谓词”“雪是白的这个句子”等表达式。前面的讨论曾说明，通过指示代词“这个”，使得这些表达式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实质在于，本来想说的东西与实际表达出来的东西有了出入，因而会造成一些含相应表达式的句子的真值发生变化。比如“马”本来是一个概念词，表示一个概念，人们本来想谈它所表达的那个概念，结果却不是这样。这是因为在表达中使用了定冠词，相当于进行了命名，因而使表达式本身发生了变化：“马这个概念”不再是一个概念词，因此不能表示一个概念。借助句子图式可以看出，“马这个概念”相当于一个专名，应该处于专名的位置，对它的表述，比如“是概念”（或“不是概念”）处于谓词的位置。又比如，“真”可以是一个谓词（尽管是一个特殊的谓词），在这种意义上，它的意谓是一个概念，人们也可以谈论这一概念。但是由于使用了定冠词，相当于命名，结果发生了变化：“真这个谓词”这一表达式本身不再是一个谓词，而相当于一个专名，处于专名的位置，对它的表述则处于谓词的位置。再比如，“雪是白的”是个句子，表示一个思想，但是“雪是白的这个句子”却不是一个句子，由于进行了命名，它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专名，表示的不再是一个思想。当然，有些命名并不改变被命名者的特征，比如“3”是一个专名，“3这个数”进行了再次命名，相当于一个名字。但是这里依然发生了一些变化，放入句子图式来看，至少“3”与“3这个数”的涵义是不同的。所以，命名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而命名一定会带来表达的变化。仅从上述举例可以看出：命名有时候会带来句法方面的变化，因而相应的语义也会发生变化，这样就会影响到句子的真假。

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命名的结果会产生一个名字或相当于名字的表达式，而在表达中，这样一个表达式的意谓是对象，因而与句子的真假相关。这表明，命名活动其实非常重要。奥卡姆曾经告诫，不要轻易地制造实体。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在使用语言活动进行表达和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在不知不觉地进行着命名，同时也就在制造着各种各样的对象。无论这些对象是否都是实体，不管它们是否都属于奥卡姆剃刀所要剔除的，进行命名的活动总是在发生，而且命名总是会产生对象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奥卡姆充其量只是表达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在我看来，与其保留一把奥卡姆剃刀，不如构造句子图式，从而区别名字及其相应表达，识别命名活动，认识名字及其相应的表达式与它们所表达的东西，并且时时认识到命名和名字会给我们的表达所带来的问题。

谓词的作用是描述。描述可以是直接的，比如描述事物的形状、大小、重量、色彩、位置、状态等等，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描述事物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性质，与其他事物有什么关系等等。比如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有婴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不同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样子。这些不同的阶段被称为变化。“变化”一词表述的是一种间接描述。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在这些不同阶段的模样：比如约50厘米长，只会吃睡哭笑，比如120厘米高，背着书包去上学；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就被称之为变化。因此人们说，一个人从婴儿变为（或长成）一个少年。其实，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人躺着、坐着或走着的样子，50厘米长或120厘米高，把这些情况表述出来则是直接描述，因为这些情况是可以看到的。由此可见，人们总是会看到一些情况。一方面可以对这些情况做出直接的描述，另一方面还可以对描述再进行描述，比如把它们称之为变化，后者则是一种间接的描述。间接的描述是非常重要的，它相当于对描述的描述。如果说描述表达了人们的认识，那么间接描述则体现出对认识的认识。由此可见，人的认识是有层次的。关键在于，直接的描述通常与人的感觉相关，而间接的描述通常与人的认识相关。因此，与认识相关的往往是间接描述。

直观上说，感觉与认识并不能断然分开。但是从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就一直试图基于感觉与认识的区别而对认识做出明确的说明。亚里士多德著名的范畴理论就是关于谓述或谓词的理论。在他看来，在十种范畴中，首要的、最重要的范畴乃是“是什么”。因为只有认识到一事物是什么，我们才真正认识一事物。比如，我们可以说某物“是人”，“是白的”，“是三肘长”，“是在某个地方”等等，但是在这众多说明中，“是人”才表达了对该物的真正认识。这里的区别在于，“是人”乃是对某个具体的人的归类说明，与其他那些直接说明，比如“是白的”，乃是不同的。“白的”乃是可以看到的，多高、什么样子也是可以看到的，而“人”却不是看到的，或者说不是直接看到的，而是对所看到的一个个体事物的说明。这一说明既可以用于当下个体事物，也可以用于其他个体事物。虽然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在我看来，他所强调并且时时强调的第一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区别，就牵涉到间接描述与直接描述的区别。第一范畴属于间接描述，是关于描述的描述，与其他范畴不同，因而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为，区别直接描述与间接描述是有益的，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谓词的性质和特征。如果对日常表达做一简单分类，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个体的描述，一类是关于类的描述。在关于个体的描述中，不仅会有直接描述，而且也会有间接描述，比如“是人”这样的说明。即便人们不是完全赞同这样的区别，但是在关于类的描述中，却只有间接描述，即关于描述的描述。比如通常所说的“人是理性动物”。这里的“理性动物”是谓词，无疑是一种描述，但是“人”也是一种描述，是一种关于一类个体事物的描述。因此这个句子所表达的乃是对一类事物或一个事物类的描述。所以一类事物或事物类，已经不是我们对一事物的直接认识，而是一种间接认识。比如，这可能是一种在直接认识基础上经过归纳和概括而获得的认识。

量词的作用是限定。这种限定主要是施用于描述上，尤其是用在间接描述上。描述主要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表达认识，另一个是用来交流。直接描述是关于个体事物的，其涵义是可理解的，其真假一般是直观可确定的。但是间接描述则不是这样，其涵义是可理解的，其真假有时候不是可确定的。比如如前所述，“英雄爱骏马”，意思谁都可以理解，但是人们却无法说出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前面说过，这是因为这种表达的真之条件不清楚，现在也可以说，这里所使用的表达，都是关于描述的描述，比如“英雄”和“骏马”，都是关于一类事物的描述，而这句话是关于这两类事物之间一种关系的描述。判定这样描述的真假，仅凭直观可见的情况是不够的，也是不行的。但是量词可以对人们的描述提供帮助。这是因为，量词可以限定描述的范围，从而使谓词表达的真之条件得到说明。借助量词，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判定这些描述的真假，在有些情况下，尽管不能判定这些描述的真假，但是可以对其真之条件做出说明，即说明这样的描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真的。

认识到量词是对谓词的限定，因而是对间接描述的限定，也就可以看出，量词实际上可以是对间接描述的描述。因此在语言表达中，量词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这里涉及描述的层次，因而涉及认识的层次。一般来说，直接描述针对明确的对象，而间接描述针对描述，因而对象是不太明确的。量词的作用在于帮助我们确定这些不太明确的对象，从而达到对间接描述的明确说明。这样的说明最终会获得认识上的重要结果。如前所述，比如达到关于普遍性的认识，达到涉及本体论承诺的认识。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

（1）如果《红楼梦》是一个人写的，它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2）任一x，如果x是一个人写的，x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1）含有三个句子：其中以“如果……就”联结的两个句子以及它们组合而成的（1）本身。字面上可以看出，“《红楼梦》”是一个名字，指曹雪芹留下的一部古典名著。（1）中两个子句都是关于《红楼梦》的，分别是对《红楼梦》的描述。因此（1）是关于《红楼梦》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红楼梦》是一个人写的”这个子句是假的，“《红楼梦》是另一个样子”这个子句也是假的，但是（1）是真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子句关于《红楼梦》的描述是假的，但是它们组合而成的（1）却是真的。

假如一个人没有读过也没有听说过《红楼梦》，他就不会知道（1）中两个子句是什么意思，也不会知道它们的真假，因而不会知道（1）本身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即他可以知道（1）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比如，他可以知道，（1）是真的：不能前一个子句真而后一个子句假。换句话说，如果前一个子句是真的而后一个子句是假的，（1）就是假的，在其他情况下它都是真的。而就这两个子句而言，由于其中的“《红楼梦》”是一个名字，它们的真依赖于两个条件：其一，《红楼梦》指称的对象存在；其二，《红楼梦》指称的对象处于子句中谓词意谓的概念之下。通俗地说，其中谓词所表达的概念要与这个对象相匹配。如果不满足这两个条件，子句就是假的。

对照上述两种情况可以看出，（1）中关于名字的描述是直接而具体的，相应的真之条件也比较直观。但是（2）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表面上看，（2）与（1）相似，也含有三个句子，即以“如果……那么”联结的两个子句和2）本身。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x表示一个空位，因此“x是一个人写的”这个表达式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没有真假。另一个貌似子句的表达式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x是一个人写的，x就会是另一个样子”这个表达式也没有真假。这与（1）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然而，（2）本身却有真假，这是因为该表达式处于“任一x”之下。也就是说，由于有了这样一种限定，因而整个表达式也就有了真假，即显示出“如果x是一个人写的，x就会是另一个样子”的真之条件。换句话说，只要有一个个体不满足这种情况，（2）就是假的。

对照（2）和（1）的分析可以看出，（1）是关于一个对象的描述和说明，（2）是关于一种描述的描述和说明，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二者的结果也是完全不同的。（1）是具体的、个别的，而（2）是普遍的。我们看出，（2）显然是假的，许多个体都不满足它，比如《三国演义》就是一个人写的，它当然也不是另一个样子。

进一步思考其实不难看出，（1）和（2）是两类不同的表达方式。类似的日常表达非常多。比如，人们有关于个体事物的说明，也有关于认识、理论或规律的说明。即使在哲学讨论中，这两种方式也很常见。比如，人们有举例说明，也有理论性的说明。举例说明常常会涉及个体事物，而理论说明往往是关于描述的描述，关于说明的说明。这些层次上的区别，实际上是存在的，当然也是应该认识到的。

模态词的作用是强化或弱化对认识的表达。在日常交际中，关于认识的表达通常是最基本的，比如描述一件事情，陈述一个事实，断定一个结果。但是有时候，人们会觉得仅仅这样的表达还不够，有时候它们需要加强，有时候它们需要削弱。比如“行星的数大于7”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当人们觉得要强化它的表达时，会说“行星的数必然大于7”，或者“行星的数大于7乃是必然的”，而当人们觉得它不是那么确定的时候，会说“行星的数可能大于7”，或者“行星的数大于7乃是可能的”。类似表达还有许多，比如：“肯定”“一定”“绝对”“也许”“或许”等等。

认识有真假。模态词是对认识的强化或弱化，因而也会影响到认识的真假。如前所述，模态词的语义与真假相关，因此它们所起的这种强化或弱化作用表面上是在句子所表达的认识上，实际上却会影响到句子的真假。比如“8大于7”和“行星的数大于7”这两个句子都是真的。假如人们觉得它们表达得还不够，还要加上“必然”来强化一下，于是会有“8必然大于7”和“行星的数必然大于7”。字面上看，这两个表达是被强化了，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强化导致句子的真假发生变化：前一个句子是真的，而后一个句子是假的。这是因为，“8大于7”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是真的，而“行星的数大于7”却不是这样。众所周知，过去行星的数是9，如今它是8，谁也无法保障它在以后会不会是7。也就是说，它并非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的都是8。

模态词的表达方式是自然的，使用是随意的，而且在使用中一般不会有什么理解的问题。由于它们可以出现在句子的不同位置，字面上似乎是对句子不同部分的表达的强化或弱化。因此，即便它们是对认识的强化或弱化，似乎也是通过对句子不同部分的表达的强化或弱化而实现的。比如在上面的例子中，“必然”一词修饰的是动词，因而似乎仅仅是对“大于”的强化，而不是对整个句子的强化。因此也就有了前面所说的从言与从物的区别的讨论。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应该看到语言表达有不同的层次，也有不同的结构。句子是我们分析语言的基本单位，因而从句子出发可以认识它的不同结构，并认识它的不同层次。在句子结构中，如前所述，谓词是重要的，因为它与专名可以构成句子，与量词也可以构成句子。也就是说，没有谓词就不会形成句子。假如把谓词看作是句子结构中的主要部分，那么对谓词的修饰说明也可以看作是对句子最主要部分的说明，因而把这样的说明转换为关于句子的说明乃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这样的理解基于对句子层次的认识，因为在这样的认识中，把简单句和量词句看作一个层次，把模态句看作另一个层次。这样，在对自然语言的理解和分析中，我们可以把所谓从物模态表达式转换为从言模态表达式，而且这样的转换并不违反人们的直观认识与表达习惯。模态词是关于认识的表达，人们的认识是通过句子来表达的，因此把模态词看作是从言的，恰恰凸显了这种关于认识表达的特征。


2. 二值的方式

从句子图式看，与句子对应的东西是思想和真值。但是本书前面的讨论虽然也时常涉及思想，主要讨论却是围绕着真值。这是因为，句子表达的东西是思想（或命题、意义等等），这一点应该是起码的认识。人们通常理解的也是思想。比如至此本书写下许多句子，读者看到的是它们的语言形式，理解的则是它们表达的东西，即思想。也就是说，思想是人们自然理解的东西，是人们理解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常识性的东西，因而是不用过多讨论的。相比之下，人们对真值的认识却不是常识性的。人们对一个句子的真假可能会有一种直观的把握，但是对句子的真之条件不一定会有清晰的认识。一些句子，人们可以理解它们的涵义，并且说出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一些句子，人们可以理解它们的涵义，却不一定知道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知道一个句子是真的还是假的乃是一回事，知道一个句子的真之条件则是另一回事，二者是有根本区别的。我们至少直观上可以看出，前一种认识是具体的，后一种认识则具有普遍性。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前面讨论句子的真假，实际上是讨论与句子相关的人们并不是特别清楚认识的那一部分，是与普遍性相关的。当然，这样讨论的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句子及其表达的东西。

应该看到，真假是人们思考问题的一种基本方式。与其相似的思考方式很多，包括对不对、合适不合适、恰当不恰当、正当不正当、正确还是错误等等。一个认识，一个表达，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假的，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相应于不同情况，则可能是合适的或不合适的，恰当的或不恰当的等等。因此，真假所体现的这种思考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二值的方式。

二值的方式，归根结底，反映出对相同事物情况的不同看法。一个人认为事物是如此，另一个人认为事物不是如此，因而对一事物是怎样的情况也就有了真假之分，对事物是怎样的情况也就有了肯定和否定的区别。早在古希腊，巴门尼德就指出，“是与不是”乃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是”乃是真之路，是人们求知、求真之路。普罗泰戈拉更是明确地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既是是的事物是的尺度，也是不是的事物不是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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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与不是的对立，是与真的联系，在这些表述中显现无遗。这些表述一方面涉及对事物不同状况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涉及认识的真假。最明显的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人们关于世界的看法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而这种多元性首先就体现在对同一事物状况会产生、形成不同的看法。真假二值的思考方式是这种思考方式的典型体现，是人们认识多元性、丰富性的直接来源。

二值是一种基本的思考方式，但是所涉及的情况却非常复杂。这是因为人们的认识和表达并非仅是二值的情况，还有其他情况。亚里士多德早就以他那个著名例子“未来海战是不是发生”表明，可能会有三值的情况：发生、不发生、既不会发生也不会不发生。人们还发现，在表达中也会有一些没有真假的情况，比如祈使句。即使在二值的情况，人们发现对立的情况也会是不同的，比如两个对立的表达，可能是一个真，另一个假，一个假，另一个真；也可能是一个真，另一个假，但是一个假，另一个真假不定；也可能一个真，另一个真假不定，但是一个假，另一个真。在这种情况下，对二值的认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是基础。基于它，可以对其他各种不同的方式做出进一步明确的说明。最早的最典型、最直接的说明大概来自亚里士多德：命题是含真假的语句。这样就基于真假对语言（语句）及其表达的东西（命题）做出明确的说明。这样一种说明划定了研究的初始范围，明确了起点，确定了研究的东西，同时并不意味着排除其他情况，包括三值和没有真假的情况，因为在随后的研究中可以适时做出说明。

真假是一种二值方式，人们追求的却是真，而不是假。真代表正确，假就是不真，代表错误。每一个人都会认为并相信自己的看法是真的，因而是正确的，与自己不同的看法则是假的，因而是错误的。然而，人不是万物的尺度，绝不会人怎么看世界，世界就是怎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是，一如弗雷格所说，一方面乃是“是真的”，另一方面则是“把某物看作真的”。通俗地说，是真的乃是客观的，而人们认为是真的情况则涉及主观因素、心理的因素，二者根本不同。真之符合论者认为，一个命题的真就在于与事实相符合。无论这种看法是不是有问题，有什么问题，由于它强调与事实相符合，至少看上去也是强调真的客观性。

在我看来，二值的重要性可能有许多，最重要的是它突出了真。亚里士多德认为，把哲学称为关于真的认识乃是恰当的。弗雷格则明确地说，真这个词为逻辑指引方向。假如我们赞同他们的看法，那么逻辑和哲学一定与真密切相关。有人可能会认为，逻辑与哲学不同，应该明确区别开来。比如常有人说逻辑的真，哲学的真，好像它们各自讨论的真乃是不同的。有人嘴上不这样说，心里却是这样认为的。又比如在关于being的讨论中常有人说，系词含义乃是逻辑的理解，存在含义则是哲学的理解，好像逻辑与哲学泾渭分明，哲学家就不讨论being的系词含义，而逻辑学家就不讨论being的存在含义。我认为这些看法是有问题的。真乃是一个日常概念，或者说它来自日常概念，即来自“（是）真的”这一形容词。因此，无论是哲学家还是逻辑学家，他们所讨论的都是同一个概念，他们所理解的也是同一个概念。他们的研究和讨论为真这个概念提供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甚至理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也只是形成的理论不同。比如亚里士多德说：说是者是，不是者不是，就是真的，而说是者不是，不是者是，就是假的。这一论述难道不是逻辑与哲学的理解融会贯通的具体体现吗？又比如塔尔斯基既有关于真这个概念的形式化研究，又以非形式化的方式阐述了这一理论及其结果。同样的理论内容，不过是陈述方式不同罢了，难道一个就是逻辑的，另一个就是哲学的吗？这里涉及逻辑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暂且不必展开讨论。我想说的是，对于哲学而言，真乃是一个重要概念。在相关研究讨论中，重要的是借鉴各种理论成果，而不是人为地区分什么是逻辑的，什么不是逻辑的，什么是哲学的，什么不是哲学的，并以这样的认识或明确或隐晦地拒斥某一方面的成果。在我看来，这种区别本身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常常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以逻辑或哲学的名义排斥某一方面的理解和认识则是完全错误的。

我认为，真这个概念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在于它与认识相关，与人们希望得到的、认为正确的认识相关，另一方面在于它与普遍性相关。因此，二值方式具有实践意义，因为它可以是应用性的，同时它也具有理论意义，因为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达到关于普遍性的认识。前面各章结合不同表达式各有一些关于真的论述，如果将它们总结概括起来，则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真是与句子对应的东西，是与思想对应的东西。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句子是语言层面的东西，思想是涵义层面的东西，也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真既不是语言层面的东西，也不是涵义层面的东西，与二者不同。“思想”是弗雷格的说法，人们也可以称之为“命题”，不过是说法不同而已。前面说过，关于真之载体，人们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句子，有人认为是命题。在我看来，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从逻辑的角度看，语言有两个方面，一是句法，一是语义。真属于语义，而与其相应的句法形式被称为公式或命题。若是把这样一种看法用于句子图式，人们就会问，逻辑所说的公式或命题究竟是语言层面还是涵义层面的？我想，至少多数人会说是语言层面的。逻辑考虑的是句子以及与它对应的真。用弗雷格的话说，在真这一层面上，一切细节都消失了。也就是说，逻辑只考虑真。问题是，逻辑只考虑真，这是不错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句子除了句法和真之外，就没有其他东西。按照弗雷格的说法，它还有逻辑所排除的被称为“细节”的那些东西。从句子图式看，句子还有涵义这一层面。比如，人们明白“英雄爱骏马”这句话的意思，尽管说不出它的真假。而对于“有些英雄爱骏马”，人们不仅明白它的意思，而且可以说出它的真假。这就说明，真与句子的涵义并不是没有联系的。应该看到，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句子是有涵义的，句子的涵义是客观的，而且句子的涵义是有真假的。正因为这种客观性，弗雷格才会说，思想是我们借以把握真的东西。另一方面，句子是有结构的，而且句子的结构表达一种真之条件。如前所述，人们之所以说不出“英雄爱骏马”是真的还是假的，乃是因为这句话在结构上有一些问题，即其真之条件表达得不是非常清楚。基于这些认识也就可以看出，真之载体是句子，或者，真之载体是思想，这两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它们的意思却不相同。一个说法是指真与句子的涵义、即其表达的东西相关；另一个说法指真与句子的结构相关。这无疑是有重大区别的。

其次，认识一个句子是真的与认识句子的真之条件乃是不同的。一个句子的真是与涵义相联系的，而句子的真之条件是与句子的结构相联系的。因此，一个句子的真假乃是具体的，而一个句子的真之条件则是普遍的。比如，知道“鲁迅”“许广平”“爱”是什么意思，则可以知道“鲁迅爱许广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就可以把握它的思想，因而也可以知道它是真的。或者说，知道这句话是真的，乃是因为知道它的涵义。但是，即便如此，人们也不一定知道这句话的真之条件，即它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反过来，一个人可能不知道鲁迅和许广平是谁，或者不知道爱是什么意思，因而不知道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这个人却可以知道它的真之条件，即它在什么情况下是真的。比如根据句子图式1，当其中“鲁迅”和“许广平”指称的对象处于“爱”所表达的概念之下，这个句子就是真的。非常明显，依据句子的涵义来确定句子的真假，这是具体的，而认识句子的真之条件，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比如，知道“鲁迅爱许广平”这个句子是真的，并不一定会知道“罗密欧爱朱丽叶”这个句子是真的，因为后者的涵义与前者不同。但是知道句子的真之条件，比如根据图式1，就可以知道“罗密欧爱朱丽叶”这个句子与“鲁迅爱许广平”这个句子的真之条件是相同的，并且还可以知道其他相似的句子的真之条件。这就表明，真既与我们的具体认识相关，又与我们的普遍认识相关。正因为与普遍性相关，真对于我们的认识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语言的表达是多层次的，因而句子的涵义是复杂的，与此相应，句子的真之条件也是复杂的。借助对语言的理解和把握，我们可以理解复杂的句子涵义。借助关于真之条件的认识，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语言的运作方式，从而可以更好地通过语言分析而达到对于世界的认识。比如根据句子图式2，我们获得关于量词的认识，获得对含量词的句子结构的认识。我们认识到量词与谓词是不同层次的东西，这样的认识与普遍性相关，与本体论承诺相关，与真相关。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还可以认识到，日常语言的一些表达，虽然意思是可理解的，但是真之条件却不是特别清楚。借助量词，我们可以把它们的真之条件表示清楚，从而使相应的表达更加清楚。又比如，根据句子图式6，我们获得关于模态词的认识，获得对于含模态词的句子结构的认识。模态词有多种用法，会出现在句子中不同的地方，但是它们通常是对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可能性做出断定。因此模态词的出现会改变句子的语境，使外延语句变为内涵语句，从而影响到句子的真假。再比如，根据句子图式9，我们获得对于认知词的认识，获得含认知词的句子结构的认识。认知词本身是动词，它们表示的通常是一个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某种认知状态。由于涉及子句的涵义，因而认知词的引入也会改变句子的语境，使外延句变为内涵句，从而影响到句子的真假。

综上所述，人们对真可以有两种认识。一种是自然的常识的认识，它来自日常表达和交流，依赖于二值的方式。依据这种认识，人们可以判断一个句子是不是真的，可以表达自己认为是真的认识。另一种认识不是自然的常识的，它来自逻辑和基于逻辑所提供的理论分析，比如句子图式。这种认识基于二值的方式，对句子的真之条件做出说明。它不考虑一个句子本身是真的还是假的，它考虑的是一个句子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因而这种认识具有普遍性，基于这种认识对真做出的说明，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说明。


3. 意义的意义

句子图式有三行，其中一行是涵义。这一行表明，句子有表达的内容，这一内容与句子本身是不同的。弗雷格称它为思想，有人称它为命题，或者含糊一些，人们称它为意义、含义、意思等等。在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到，涵义这一行一方面与意谓层面形成鲜明区别，另一方面又有助于说明意谓层面，尤其是在模态句和认知句的情况下。直观上看，这是容易理解的。语言有表达的东西，人们理解的也是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在语言哲学的讨论中，许多问题都与这个层面相关。这就表明，对这个层面的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想围绕人们非常熟悉的几个问题来讨论。

首先简单谈一下对弗雷格的批评。弗雷格的思想在语言哲学讨论中有广泛的影响，但是也遭到人们的批评。有人批评说，弗雷格把句子归为真和假，这样就完全消除了句子的丰富含义。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错误的。前面说过，句子图式的思想来自弗雷格，其中的涵义层面即是句子表达的东西，因此弗雷格不可能不考虑句子的涵义，因此他不可能不考虑句子的思想。从句子图式看是如此，从他的具体论述看也是如此。弗雷格确实说过，他把所有真句子都归为真，把所有假句子都归为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考虑句子的涵义，比如他明确地说过，句子的涵义是思想，思想是我们借以把握真的东西。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区别出句子的意谓和涵义两个层面，可以更好地讨论句子的真之条件，而这种讨论有助于我们加深关于句子涵义的认识。所以，上述对弗雷格的批评是不对的，它只看到弗雷格在意谓层面的考虑，而忽略了他关于涵义层面的考虑。保守地说，这种看法至少是非常片面的。

也有人批评弗雷格关于思想的论述，特别是批评弗雷格把它归于第三领域：既不同于外界的东西，也不同于内心世界的东西。在一些人看来，弗雷格所说的思想似乎是一种独立于语言的东西，一种与人的思考无关的东西。我认为这种批评也是错误的。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思想在涵义层面，属于句子表达的东西，因而属于语言表达之物。所以思想与语言密切相关。从弗雷格的论述来看，句子的涵义是思想，思想也不是脱离语言的东西。弗雷格强调思想的客观性，目的是把句子表达的东西与表象，即属于个人意识内容的东西区别开，以此来说明真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如前所述，他区分了对思想的把握、对思想的真的肯定、对思想的真的肯定的表达，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关于思想的论述始终是与语言、与真联系在一起的。句子图式的基本思想来自弗雷格，句子图式区别出涵义和意谓两个层面，当然也可以分开来讨论它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相互截然分离，没有联系。在我看来，探讨弗雷格关于思想的论述，始终要联系他关于真的论述，这样才会得到正确的认识，至少才不会片面。

还有人批评弗雷格关于专名的论述。他们认为，专名只有指称而没有涵义。前面我们曾以克里普克的观点为例谈论过这个问题。从专名本身来看，人们可以认为专名只有指称，而没有涵义。但是以此来批评弗雷格的看法却是有问题的。从句子图式可以看出，句子是有构成部分的。专名属于句子部分，句子有涵义，句子部分就一定有涵义，否则，整个句子就不会有涵义。弗雷格谈论专名时着眼于句子的真值，因此他才会谈到不区别专名和摹状词，谈到专名有涵义而没有意谓的情况，谈到对专名涵义的理解不能影响句子的意谓等等。在我看来，探讨弗雷格关于专名的论述，一定不能脱离他关于句子、句子的涵义和意谓的区分和论述，否则无论有什么道理，有多少道理，就解释弗雷格的思想而言，一定会有问题，至少是片面的。

其次，我们谈一下奎因对分析与综合判断区别的质疑。奎因的批评非常出名，在讨论中的一些思想和观点也非常出名，我们择要看其中几点。其一，他谈论意义理论，直接问：意义是什么样的东西？在他看来，“一旦把意义理论与指称理论严格分开，就很容易认识到，只有语言形式的同义性和陈述的分析性才是意义理论要加以探讨的首要问题；至于意义本身，当作隐晦的中介物，则完全可以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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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不讨论意义本身，转而讨论语言的同义性和陈述的分析性。在讨论中，他借助了如下句子：

（1）没有一个未（已）婚男子是已婚的。

（2）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

（3）所有和只有单身汉是未婚男子。

（4）必然地所有和只有单身汉是单身汉。

（5）必然地所有和只有单身汉是未婚男子。

（1）和（2）被他用来说明分析陈述与同义陈述的区别，（3）至（5）被他用来探讨保真互换性，即组合原则。

奎因认为，逻辑真陈述的真依赖于逻辑词。在逻辑词不变的情况下，对非逻辑词的任何不同解释都不会影响句子的真。因此，（1）是一个分析陈述，也是一个逻辑真陈述。其中的“男子”和“（已）婚”是非逻辑词，“没有”和“未”是逻辑词。这句话相当于对“一个已婚男子是已婚的”这样一个重言式加了两个否定“并非”（“没有”和“未”）。不考虑量词，字面上就可以看出这是真的。

（2）与（1）不同，它用“单身汉”替换了“未婚男子”。（2）是分析陈述，这是因为人们认为“未婚男子”与“单身汉”是同义词，因此可以通过同义词替换把（2）变成（1）。奎因认为，这样就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分析性概念本身。以（1）来说明分析性是清楚的，因为这是以逻辑真来说明它。但是以（2）来说明分析性则是不清楚的，因为（2）借助了同义词替换的说法，这样就要依赖于对同义词、因而依赖于对同义性的理解，而同义性这个概念本身乃是不清楚的。

奎因排除了字典解释同义性的做法，借助保真互换来进行说明。这样就有了（3）至（5）。保真互换原则相当于组合原则：对一个句子部分代之以意谓相同的部分，整个句子的真值保持不变。前面我们说过，组合原则适用于外延语境，在内涵语境会失效。现在字面上我们可以看出，（3）是外延语境，而（4）和（5）涉及内涵语境。因此直观上就可以看出，奎因的论述利用了内涵语境与外延语境的区别。这样再来看他的论述就容易多了。

奎因认为，说“单身汉”和“未婚男子”是认识上同义的就等于说（3）是分析的。这很容易理解：由于同义，因而可以把“未婚男子”与“单身汉”替换，这样（3）就可以变为

（3’
 ）所有和只有未婚男子是未婚男子。

（3’
 ）是一个逻辑真句子。由于（3）可以转换为（3’
 ），因此（3）是分析的。这相当于借助分析性来说明同义性。这个转换没有问题。问题是它本身依赖于同义性这一概念，这样就有了循环论证的味道，因此是有问题的。奎因转而借助（4）和（5）来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

奎因的说法值得注意。他认为，（4）“显然是真的”，而“说（5）是真的即是说（3）是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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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说法是不一样的。原因在于，这两个句子增加了“必然地”一词，因而与前面的句子明显不同。正是由于这个词的增加，使得语境发生了变化。（4）是逻辑真的，这是因为，它是在“单身汉是单身汉”这个句子上加了“必然地”这一断定，而该句子本身是重言式。但是，（5）不是逻辑真的，这是因为，它是在“未婚男子是单身汉”这个句子上加了“必然地”这一断定，而该句子本身不是重言式。前面说过，之所以说（3）是分析的，乃是因为它可以转换为（3’
 ），但是这一转换依赖于同义性概念。所以，如果说（5）是真的，等于借助了分析性概念，因而最终还是借助了同义性概念。这样就又产生了循环论证，因此这也是有问题的。

奎因的意思其实并不复杂：分析性等同于逻辑真。这涉及两种情况：一是直接等同，二是借助同义词替换而等同。前者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后者。同义性不等于逻辑真，因此要用同义性来说明分析性。但是在说明同义性时又要借助分析性，因而陷入循环论证，就无法用同义性来说明分析性。所以，他认为传统关于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的区别是不成立的。以上仅仅对奎因的分析做了提纲挈领的介绍，而且围绕上述五个句子的讨论也不是奎因相关讨论的全部。长期以来，人们称赞奎因的分析，但是不接受他的结果。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里的问题。

借助句子图式可以看出，真属于意谓层面，但是同义性不属于意谓层面。这样它只能属于涵义层面。由于同义性不属于意谓层面，因此它不等于逻辑真，这是自然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要问，它是不是等于分析性？分析性属于哪个层面？把奎因的例子放入句子图式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里的区别，比如：

句子：所有（量词）　/ 单身汉　　　，未婚男子（谓词）

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 思想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真值：全部个体　　　/ 概念　　　　，概念

可以看出，分析性既不属于意谓层面，也不属于涵义层面。它是人们用来说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一种方式。当说它等于逻辑真的时候，这实际上是通过意谓层面来说明它。而当借助同义词互换来说明它的时候，这实际上是通过涵义层面来说明它。也就是说，同义性指的是词与词之间或句子与句子之间涵义的相同，因此是属于涵义层面的东西。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奎因的观点其实是说，分析性是传统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从意谓方面来看，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但是从涵义层面来看，它无法得到清楚的说明。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奎因的论述表面上与涵义层面无关，实际上却是相关的。

应该看到，以上说明仅限于（1）和（2），而对（3）至（5）而言，则应该借助模态句的句子图式6来考虑。那样就很容易看到，除了涵义和意谓层面的区别外，由于含模态词，因而涉及内涵语境，关于同义性的考虑还会多一个层次，即它不仅会涉及句子的涵义，还会涉及子句的涵义。因此，表面上看，奎因总是从外延的角度来论述，但是实际上，他的论述始终是与涵义相关的。

最后我们再宽泛地谈一谈意义理论。这是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讨论也非常多。在众多讨论中，达米特的思想独树一帜。他认为：

一种以真这个概念为其核心概念的意义理论将由两部分构成。这个理论的核心将是一种真之理论，就是说，对语言的句子的真之条件的一种明确的归纳说明。这个核心最好叫作“关于所指的理论”，因为如果定理中有一些陈述陈述了在什么条件下一个给定的句子，或某一个特定的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对一个特定的句子的表达是真的，那么支配个别的词的公理就把适当种类的所指指派到这些词。围绕着这个关于所指的理论将有一层外壳，形成关于涵义的理论：它将规定，通过把一个说话者的特殊的实际能力与关于所指的理论的一定命题相互联系起来，能够理解该说话者关于所指理论的任何部分的知识的本质所在。关于所指的理论和关于涵义的理论一起构成意义理论的一部分，而另一个补充部分是关于力量的理论。关于力量的理论将对一个句子的表达可能会有的各类约定俗成的意义，即对可能会受到这样一种表达影响的各种语言行为，比如做出一个断定，发出一个命令，提出一个要求等等，提供一种说明。这样一种说明将把句子的真之条件看作给定的：对于各类语言行为来说，它将提出一种关于一类语言行为的一致的说明，这类语言行为可能会受任意一个假定已知其真之条件的句子的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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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米特的意思十分清楚。一个意义理论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关于所指和涵义的理论，另一部分是关于力量的理论。对照句子图式可以看出，达米特在论述中突出了真这一概念，因而突出了意谓这一层面。但是他也强调了涵义这一层面。特别是，他强调这两个部分是意义理论的主体部分，后一个部分是它的补充部分，因此相对来说，前一个部分是意义理论最重要的部分。在这一部分中，他非常明确地提到“关于涵义的理论”。这就表明要考虑涵义这一层面。

众所周知，达米特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弗雷格的思想，特别是从解释弗雷格的思想出发，因此有这样与句子图式相对应的明确说法并不奇怪。相比之下，戴维森的真之理论则有所不同。比如他提出的真句子模式：x是真的当且仅当p。按照他的解释，p是对象语言在元语言中的表达，x是p的名字，这样似乎回避了句子的涵义层面。而且他在许多讨论中似乎还有意这样做。比如他批评真之符合论的表述制造了命题和事实这样的实体，而这样的实体是不太清楚的。表面上看，“是真的当且仅当”这一表达式是外延的，但是实际上，它所替代的乃是“意思是”，因此它表达的乃是内涵，相当于涵义。此外，前面说过，是真的与说出“是真的”乃是不同的。前者本身是外延的，而后者涉及内涵语境。比如8大于7，这句话有真假，当然是真的，但是它与“8大于7是真的”乃是不同的。根据句子图式5，后者的真之条件在于：8大于7这个句子表达的思想处于“是真的”意谓的断定状态之下，而不是这个句子本身处于真之下。如果把其中的x看作名字，则涉及对名字涵义的断定，实际上仍然是它的思想。所以，戴维森的T语句表面上似乎与句子的涵义无关，实际上却是对句子思想的断定，因而与句子涵义密切相关。

戴维森的真之理论引起人们的广泛讨论，也招致一些批评，其中最主要的是真之紧缩论和真之极小论。紧缩论认为，真一词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即它不能完全解释意义，而且真句子模式也不是真一词的唯一用法，因此要紧缩它的作用。这一观点甚至走向极端，比如霍维奇认为，解释句子的意义并不需要借助真一词，可以消除真。与此相关，人们还讨论，意义与真究竟谁为先；是意义决定真，还是真决定意义，等等。

以上以三个例子说明，在语言哲学讨论中，涵义是始终要考虑的因素。逻辑提供的理论成果为人们从意谓层面的说明提供了基础和保证，因此人们从意谓层面可以对涵义做出相应的说明。但是这还不够，因为句子的涵义所涉及的东西，除了与真相关的东西外，还会有其他一些东西，特别是一些与真无关、因而借助真尚无法说清楚的东西。对于这样的涵义，人们会有不同的讨论，形成各种各样的看法，这是自然的。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要看到，基于关于真的现有考虑，人们已经获得了许多关于涵义的看法。关于涵义的研究，应该基于已有成果，而不应该对它们视而不见。因此，探讨涵义，应该与真联系起来。不仅如此，还应该对这种联系有明确的认识。相比之下，有些人比较容易忽略涵义，而注重句子和真；有些人比较容易忽略真，而注重句子和涵义。句子图式的优点在于显示语言、涵义和意谓之间的不同层次及其相互关系，因而凸显句子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区别思想和真值之间的不同层面，从而有助于我们关于涵义的思考和讨论。


4. 语言与逻辑

罗素认为，哲学的本质是逻辑。如此强调逻辑的作用，固然是罗素个人对哲学的认识，却不是没有道理的。人们常说，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逻辑分析，多少也印证了这一认识。

纵观哲学史，一方面，人们确实可以说，逻辑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在哲学研究中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看到，所谓进行逻辑分析，实际上是运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语言，或者说，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来进行哲学研究，解决哲学问题，推进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因此，逻辑方法的运用与语言的考虑密不可分。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不同逻辑方法的运用，会导致不同的哲学成果和形态。由于亚里士多德逻辑与弗雷格逻辑的巨大差异，导致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的重大不同。所谓20世纪哲学领域中的语言转向，突出了语言的作用，但是这种转向的根本原因却在于其所使用的逻辑方法的改变。假如可以用一句比较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种转变，我想说，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在于：从方法论的角度说，用一种函数结构的分析取代了传统的系词结构分析；从理论的角度说，哲学研究形成了从以“是”为核心到以“真”为核心的根本性转变。而这种转变本身，无论原因还是结果，始终与语言密切相关。

如前所述，传统逻辑的核心句式是“S是P”，“是”乃是其核心概念。传统逻辑关于句子形式的所有表达都围绕着它进行，比如全称和特称，肯定和否定。从分析语言的角度可以看出，逻辑的句式与自然语言的句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逻辑的句法形式本身就是自然语言的语法形式。这两种句式的对应性的好处在于，通过逻辑的句式可以直接认识语言的句式，因而借助逻辑的理论可以直接分析语言，也可以借助逻辑的理论成果来从事哲学研究。这一点前面在论述系词一章已经有比较多的论述，这里仅以康德的范畴表为例来做一说明。前面我们看到，康德的范畴表依赖于判断表，后者则是逻辑句法形式的直观说明：既有关于直言形式本身的，如质和量，也有关于直言形式和非直言形式的，如所谓的关系和模态。非常清楚，康德的判断表中的12个范畴来自逻辑，由于它们要么来自直言句的形式，要么来自非直言句的形式，因而对于懂逻辑的人来说是自明的。又由于直言句与非直言句的逻辑形式与自然语言的形式是对应的，因而即使对于不熟悉或者甚至不懂逻辑的人来说，这些范畴也是直观的，是不难理解的。这样，康德就以一种自然而且似乎自明的方式获得了他建立范畴表的基础，并似乎是令人信服地进一步获得了范畴表提供的12个先验概念。

逻辑的句式与自然语言的句式相同，固然有上述优点，但是也有一些缺点。一个主要缺点是，限于自然语言的形式，逻辑的特征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示。比如，限于系词分析，因而限于主谓结构的分析，无法得到关于关系的认识；比如限于量词修饰主项的分析，无法得到对于量词本身性质的深刻认识，因而无法得到对于表达中句子不同层次的认识。另一个主要缺点是，由于限于自然语言的形式，常常忽略真。在传统逻辑讨论中是有关于真的考虑的，比如对当方阵和三段论。但是在哲学讨论中，语言结构并非处处与真对应，并非都与真相关，因而相应的语言分析很容易忽略真。同样以康德的判断表为例：其中没有真这个概念。判断表如此，由此得到的范畴表也只得同样如此。相比之下，倒是亚里士多德那种笼统的说法——说是者是就是真的——会谈到真。也就是说，笼统地考虑语言，人们也会谈到真，而一旦详细地思考语言，反而不谈真了。这里的原因大概主要在于，日常表达中有结构，对它们可以进行逻辑分析。日常表达与真相关，对它们可以有逻辑的认识，也可以有常识的认识。传统逻辑提供了对于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些认识，但是这些认识不是充分的。这里的原因既与对真的认识相关，也与传统逻辑对句法的认识相关。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会看到，在传统哲学中，哲学家们也有关于语言的考虑，也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但是逻辑如此，语言分析也只能如此。

现代逻辑来自弗雷格，它的基础是一种函数结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逻辑句法。这样的逻辑句法与自然语言的句法不是对应的，而是有重大差异的，这为我们认识自然语言提供了新的视角，获得了新的结果。基于函数结构的认识来分析语言，同样是以句子为基本单位，却不再局限于自然语言的语法形式，而是获得对不同类型的表达式的认识，从而获得对这些表达式所表达的不同东西的认识，并因而获得这些表达式之间及其所表达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比如，人们可以获得关于名字及其相应表达式的认识。在语法上，它们可以出现在主语的位置，也可以出现在表语和宾语的位置，但是它们表示个体的东西，而且它们的作用始终不变。又比如，人们可以获得关于谓词的认识。在语法上，它们不仅可以出现在谓语和表语的位置，而且可以出现在主语的位置，无论出现在什么位置上，它们的作用始终不变：它们是对个体事物的描述、说明或断定，包括表达个体事物所具有的性质，描述个体事物之间的关系等等。再比如，人们还可以获得关于量词的认识。在语法上，它们可以出现在句首，也可以出现在句中，还可以不出现。它们的作用十分重要：不仅确定谓词表达的范围，而且可以揭示复杂的关系。不仅如此，通过对不同语言表达式的认识，人们可以认识句子表达的层次，从而认识语言表达的层次，并通过这样的不同层次来认识语言表达所含有的逻辑关系。比如，基于谓词的分析可以看出，最简单的句子表达出第一层概念，它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而基于量词的分析则可以看出，一个句子字面上表达的可能是概念之间的关系，但是通过分析仍然可以把它划归为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名字、谓词和量词是句法概念，而个体的东西、对象、性质、关系、概念等等是语义概念。以上说明并没有刻意对它们区别，乃是因为前面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论述。应该注意的是，函数结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在于，它与真相对应。上述语义概念来自函数结构，因而它们都会与真相关。由此也就说明，从语义的角度说，真则是核心概念。比如，之所以说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是最基本的逻辑关系，乃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真。而所谓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划归为对象处于概念之下的关系，指的也是由此会产生真。所以，基于函数结构来分析语言，人们可以很容易把真这个概念突显出来。因为不仅句子与真相关，句子表达的东西，比如思想与真相关，而且构成句子部分的要素所表达的东西也与真相关。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说，基于函数结构来进行语言分析，或者基于这种语言分析的结果来探讨哲学问题，人们可以很自然地谈论句子、专名、谓词，谈论思想、涵义，谈论真、意谓或所指、对象、概念、关系等等。在这样的谈论中，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依据个人的兴趣和取向，对语言层面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层面可以区别，也可以不区别，将所谈之物可以与真联系，也可以不与真联系，使得所有这样的谈论可以围绕着真，也可以不围绕着真。但是，只要人们愿意，这样的谈论围绕着真来进行是非常容易的。因此，在这样的谈论中，无论是谈论句子、专名或谓词，谈论思想或涵义，还是谈论对象和概念，与真相联系乃是非常容易的。正因为如此，真在哲学讨论中凸显出来，成为哲学的核心概念，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语言哲学这个名字给人一种印象，好像这是一种关于语言的哲学，或者用流行的说法：对语言进行哲学思考。我不赞成这种理解。如今基于这种理解的称谓很多，因而似乎也就形成了许多哲学，比如文化哲学、环境哲学、生命哲学、工程哲学、休闲哲学等等。人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说，它（们都）是对“……”的哲学思考。但是所有这些哲学与语言哲学是根本不同的，因为语言哲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其他那些“哲学”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我看来，语言哲学中的“语言”一词更多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说的。它的意思不在于以语言为对象，不在于强调对语言进行哲学思考，而在于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归根到底，它强调的是逻辑分析。逻辑分析不能凭空进行。它依靠的是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着手点则是语言，确切地说，是语言表达式。语言表达思想，哲学是关于世界的认识，人们的认识要通过语言来表达，因此所谓分析语言，实际上是分析人们认识世界和表达认识的方式。所以，基于逻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表达认识的语言进行分析而达到关于世界的认识，这才是语言哲学的实质。

相比之下，传统逻辑提供的理论和工具不够用，以此获得的认识和成果不够理想，因而没能形成语言哲学。但是应该看到，在传统哲学中也有关于语言的思考，传统哲学家也致力于通过分析语言来达到关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认识。在这种意义上说，哲学的本质是逻辑，这一看法无疑是有道理的。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20世纪这一响亮的口号，无疑也是有道理的。




[1]
 弗雷格：《思想结构：逻辑研究第三部分》，载《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177页。


[2]
 这句话在许多著作中都可见到，但是中译文的翻译有所不同。参见Guthrie, W. K. C.: The Sophist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83；王路：《如何理解“人是万物的尺度”》，《世界哲学》2012年第4期。


[3]
 蒯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载《从逻辑的观点看》，江天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1页。


[4]
 蒯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载《从逻辑的观点看》，第28页。


[5]
 Dummett, What is A Theory of Meaning? (II), in Truth and Meaning
 , ed. By G. Evans and J. McDowe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74.


第十二章　语言通往世界

语言表达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表达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认识。所谓世界，不仅指我们身边的事物，而且包括广袤的宇宙。身边的事物是看得见的，宇宙中的事物许多是看不见的，借助一些技术手段，其中一些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对于这些可以看见的事物，人们相信是可以认识的，而对于许多看不见的东西，人们可以借助相关理论进行推论，因而相信它们也是可以认识的。

事物处于世界之中，是有形态的。比如我窗前这棵树，每天我坐在桌前看书，抬头就可以看见它。年复一年，我看见它长出嫩芽，嫩芽变成绿叶，绿叶变黄、脱落，最后只留下光秃秃的树枝，然后是又一个轮回。这棵树是一个具体的事物，它的树干是一个具体的事物，它的每一个树杈是一个具体的事物，它的每一根树枝也是一个具体的事物，甚至它的每一片树叶也是一个具体的事物。这棵树是有形态的，比如它有多高，是光秃的还是茂盛的。它的树干是有形态的，比如它有多粗，是什么颜色，光滑还是坑洼不平。它的每一片树叶也是有形态的，比如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大小如何。所有这些都会呈现在我的眼中，形成不同的认识。但是我对它们的表达一定是不同的。比如我会说：这棵树枝繁叶茂；树叶都绿了；这棵树挡住了我的视线，等等。这三个表达显然是不同的。第一个是关于个体事物的，即关于这棵树的。第二个是关于事物类的，即关于树叶的，而不是关于某一片树叶的。第三个是关于关系的，即涉及了两个事物，一个是这棵树，另一个是我的视线。也就是说，我的一些漫不经心的表达就已经涉及到个体的事物、事物的性质、事物的类和事物之间的关系。

这三个表达无疑是不同的，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以句子的形式体现的。它们反映了我的三个认识。由此可见，认识是通过句子来表达的，或者说，句子可以表达我们的认识。对于这三个认识，人们可以表示赞同，也可以表示不赞同。赞同的人会认为，它们是真的，它们是事实；不赞同的人会认为，它们是假的，它们不是事实。由此也可以看出，我的漫不经心的表达与真假，与事实联系了起来，或者它们竟然可以与真假和事实联系起来。

以上陈述是自然的，也是自明的，应该不会有任何理解的问题。以它为例，我想说一说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基本思想。


1.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

维特根斯坦的名言是：世界是事实的总和。它颠覆了以往关于世界的看法。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那三个句子都是关于事实的表达。它们不同于这棵树、我这个人、某一片树叶，说的是这棵树怎样，我这个人怎样，每一片树叶怎样。大致说来，事实的总和指的是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总和。因此事实是与句子相关的。这样讲过于粗略，我们可以说得细致一些。

《逻辑哲学论》的主要内容在前6章。各章第一句如下
[1]

 ：

1 世界是情况所是的那样。

2 情况所是那样，即事实，是事物状态的存在。

3 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

4 思想是有涵义的句子。

5 句子是基础句的真值函数。/（基础句是其自身的真值函数。）

6 真值函数的普遍形式是：［p, ξ, N(ξ)］。/这就是句子的普遍形式。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思路：

世界—事实—思想—句子—真值函数—句子的普遍形式

其中，事实、思想、句子的相互联系是非常清楚的：从顺序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过渡关系。在达到句子之后，5和6非常明显是关于逻辑的探讨。这一点不难理解，在句子上可以进行专门的逻辑考虑，而在思想和事实上，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暂且先抛开5和6的考虑，而只考虑1至4。于是，

世界—事实—思想—句子

这一核心内容就清晰地凸显出来。假如把世界看作讨论的出发点，则可以看出，在维特根斯坦的讨论中，真正的核心内容是“事实—思想—句子”。借助句子图式可以看出，句子是语言层面的考虑，思想是涵义层面的考虑。“事实”与二者不同，在句子图式中看不出来。但是，借助图像，事实与思想联系起来。无论图像是什么，也不管“图像”的说法如何，至少可以看出，事实与思想是对应的东西。由此也就可以看出，世界中的东西是事实，与它对应的是思想，而思想则是句子表达的东西。这样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两个世界，一个是外在的世界，另一个是语言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有对应的东西：事实与思想。

从维特根斯坦的陈述来看，他从世界出发，把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称之为事实，然后从事实过渡到思想，再从思想过渡到句子，这样就可以基于句子来探讨有关逻辑的东西，达到他所要说的普遍形式。这是一个明确的思路，在文本中清晰可见。但是，这只是他的陈述的思路。假如把这个陈述倒过来，则也可以看到：

句子—思想—事实—世界

核心内容没有变，只是思路变了：不是从世界出发，而是从句子出发，通过句子与思想的关系，并进而通过思想与事实的对应，最后达到世界。这两个思路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一个思路在陈述上是自然的：从世界出发，在达到句子之后可以考虑与句子相关的东西；后一个思路在认识上是自然：有了逻辑的认识，然后把这些认识应用到句子上，最后达到关于世界的认识。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5和6这两章也是《逻辑哲学论》的核心内容。该书的论述方式是从世界出发，最终过渡到句子，由此展开逻辑研究。这是确切无疑的。但是从认识的角度看，维特根斯坦肯定是先有了关于逻辑的那些认识，形成了相应的理论，然后才能把它应用于句子分析，从而得出关于世界的认识。借助句子图式可以看出，我们先有了逻辑的理论，基于逻辑的理论我们获得关于句子的认识，包括句法和语义，因而我们构造不同的句子图式，并通过它们来解释不同语言表达式所表达的东西。如前所述，在句子图式中看不到事实，但是可以看到思想，由此看到句子与思想的联系。而从思想到事实这一步，则是在语言所表达的东西上做出的引申：认识到语言是关于世界的表达，那么由于思想是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因而它相应于世界中的东西，至于这种东西叫什么，那只不过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事实”是传统用语，也是日常用语，符合直观。所以这一称谓是恰当的，至少在直观上比较自然。

我重视《逻辑哲学论》的思路，这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什么。这样，我们就不会仅仅停留在他所说的若干结论上，比如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许多人忽视《逻辑哲学论》，对它持贬低态度，认为维特根斯坦后来放弃了其中的认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是否正确，乃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应该看到，后期维特根斯坦本人也依然强调他早期的“思想方式”，强调他后期的思想只有同他早期的“旧的思想方式加以对照，并且以旧的思想方式为背景，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2]

 。认识到这一点则可以看出，理解《逻辑哲学论》中的思路，不仅对于理解这部著作本身至关重要，对于理解维特根斯坦本人的思想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事态是对象的组合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事实是事物状态的存在。这样，要理解他所说的事实，就要理解他所说的事态。在维特根斯坦关于事态的说明中，我认为以下两点特别重要：

事态是对象（物、事物）的一种组合；（2.01）

能成为事态的构成部分，是事物的本质；（2.011）

这两个说明，一个说到对象，另一个说到事物的本质。“事物”一词在谈论对象时被放在括号中做补偿说明，因此似乎与对象是等价或相似的。“本质”一词是传统使用的术语，应该不会有什么新的含义。这里字面上与“事物”相联系，而不是与“对象”相联系，意思虽然不是特别清楚，与“事物”的区别却是明确的。因此，“事物”与“对象”是否等价或相似姑且不论，它们与“本质”肯定是不同的。依据句子图式可以看出，承认对象（事物）与本质的区别，则对象（事物）应该与专名相关，而本质应该与谓词相关；若是强调对象与事物的区别，则可以依据不同的句子图式，比如依据句子图式1，关于对象和本质的区别不变，而依据句子图式2，事物与本质的区别则在于，本质依然与谓词相关，事物却与量词相关，它属于量词限定的范围，即个体的东西。维特根斯坦对此没有明确的说明和论证，但是依据句子图式，我们可以给它补充论述说明。比如“树叶都绿了”这一表达与“这片树叶绿了”乃是不同的，后者中的“这片树叶”类似一个专名，指一个特定的对象，而前者中的“树叶”则不是这样，它表达的是“树叶1”“树叶2”……。假如我们给树叶编号，每一个编号就相当于一个名字，每一片编了号的树叶就会有一个指称对象。如果事物指的是编了号的东西，它就相当于对象，如果不是，它就相当于对象类，比如称之为事物。由此可见，对象与事物，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上述简单的三个句子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这棵树枝繁叶茂”是关于对象的，而“树叶都绿了”则不是关于对象，而是关于事物的。当然。假如有了以上关于对树叶编号的认识，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关于对象的，但是，它们终归是有区别的。维特根斯坦有许多论述都是明确关于对象的，比如：

对象是简单的；（2.02）

对象是固定的东西；（2.0271）

对象在事态中相互联系的方式就是事态的结构。（2.032）

对象包含着一切事况的可能性；（2.014）

这些论述字面上是清楚的，但是如果深究它们是什么意思，似乎还是需要解释的。在我看来，我们可以认为“简单的”“固定的”意思是清楚的，比如，以上例句中的“这棵树”指的东西就是简单的，它就是一棵树而已。它也是固定的，我每天都看见它在那里。“对象……相互联系”的意思也是清楚的，比如“这棵树”与“我的视线”就是相互联系的，它们的联系方式是前者“挡住了”后者。在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说明中，不太清楚的似乎是“包含一切事况的可能性”。他说得简单，我们也不必解释得复杂。直观上说，“枝繁叶茂”是一种事况，“光秃秃的”也可以是一种事况；“高大”可以是一种事况，“矮小”也可以是一种事况；“挡住我的视线”可以是一种事况，“挡不住我的视线”也可以是一种事况，等等。一个个体的东西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每一种情况就是一种可能性。这一点当然也是不难理解的。

关于对象，维特根斯坦还有如下一些说明：

对象构成世界的实体；（2.021）

如果世界没有实体，那么一个句子有没有涵义就要取决于另一个句子是不是真的了；（2.0211）

如果这样，要勾画出一幅世界的图像（真的或假的）就是不可能的。（2.0212）

“实体”是一个传统用语，可以假定它的意思是清楚的，指实在的东西。第一句以断定的方式说明对象在世界中的位置，即重要性。最后一句以条件句的方式说明，如果可以勾画出关于世界的图像，世界中就要有实体。由于这里的实体指对象，因而这同样是在说明对象的重要性。中间一句说的是在没有实体的情况下，如何确定一个句子的涵义。这里似乎隐含着一个说明：实体与句子的真假相关。这一点从最后一句括号中的补充说明似乎也可以得到印证。尽管这里的论述不是特别清楚，或者有些不清楚的地方，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对象与世界相关，对象与句子的真假相关。借助句子图式可以看出，对象与真假相关是明确的。尽管在句子图式中看不出对象与世界的关系，但若是联系维特根斯坦的其他一些论述，比如“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3），以及“真的思想的总和就是一个世界的图像”（3.01）等等，我们就可以看出，真假与思想相关，思想与事实相关，而事实又与世界相关，因而对象也会以某种方式与世界相关。

以我窗前的这棵树为例。它是世界中的一个实体，“这棵树枝繁叶茂”就是世界的一个图像。假如我的窗前没有这棵树，我就不会看到它，也就不会针对它说这句话，即不会勾画这样一个世界图像。因此也就不会有其他两句话以及相应的世界图像。

事实是对象的组合情况，因此，对象与事实具有根本区别。维特根斯坦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这显然是把事实放在核心的位置。既然他也看到对象的重要性，并且看到对象与事实的关系，为什么还那么强调事实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反映在语言表达上，与事实相应的是句子，而与对象相应的是专名及其类似表达物，二者泾渭分明。前面关于思路的探讨表明，从事实可以过渡到句子，到了句子上还要进行许多重要的工作，而且只有到了句子上，才能进行那些重要的工作，比如真值函数的运算，比如刻画普遍形式。由此也就表明，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对象和事实的说明，只是关于世界的一部分直观的说明，并不是全部的说明。关于世界，还有一些更重要的说明，它们不是那样直观，与对象和事实完全不同。这些说明要基于和依赖于句子，通过这些说明，我们才能获得关于世界的完整认识。

维特根斯坦在谈到句子的时候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直接说“句子”，另一种是说“基础句”，将二者对照着说时，它们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句子是基础句的真值函数”（5），二者明显不同，真值函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表明了它们为什么不同。简单地说，一个句子的值依赖于基础句的值，即是由基础句的值决定的。但是维特根斯坦在论述中常常不把二者对照着说，因此在他说句子的时候，有时候不是那样清楚。但是，由于他认为“基础句是其自身的真值函数”（5），因此从真值函数来理解，似乎也可以不做区别。就是说，从真假的角度考虑，既可以区别基础句与非基础句，也可以不区别它们。这种看法和做法，与句子图式倒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结合句子图式来看一看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论述。而且在我看来，他的一些论述是非常明确的，比如：

最简单的句子，即基础句，断定一个事态的存在；（4.21）

基础句的真值可能性即事态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4.3）

前面说过，维特根斯坦认为事实是事态的存在。4.21表明，简单句断定的东西是与事实相对应的。句子图式1表示简单句的情况。句子是语言层面的东西，思想则属于它所表达的东西层面。根据这里的论述，这样的思想应该是与事实相对应的。4.3讲句子的真值可能性与事态存在的可能性对应的情况。依据句子图式1，即是句子真和假的情况与思想对应的情况。非常明显，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从语言范围跳到了世界范围，或者，他把这两个范围联系在一起，对应着谈论。假如一个思想对应一个事态，那么一个真思想对应一个事态的存在，一个假思想对应一个事态的不存在。既然事实是事态的存在，那么与它对应的就会是真的思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论述不仅说到（简单）句子和真值，而且还说到事态。对照句子图式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句子和真值完全一致，事态则是不同的。依循这里的差异，认识到思想与事态的对应，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维特根斯坦明确地说，“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3）。这里明显可以看到事实与思想的对应。问题是，思想有真假，那么与思想对应的东西也会有真假。这里的区别在于：假如事实与思想对应，那么事实会有真假；如果事态与思想对应，那么事态会有真假。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从4.21和4.3的论述来看，3的论述多少还是有些问题的。尽管如此，依然可以看出，在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中，至少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语言与世界这两个范围是清楚的。第二，事实、事态这样的东西大体上是与思想相对应的。事实、事态属于世界，思想属于语言。也许正是由于认识到这种对应性，维特根斯坦才会对语言进行分析，即围绕句子进行分析。因为这样就会达到对事实的说明，并最终达到对世界的说明。

以上论述谈到句子、真值和事态，并且谈论它们之间的联系。除此之外，维特根斯坦对基础句本身也有明确的说明，比如：

我把基础句写成具有“fx”，“φ(x,y)”等等形式的名字的函数。或者我用字母p、q、r来表示它们。（4.24）

非常清楚，这里只有关于句法而没有关于语义的论述。第一类基础句的方式实际上是谓词表达式，由于其中有变元，因而本身没有真假。这是维特根斯坦表述方式的问题。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想法，我们这里不必深究。因为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基础句一定是与真假相关的，比如他说：

如果基础句是真的，那么事态存在；如果基础句是假的，则事态不存在。（4.25）

这样说的基础句，一定不能是“fx”这样的东西。尽管“fx”没有真假，但是由于维特根斯坦说到“名字的函数”，因此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代入了名字或有量词限定的表达式，这样也就有了真假，因而维特根斯坦的许多论述可以得到自然的理解。比如：

句子是与基础句的真值可能性一致和不一致的表达式。（4.4）

从“(x).fx”可以推出“fa”。（5.1311）

基础句确已包含了一切逻辑运算。因为“fa”与“(∃x).fx.x=a”所说的是相同的。（5.47）

这里，4.4是关于以字母p、q表示基础句的情况的说明，暂且不用考虑。如果把“fa”看作基础句，则“(x).fx”和“(∃x).fx.x=a”都是句子，而且含有逻辑运算。5.1311说的全称枚举，5.47则通过存在量词表达式来表达基础句，并且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把“fx”看作基础句，则“fa”和“(∃x).fx.x=a”都是基于它做的逻辑运算。所以，尽管维特根斯坦的论述有不太明确的地方，但是，由于逻辑是明确的东西，而且他基于逻辑做出说明，这一点也是明确的，因此基于逻辑，我们对他的论述还是可以尽量做出明确的说明，或者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借助句子图式1和2可以看出，其实这里还是有不小区别的。量词的出现会涉及本体论承诺的问题，其真值情况要复杂很多。维特根斯坦看到基础句与非基础句的区别，实际上是看到了句子与逻辑运算的区别，他是借助逻辑来说明基础句与非基础句的区别。即使在他的论述中尚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但是他对这一区别的认识却是明确的，也是重要的。由于句子与事实相对应或者可以与事实相对应，而通过区别基础句又更加说明它们之间的对应，由此我们已经看到了两种不同的东西：一种是与事实相对应的东西，即句子；另一种是与事实相区别的东西，即可称之为逻辑的东西，包括逻辑形式、逻辑运算等等。这样，正如依据事实可以对世界提供说明一样，依据与事实不同的东西同样会对世界提供说明。我们看到，这后一类说明，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即使不是比事实更重要的说明，至少也是同样重要的说明。


3. 句子显示实在的逻辑形式

从维特根斯坦的思路可以看出，他从事实出发，过渡到句子，然后围绕句子进行详细的讨论。事实属于世界，句子属于语言，因此在他的论述中，语言与世界的对应是显而易见的。基于这种对应性，通过对语言，比如句子的探讨，而达到对世界，比如事实的认识。前面关于事实与对象的论述说了许多，现在要讨论的是他关于逻辑形式的论述。直观上我们至少应该看到，逻辑形式在语言上是如何体现的，在世界中是如何体现的。或者，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逻辑与语言的关系比较直观，也非常密切，理解起来极为容易，但是它在世界中是如何体现的则不是那样容易理解。因此我们重点看一看维特根斯坦是如何论述的：

句子能够表现整个实在，但是它不能表现它为了能够表现实在而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逻辑形式。为了能够表现逻辑形式，我们必须能够使自己连同句子都处于逻辑之外，亦即处于世界之外。（4.12）

“实在”（Wirklichkeit）是传统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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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用于描述客观事物。这里可以看出关于句子有两个说明，一个是实在，另一个是逻辑形式，由此确定了句子的两个特征：一是它能够表现实在，二是它不能表现逻辑形式，而这种逻辑形式却是它与实在共有的。假定“实在”的意思是清楚的，比如可以是与世界相关的东西，我们则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逻辑形式既是世界所有的，也是句子所有的。但是它不是句子表现的。这一点看上去不是那样直观，我们需要多看一看维特根斯坦是怎么说的：

句子不能表现（darstellen）逻辑形式，逻辑形式在句子中反映（spiegelt）出来。

语言中所反映出来的东西，语言不能把它表现出来。

自己在语言中表达出来的东西，我们不能通过语言把它表达（ausdruecken）出来。

句子显示（zeigen）实在的逻辑形式。

句子展示（aufweisen）实在的逻辑形式。（4.121）

这段话显示出维特根斯坦用词的考究。与逻辑形式相关他使用了三了词：反映、显示、展示，目的主要在于与“表现”相区别：句子表现实在，而不表现逻辑形式。这里我们不必追究这三个词的确切含义，比如它们字面上是什么意思，相互有什么区别，与“表现”一词是否可以区别开来，有什么样的区别等等，我们只要认识到一点即可：它们与逻辑形式相关。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结为倒数第二句：句子显示实在的逻辑形式。也就是说，逻辑形式不是句子表达出来的，而是在句子中显示出来的。有人可能会认为，即使可以认识到这里关于表达和显示的区别，似乎充其量也只是字面上的，问题在于，这种区别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借助句子图式，可以比较容易地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句子图式显示了三个层面：语言、涵义、意谓。以上五句话中所说的句子相当于语言层面，这一点非常清楚。其中第二句即是对第一句的解释：它不过是把“句子”换成“语言”，颠倒次序把第一句重新说了一遍。前面我们说过，句子表达的东西是思想。因此，这里所说的句子表现出来的东西，以及上一段所说的实在，都是与涵义、即思想层面相关的东西。这是因为，维特根斯坦所考虑的，一个是世界，一个是语言。实在、事实这样的东西，虽然有时候不是很明确，但是与思想相应这一点却还是清楚的。在句子图式中，最重要的是意谓这个层面，它与真值相关，包括与真相关的构成要素。如前所述，关于这个层面的认识，乃是基于逻辑，即这是逻辑给我们提供的认识，是对相应句法的语义解释。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逻辑形式是与它相关的，或者至少是会与它相关的。如果认为逻辑形式指的是句法层面，而意谓是语义层面，那么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与句子图式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但这是在明确区别句法和语义的前提下，而在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中，这一区别有时候并不是特别清楚。比如，他紧接上段话给出一个举例说明：

因此一个句子“fa”显示，在它的涵义中a这个对象出现，两个句子“fa”和“ga”显示，在它们的涵义中说的是同一个对象。（4.1211）

这一段话的句法和语义表达得非常清楚，“fa”属于句法，“对象”属于语义。维特根斯坦把“fa”称为句子，至于它所表达的是什么，包括相关的“意义”指什么，姑且不论，它所“显示”的东西却说得非常明白：a是对象，a这个对象出现。若是这样来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逻辑形式”似乎指的是语义。这显然与通常的理解是不同的。按照句子图式，则可以看出，“fa”是句子，关于其中a的解释，比如对象，则属于意谓层面。我们说过，逻辑只考虑句法和语义，因此在这样考虑时，涵义层面似乎是多余的，或者说是无法考虑的。但是如果考虑自然语句，情况就会完全不同。比如，“这棵树枝繁叶茂”和“这棵树光秃秃的”。它们都是句子。它们显然是有涵义层面的东西，即思想。这是我们用它们所表达的东西，也是我们通过它们所理解的东西。但是它们还有意谓，即与它们相对应的真以及与其中构成部分相对应的东西，比如与“这棵树”相对应的对象，与“枝繁叶茂”相对应的概念。对照句子图式可以看出，尽管维特根斯坦在论述中关于句法和语义的区别论述似乎有不清楚的地方，但是他所说的逻辑形式却无疑是与逻辑相关的，他的相关讨论无疑是基于逻辑的理论和认识的。再看他接下来的一段举例说明：

如果两个句子相互矛盾，那么它们的结构显示这一点；如果一个句子从另一个得出，同样是这样。（4.1211）

这个论述似乎是自明的，没有进一步说明：句子结构显示矛盾。但是实际上却会有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从句法的角度说，两个句子的结构显示出矛盾，比如“p”和“～p”。我们知道这里的“～”表示否定，所以我们知道含这种符号的表达式表示否定，与不含它的表达式形成矛盾。这可说是一种句法说明，但是它暗含着语义说明。“～p”和“p”之所以被说成是相互矛盾的句子，主要是因为对它们给出如下语义解释：如果～p是真的，p就是假的；如果～p是假的，p就是真的。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句子属于语言层面，矛盾句子的结构也是语言层面的，它们所显示的东西则是不同的。他把这种显示的东西称之为逻辑形式。因此，笼统地说，他说的逻辑形式可以是句法上的东西，也可以是语义上的东西。而确切地说，这似乎应该是语义上的东西。假如我们看到，逻辑的句法与语义固然可以区别清楚，往往也联系在一起，因此是相关的，那么面对维特根斯坦的含糊表述，比如这种“显示”出来的东西，我们也就可以做出一种较为宽泛的理解。

认识到这一点，分号后一句也就容易理解。比如，“如果p，那么q”从结构上可以显示出q从p得出，这是句法方面的显示。而从语义方面，它们对这种得出关系也有所显示：不能p是真的而q是假的。尽管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没有说明，但是他在其他地方是有专门论述的，比如“真假真真”和“真真假真”（5.101）。

维特根斯坦关于逻辑形式的论述是重要的，因此刻意用“显示”这样的表达来区别也是重要的。联系他关于否定的论述，可以进一步看出这种区别的重要性。维特根斯坦认为，

符号“p”和“～p”能够说相同的东西，这是重要的。因为这表明，在实在中没有任何东西与“～”这个符号相对应。

否定在一个句子中出现，这尚不是其涵义的标记（～～p=p）。

“p”和“～p”这两个句子具有对立的涵义，但是，与它们相应的是同一个实在。（4.0621）

这一段话分为三句。第一句说明否定符号与句子符号的区别：由于“p”与“～p”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否出现“～”，因此，前一部分中的“相同”一词表明，p说出一些东西，而后一部分中的否定暗含着如下的肯定意思：实在中会有一些东西与p相对应。这样就可以看出，“～”这个符号与句子符号是不同的。

第二句说明否定与涵义的关系。这一点容易理解，否定是句法符号，不是语义符号，因此不属于涵义层面。

基于前两句，第三句也就容易理解：由于“p”是关于实在的表达，而“～”不是关于实在的表达，因此“p”和“～p”所相应的实在是相同的，而不是不同的。但是由于“～”的否定作用，因此“p”和“～p”所表达的意思是对立的。

众所周知，维特根斯坦这里的相关论述引申出一个著名的讨论：是否有否定的事实？有人认为有肯定的事实，也有否定的事实。但是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没有否定的事实。他的看法是否有道理姑且不论，至少他的论述及其根据是清楚的：事实是事况的存在，即一种实在。句子表现实在，同时还显示逻辑形式。也就是说，句子表达的东西与显示的东西乃是根本不同的。否定符号属于句子显示的东西，而不是句子表达的东西。因此“p”和“～p”是两个对立的句子。它们显示出不同的逻辑形式“～”，但是与世界相关的表达“p”却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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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句子图式则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句子符号和否定符号属于语言层面，与涵义和意谓层面的东西不同。句子的涵义是思想，否定符号的涵义与句子的涵义一起构成否定句的涵义。这一点维特根斯坦没有说，但是他明确指出，否定符号不是句子涵义的标记，这就表明他也认识到这里的区别。至于意谓层面的东西，这里没有说，可能是因为从真假的角度来看否定是比较清楚的。所以，维特根斯坦只强调实在中没有东西与否定相对应，因而也就可以得出，没有否定的事实。

区别句子表现的东西和句子显示的东西，实际上是区别出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和句子所具有的逻辑形式。这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句子与事实相对应，因而句子可以表达世界。既然认识到句子所显示的东西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不同，那么当然可以基于这种认识来看待世界。维特根斯坦认为：

逻辑空间中的事实就是世界。（1.13）

句子借助一种逻辑构架来构造一个世界。（4.023）

一个句子确定逻辑空间中的一个位置。这个逻辑位置的存在仅由组成部分的存在来保证，由有涵义的句子的存在来保证。（3.4）

尽管一个句子只能确定逻辑空间的一个位置，但是这样一定由它给出整个逻辑空间。（3.42）

给出所有真的基础句，就把世界完全地描述了。给出所有基础句，同时再指出其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世界就被完全地描述了。（4.26）

逻辑充满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它的界限。（5.61）

逻辑句子描述世界的构架，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表现它。（6.124）

必须超越这些句子，才能正确地看世界。（6.54）

相似和相关的论述还有很多，但是以上这些足以说明维特根斯坦的基本思想：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但是世界是有逻辑框架的。句子描述事实，显示逻辑形式，因此，事实处于逻辑框架之中。要想真正认识世界，就必须站在世界之外，超越这些句子。“超越”是一个比喻，在我看来，它的意思不过是说，正确地认识这些句子及其表达的东西，认识它们所处的逻辑框架及其显示出来的东西，从而正确地认识世界。由此我们看到了维特根斯坦区别句子所表现的东西与句子所显示的东西的意义所在。这里的说明也许过于简单了，我们可以借助4.26这一段来多说几句。

这一段有两句话，后一句是对前一句的进一步说明，因此主要意思只在第一句：真的基础句与世界相关。前面说过，维特根斯坦认为，事实是事态的存在（2），基础句断定事态的存在（4.21）；他还认为，

如果基础句是真的，那么事态存在；如果基础句是假的，那么事态不存在。（4.25）

由此可以推出，基础句是关于事实的表达，如果基础句是真的，那么事实存在。所以，关于真的考虑对于世界的认识乃是至关重要的。结合句子图式可以看出，真乃是意谓层面的东西。它与句子层面相对应，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即涵义层面的东西——思想——相对应。维特根斯坦谈到了真和句子，因而显然考虑了语言和意谓层面，此外，他还谈到事态。这是关于世界中情况的说明。如前所述，假如把世界与语言相对应，那么事况这样的东西就只能与思想这样的东西相对应。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在维特根斯坦的讨论中，实际上也涉及了这样三个层面的东西。不仅如此，他对这三个层面也是有区别和认识的。虽然他的一些论述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借助句子图式，我们还是可以把他的论述解释清楚，把其中一些看上去不是那样清楚的东西区别清楚，并由此获得他关于世界的认识，获得他关于这种认识的论述方式的认识。
[5]




4. 可说与不可说之分

《逻辑哲学论》的第7章只有一句话：

对于不可说的（nicht sprechen kann）东西，必须保持沉默。（7）

这句话是全书的结论。它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有不可说的东西，二是应该如何对待这种东西。我们只看第一个意思。不可说的东西乃是与可说的东西相对应的。有可说的东西，这一点是自然的。维特根斯坦的结论是除此之外，还有不可说的。与此相关，维特根斯坦有如下一些结论：

哲学的正确方法会是这样的：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句子……，不说任何东西（Nichts zu sagen, als was sich sagen laesst）。（6.53）

伦理是不可说出的（sich nicht aussprechen laesst）。（6.421）

意志，作为伦理的东西的载体，是不可说的（kann nicht gesprochen werden）。（6.423）

伦理和美学是一个东西。（6.421）

假如把他使用的sprechen和sagen看作同义词，即它们的替换使用只有修辞作用，没有词义区别，那么这些结论是非常清楚而明确的：意志和伦理是不可说的，由于美学和伦理是同一个东西，因而可以得出，美学也是不可说的。自然科学的句子是可说的，尽管这一表达用的是虚拟态。维特根斯坦的这些结论是否有道理固然可以讨论，但是它们与《逻辑哲学论》的主题似乎有很大距离，因此不是我们这里要考虑的东西。我们要考虑的是与逻辑相关的东西，即与逻辑相关，是不是有“不可说”这样的认识？在《逻辑哲学论》中，在与逻辑相关的论述中，与“不可说”相同或相似的表达也多次出现，比如：

可显示的东西是不可说的（kann nicht gesagt werden）。（4.1212）

重言式是从所有句子得出来的：它没有说任何东西（sagt Nichts）。（5.142）

逻辑的句子把一些句子结合而成为什么也没有说的（nichtssagenden）句子，从而显示这些句子的逻辑特征。（6.121）

的确有不可说出的东西（Unaussprechliches），它们显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6.522）

如前所述，“可显示的”被维特根斯坦用来与“表现”“表达”相区别，由此获得关于逻辑形式的说明：逻辑形式是可显示的。按照4.1212则可以推论，逻辑形式是不可说的。6.522把不可说出的东西与“显示”明确地联系在一起，似乎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基于这种认识，5.142和6.121这两句关于逻辑句子的说明就显得尤其重要。

重言式是逻辑的句子。重言式也叫永真式，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真的。具体一些说，一个重言式无论其中所包含的各基础句是真的还是假的，它本身都是真的。由此可见，决定一个句子是不是重言式的要素主要在于其中的逻辑常项，而与基础句本身的真假没有关系。所谓逻辑常项大致相当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逻辑形式。因此，用维特根斯坦的说法，逻辑常项是显示出来的。一个句子的真假与它所表达的东西相关。也许是由于与基础句的真假没有关系，维特根斯坦才会说重言式没有说任何东西。比如“A∨¬A”是重言式，它与A是真的还是假的没有关系，所以它没有说任何东西。假如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则可以看出，这里的A是一个句子变元，代表任何句子。所以，维特根斯坦说重言式是从所有句子得出来的。

澄清了逻辑问题之后，我们可以再引申一步，考虑一下与世界相关的问题。句子表达思想，思想是事实的逻辑图像，句子当然是表达世界的。在表达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不会说“A∨¬A”，而会说，比如“这棵树枝繁叶茂或者并非枝繁叶茂”，“这棵树挡住了我的视线或没有挡住我的视线”。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这两句话是重言式，而这一点是通过其中的“或者”（或“或”）和“并非”（或“没有”）显示出来的。而且，它们都可以转换为“A∨¬A”。在这两句话中，关于世界的表达是“这棵树枝繁叶茂”和“这棵树挡住了我的视线”。也许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它们关于世界说了一些东西，表达了世界所是的样子，但是由于增加了“或者”和“并非”这样的表达，它们反而没有说出任何东西，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与世界一致的关系“相互抵消”了（4.462）。把“这棵树枝繁叶茂”与“这棵树枝繁叶茂或者并非枝繁叶茂”做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前一句话表达了世界的一种情况，但是它有可能是真，有可能是假的；后一句话总是真的，但是它并没有对世界的一种情况做出表达。换句话说，前一句话的真假，依赖于它自身所表达的东西；而后一句话的真假取决于“或者”和“并非”这样的表达，而与句子本身所表达的东西没有关系。假如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维特根斯坦的下一句话自然就得到了理解：通过比如“或者”和“并非”把“这棵树枝繁叶茂”“这棵树挡住了我的视线”这样一些句子结合起来，因而形成两个结果：一是显示逻辑的特征，二是什么也没有说。就是说，“或者”和“并非”这样的表达属于逻辑形式，它们关于世界本身没有做出什么表达。

基于以上认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可以通俗地一般性地表达如下：简单句是关于事实的表达，表达了世界的某种情况，而复合句显示出逻辑形式，关于世界什么也没有说。结合句子图式，可以比较容易地说明这个问题。

如前所述，维特根斯坦的讨论涉及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他关于这两个方面的区别有明确的认识，但是他的论述有时不是那么清楚。比如他说，句子是基础句的真值函数。在从事实过渡到句子之后，进行这样的说明没有什么问题。从句子图式看，这大致相当于语言和意谓层面的说明。比如根据句子图式4，很容易说明为什么复合句是简单句的真值函数。但是在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中，关于句子的论述固然重要，关于句子与世界之间联系的论述则更加重要，或者至少同样重要。这样的说明涉及语言与世界的对应，因而会涉及句子与事实的对应。在这种情况下，仅考虑语言和意谓这两个层面就不够了，还要考虑涵义层面。比如他说：

如果基础句是真的，那么事态存在；如果基础句是假的，那么事态不存在。（4.25）

给出所有真的基础句，就把世界完全地描述了。给出所有基础句，同时再指出其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世界就被完全地描述了。（4.26）

这里谈到句子，谈到真，因而涉及语言和意谓两个层面。此外，这里还谈到事态和世界，它们显然不属于语言和意谓层面，因此要结合涵义层面来考虑。基础句有真假，因而基础句与事态可以相关，也可以不相关。比如“这棵树枝繁叶茂”在夏天会是真的，在冬天就会是假的。那么，说它是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相当于思想与真相结合：既有涵义层面的考虑，也有意谓层面的考虑。同样，给出所有基础句还不能描述世界，这是因为它们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所以，结合世界或事态来考虑句子的时候，涵义层面和意谓层面的结合是必要的。

复合句不是这样的。在复合句中，除了基础句外，还有句子联结词。这些联结词与句子本身是不同的。在意谓层面，它们是真值函数。在涵义层面，它们所表达的东西属于思想的一部分。这里的区别在于，它们本身不是关于世界的表达，而只是关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之间关系的表达，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它们（逻辑句子）“描述世界的构架”（6.124）。这样，通过关于基础句所表达的东西与句子联结词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维特根斯坦描述了世界：“逻辑空间中的事实就是世界”（1.13）。就是说，世界由事实构成，事实处于逻辑空间之中，具有一种结构。一方面，“世界是事实的总和”（1.1），另一方面，“逻辑充满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它的界限”（5.61）。正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维特根斯坦才会说，“句子借助一种逻辑构架来构造一个世界”（4.023）。复合句含有联结词，通过联结词把一些基础句联结在一起构成句子。句子表达事实，联结词显示逻辑结构。单就4.023这一句，它既说到语言，也谈到世界。但是就我们对它的理解而言，却会涉及三个方面。语言层面最清楚，不用多说。逻辑层面似乎清楚，其实不然。从句法上理解，可以把它也归为语言层面，若是从语义层面来理解，则要把它归于意谓层面。至于世界，则只能从涵义层面，即从句子所表达的东西的方面去理解。这一点，也许从下面的论述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逻辑句子描述世界的构架，或者，它们体现它。它们不“处理”任何东西。它们假定，名字有意谓，基础句有涵义：而且这是它们与世界的联系。十分清楚，一些本质上具有明确特征的符号的特定组合是重言式，这关于世界一定会有所显示。这里存在着决定性的东西。（6.124）

最后一句话明确说明逻辑形式的重要性，说明它们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尽管依然只是“显示”，而不是其他的，比如表达、表现，却被称之为“决定性的”。前一句则明确谈到意谓和涵义，而且把它们与世界联系起来。如果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用语区别是清楚的，那么我们可以从语言、涵义和意谓这三个层次去理解他的论述，但是会发现似乎涵义层面和意谓层面的东西都与世界有联系。如果认为他并没有像弗雷格那样明确的区别用语，比如区别涵义和意谓，那么这里他的意思似乎是说，名字有意谓而没有涵义，因此这里他只从语言和涵义两个层面进行论述，而没有考虑意谓层面，尽管他使用了“意谓”这个词。在我看来，关于涵义和意谓的区别，维特根斯坦是有认识的，但是他确实是有不清楚的地方，至少在他的论述中常常有不清楚的地方。依据句子图式，有助于我们分析和理解他的思想。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和语言所显示的东西的区别，因而看到他关于世界中的事实与逻辑构架的区别。

综上所述，“不可说”只是维特根斯坦自己关于逻辑所展示的东西的一个说法，是对与简单句所表达的东西相区别的东西的一个说法。在我看来，在他的时代，弗雷格的《概念文字》还不太为人所知，罗素的《数学原理》读者尚不多，因此现代逻辑远远没有普及，关于它的认识还仅仅是少数人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维特根斯坦作为获得这样认识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把这样的认识称之为“神秘的”，“不可说的”，大概只是一种个人气质的体现。他的目的大概还是在于让人们“必须超越这些句子，才能正确地看世界”（6.54）。应该看到，在《逻辑哲学论》中，他为我们展现的并不是神秘的东西，他给予那么多论述的东西显然也不是不可说的。


5. 事实与解释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这是《逻辑哲学论》中一个重要观点。它的提出对哲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但是在这个观点背后，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观点，这就是：

句子的总和就是语言。（4.001）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5.6）

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分析语言来达到关于世界的认识。比如句子表达事实，句子显示逻辑结构，事实构成世界，事实处于逻辑空间之中，等等。如果说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语言通往世界的分析典范，那么我们则可以再引申一步，即基于他说的事实与逻辑空间做出一些新的不同论述。

句子可以分为简单的和复合的。它们大致相当于维特根斯坦说的基础句和一般句子。语言表达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从这个立场出发，简单句是关于事实的描述的表达，而复合句是关于事实的解释的表达。也就是说，简单句和复合句都表达了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但是却不相同。它们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事实有真假，解释有逻辑。逻辑与真假不同，但是与真假相关。认识到这种不同，有助于我们关于语言表达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

事实与解释的区别，在一些情况下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特别是有了维特根斯坦的论述，我们至少关于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比如“这棵树枝繁叶茂”，“这棵树挡住了我的视线”都是关于事物状况的描述，因而是关于事实的描述。它们是真的还是假，也是容易认识的。我在桌前抬头一看，就可以确定。相比之下，关于它们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这棵树不枝繁叶茂”，“这棵树没有挡住我的视线”，就是对它们的否定。这相当于说，“这棵树枝繁叶茂，这不是真的（或者，这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这种解释比较直观，还可以有比较复杂的解释，比如“如果这棵树枝繁叶茂，它就会挡住我的视线”，或者，“如果这棵树挡住我的视线，它就是枝繁叶茂”，或者，“若不是这棵树枝繁叶茂，它就不会挡住我的视线”，等等。

基于以上讨论，现在我们可以问：“树叶都绿了”是一个简单句还是一个复合句呢？这个句子不含名字，因而与一个简单句不同，但是它也不含句子联结词，因而与复合句也不同。问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在问，这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解释。在维特根斯坦看来，

一个完全概括了的句子，像其他每一个句子一样，乃是复合构成的。（5.5261）

通过达到完全普遍化的句子，就是说，不必从一开始把任何一个名字赋予一个特定的对象，人们可以完整地描述世界。（5.526）

在“树叶都绿了”中，“树叶”不是某一片树叶的名字，而是对树叶类的称谓，“都”乃是全称量化表达，因此这是一个表达普遍性（或完全概括了）的句子。在这种意义上，它与简单句是不同的。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它是复合构成的。但是，维特根斯坦认为它也可以描述世界，而且完整地描述世界。这里维特根斯坦的表达方式涉及两种描述世界的方法。一种是把一个名字赋予一个对象，另一种是不把一个名字赋予一个对象。“这棵树枝繁叶茂”相当于第一种方式，“这棵树”即是为我窗前的那棵树命名。与此相似，我们也可以说：“这片树叶绿了。”其中“这片绿叶”乃是对某一片树叶的命名。现在可以看出，“树叶都绿了”相当于第二种方式。与“这片树叶绿了”不同，它没有为某一个对象命名。但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样也可以描述世界，而且是完整的描述呢？字面上看，由于“树叶”是对树叶类的称谓，因此这里是以称谓类的方式来描述世界。但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会说到“从一开始”（von vornherein）不这样做呢？“从一开始”是一个有关先后顺序的表达。它的意思可以表示，一开始不这样，后来可以这样做。或者，它只表示一开始不这样。结合句子图式可以看出，这是因为从真假的角度考虑，谓词“绿了”所意谓的概念要与个体域中的每一个个体相匹配。这种匹配的结果是：树叶1
 绿了，并且树叶2
 绿了，并且……。就是说，为了说明这个句子的真之条件，最终还是要为对象命名的。这与弗雷格所说的也是一致的：基本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概念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可以还原为这种关系。

直观上看，一个全称句可以表达为一个无穷合取式。由于每一个被合取的句子都是一个描述，因此该无穷合取式也是一种描述，只不过是把许多描述组合在一起，由此与简单句的单一描述形成区别。在这种意义上，尽管全称句与单称句语言形式上有区别，但是就描述而言却是相同的。进一步思考则可以看出，这里实际上有一个重大区别：一个全称句所引出的无穷合取式，即那个删节号，该如何表述？用“等等”当然可以代替它，人们也会明白它的意思。但是这样以及类似的表达至多形成大致的或直观的说明，而不能形成精确说明，因而对于刻画全称句的真之条件来说，这样的表达是不够的。删节号表示无穷多与此前类似的情况，因而表达的是普遍性。如前所述，这样的普遍性可以按照弗雷格的方式如下表达，比如：“任一x，如果x是（这棵树的）树叶，那么x绿了。”在这样的表达中，x在两个子句中出现，通过相互指称而使整个表达式达到普遍性。其中出现的蕴涵表达式非常明显。这就表明，这样的表达不再是单纯的描述，而是解释，或者，含有一种解释的意味。

有人可能会认为，从逻辑的角度看，这样的说明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以蕴涵式来表达全称句的方式是从真假的角度来考虑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的表达不是这样的。比如“树叶都绿了”就是一种描述，它所表达的就是一种观察的结果，就是事实。这样说大致不错，但是细究起来却是可以质疑的。如果问“树叶都绿了”是什么意思，不用上述方式，大概也可以说：“每一片树叶都绿了。”问题是，我看到每一片树叶了吗？换句话说，我并没有看到每一片树叶，而我描述的却是每一片树叶。我之所以这样描述，乃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树叶、很多树叶。我所描述的基于我看到的东西，但是这种描述却不限于我所看到的，而是超出了我所看到的东西。这超出的部分其实是我推论出来的，因此，我的这种描述暗含着我的归纳、概括，即暗含着推论，尽管它直观上看不出来。比较一下“这棵树枝繁叶茂”就清楚了。问及它的意思，我可能会说：“这棵树的树杈和树枝很多，树叶很密也很厚。”也就是说，我同样没有看到它的每一根树杈和树枝，也没有看到它的每一片树叶，但是我做出的是关于这棵树的表达。这样的表达就是关于这棵树的描述，只是描述，不是推论，也没有暗含推论。

这个问题还可以引申一步。我窗前的这棵树在我的视野之内。常识上人们会以为，它的枝杈树叶都在我的视野之内，只要我仔细看，都是可以看到的。类似的情况很多，比如一个班里的学生是可数的，一个学校的学生也是可数的，因此当说“学生都是如此这般的”时，只是事实陈述，而不包含着推论。这里的区别在于，一个班的学生是可数的，与一个学校的学生是可数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从关于它们的表达的真之条件而言，可以说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其中包含着从“学生1
 是如此这般的”到“学生n
 是如此这般的”的合取，尽管其中的“n”可大可小。但是就认识而言，了解一个班学生的情况不仅理论上可以做到，而且实际上是很容易做到的，比如班主任了解每一个学生；而了解一个学校的学生，比如清华大学学生，却仅仅是理论上可以做到的，比如它有名册，如果愿意，可以查到每一个学生，了解他或她的情况。但是没有什么人会实际上知道每一个学生是怎样的。因此“（清华大学的）学生都是如此这般的”字面上是描述，实际上是暗含着推论。因为这个表达包含着超出可观察的部分，因而它不是纯描述性的。而从事实的角度说，它也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事实，而是包含着推论的。所以，我们至少可以非常保守地说，即使认为全称句是描述，它与简单句的描述也是不同的，即使认为它所表达的是事实，与简单句所表达的事实也是不同的。

也许，对照存在句，这个问题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比如“有一棵树枝繁叶茂”。字面上看，它似乎也是一种描述，表达一个事实。其实却不是，而是一种解释。用奎因的话说，这里涉及本体论承诺。我看到窗前那棵树枝繁叶茂，因此我说“这棵树枝繁叶茂”，我也可以说：“有一棵树枝繁叶茂”，当然，即使我窗前没有这样一棵树，我也可以这样说：因为我在其他地方看见过。所以，关于存在情况的表达乃是解释性的或者包含着解释，因此它不是事实，而是与事实相关的。所以维特根斯坦说，“有自然律”“是不可说的，而是显示出来的”（6.36）。“所有”与“有”都是量词。根据句子图式2，它们的相似性和对应性是非常明确的，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以及它们所表达的东西的特征和性质也是非常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全称句不是描述性的，而是关于描述的，因而也就可以看出它与解释相关的性质，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看到它们的“显示”性质。因此，全称句与简单句是不同的。就与事实的对应性而言，它们是有重大区别的。

就解释而言，最典型的日常表达无疑是这样的：“因为……所以”，“如果……那么”，“假如……那么”等等。它们的特征非常明显，包含前提和结论。就内容而言，它们所表达的可能是条件和结果，原因和结果，时间先后顺序，反事实条件等等。这样的解释包含着一种结构，大致相当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逻辑框架。或者，这样一种结构，维特根斯坦把它用于世界，就称之为逻辑框架和结构。我把它用于解释，就称之为逻辑。所以，我说事实有真假，解释有逻辑，后者指的就是这种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显示出来的东西。

在我看来，哲学的发展一直处于解释世界的过程之中。自古希腊哲学以来，人们区别意见与知识，探讨与感觉相关和与认识相关的东西，探讨特殊的东西与普遍的东西。人们区别感知与理性，区别感觉经验与理性认识，区别事实与推理，探讨个别和一般的东西，人们区别真与意义，区别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探讨对象与概念，如此等等；人们可以说世界是事物构成的，也可以说世界是事实构成的，人们可以说世界是理念的复制，也可以说理念是世界的反映，人们可以说感觉是通向外界的唯一桥梁，也可以说存在着先验的、不依赖于经验的东西，人们可以说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物质的外部世界，另一个是精神的内心世界，也可以说有三个世界，除了这两个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或者领域或范围），其中的东西是客观的，就与可感觉性而言与前一个世界的东西不同，就与承载者而言与后一个世界的东西不同，如此等等；人们无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对世界进行着解释。

马克思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由于这句话没有上下文，因而对其中后一句，人们可以做多种理解，比如它可以指在哲学之内，也可以指超出哲学领域。与此相应，对前一句中的“哲学（家）”也可以做多种理解，比如它可以指广义的，包括柏拉图说的“哲学王”以及如今人们常说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也可以指狭义的：经过学科分类意义上哲学（家）。即使在后一种意义上，仍然会有不同理解，比如今天国内学界通常分出的所谓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伦理学、科学哲学、逻辑、美学等等。总之，对哲学的理解不同，对马克思这句话的解释就会形成完全不同的结果。这里，我不探讨这句话的语境，也不区分这里所说“哲学”的不同含义。与本书相关，最后我只想借用前一句话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至少明确谈到两个问题。一个是解释世界，另一个是解释世界的方式。既然解释世界的方式可以不同，那么多一种方式总比少一种方式好。如前所述，维特根斯坦把逻辑形式称之为“神秘的”“不可说的”，但是又让我们“超越这些句子”，正确地“看世界”，实际上也显示了解释世界与解释世界的方式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认识到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重要意义。它是关于世界的解释，它提出了新的解释，不仅如此，它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方式。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正是由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方式，最终才导致它对世界提出新的解释。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这种解释方式的实质。语言分析不是常识性的，不是随意的，而是依据逻辑的，因循逻辑所提供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我们应该看到，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到奎因、达米特、戴维森，他们在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探讨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为哲学带来了突破性的发展，给哲学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他们使用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对于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对于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人们可以提出不同的解释，称誉或批评，赞同或反对，但是无论取什么态度，我们至少应该看到两点：其一，人们确实可以通过语言分析而达到对世界的认识；其二，既然是通过语言分析来达到对世界的认识，语言分析就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对它应该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或者至少应该有所了解和认识。最最保守地说，对于哲学研究而言，这种认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1]
 Wittgenstein, L.: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 Suhrkamp Verlag 1984.以下引文，只注标号。参见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陈启伟译，《维特根斯坦全集》第一卷，涂纪亮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译文有修正。应该指出的是，维特根斯坦所使用的一些主要术语直接来自弗雷格，至少字面上是相同的。我在引文中遵循了这一点。


[2]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陈维杭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页。


[3]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现实性”，来自其形容词“现实的”（wirklich）。这不是弗雷格的专门术语，翻译随中译文。


[4]
 罗素谈过与维特根斯坦相似的看法和表达，比如，“对应于每一事实都有两个命题：一个真，一个假。但没有假的事实”（罗素：《逻辑原子主义哲学》，载《逻辑与知识》，第251—252页）。十分有趣的是，他的思想似乎先后还有变化，既说过“存在否定的事实”（同上，第255页），又认为“更简单的做法是将否定事实看成事实”，“把否定的事实看作最终的事实”（同上，第258页）。相比之下，维特根斯坦说得简明扼要，罗素说得复杂啰唆。原因也许在于，维特根斯坦前后一致，而罗素则不是这样。对同一的观点进行解释并不难，对两种对立的观点进行解释，尤其是还想寻求一种一致的解释，就不是容易的事情了。


[5]
 在哲学史上，一些著作是没有论证或者缺乏论证的。《逻辑哲学论》的一个缺点是缺乏论证：其中许多论述就是陈述，而没有论证。这样就给解释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但是仅就缺乏论证这一点而言，《逻辑哲学论》与其他没有或缺乏论证的著作是根本不同的。这是因为，对于其中的许多论述，人们可以提供清楚而完整的论证，而且基本不会曲解其中的思想。由于该书所基于的逻辑理论和思想是清楚的，因而人们可以基于逻辑理论和思想来为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论述提供或补充论证。这一点，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是难以做到的，在其他许多人的著作中是根本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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